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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书几乎包含了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所有方面，收集了作者在三、四十年代所创作的六篇重要著作。作者的“存在之真理”和“存在历史观”最为引人注目，特别是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当代技术世界的分析，充分显示出一位思想家应有的稳重、冷静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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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 - 1976）出身于一个天主教家庭，早年在教会学校读书。17岁时，从一个神父那里借到布伦坦诺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存在的多重意义》一书，对存在意义的问题产生兴趣。他在大学先学神学二年，后转入哲学，1913年在弗莱堡大学在李凯尔特的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心理主义的判断学说》，他的讲师资格论文题目是《邓·司各脱关于范畴的学说和意义的理论》。在弗莱堡大学任教期间，他参加胡塞尔主持的研究班。1922－1926年，在马堡大学任副教授。1927年，为晋升教授职称，发表未完手稿《存在与时间》。据说，当这本书送到教育部审查时，部长的评语是“不合格”。但就是这样一本被官员判定为不合格的书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1928年，海德格尔接替胡塞尔，任弗莱堡哲学讲座教授。纳粹运动兴起后，他参加了纳粹党，并于1933年4月－1934年2月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因为他与纳粹的这段牵连，1945－1951年期间，法国占领军当局禁止他授课。海德格尔对于他与纳粹的关系，似乎也没有多少反省，他在1952年出版的《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还说，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运动的内在真理与伟大之处”。





题记


林乃树林的古名。林中有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

这些路叫做林中路。

每条路各自延展，但却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彼此相类。然而只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

林业工和护林人识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做在林中路上。





译者序


《林中路》（Holzwege）是20世纪德国伟大的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的后期代弄作品之一它在当代学术界享誉甚高，业已被视为本世纪西方思想角一部经典著作。如其中的第一篇《艺术作品的本源》，原为海德格尔在1935至1936年间所做的几次演讲，当时即激起了听众的狂热的兴趣——此事后被德国当代解释学哲学大师伽达默尔描写为“轰动一时的哲学事件”。书中其余诸篇也各有特色，均为厚重之作。若要了解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这本《林中路》是我们不可不读的。

《林中路》，以这样的书名，听来总不像一本哲学书，而倒像一本散文集或诗歌集。的确，它不是一本“严格的”哲学著作。在此所谓“严格的”，确切地讲，应是“通常的”，或“传统的”。人们所熟悉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正经面孔，在海德格尔这本《林中路》中是没有的。今天我们似乎已经可以说，这是一本“反哲学的哲学著作”。它在当代西方的（海德格尔之后的）后现代的思想中有其位置。要说严格性，《林中路》具有它自身的严格性，而它的这种严格性断不是传统“哲学”所要求的严格性，毋宁说，是“思”的严格性了。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早年以半部《存在与时间》（1927）起家，赢得了“存在主义哲学家”的鼎鼎大名。但《存在与时间》仅只代表着海德格尔前期的哲学思路。前期海德格尔的思路确实在“存在主义”（更确切地，应为“实存主义”）的范畴之内，并且标志着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一个顶峰。这条路子的基本特征，我们可用“极端的主观主义”或“极端的唯我论”来加以标识。海德格尔自己明言，乃是要制定一门以“人”这种“此在”(Dasein）为基础的“基础存在学”(Fundamentalontologie）。以这条从“此在”到“存在”的思路，海德格尔是跳不出“时间”“地平线”的限制的，终究也跳不出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中的主体形而上学传统的范围。

海德格尔本人对此立即有了自觉和省察。《存在与时间》终成残篇，这决非偶然，实出于思路的困难——此路不可通也。故而，行至30年代，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发生了一个著名的“转向”。对于这个“转向”，海内外的学术界颇多意见，可谓众说纷纭。当然，也有人否认有此种“转向”，主张海德格尔一生的思想是始终一贯的，前期和后期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有学者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在《存在与时间》中已告完成，之后并无大的进展。此种看法是有违于海德格尔思想的实情的。

实际上，我们看到，自《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还有近半个世纪的运思经验，为世人留下了五六十卷著作（含讲座稿、手稿等）——这洋洋大观，又岂是半部《存在与时间》可以囊括的？海德格尔自己承认，从30年代以来，他一再地尝试了对《存在与时间》的“问题出发点”作一种“内在的批判”（参看海德格尔：《面向思想的事情》，第61页）。在眼下这本书中，海德格尔也说，《存在与时间》是他的思想道路上的一个“路标”。其言下之意：往后的思想之路还漫长得很。

在30、40年代的动荡岁月里，海德格尔经历了政治上的磨难，一度沉沦，留下一生难洗的政治污点——纳粹政权时期，海德格尔担任了不足一年的弗莱堡大学校长职务（1933年）。而这时候，海德格尔的思想也正处于激烈的自我修正中。尽管海德格尔在整个30年代少有文字问世，但他并没有真正沉默。相反，30年代实是海德格尔思想的最“高产”时期。大量的演讲稿、授课稿和笔记等，以其至为多样化的论题，记录了这位思想家当时所经历的多维度的、艰苦的思想“历险”。《林中路》一书，正是海德格尔在那个人类命运的非常时期的思想结晶。该书收集了作者在30、40年代创作的六篇重要文章。这些文章初看起来是很难以统一的。而这也可说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正如本书书名所标明的：《林中路》——林中多歧路，而殊途同归。

从内容上看，本书几乎包含了趋于成熟的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所有方面。举其要者，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方面，乃是海德格尔围绕“存在之真理”(Wabrheit des seins）问题对艺术和诗的本质的沉思。这主要可见于本书中的《艺术作品的本源》和《诗人何为？》两文。此两文已成为当代西方诗学（美学）领域的名篇而备受关注。而从中传达出来的海德格尔关于艺术（诗）的主张，实际上很难归诸西方传统美学或诗学的范畴了。

在传统学术中，“美”与“真”历来是两个领域的问题，前者属于美学，后者归于知识论，两者径渭分明。海德格尔要在“真理”之名下讨论“美”，这本身已属怪异。海德格尔所思的“真理”，明言也不是传统的“物”与“知”的“符合一致”意义上的知识学上的真理，不是知物的科学的真理。“存在之真理”乃是一种至大的明澈境界，此境界决非人力所为；相反地，人惟有首先进入此境界中，而后才能与物相对峙，而后才能“格物致知”，才能有知识学上的或科学的真理。此“境界”，此“存在之真理”，海德格尔亦称之为“敞开领域”(das offene)，或“存在之澄明”(Lichtung des Seins）。海德格尔并且认为，这也正是希腊思想的基本词语Aληθεια的原意，即：作为“无蔽”的“真理”。

“存在之真理”的发生，从人方面讲，亦即人如何“进入”“存在之澄明”境界，便成为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核心题目。此课题之所以落实于“艺术”或“诗”，是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乃是“存在之真理”之发生的原始性的（本源性的）方式之一，而且是一种基本的、突出的方式。海德格尔30年代以后对荷尔德林等诗人之诗作的阐释（如本书第5篇对诗人里尔克的论解）和对艺术之本质的沉思（如本书第1篇），实际都是以海氏的“存在”之思为基石的。

我们不难看到，海德格尔的艺术见解明显地构成了对近代以来的以“浪漫美学”为其标识的主观主义（主体主义）美学传统的反动，而这也是海德格尔对其前期哲学的主体形而上学立场的一个自我修正。在海德格尔眼里，正如“真”（真理）不是主体的认知活动，“美”也决非主体的体验，决非“天才”的骄横跋启的创造。因此，把海德格尔安排在德国“浪漫美学”传统的思想家队伍里，恐怕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做法；那种认为海德格尔以“浪漫美学”反抗现代技术文明的看法，终究也难免轻薄。

顺便指出，海德格尔在本书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他在更后期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等书中表达出来的语言思想，即：把“诗”和“思”思为语言一道说（Sage）之发生——亦即“存在”之发生——的两个基本方式，从人方面看，也就是人之道说（人进入“存在之澄明”境界）的两个基本方式。可见，《林中路》之思贯通着海德格尔50年代重点实行的语言之思。

海德格尔在本书中表达的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他独特的“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观，也即他对于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以及西方文明史的总体观点。书中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和《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两篇，呈现着海德格尔这方面的思想。阿那克西曼德处于西方思想史的发端时期，是有文字传世的最早期的希腊思想家（尽管阿那克西曼德只传下一句话）；黑格尔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标志着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一个顶峰。阿氏和黑氏简直就是历史的两端，足供海德格尔藉以表达出他对于西方思想和哲学历史的见解了。

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观，简言之就是这样一幅历史图景：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是“存在历史”的“第一开端”，发生了原初的存在之“思”与“诗”（在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早期希腊“思者”和荷马、品达、索福克勒斯等早期“诗人”那里），之后，“第一开端”隐失了，进入了形而上学的时代，也即以“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为特征的哲学和科学时代，此时代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至黑格尔而达于“完成”（海德格尔也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今天，我们现代人处身于又一个转折性的时代，是形而上学哲学趋于终结而非形而上学的“思”和“诗”正在兴起的“转向”(die Kehre)的时代——“存在历史”的“另一开端”正在萌发之中。

在30年代中期的讲座《形而上学导论》（1953年出版）以及此后的其他一些专题论文中，海德格尔对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讨，而本书最后一篇关于“阿那克西曼德之蔑言”的长篇大论，可谓最具代表性和总结性。海德格尔在该文中对早期希腊思想提出了他的总体看法，对“存在历史”之发生和演进也有所提示。此外值得指出的是，海德格尔在本文中实践的“思-言”(“思想-语言”）一体的思想史考察方法（所谓“词源学探究”)，应具有普遍的启示性意义，值得我国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借鉴。

与其“存在历史”观相联系，海德格尔在本书中对现代人之生存境况作了深人的思索，主要包括他的尼采阐释和对技术之本质的思考。这方面，特别可见于本书的《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和《世界图像的时代》两文。而书中其他各篇，也处处见证着思的“当代性”。当代的思无法回避的课题，归结起来大致有两项：其一，价值虚无，在西方，即由尼采的话“上蒂死了”所判定的“虚无主义”时代的人类精神生活的“无根”状态，其二，技术困境，即由现代技术所造成的人类生存的灾难性现实。海德格尔从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人手，对虚无主义的本质和技术的本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以期在这个“危险”的技术时代里寻求人类的得救之法。

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对当代技术世界的分析，充分显示出一位思想家应有的稳重、冷静和深度。他的具体的观点，我们不拟一一细表。这里只还想指出一点：后期海德格尔把形而上学的基本机制规定为“存在-神-逻辑学”(Onto-Thco-Logik)，实际就是挑明了存在学（希腊哲学精神）、神学（犹太-基督教神学）和近代科学三者相结合的西方传统哲学文化的根本内涵。这应是对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的一个全面的把握。海德格尔启示我们，对于现代西方的诸种现象，无论是价值和信仰的危机，还是日益扩张的技术-工业文明及其不妙后果，我们都必须立足于“形而上学”(“存在-神-逻辑学”）这个“根本”来加以分析和透视。

这个世界是技术的世界。这个时代是技术的时代，是神性隐失的时代。在本书第5篇文章（《诗人何为？》）中，海德格尔把这个普遍技术化的“世界时代”标识为“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处身于“世界黑夜”中的人类总体正在经受着“世界历史”的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恐怕谁也逃不过“存在之命运”的法则了。因此，行进在“林中路”上的思想家海德格尔，西方人固然绕不过去，我们东方人也非轻易绕得过去。

与去年出版的拙译《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一样，《林中路》的翻译最初也是为准备我的博士论文而做的。想当年，大约在1991年上半年的几个月间，我一气做完本书的初译，密密麻麻记满了两大本笔记。当时我为之投入的热情真可谓巨大。时隔两年之后，我接着来做本书的译事，依然是困难重重。加上教务和杂事的压迫，我为校译和审订，断断续续又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而今终于得以交付出版，也算完成了我的一桩心愿。

《林中路》初版于1950年，由德国法兰克福（美茵河畔）的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Vittorio Klostermann）出版社出版，后多次重版；1977年被编为海德格尔《全集》第5卷出版。本书自问世以来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包括日文等亚洲文字）。中国学者对此书早已有所关注和论述，也做过翻译的尝试。而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有中译本。

译者在翻译时主要依据1980年第6版（德文版），后又据1994年第7版审订，并参照了英译文。《林中路》各篇之英译文散见于以下各种英译海德格尔文集：《艺术作品的本源》和《诗人何为？》两篇，载于《诗·语言·思》（Poetry,Language，Thought,New York,1975)；《世界图像的时代》和《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两篇载于《技术之追问以及其他论文》（The Question Conceming Techllolog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1977)；《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一篇有单独成书的英文本，(Hegel's Concept of Experience,New York,1970)，《阿那克西曼德之茂言》一篇，载于《早期希腊思想》（Early Greek Thinking New York,1975）。这些英译文对我的中译工作的帮助是很大的。

本书原著没有“注释”，也没有“索引”。中译本在不得已处做了一些注释，并增加了“人名对照表”，凡正文中出现的人名，均已收入此表中。

对海德格尔著作的汉语翻译，或许始终只能是一种“试译”。不可译处多。译者虽然全心全力地做了，但由于学养的浅薄，译文中必定有许多错讹和失当的地方。相信高明的读者一定会不吝赐教的，也希望不久会有更可靠的译本面世。

北京大学的熊伟教授曾选译过本书第五篇（《诗人何为？》）中的几段文字，我在翻译此文时参考了熊伟先生的译文。本书中有大量的希腊文；其中几处颇令我棘手，幸得杭州大学的陈村富教授提供帮助。张志扬教授仔细审校了第一篇《艺术作品的本源》的译文。我妻子方红玫为我打印了全部译稿。在此一并致谢。

孙周兴

1994年3月10日识于西子湖畔

1997年4月10日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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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艺术作品的本源（1935/1936)[l]


本源[2]一词在此指的是，一个事物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某个东西如其所是地是什么，我们称之为它的本质。某个东西的本源就是它的本质之源。对艺术作品之本源的追问就是追问艺术作品的本质之源。按照通常的想法，作品来自艺术家的活动，是通过艺术家的活动而产生的。但艺术家又是通过什么、从何而来成其为艺术家的呢？[3]通过作品．因为一件作品给作者带来了声誉，这就是说：惟有作品才使艺术家以一位艺术大师的身份出现。艺术家是作品的本源。作品是艺术家的本源。彼此不可或缺。但任何一方都不能全部包含了另一方。无论就它们本身还是就两者的关系来说，艺术家与作品向来都是通过一个第三者而存在的，这个第三者乃是第一位的，它使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获得各自的名称。这个第三者就是艺术。

正如艺术家必然地以某种方式成为作品的本源，其方式不同于作品之为艺术家的本源，同样地，艺术也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确凿无疑地同时成为艺术家和作品的本源。但艺术竟能成为一个本源吗？哪里以及如何有艺术呢？艺术，它只还不过是一个词语而已，再也没有任何现实事物与之对应。它可以被看作一个集合观念，我们把仅从艺术而来才是现实的东西，即作品和艺术家，置于这个集合观念之中。即使艺术这个词语所标示的意义超过了一个集合观念，艺术这个词语的意思恐怕也只有在作品和艺术家的现实性的基础上才能存在。抑或，事情恰恰相反？惟当[4]艺术存在，而且是作为作品和艺术家的本源而存在之际，才有作品和艺术家吗？

[1]1960年雷克拉姆版：此项尝试（1935/l937年）依照对“真理”这个名称的不当使用滚示被克制的澄明与被照亮者）来说是不充分的。参看《路标》第268页以下，“黑格尔与希腊人”一文；《面向思想的事情》，第77页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艺术：在本有（Ereignis）中被使用的自行遮蔽之澄明的产生（Her vor bringen）——进入构形（Ge-bild）之庇护。——作者边注

产生与构形：参看“语言与家乡”，《从思的经验而来》。——作者边注

[2]1960年雷克拉姆版：关于“本源”(Ursprung)的谈论易致误解。——作者边注

[3]1960年雷克拉姆版：艺术家之所是。——作者边注

[4]1960年雷克拉姆版：有艺术（Es die Kunst gibt）。——作者边注

无论怎样做出决断，关于艺术作品之本源的问题都势必成为艺术之本质的问题。可是，因为艺术究竟是否存在和如何存在的问题必然还是悬而未决的，所以，我们将尝试在艺术无可置疑地起现实作用的地方寻找艺术的本质。艺术在艺术-作品中成就本质。但什么以及如何是一件艺术作品呢？

什么是艺术？这应当从作品那里获得答案。什么是作品？我们只能从艺术的本质那里经验到。任何人都能觉察到，我们这是在绕圈子。通常的理智要求我们避免这种循环，因为它是与逻辑相抵悟的。人们认为，艺术是什么，可以从我们对现有艺术作品的比较考察中获知。而如果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艺术是什么，我们又如何确认我们的这种考察是以艺术作品为基础的呢？但是，与通过对现有艺术作品的特性的收集一样，我们从更高级的概念作推演，也是同样得不到艺术的本质的，因为这种推演事先也已经看到了那样一些规定性，这些规定性必然足以把我们事先就认为是艺术作品的东西呈现给我们。可见，从现有作品中收集特性和从基本原理中进行推演，在此同样都是不可能的．若在哪里这样做了，也是一种自欺欺人。

因此，我们就不得不绕圈子了。这并非权宜之计，也不是什么缺憾。踏上这条道路，乃思想的力量．保持在这条道路上，乃思想的节日一一假设思想是一种行业的话。不仅从作品到艺术和从艺术到作品的主要步骤是一种循环，而且我们所尝试的每一个具体步骤，也都在这种循环之中兜圈子。

为了找到在作品中真正起着支配作用的艺术的本质，我们还是来探究一下现实的作品，迫问一下作品：作品是什么以及如何是。

艺术作品是众熟悉的。在公共场所，在教堂和住宅里，我们可以见到建筑作品和雕塑作品。在博物馆和展览馆里，安放着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艺术作品。如果我们根据这些作品的未经触及的现实性去看待它们，同时又不至于自欺欺人的话，那就显而易见：这些作品与通常事物一样，也是自然现存的。一幅画挂在墙上，就像一枝猎枪或者一顶帽子挂在墙上。一幅油画，比如凡?高那幅描绘一双农鞋的油画，就从一个画展转到另一个画展。人们运送作品，犹如从鲁尔区运送煤炭，从黑森林运送木材。在战役期间，士兵们把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与清洁用具一起放在背包里。贝多芬的四重奏存放在出版社仓库里，与地窖里的马铃薯无异。

所有作品都具有这样一种物因素（das Dinghafte）。倘若它们没有这种物因素会是什么呢？但是，我们也许不满于这种颇为粗俗和肤浅的作品观点。发货人或者博物馆清洁女工可能会以此种关于艺术作品的观念活动。但我们却必须根据艺术作品如何与体验和享受它们的人们相遭遇的情况来看待它们。可是，即便人们经常引证的审美体验也摆脱不了艺术作品的物因素。在建筑作品中有石质的东西。在木刻作品中有木质的东西。在绘画中有色彩的东西，在语言作品中有话音，在音乐作品中有声响。在艺术作品中，物因素是如此稳固，以致我们毋宁必须反过来说：建筑作品存在于石头里。木刻作品存在于木头里。油画在色彩里存在。语言作品在话音里存在。音乐作品在音响里存在。这是不言而喻的嘛——人们会回答。确然。但艺术作品中这种不言自明的物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对这种物因素的追问兴许是多余的，引起混乱的，因为艺术作品除了物因素之外还是某种别的东西。其中这种别的东西构成艺术因素。诚然，艺术作品是一种制作的物，但它还道出了某种别的东西，不同于纯然的物本身，即。作品还把别的东西公之于世，它把这个别的东西敞开出来；所以作品就是比喻。在艺术作品中，制作物还与这个别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结合”在希腊文中叫做。作品就是符号。[l]

比喻和符号给出一个观念框架，长期以来，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描绘就活动在这个观念框架的视角中。不过，作品中惟一的使某个别的东西敞开出来的东西，这个把某个别的东西结合起来的东西，乃是艺术作品中的物因素。看起来，艺术作品中的物因素差不多像是一个屋基，那个别的东西和本真的东西就筑居于其上。而且，艺术家以他的手工活所真正地制造出来的，不就是作品中的这样一种物因素吗？

我们是要找到艺术作品的直接而丰满的现实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发现真实的艺术。可见我们首先必须把作品的物因素收入眼帘。为此我们就必须充分清晰地知道物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艺术作品是不是一个物，而还有别的东西就是附着于这个物上面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决断，根本上作品是不是某个别的东西而决不是一个物。





物与作品


物之为物，究竟是什么呢？当我们这样发问时，我们是想要认识物之存在（即物性，die Dingheit）。要紧的是对物之物因素的经验。为此，我们就必须了解我们长期以来以物这个名称来称呼的所有那些存在者所归属的领域。

[l]此处“符号”（Symbol）亦可译作“象征”。——译者

路边的石头是一件物，田野上的泥块也是一件物。瓦罐是一件物，路旁的水井也是一件物。但罐中的牛奶和井里的水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把天上白云，田间蓟草，秋风中的落叶，森林上空的苍鹰都名正言顺地叫做物的话，那么，牛奶和水当然也是物。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被称为物，哪怕是那些不像上面所述的东西那样显示自身的东西，也即并不显现的东西，人们也冠以物的名字。这种本身并不显现的物，即一种“自在之物”，例如按照康德的看法，就是世界整体，这样一种物甚至就是上帝本身。在哲学语言中，自在之物和显现出来的物，根本上存在着的一切存在者，统统被叫做物。

在今天，飞机和电话固然是与我们最切近的物了，但当我们意指终极之物时，我们却在想完全不同的东西。终极之物，那是死亡和审判。总的说来，物这个词语在这里是指任何全然不是虚无的东西。根据这个意义，艺术作品也是一种物，只要它是某种存在者的话。可是，这种关于物的概念对我们的意图至少没有直接的帮助。我们的意图是把具有物之存在方式的存在者与具有作品之存在方式的存在者划分开来。此外，把上帝叫做一个物，也一再让我们大有顾忌。同样地，把田地上的农夫、锅炉前的火夫、学校里的教师视为一种物，也是令我们犹豫的。人可不是物啊。诚然，对于一个遇到过度任务的小姑娘，我们把她叫做还太年少的小东西，[l]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在这里，我们发觉人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丢失，以为宁可去寻找那构成物之物因素的东西了。我们甚至不能贸然地把森林旷野里的鹿，草木丛中的甲虫和草叶称为一个物。我们宁愿认为锤子、鞋子、斧子、钟是一个物，但甚至连这些东西也不是一个纯然的物。纯然的物在我们看来只有石头、土块、木头，自然和用具中无生命的东西。自然物和使用之物，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物。

[1]此处“东西”原文为Ding，即上下文出现的“物”。——译者

于是，我们看到自己从一切皆物（物＝res＝ens＝存在者），包括最高的和终极的东西也是物这样一个最广的范围，回到纯然的物这个狭小区域里来了。在这里，“纯然”一词一方面是指：径直就是物的纯粹之物，此外无他；另一方面，“纯然”同时也指：只在一种差不多带有贬义的意思上还是物。纯然的物，甚至排除了用物，被视为本真的物。那么，这种本真的物的物因素基于何处呢？物的物性只有根据这种物才能得到规定。这种规定使我们有可能把物因素本身描画出来。有了这样的准备，我们就能够描画出作品的那种几乎可以触摸的现实性，描画出其中还隐含着的别的东西。

现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自古以来，只要存在者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在其物性中的物就总是作为赋予尺度的存在者而一再地突现出来了。据此，我们就必定已经在对存在者的传统解释中与关于物之物性的界定相遇了。所以，为了解除自己对物之物因素的探求的枯燥辛劳，我们只需明确地获取这种留传下来的关于物的知识就行了。关于物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熟悉的，我们不认为其中还有什么值得追问的东西。

对物之物性的各种解释在西方思想进程中起着支配作用，它们早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了，今天还在日常中使用。这些解释可以概括为三种。

例如，这块花岗岩石是一个纯然的物。它坚硬、沉重、有长度、硕大、不规则、粗糙、有色、部分黯淡、部分光亮。我们能发觉这块岩石的所有这些因素。我们把它们当作这块岩石的识别特征。而这些特征其实意味着这块岩石本身所具有的东西。它们就是这块岩石的固有特性。这个物具有这些特性。物？我们现在意指物时，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显然，物决不光是特征的集合，也不是这些特征的集合由以出现的各种特性的堆积。人人都自以为知道，物就是那个把诸特性聚集起来的东西。痴，人们就来谈论物的内核。希腊人据说已经把这个内核称为[基体、基底]了。当然，在他们看来，物的这个内核乃是作为根基、并且总是已经呈放在眼前的东西。而物的特征则被叫做，[l]即总是也已经与那个向来呈放者一道出现和产生的东西。

[l]后世以“属性”(accidens）译之，见下文的讨论。——译者

这些称法并不是什么任意的名称。其中道出了希腊人关于在场状态(Anwesenheit）意义上的存在者之存在的基本经验。这是我们这里不再能表明的了。而通过这些规定，此后关于物之物性的决定性解释才得以奠基，西方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解释才得以固定下来。这种解释始于罗马拉丁思想对希腊词语的汲取。[基体、基底]成了[主体]；[呈放者]成了substantia[实体]；[特征]成了accidens[属性]。这样一种从希腊名称向拉丁语的翻译绝不是一件毫无后果的事情——确实，直到今天，也还有人认为它是无后果的。毋宁说，在似乎是字面上的、因而具有保存作用的翻译背后，隐藏着希腊经验向另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渡。[l]罗马思想接受了希腊的词语，却没有继承相应的同样原始的由这些词语所道说出来的经验，即没有继承希腊人的话。[2]西方思想的无根基状态即始于这种转渡。

[1]德语动词übersetzen作为可分动词，有“摆渡、渡河”之意．作为不可分动词，有“翻译、改写”之意。海德格尔在此突出该词的前一含义，我们权译之为“转渡”。“翻译”不只是字面改写，而是思想的“转渡”。——译者

[2]在海德格尔看来，罗马-拉丁思想对希腊思想的“翻译”只是字面上对希腊之词语（复数的W?rter）的接受，而没有真正吸收希腊思想的内涵，即希腊的“话”（单数的Wort）。——译者

按照流行的意见，把物之物性规定为具有诸属性的实体，似乎与我们关于物的素朴观点相吻合。毫不奇怪，流行的对物的态度，也即对物的称呼和关于物的谈论，也是以这种关于物的通常观点为尺度的。简单陈述句由主语和谓语构成，主语一词是希腊文佩。[基体、基底]一词的拉丁文翻译，既为翻译，也就有了转义；谓语所陈述的则是物之特征。谁敢撼动物与命题，命题结构与物的结构之间的这样一种简单明了的基本关系呢？然而，我们却必须追问：简单陈述句的结构（主语与谓语的联结）是物的结构（实体与属性的统一）的映像吗？或者，如此这般展现出来的物的结构竟是根据命题框架被设计出来的吗？

人把自己在陈述中把握物的方式转嫁到物自身的结构上去——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理解的呢？不过，在发表这个似乎是批判性的、但却十分草率的意见之前，我们首先还必须弄明白，如果物还是不可见的，那么这种把命题结构转嫁到物上面的做法是如何可能的。谁是第一位和决定性的，是命题结构呢还是物的结构？这个问题直到眼下还没有得到解决。甚至，以此形态出现的问题究竟是否可以解决，也还是令人起疑的。

从根本上说来，既不是命题结构给出了勾画物之结构的标准，物之结构也不可能在命题结构中简单地得到反映。就其本性和其可能的交互关系而言，命题结构和物的结构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的更为原始的根源。总之，对物之物性的第一种解释，即认为物是其特征的载体，不管它多么流行，还是没有像它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朴素自然。让我们觉得朴素自然的，兴许仅只是一种长久的习惯所习以为常的东西，而这种习惯却遗忘了它赖以产生的异乎寻常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异乎寻常的东西一度作为令人诧异的东西震惊了人们，并且使思想惊讶不已。

对这种流行的物之解释的信赖只是表面看来是凿凿有据的。此外，这个物的概念（物是它的特征的载体）不仅适合于纯然的和本真的物，而且适合于任何存在者。因而，这个物的概念也从来不能帮助人们把物性的存在者与非物性的存在者区分开来。但在所有这些思考之前，有物之领域内的清醒逗留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物之概念没有切中物之物因素，没有切中物的根本要素和自足特性。偶尔，我们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也许长期以来物之物因素已经遭受了强暴，并且思想参与了这种强暴．因为人们坚决拒绝思想而不是努力使思想更具思之品性。但是，在规定物之本质时，如果只有思想才有权言说，那么，一种依然如此肯定的廖觉应该是什么呢？不过，也许我们在这里和在类似情形下称之为感觉或情绪的东西，是更为理性的，亦即更具有知觉作用的，因而比所有理性（Vemmft）更向存在敞开；而这所有的理性此间已经成了ratio[理智]，被理智地误解了。[l]在这里，对非-理智的垂涎，作为未经思想的理智的怪胎，帮了古怪的忙。诚然，这个流行的物之概念在任何时候都适合于任何物，但它把握不了本质地现身的物，而倒是扰乱了它。

[l]德文的Vemmft（理性）与拉丁文的ratio(理智）通常是对译的两个词语，海德格尔在这里却对两词作了区分。——译者

这样一种扰乱或能避免吗？如何避免呢？大概只有这样：我们给予物仿佛一个自由的区域，以便它直接地显示出它的物因素。首先我们必须排除所有会在卿的理解和陈述中跻身到物与我们之间的东西，惟有这样，我们才能沉浸于物的无伪装的在场（Anwesen）。但是，这种与物的直接遭遇，既不需要我们去索求，也不需要我们去安排。它早就发生着，在视觉、听觉和触觉当中，在对色彩、声响、粗糙、坚硬的感觉中，物——完全在字面上说——逼迫着我们。物是[感性之物]，即，在感性的感官中通过感觉可以感知的东西。由此，后来那个物的概念就变得流行起来了，按照这个概念，物无非是感官上被给予的多样性之统一体。至于这个统一体是被理解为全体，还是整体或者形式，都丝毫没有改变这个物的概念的决定性特征。

于是，这种关于物之物性的解释，如同前一种解释一样，也是正确的和可证实的。这就足以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了。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我们所寻求的物之物因素，那么，这个物的概念就又使我们无所适从了。我们从未首先并且根本地在物的显现中感觉到一种感觉的涌逼，例如乐音和噪音的涌逼——正如这种物之概念所断言的那样；而不如说，我们听到狂风在烟囱上呼啸，我们听到三马达的飞机，我们听到与鹰牌汽车迥然不同的奔驰汽车。物本身要比所有感觉更切近于我们。我们在屋子里听到敲门，但我们从未听到听觉的感觉，或者哪怕是纯然的嘈杂声。为了听到一种纯然的嘈杂声，我们必须远离物来听，使我们的耳朵离开物，也即抽象地听。[1]

[1]人与物之间首先是一种“存在关系”（人总是已经寓于物而存在），尔后才是一种“认识关系”（人通过感觉去把握事物），故海德格尔说，人首先“听”汽车，而不是首先听“汽车的声音”。汽车比我们所感觉的汽车声更切近于我们。这种超出“只是关系”的实在论存在学层面上的思考，在《存在与时间》中即已成型。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1987年。第163-164页。——译者

在我们眼下所说的这个物的概念中，并没有多么强烈的对物的扰乱，而倒是有一种过分的企图，要使物以一种最大可能的直接性接近我们。但只要我们把在感觉上感知的东西当作物的物因素赋予物，那么，物就决不会满足上述企图。第一种关于物的解释仿佛使我们与物保持着距离，而且把物挪得老远，而第二种解释则过于使我们为物所纠缠了。在这两种解释中，物都消失不见了。因此，确实需要避免这两种解释的夸大。物本身必须保持在它的自持（Insicheuhen）中。物应该置于它本己的坚固性中。这似乎是第三种解释所为，而这第三种解释与上面所说的两种解释同样地古老。

给物以持久性和坚固性的东西，同样也是引起物的感性涌逼方式的东西，即色彩、声响、硬度、大小，是物的质料。把物规定为质料，同时也就已经设定了形式。物的持久性，即物的坚固性，就在于质料与形式的结合。物是具有形式的质料。这种物的解释要求直接观察，凭这种观察，物就通过其外观关涉于我们。有了质料与形式的综合，人们终于寻获了一个物的概念，它对自然物和用具物都是很适合的。

这个物的概念使我们能够回答艺术作品中的物因素问题。作品中的物因素显然就是构成作品的质料。质料是艺术家创造活动的基底和领域。但我们本可以立即就得出这个明了的众所周知的观点的。我们为什么要在其他流行的物的概念上兜圈子呢？那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物的概念，即把物当作具有形式的质料的概念，也是有怀疑的。

可是，在我们活动于其中的领域内，质料-形式这对概念不是常用的吗？确然。质料与形式的区分，而且以各种不同的变式，绝对是所有艺术理论和美学的概念图式。不过，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却并不能证明形式与质料的区分是有充足的根据的，也不证明这种区分原始地属于艺术和艺术作品的领域。再者，长期以来，这对概念的使用范围已经远远地越出了美学领域。形式与内容是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归人其中的笼统概念。甚至，即使人们把形式称作理性而把质料归于非理性，把理性当作逻辑而把非理性当作非逻辑，甚或把主体一客体关系与形式，质料这对概念结合在一起，这种表象仍然具有一种无物能抵抗得了的概念机制。

然而，如果质料与形式的区分的情形就是如此，我们又该怎样借助于这种区分，去把握与其他存在者相区别的纯然物的特殊领域呢？或许，只消我们取消这些概念的扩张和空洞化，根据质料与形式来进行的这样一种描画就能重新赢获它的规定性力量。确实如此；但这却是有条件的，其条件就是：我们必须知道，它是在存在者的哪个领域中实现其真正的规定性力量的。说这个领域是纯然物的领域，这到眼下为止还只是一个假定而已。指出这一概念结构在美学中的大量运用，这或许更能带来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质料与形式是艺术作品之本质的原生规定性，并且只有从此出发才反过来被转嫁到物上去。质料-形式结构的本源在哪里呢？在物之物因素中呢，还是在艺术作品的作品因素之中？

自持的花岗岩石块是一种质料，它具有一种尽管笨拙、但却确定的形式。在这里，形式意指诸质料部分的空间位置分布和排列，此种分布和排列带来一个特殊的轮廓，也即一个块状的轮廓。但是，罐、斧、鞋等，也是处于某种形式当中的质料。在这里，作为轮廓的形式并非一种质料分布的结果。相反地，倒是形式规定了质料的安排。不止于此，形式甚至先行规定了质料的种类和选择：罐要有不渗透性，斧要有足够的硬度，鞋要坚固同时具有柔韧性。此外，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形式与质料的交织首先就从罐、斧和鞋的用途方面被处置好了。这种有用性从来不是事后才被指派和加给罐、斧、鞋这类存在者的。但它也不是作为某种目的而四处漂浮于存在者之上的什么东西。

有用性是一种基本特征，由于这种基本特征，这个存在者便凝视我们，亦即闪现于我们面前，并因而现身在场，从而成为这种存在者。不光是赋形活动，而且随着赋形活动而先行给定的质料选择，因而还有质料与形式的结构的统治地位，都建基于这种有用性之中。服从有用性的存在者，总是制作过程的产品。这种产品被制作为用于什么的器具。因而，作为存在者的规定性，质料和形式就寓身于器具的本质之中。器具这一名称指的是为了使用和需要所特别制造出来的东西。质料和形式绝不是纯然物的物性的原始规定性。

器具，比如鞋具吧，作为完成了的器具，也像纯然物那样，是自持的；但它并不像花岗岩石块那样具有那种自生性。[l]另一方面，器具也显示出一种与艺术作品的亲缘关系，因为器具也出自人的手工。而艺术作品由于其自足的在场却又堪与自身构形的不受任何压迫的纯然物相比较。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把作品归入纯然物一类。我们周围的用具物毫无例外地是最切近和本真的物。于是，器具既是物，因为它被有用性所规定，但又不止是物；器具同时又是艺术作品，但又要逊色于艺术作品，因为它没有艺术作品的自足性。假如允许作一种计算性排列的话，我们可以说，器具在物与作品之间有一种独特的中间地位。而质料-形式结构，由于它首先规定了器具的存在，就很容易被看作任何存在者的直接可理解的状态，因为在这里从事制作的人本身己经参与进来了，也即参与了一个器具进入其存在（Sein)[2]的方式。由于器具拥有一个介于纯然物和作品之间的中间地位，因而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借助于器具存在（质料-形式结构）也可以掌握非器具性的存在者，即物和作品，甚至一切存在者。

[l]原文为Eigenwüchsige，或可译为“自身构形特性”。——译者

[2]1960年雷克拉姆版：（走向其）进入其在场状态。——作者边注

不过，把质料-形式结构视为任何一个存在者的这种状态的倾向，还受到了一个特殊的推动，这就是：事先根据一种信仰，即圣经的信仰，把存在者整体表象为受造物，在这里也就是被制作出来的东西。虽然这种信仰的哲学能使我们确信上帝的全部创造作用完全不同于工匠的活动，但如果同时甚或先行就根据托马斯主义哲学对于圣经解释的信仰的先行规定，从materia[质料]和forma[形式]的统一方面来思考ens creatun[受造物]，那么，这种信仰就是从一种哲学那里得到解释的，而这种哲的真理乃基于存在者的一种无蔽状态，后者不同于信仰所相信的世界。[l]

[1]1950年第一版：1．圣经的创世信仰；2．因果性的和存在者状态上的托马斯主义解对加[存在者]的原始的亚里士多德解释。——作者边注

建基于信仰的创造观念，虽然现在可能丧失了它在认识存在者整体这回事情上的主导力量，但是一度付诸实行的、从一种外来哲学中移植过来的对一切存在者的神学解释，亦即根据质料和形式的世界观，却仍然保持着它的力量。昨在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期发生的事情。近代形而上学也建基于这补具有中世纪特征的形式-质料结构之上，只是这个结构本身在字面上还要回溯到外观、爱多斯和质料的已被掩埋起来的本质那里。因此，根据质料和形式来解释物，不论这种解释仍旧是中世纪的还是成为康德先验论的，总之它已经成了流行的自明的解释了‘但正因为如此，它便与上述的另外两种物之物性的解释毫无二致，也是对物之物存在的扰乱。

光是由于我们把本真的物称为纯然物，就已经泄露了实情。“纯然”毕竟意味着对有用性和制作特性的排除。纯然物是一种器具，尽管是被剥夺了其器具存在的器具。物之存在就在于此后尚留剩下来的东西。但这种剩余没有在其存在特性方面得到专门规定。物之物因素是否在排除所有器具因素的过程中有朝一日显露出来，这还是一个疑问。因此，物之解释的第三种方式，亦即以质料-形式结构为线索的解释方式，也终于表现为汁物的一种扰乱。

上面三种对物性的规定方式把物理解为特征的载体、感觉多样性的统二体和具有形式的质料。在关于存在者之真理的历史进程中，这三种解释还有互相重合的时候，不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暂且按下不表。在这种重合中，它们加强了各自固有的扩张过程，以至于它们同样地成了对物、器具和作品有效的规定方式。于是，从中产生出一种思维方式，我们不仅特别地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物、器具和作品，而且也一般地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一切存在者。这种久已变得流行的思维方式抢先于一切有关存在者的直接经验，这种先人之见阻碍着对当下存在者之存在的沉思。这样一来，流行的关于物的概念既阻碍了人们去发现物之物因素，也阻碍了人们去发现器具之器具因素，尤其是阻碍了人们对作品之作品因素的探究。

这一事实说明为什么我们必需知道上面这些关于物的概念，为的是在这种知道中思索这些关于物的概念的来源以及它们无度的偕越，但也是为了思索它们的自明性的假象。而当我们冒险一试，尝试考察和表达出物之物因素、器具之器具因素、作品之作品因素时，这种知道就愈加必需了。但为此只需做到一点，那就是：防止上述思维方式的先人之见和无端滥用，比如，让物在其物之存在中憩息于自身。还有什么比让存在者保持原样的存在者显得更轻松的呢？抑或，以这样一个任务，我们是不是面临着最为艰难的事情，尤其是当这样一个意图——即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存在——与那种为了一个未经检验的存在概念而背弃存在者的漠然态度相对立时？我们应该回归到存在者那里，根据存在者之存在来思考存在者本身，而与此同时通过这种思考又使存在者憩息于自身。

看起来，在对物之物性的规定中，上面这种思想的运用遇到了最大的阻力；因为上述种种尝试失败的原因不就在这里吗？毫不显眼的物最为顽强地躲避思想。或者，纯然物的这样一种自行抑制，这样一种憩息于自身中的无所促逼的状态，恰恰就应当属于物的本质吗？那么，难道物之本质中那种令人诧异的和封闭的东西，对于一种试图思考物的思想来说就必定不会成为亲信的东西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可强求一条通往物之物因素的道路了。

对物之物性的道说特别艰难而稀罕。对于这一点，我们前面挑明的对物之物性的解释的历史已经是一个可靠的证据了。这一历史也就是那种命运，西方思想迄今都是依此命运去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不过，我们现在不仅要确定这一点。我们同时要在这种历史中获取一种暗示。在物之解释中，那种以质料与形式为引线的解释具有一种特殊的支配地位，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种物之规定起于一种对器具之器具存在的解释。器具这种存在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靠近于人的表象，因为它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制作而进入存在的。同时，这种以其存在而更显亲密的存在者，即器具，就在物与作品之间具有一个特别的中间地位。我们将循着这一暗示，首先寻找器具之器具因素。也许我们由此可以对物之物因素和作品之作品因素有所领悟。我们只是须得避免过早地使物和作品成为器具的变杯。但我们也要撇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甚至在器具的存在方式中也还有本质性的差异起着支配作用。

然而，哪条道路通向器具之器具因素呢？我们应当如何经验器具事实上是什么？现在必需的做法显然是必须消除那些立即又会带来通常解释收无端滥用的企图。对此，如果我们不用某种哲学理论而径直去描绘一个器具，那就最为保险了。

作为例子，我们选择一个常见的器具：一双农鞋。为了对它作出描绘，我们甚至无需展示这样一种用具的实物，人人都知道它。但由于在这里事关一种直接描绘，所以可能最好是为直观认识提供点方便。为了这种帮助，有一种形象的展示就够了。为此我们选择了凡?高的一幅著名油画。凡?高多次画过这种鞋具。但鞋具有什么看头呢？人人都知道鞋是什么东西？如果不是木鞋或者树皮鞋的话，我们在鞋上就可以看到用麻线和钉子连在一起的牛皮鞋底和鞋帮。这种器具是用来裹脚的。鞋或用于田间劳动，或用于翩翩起舞，根据不同的有用性，它们的质料和形式也不同。

此类正确的说明只是解说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而已。器具的器具存在就在于它的有用性。可是，这种有用性本身的情形又怎样呢？我们已经用有用性来把握器具之器具因素吗？为了做到这一点，难道我们不必从其用途上查找有用的器具吗？田间农妇穿着鞋子。只有在这里，鞋才成其所是。农妇在劳动时对鞋思量越少，或者观看得越少，或者甚至感觉得越少，它们就越是真实地成其所是。农妇穿着鞋站着或者行走。鞋子就这样现实地发挥用途。必定是在这样一种器具使用过程中，我们真正遇到了器具因素。

与此相反，只要我们仅仅一般地想像一双鞋，或者甚至在图像中观看这双只是摆在那里的空空的无人使用的鞋，那我们将决不会经验到器具的器具存在实际上是什么。根据凡?高的画，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双鞋是放在哪里的。[l]这双农鞋可能的用处和归属毫无透露，只是一个不确定的空间而已。上面甚至连田地里或者田野小路上的泥浆也没有粘带一点，后者本来至少可以暗示出这双农鞋的用途的。只是一双农鞋，此外无他。然而——

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积着那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眠。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这器具属于大地，它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存。正是由于这种保存的归属关系，器具本身才得以出现而得以自持。[2]

[l]1960年雷克拉姆版：以及它们是属于谁的。——作者边注

[2]此段译文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济南1986年，第229页，稍有改动。也参看中文节译本，载李普曼编：《当代美学》，邓鹏译，北京1986年，第385页以下。——译者

然而，我们也许只有在这个画出来的鞋具上才能看到所有这一切。相反，农妇就径直穿着这双鞋。倘若这种径直穿着果真如此简单就好了。暮色黄昏，农妇在一种滞重而健康的疲惫中脱下鞋子；晨曦初露，农妇又把手伸向它们；或者在节日里，农妇把它们弃于一旁。每当此时，未经观察和打量，农妇就知道那一切。虽然器其的器具存在就在其有用性中，但这种有用性本身又植根于器具的一种本质性存在的丰富性中。我们称之为可靠性。借助于这种可靠性，农妇通过这个器具而被置人大地的无声召唤之中；借助于器具的可靠性，农妇才对自己的世界有了把握。世界和大地为她而在此，也为与她相随以她的方式存在的人们而在此，只是这样在此存在：[l]在器具中。我们说“只是”，在这里是令人误解的；因为器具的可靠性才给这单朴的世界带来安全，并且保证了大地无限延展的自由。

[l]1960年雷克拉姆版：“在此……存在”等于：在场。——作者边注

器具之器具存在，即可靠性，按照物的不同方式和范围把一切物聚集于一体。不过，器具的有用性只不过是可靠性的本质后果。有用性在可靠性中漂浮。要是没有可靠性就没有有用性。具体的器具会用旧用废；而与此同时，使用本身也变成了无用，逐渐损耗，变得寻常无殊。于是，器具之存在进入萎缩过程中，沦为纯然的器具。器具之存在的这样一种萎缩过程也就是可靠性的消失过程。也正是由于这一消失过程，用物才获得了它们那种无聊而生厌的惯常性，不过，这一过程更多地也只是对器具存在的原始本质的一个证明。器具的磨损的惯常性作为器具惟一的、表面上看来为其所特有的存在方式突现出来。现在，只还有枯燥无味的有用性才是可见的。它唤起一种假象，即，器具的本源在于纯然的制作过程中，制作过程才赋予某种质料以形式。可是，器具在其真正的器具存在中远不只是如此。质料与形式以及两者的区别有着更深的本源。

自持的器具的宁静就在可靠性之中。只有在可靠性之中，我们才能发现器具实际上是什么。但对于我们首先所探寻的东西，即物之物因素，我们仍然茫然无知。尤其对于我们真正的、惟一的探索目的，即艺术作品意义上的作品的作品因素，我们就更是一无所知了。

或者，是否我们眼下在无意间，可说是顺带地，已经对作品的作品存在有了一鳞半爪的经验呢？

我们已经寻获了器具的器具存在。但又是如何寻获的呢？不是通过对一个真实摆在那里的鞋具的描绘和解释，不是通过对制鞋工序的讲述，也不是通过对张三李四实际使用鞋具过程的观察，而只是通过对凡?高的一幅画的观赏。这幅画道出了一切。走近这个作品，我们突然进入了另一个天地，其况味全然不同于我们惯常的存在。

艺术作品使我们懂得了鞋具实际上是什么。倘若我们以为我们的描绘是一种主观活动，已经如此这般勾勒好了一切，然后再把它置于画上，那就是最为糟糕的自欺了。如果说这里有什么值得起疑的地方的话，那就只有一点，即，我们站在作品近处经验得太过肤浅了，对自己的经验的言说太过粗陋和简单了。但首要地，这部作品并不像起初使人感觉的那样，仅只为了使人更好地目睹一个器具是杯么。倒不如说，通过这个作品，也只有在这个作品中，器具的器具存在才专门显露出来了。

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呢？在这作品中有什么东西在发挥作用呢？凡?高的油画揭开了这个器具即一双农鞋实际上是什么。这个存在者进入它的存在之无蔽之中。希腊人把存在者之无蔽状态命名为。我们说真理，但对这个词语少有足够的思索。在作品中，要是存在者是什么和存在者是如何被开启出来，也就有了作品中的真理的发生。

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之真理已经自行设置人作品中了。在这童，“设置”(Setzen）说的是：带向持立。一个存在者，一双农鞋，在作品中走进了它的存在的光亮中。存在者之存在进入其闪耀的恒定中了。

那么，艺术的本质或许就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人作品。[l]可是迄今为止，人们都一直认为艺术是与美的东西或美有关的，而与真理毫不相干。产生这类作品的艺术，亦被称为美的艺术，以区别于生产器具的手工艺。在美的艺术中，并不是说艺术就是美的，它之所以被叫做美的，是因为它产生美。相反，真理归于逻辑，而美留给了美学。

[l]德语原文为：das sich-ins-Werk-Setzen der Wabrlleit des Seienden。——译者

抑或，艺术即真理自行设置人作品这一命题竟会使那个已经过时的观点，即那个认为艺术是现实的模仿和反映的观点，卷土重来么？诚然，对现存事物的再现要求那种与存在者的符合一致，要求以存在者为衡度；在中世纪，人们说的是adaequatio[符合]；而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消似]。长期以来，与存在者的符合一致被视为真理的本质。但我们是不是认为凡?高的那幅画描绘了一双现存的农鞋，而且是因为把它描绘得惟妙惟学夕才成为一件作品的呢？我们是不是认为这幅画把现实事物描摹下莱，并且把现实事物移置到艺术家生产的一个产品中去呢？绝对不是。

也就是说，作品决不是对那些时时现存手边的个别存在者的再现，恰恰相反，它是对物的普遍本质的再现。但这个普遍本质究竟何在，又如佩存在，使得艺术作品能与之符合一致呢？一座希腊神庙竟与哪个物的何种本质相符合呢？谁敢断言神庙的理念在这个建筑作品中得到表现是不可能的呢？而且实际上，只要它是一件艺术作品，那么在这件艺术作品中，真理就已设置人其中了。或者让我们来想一想荷尔德林的赞美诗《莱茵河》吧。诗人在此事先得到了什么，又是如何得到的，使得他进而能在诗中把它再现出来呢？要是荷尔德林这首赞美诗或其他类似的诗作仍不能说明现实与艺术作品之间的描摹关系，那么，另一部作品，即迈耶尔[l]的《罗马喷泉》一诗，证明那种认为作品描摹现实的观点似乎最好不过了。

[l]迈耶尔（1825-1898年）：瑞士德语作家。——译者

罗马喷泉

水柱升腾又倾注

盈盈充满大理石圆盘，

渐渐消隐又流溢

落入第二层圆盘；

第二层充盈而给予，

更有第三层沸扬涌流，

层层圆盘，同时接纳又奉献

激流不止又泰然伫息

可这首诗既不是对实际现存的喷泉的诗意描画，也不是对罗马喷泉的普遍本质的再现。但真理却已经设置人作品中了。何种真理在作品中发生呢？真理当真能发生并且如此历史性地存在吗？而人们倒是说，真理乃是某种无时间的和超时间的东西。

我们寻求艺术作品的现实性，是为了实际地找到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艺术。物性的根基已经被表明为作品最切近的现实。而为了把握这种物性因素，传统的物的概念却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概念本身就错失了物因素的本质。流行的物的概念把物规定为有形式的质料，这根本就不是出自物的本质，而是出于器具的本质。我们也已经表明，长期以来，在对存在者的解释中，器具存在一直占据着一种独特的优先地位。这种过去未得到专门思考的器具存在的优先地位暗示我们，要在避开流行解释的前提下重新追问器具因素。

我们曾通过一件作品告诉自己器具是什么。由此，在作品中发挥作用的东西也几乎不露痕迹地显现出来，那就是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的开启，亦即真理之生发。[l]而现在，如果作品的现实性只能通过在作品中’起作用的东西来规定的话，那么，我们在艺术作品的现实性中寻获现实的艺术作品这样一个意图的情形如何呢？只要我们首先在那种物性的根基中猜度作品的现实性，那我们就误入歧途了。现在，我们站在我们的思索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成果面前——如果我们还寸以称之为成果的话。有两点已经清楚了：

[1]此处名词Geschehnis在日常德语中意谓“事件、事变”，其动词形式geschehen意谓“发生、出现”。海德格尔在此强调的是“存在之真理”的动词性生成和展开。为从字面区别起见，我们且以“生发”译das Geschelulis；而动词geschehen和动名词Geschehcn则被译为“发生”。——译者

第一，把握作品中的物因素的手段，即流行的物概念，是不充分的。

第二，我们意图借此当作作品最切近的现实性来把握的东西，即物性的根基，并不以此方式归属于作品。

一旦我们在作品中针对这样一种物性的根基，我们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地把这件作品当作一个器具了，我们此外还在这个器具上准予建立一座包含着艺术成分的上层建筑。不过，作品并不是一个器具，一个此外还配置有某种附着于其上的审美价值的器具。作品丝毫不是这种东西，正如纯然物是一个仅仅缺少真正的器具特征即有用性和制作过程的器具。

我们对于作品的追问已经受到了动摇，因为我们并没有追问作品，而是对而追问一个物时而追问一个器具。不过，这并不是才由我们发展出来的追问。它是美学的追问态度。美学预先考察艺术作品的方式服从于对一切存在者的传统解释的统治。然而，动摇这种习惯的追问态度并不是本质性的。关键在于我们首先要开启一道眼光，看到下面这一点，即：只有当我们去思考存在者之存在之际，作品之作品因素、器具之器具因素和物之物因素才会接近我们。为此就必须预先拆除自以为是的障碍，把流行的虚假概念置于一边。因此我们不得不走了一段弯路。但这段弯路同时也使我们上了路，有可能把我们引向一种对作品中的物因素的规定。作品中的物因素是不能否定的，但如果这种物因素归属于作品之作品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根据作品因素来思考它。如果是这样，则通向对作品的物性现实性的规定的道路，就不是从物到作品，而是从作品到物了。

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方式开启存在者之存在。在作品中发生着这样一种开启，也即解蔽，也就是存在者之真理。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之真理自行设置人作品中了。艺术就是真理自行设置人作品中。那么，这种不时作为艺术而发生[l]的真理本身是什么呢？这种“自行设置人作品”(Slcb-ins-Werk-Setzen）又是什么呢？

[l]1960年雷克拉姆版：来自本有的真理！——作者边注





作品与真理


艺术作品的本源是艺术。但什么是艺术呢？在艺术作品中，艺术是现实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寻求作品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何在呢？艺术作品概无例外地显示出物因素，虽然方式各不相同。借助于惯常的物概念来把握作品的这样一种物之特征的尝试，已经失败了。这不光是因为此类物概念不能把捉物因素，而且是因为我们通示寸其物性根基的追问，把作品逼人了一种先人之见，从而阻断了我们理解作品之作品存在的通路。只要作品的纯粹自立还没有清楚地得到显示，则作品的物因素是决不能得到判定的。

然而，作品本身在某个时候是可通达的吗？为了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或许就有必要使作品从它与自身以外的东西的所有关联中解脱出来，从而让作品仅仅自为地依据于自身。而艺术家最本己的意旨就在于此。作品要通过艺术家而释放出来，达到它纯粹的自立。正是在伟大的艺术中（我们在此只谈论这种艺术），艺术家与作品相比才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他就像一条为了作品的产生而在创作中自我消亡的通道。作品本身就这样摆和挂在陈列馆和展览厅中。然而，作品在那里自在地就是它们本身所是吗？或者，它们在那里倒不如说是艺术行业的对象？作品乃是为了满足公众和个人的艺术享受的。官方机构负责照料和保护作品。鉴赏家和批评家也忙碌于作品。艺术娜尸操劳于市场。艺术史研究把作品当作科学的对象。然而，在所有这些繁忙折腾中，我们能遇到作品本身吗？

在慕尼黑博物馆里的《埃吉纳》群雕，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的最佳校勘本，作为其所是的作品已经脱离了它们自身的本质空间。不管这些作品的名望和感染力还是多么巨大，不管它们被保护得多么完好，人们对它们的解释是多么准确，它们被移置到一个博物馆里，它们也就远离了其自身的世界。但即使我们努力中止和避免这种对作品的移置，例如在原地探访波塞冬神庙，在原处探访班贝克大教堂，现存作品的世界也已经颓落了。

世界之抽离和世界之颓落再也不可逆转。作品不再是原先曾是的作品。虽然作品本身是殉门在那里所遇见的，但它们本身却是曾在之物。作为曾在之物，作品在承传和保存的领域内面对我们。从此以后，作品就一味地只是这种对象。它们面对我们，虽然还是先前自立的结果，但不再是这种自立本身了。这种自立已经从作品那里逃逸了。所有艺术行业，哪怕它被抬高到极致，哪怕它的一切活动都以作品夯身为轴心，它始终只能达到作品的对象存在。但这种对象存在并不构成作品之作品存在。

然而，如果作品处于任何一种关系之外，那它还是作品吗？作品处于关系之中，这难道不是作品的本性吗？当然是的。只是还要追问：作品处于何种关系之中。

一件作品何所属？作品之为作品，惟属于作品本身开启出来的领域。因为作品的作品存在是在这种开启中成其本质的，而且仅只在这种开启中成其本质。[l]我们曾说，真理之生发在作品中起作用。我们对凡?高的油画的提示试图道出这种真理的生发。有鉴于此，才出现了什么是真理和真理如何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

[l]后期海德格尔经常把德文名词“本质”作动词化处理，以动词wesen来表示存在（以及真理、语言等）的现身、出场、运作。我们译之为“成其本质”，亦可作“现身”或“本质化”。——译者

现在，我们在对作品的观照中来追问真理问题。但为了使我们对处于问题中的东西更熟悉些，有必要重新澄清作品中的真理的生发。针对这种意图，我们有意选择了一部不属于表现性艺术的作品。一件建筑作品并不描摹什么，比如一座希腊神庙。它单朴地置身于巨岩满布的岩谷中。这个建筑作品包含着神的形象，并在这种隐蔽状态中，通过敞开的圆柱式门厅让神的形象进入神圣的领域。贯通这座神庙，神在神庙中在场。神的这种现身在场是在自身中对一个神圣领域的扩展和勾勒。但神庙及其领域却并非飘浮于不确定性中。正是神庙作品才嵌合那些道路和关联的统一体，同时使这个统一体聚集于自身周围；在这些道路和关联中，诞生和死亡，灾祸和福扯，胜利和耻辱，忍耐和堕落一从人类存在那里获得了人类命运的形态。这些敞开的关联所作用的范围，正是这个历史性民族的世界。出自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这个民族才回归到它自身，从而实现它的使命。

这个建筑作品闻然无声地屹立于岩地上。作品的这一屹立道出了岩石那种笨拙而无所促迫的承受的幽秘。建筑作品阅然无声地承受着席卷而来的猛烈风暴，因此才证明了风暴本身的强力。岩石的璀璨光芒看来只是太阳的恩赐，然而它却使得白昼的光明、天空的辽阔、夜的幽暗显露出来。神庙坚固的耸立使得不可见的大气空间昭然可睹了。作品的坚固性遥遥面对海潮的波涛起伏，由于它的泰然宁静才显出了海潮的凶猛。树木和草地，兀鹰和公牛，长蛇和蟋蟀才进入它们突出鲜明的形象中，从而显示为它们所是的东西。希腊人很早就把这种露面、涌现本身和整体叫做[涌现、自然]同时也照亮了人在其上和其中赖以筑居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大地（Erde）。在这里，大地一词所说的，既与关于堆积在那里的质料体的观念相去甚远，也与关于一个行星的宇宙观念格格不人。大地是一切涌现者的返身隐匿之所，并且是作为这样一种把一切涌现者返身隐匿起来的涌现。在涌现者中，大地现身而为庇护者。

神庙作品阒然无声地开启着世界，同时把这廊重又置回到大地之中。如此这般，大地本身才作为家园般的基地而露面。但人和动物、植物和物，从来就不是作为恒定不变的对象，不是现成的和熟悉的，从而

可以附带地把对神庙来说适宜的周遭表现出来。此神庙有朝一日也成为现身在场的东西。如果我们把一切倒转过来[l]思考一切，我们倒是更切近于所是的真相；当然，这是有前提的，即，我们要事先看到一切如何不同地转向我们。纯然为倒转而倒转，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神庙在其阐然无声的玉立中才赋予物以外貌，才赋予人类以关于他们自身的展望。只幕过个作品是作品，只要神还没有从这个作品那里逃逸，那么，这种视界就总是敞开的。[2]神的雕像的情形亦然，这种雕像往往被奉献给竞赛中的胜利者。它并非人们为了更容易认识神的形象而制作的肖像；它是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使得神本身现身在场，因而就是'(ist）神本身。相同的情形也适合于语言作品。在悲剧中并不表演和展示什么户而是进行着新神反抗旧神的斗争。由于语言作品产生于民众的言语，因而它不是谈论这种斗争，而是改换着民众的言说，从而使得每个本质性的词语都从事着这种斗争并且作出决断：什么是神圣，什么是凡俗；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高贵，什么是粗俗；什么是主人，什么是奴隶（参看赫拉克利特，残篇第53）。

那么，作品之作品存在何在呢？在对刚才十分粗略地揭示出来的东西的不断展望中，我们首先对作品的两个本质特征该是较为明晰了。这里，我们是从早就为人们所熟悉了的作品存在的表面特征出发的，亦即是从作品存在的物因素出发的；我们通常对付作品的态度就是以物因素为立足点的。

[1]1960年雷克拉姆版：倒转过来——往何处呢？——作者边注

[2]注意此处“外貌”、“展望”和“视界”之间的字面的和意义的联系。——译者

要是一件作品被安放在博物馆或展览厅里，我们会说，作品被建立了。但是，这种建立与一件建筑作品的建造意义上的建立，与一座雕像的树立意义上的建立，与节日庆典中悲剧的表演意义上的建立，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建立乃是奉献和赞美意义上的树立。这里的

“建立”不再意味着纯然的设置。在建立作品时，神圣者作为神圣者开启出来，神被召唤人其现身在场的敞开之中；在此意义上，奉献就是神圣者之献祭。赞美属于奉献，它是对神的尊严和光辉的颂扬。尊严和光辉并非神之外和神之后的特性，不如说，神就在尊严中，在光辉中现身在场。我们所谓的世界，在神之光辉的反照中发出光芒，亦即光亮起来。树立意味着：把在指引尺度意义上的公正性开启出来；而作为指引尺度，是本质性因素给出了指引。但为什么作品的建’立是一种奉献着——赞美着的树立呢？因为作品在其作品存在中就要求如此。作品是如何要求这样一种建立的呢？因为作品本身在其作品存在中就是有所建立的。而作品之为作品建立什么呢？作品在自身中突现着，开启鞍一个世界，并且在运作中永远守持这个世界。

作品存在就是建立一个世界。但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其实，当我们谈论神庙时，我们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只有在我们这里所走的道路上，世界之本质才得以显示出来。甚至这种显示也局限于一种抵制，即抵制那种起初会把我们对世界之本质的洞察引人迷途的东西。世界并非现成的可数或不可数的、熟悉或不熟悉的物的单纯聚合。但世界也不是一个加上了我们对现成事物之总和的表象的想象框架。世界世界化，[l]它比我们自认为十分亲近的可把握和可觉知的东西更具存在特性。世界决不是立身于我们面前、能够让我们细细打量的对象。只‘要诞生与死亡、祝福与诅咒的轨道不断地使我们进入存在，[2]世界就始终是非对象性的东西，而我们人始终隶属于它。在我们的历史的本质性决断发生之处，在这些本质性决断为我们所采纳和离弃，误解和重新追问的地方，世界世界化。石头是无世界的。植物箱动物同样也是没有世界的；它们落人一个环境，属于一个环境中掩蔽了的涌动的杂群。与此相反，农妇却有一个世界，因为她逗留于存在者之敞开领域中。器具以其可靠性给予这个世界一种自身的必然性和切近。由于一个世界敞开出来，所有的物都获得了自己的快慢、远近、大小。在世界化中，那种广袤聚集起来，由此广裹而来，诸神有所保存的恩宠得到犷赠予或者拒绝。甚至那上帝缺席的厄运也是世界世界化的一种方式。

[1]“世界世界化”是海德格尔的一个独特表述，也可译为“世界世界着”或者“世界世界起来”。相类的表述还有：“存在是、存在存在”、“无不、无无化”、“时间时间化”和“空间空间化”等。——译者

[2]1960年雷克拉姆版：此之在。1957年第三版：本有。——作者边注

因为一件作品是作品，它就为那种广裹设置空间。“为……设置空间”在此特别意味着：开放敞开领域之自由，并且在其结构中设置这种自由。这种设置出于上面所说的树立。作品之为作品建立一个世界。作品张开了世界之敞开领域。但是，建立一个世界仅仅是这里要说的作品之作品存在的本质特性之一。至于另一个与此相关的本质特性，我们将用同样的方式从作品的显突因素那里探个明白。

一件作品从这种或者那种作品材料那里，诸如从石头、木料、铁块、颜料、语言、声音等那里，被创作出来，我们也说，它由此被制造出来。然而，正如作品要求一种在奉献着一赞美着的树立意义上的建立，因为作品的作品存在就在于建立一个世界，同样地，制造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作品的作品存在本身就具有制造的特性。作品之为作品，本质上是有所制造的。但作品制造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只有当我们追究了作品的表面的、通常所谓的制造，我们才会有所了解。作品存在包含着一个世界的建立。在此种规定的视界内来看，在作品中哪些本质是人们通常称之为作品材料的东西呢？器具由有用性和适用性所决定，它选取适用的质料并由这种质料组成。石头被用来制作器具，比如制作一把石斧。石头于是消失在有用性中。质料愈是优良愈是适宜，它也就愈无抵抗地消失在器具的器具存在中。而与此相反，神庙作品由于建立一个世界，它并没有使质料消失，倒是才使质料出现，而且使它出现在作品的世界的敞开领域之中：岩石能够承载和持守，并因而才成其为岩石；金属闪烁，颜料发光，声音朗朗可听，词语得以言说。[l]所有这一切得以出现，都是由于作品把自身置回到石头的硕大和沉重、木头的坚硬和韧性、金属的刚硬和光泽、颜料的明暗、声音的音调和词语的命名力量之中。

作品回归之处，作品在这种自身回归中让其出现的东西，我们曾称之为大地。大地乃是涌现着一庇护着的东西。大地是无所促迫的无碍无累和不屈不挠的东西。立于大地之上并在大地之中，历史性的人类建立了他们在世界之中的栖居。由于建立一个世界，作品制造大地。[2]在这里，我们应该从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来思制造。[3]作品把大地本身挪入一个世界的敞开领域中，并使之保持于其中。作品让[4]大地是[5]大地。[6]

[1]1960年雷克拉姆版：吐露、言说。——作者边注

[2]显然，海德格尔这里所谓“制造”不是指对象性的对事物的加工制作。——译者

[3]1960年雷克拉姆版：不充分。——作者边注

[4]1960年雷克拉姆版：叫（heiβt）？参看拙文“物”：四重整体。——作者边注

[5]1960年雷克拉姆版：本有。——作者边注

[6]此句原文为：Das Werk laβt die Erde eine Erde sein。——译者

作品把自身置回到大地中，大地被制造出来。但为什么这种制造必须这样发生呢？什么是大地一险哈以这种方式进入无蔽领域的大地呢？石头负荷并且显示其沉重。这种沉重向我们压来，它同时却拒绝我们向它穿透。要是我们砸碎石头而试图穿透它，石头的碎块却决不会显示出任何内在的和被开启的东西。石头很快就又隐回到其碎块的负荷和硕大的同样的阴沉之趣中去了。要是我们把石头放在天平上面，试图以这种不同的方式来把捉它，那么，我们只不过是把石头的沉重带人重量计算之中而已。这种对石头的规定或许是很准确的，但只是数字而已，而负荷却从我们这里逃之夭夭了。色彩闪烁发光而且惟求闪烁。要是我们自作聪明地加以测定，把色彩分解为波长数据，那色彩早就杳无踪迹了。只有当它尚未被揭示、未被解释之际，它才显示自身。因此，大地让任何对它的穿透在它本身那里破灭了。大地使任何笋粹计算式的胡搅

蛮缠彻底幻灭了。虽然这种胡搅蛮缠以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对象化的形态给自己罩上统治和进步的假象，但是，这种支配始终是意欲的昏晕无能。只有当大地作为本质上不可展开的东西被保持和保护之际——大地退遁于任何展开状态，亦即保持永远的锁闭一一大地才敞开地澄亮了，才作为大地本身而显现出来。大地上的万物，亦即大地整体本身，汇聚于一种交响齐奏之中。不过，这种汇聚并非消逝。在这里流动的是自身持守的河流，这条河流的界线的设置，把每个在场者都限制在其在场中。因此，在任何一个自行锁闭的物中，有着相同的自不相识。大地是本质上自行锁闭者。制造大地意思就是：把作为自行锁闭者的大地带入敞开领域之中。

这种对大地的制造由作品来完成，因为作品把自身置回到大地之中。但大地的自行锁闭并非单一的、僵固的遮盖，而是自身展开到其质朴方式和形态的无限丰富性之中。虽然雕塑家使用石头的方式，仿佛与泥瓦匠与石头打交道并无二致。但雕塑家并不消耗石头；除非出现败作时，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消耗了石头。虽然画家也使用颜料，但他的使用并不是消耗颜料，倒是使颜料得以闪耀发光。虽然诗人也使用词语，但他不像通常讲话和书写的人们那样不得不消耗词语，倒不如说，词语经由诗人的使用，才成为并且保持为词语。

在作品中根本就没有作品质料的痕迹。甚至，在对器具的本质规定中，通过把器具标识为在其器具性本质之中的质料，这样做是否就切中了器具的构成因素，这一点也还是值得怀疑的。

建立一个世界和制造大地，乃是作品之作品存在的两个基本特征。当然，它们是休戚相关的，处于作品存在的统一体中。[l]当我们思考作品的自立，力图道出那种自身持守的紧密一体的宁静时，我们就是在寻找这个统一体。

[l]1957年第三版：惟在此？或者这里只以被建造的方式。——作者边注

可是，凭上述两个基本特征，即使有某种说服力，我们却毋宁说是

在作品中指明一种发生，而绝不是一种宁静，因为宁静不是与运动对立的东西又是什么呢？但它决不是排除了自身运动的那种对立，而是包含着自身运动的对立。惟有动荡不安的东西才能宁静下来。宁静的方式随运动的方式而定。在物体的单纯位移运动中，宁静无疑只是运动的极限情形。要是宁静包含着运动，那么就会有一种宁静，它是运动的内在聚合，也就是最高的动荡状态一州段设这种运动方式要求这种宁静的话。而自持的作品就具有这种宁静。因此，当我们成功地在整体上把握了作品存在中的发生的运动状态，我们就切近于这种宁静了。我们要问：建立一个世界和制造大地在作品本身中显示出何种关系？世界是自行公开的敞开状态，即在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命运中单朴而本质性的决断的宽阔道路的自行公开的敞开状态。大地是那永远自行锁闭者和如此这般的庇护者的无所促迫的涌现。世界和大地本质上彼此有别，但却相依为命。世界建基于大地，大地穿过世界而涌现出来。但是，世界与大地的关系绝不会萎缩成互不相干的对立之物的空洞的统一体。世界立身于大地；在这种立身中，世界力图超升于大地。世界不能容忍任何锁闭，因为它是自行公开的东西。而大地是庇护者，它总是倾向于把世界摄人它自身并且扣留在它自身之中。

世界与大地的对立是一种争执。但由于我们老是把这种争执的本质与分歧、争辩混为一谈，并因此只把它看作紊乱和破坏，所以我们轻而易举地歪曲了这种争执的本质。然而，在本质性的争执中，争执者双方相互进入其本质的自我确立中。而本质之自我确立从来不是固执于某种偶然情形，而是投人本己存在之渊源的遮蔽了的原始性中。在争执中，一方超出自身包含着另一方。争执于是总是季质愈烈，愈来愈成为争执本身。争执愈强烈地独自夸张自身，争执者也就愈加不屈不挠地纵身于质朴的恰如其分的亲密性之中。大地离不开世界之敞开领域，因为大地本身是在其自行锁闭的被解放的涌动中显现的。而世界不能飘然飞离大地，因为世界是一切根本性命运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境地和道路，它把自身建基于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

由于作品建立一个世界并制造大地，故作品就是这种争执的诱因。但是，争执的发生并不是为了使作品把争执消除和平息在一种空泛的一致性中，而是为了使争执保持为一种争执。作品建立一个世界并制造大地，同时就完成了这种争执。作品之作品存在就在于世界与大地的争执的实现过程中。因为争执在亲密性之单朴性中达到其极致，所以在争执的实现过程中就出现兮作品的统一体。争执的实现过程是作品运动状态的不断自行夸大药聚集。因而在争执的亲密性中，自持的作品的宁静就有了它的本质。

只有在作品的这种宁静中，我们才能看到，什么在作品中发挥作用。迄今为止，认为在艺术作品中真理被设置人作品的看法始终还是一个先人为主式的断言，真理究竟怎样在作品之作品存在中发生呢？也就是说：在世界与大地的争执的实现过程中，真理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什么是真理呢？

我们关于真理之本质的知识是那样微乎其微，愚钝不堪。这已经由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所证明了；我们正是凭着这种漫不经心而肆意沉酒于对这个基本词语的使用。对于真理这个词，人们通常是指这个真理和那个真理，它意味着：某种真实的东西。这类东西据说是在某个命题中被表达出来的知识。可是，我们不光称一个命题是真的，我们也把一件东西叫做真的，譬如，与假金相区别的真金。在这里，“真的”意指与真正的、实在的黄金一样多。而在此关于“实在之物”的谈论意指什么呢？在我们看来，“实在之物”就是在真理中的存在者。[l]真实就是与实在相符；而实在就是处于真理之中。这一循环又闭合了。

[l]此处“在真理中的存在者”原文为das in Wahrheit Seiende，或可译为“实际存在着的东西”。——译者

何谓“在真理之中”呢？真理是真实之本质。我们说“本质”，我们想的是什么呢？“本质”通常被看作是所有真实之物所共同拥有的特

征。本质出现在类概念和普遍概念中，类概念和普遍概念表象出一个对杂多同样有效的“一”。但是，这种同样有效的本质（在essentia[本质]意义上的本质性）却不过是非本质性的本质。那么，某物的本质性的本质何在？大概它只在于在真理中的存在者的所是之中。一件东西的真正本质由它的真实存在所决定，由每个存在者的真理所决定。可是，我们现在要寻找的并不是本质的真理，而是真理的本质。这因此表现为一种荒谬的纠缠。这种纠缠仅只是一种奇怪现象吗？甚或，它只是概念游戏的空洞的诡辩？或者————一竟是一个深渊么？

真理意指真实之本质。我们要通过回忆一个希腊词语来思这一点。[无蔽]意味着存在者之无蔽状态。但这就是二种对真理之本质的规定吗？我们难道不是仅只做了一种词语用法的改变，也即用无蔽代替真理，以此标明一件实事吗？当然，只要我们不知道究竟必定发生了什么，才能迫使真理之本质必得在“无蔽”一词中道出，那么，我们确实只是变换了一个名称而已。

为此需要革新希腊哲学吗？绝对不是的。哪怕这种不可能的革新竟成为可能，对我们也毫无助益；因为自其发端之日起，希腊哲学隐蔽的历史就没有保持与[无蔽]一词中赫然闪现的真理之本质相一致，同时不得不把关于真理之本质的知识和道说越来越置人对真理的匕个派生本质的探讨中。作为[无蔽]的真理之本质在希腊思想中未曾得到思考，在后继时代的哲学中就更是理所当然地不受理会了。对思想而言，无蔽乃希腊式此在中遮蔽最深的东西，但同时也是早就开始规定着一切在场者之在场的东西。

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停留在千百年来我们已十爹熟悉的真理之本质那里就算了呢？长期以来，一直到今天，真理便意味着知识与事实的符合一致。然而，要使认识以及构成并且表达知识的命题能够符合于事实，以便因此使事实事先能约束命题，事实本身却还必须显示出自身来。而要是事实本身不能出于遮蔽状态，要是事实本身并没有处于无蔽领域之中，它又如何能显示自身呢？命题之为真，乃是由于命题符合于无蔽之物，亦即与真实相一致。命题的真理始终是正确性,而且始终仅仅是正确性。自笛卡儿以降，真理的批判性概念都是以作为确定性的真理为出发点的，但这也只不过是那种把真理规定为正确性的真理概念的变形。我们对这种真理的本质十分熟悉，它亦即表象的正确性，完全与作为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真理一起沉浮。介

如果我们在过里和在别处将真理把握为无蔽，我们并非仅仅是在对古希腊词语更准确的翻译中寻找避难之所。我们实际上是在思索流行的、因而也被滥用的那个在正确性意义上的真理之本质的基础是什么；?这种真理的本质是未曾被经验和未曾被思考过的东西。偶尔我们只得承认，为了证明和理解某个陈述的正确性（即真理），我们自然要追溯到已经显而易见的东西那里。这种前提实在是无法避免的。只要我们这样来谈论和相信，那么，我们就始终只是把真理理解为正确性，它却还需要一个前提，而这下前提就是我们自己刚才所做的——天知道如何又是为何。

但是，并不是我们把存在者之无蔽状态设为前提，而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即存在[l]）把我们置人这样一种本质之中，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表象中总是已经被投人无蔽状态之中并且与这种无蔽状态亦步亦趋。不仅知识自身所指向的车酉必须已经以某种方式是无蔽的，而且这一“指向某物”的活动发生于其中的整个领举，以及同样地一种命题与事实的符合对冬而公开化的那个东西，也必须已经作为整体发生于无蔽之中了。[2]倘若不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已经把我们置人一种光亮领域[3]，而一切存在者就在这种光亮中站立起来，又从这种光亮那里撤回自身，那么，我们凭我们所有正确的观念，就可能一事无成，我们甚至也不能先行假定，我们所指向的东西已经显而易见了。然而这是怎么回事呢？真理作为这种无蔽状态是如何发生的呢？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更清晰地说明这种无蔽状态究竟是什么。

[l]1960年雷克拉姆版：亦即本有。一作者边注

[2l此句中的“指向某物”也可译为“与某物符合一致”，与“正确性”有着字面的和意义的联系。——译者

[3]1960年雷克拉姆版：倘若澄明不发生，亦即没有本有之发生。——作者边注

物存在，人存在；礼物和祭品存在；动物和植物存在；器具和作品存在。存在者处于存在之中。一种注定在神性与反神性之间的被掩蔽的厄运贯通着存在。存在者的许多东西并非人所能掌握的，只有少量为人所认识。所认识的也始终是一个大概，所掌握的也始终不可靠。一如存在者太易于显现出来，它从来就不是我们的制作，更不是我们的表象孟要是我们思考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看来好像我们就把握了一切存在者，尽管只是粗糙有余的把握。

然而，超出存在者之外，但不是离开存在者，而是在存在者之前，在那里还发生着另一回事情。[1]在存在者整体中间有一个敞开的处所。一种澄明在焉。从存在者方面来思考，此种澄明比存在者更具存在者特性。因此，这个敞开的中心并非由存在者包围着，而不如说，这个光亮中心本身就像我们所不认识的无一样，围绕一切存在者而运行。

[1]1957年第三版：本有。——者边注

惟当存在者进入和出离这种澄明的光亮领域之际，存在者才能作为存在者而存在。惟有这种澄明才允诺、并且保证我们人通达非人的存在者，走向我们本身所是的存在者。由于这种澄明，存在者才在确定的和不确定的程度上是无蔽的。就连存在者的遮蔽也只有在光亮的区间内才有可能。我们遇到的每一存在者都遵从在场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对立，因为存在者同时总是把自己抑制在一种遮蔽状态中。存在者进入其中的澄明，同时也是一种遮蔽。但遮蔽以双重方式在杯者中间起着决定

作用。

要是我们关于存在者还只能说“它存在”，那么，存在者就拒绝我直至那个“一”和我们最容易切中的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作为拒绝的遮蔽不只是知识的一向的界限，而是光亮领域之澄明的开端。但遮蔽也同时存在于光亮领域之中，当然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者蜂拥而动，彼此遮盖，相互掩饰，少量隔阻大量，个别掩盖全体。在这里，遮蔽并非简单的拒绝，而是：存在者虽然显现出来，但它显现的不是自身而是它物。

这种遮蔽是一种份装。倘若存在者并不伪装存在者，我们又怎么会在存礴那里看错和搞错，我们又怎么会误人歧途，晕头转向，尤其是如此狂妄自大呢？存在者能够以假象迷惑，这就决定了我们会有差错误会，而非相反。

遮蔽可能是一种拒绝，或者只不过是一种伪装。遮蔽究竟是拒绝呢，抑或伪装，对此我们简直无从确定。遮蔽遮蔽着自身，伪装着自身。这就是说：存在者中间的敞开的处所，也就是澄明，决非一个永远拉开帷幕的固定舞台，好让存在者在这个舞台上演它的好戏。恰恰相反，澄明惟作为这种双重的遮蔽才发生出来。存在者之无蔽从来不是一种纯然现存的状态，而是一种生发[l]。无蔽状态（即真理）既非存在者意义上的事物的一个特征，也不是命题的一个特征。我们相信我们在存在者的切近的周围中是游刃有余的。存在者是熟悉的、可靠的、亲切的。可是，具有拒绝和伪装双重形式的持久的遮蔽仍然穿过澄明。亲切根本上并不亲切，而倒是阴森森的。真理的本质，亦即无蔽，是由一种否定而得到彻底贯彻的。但这种否定并非匾乏和缺憾，仿佛真理是摆脱了所有遮蔽之物的纯粹无蔽似的；倘若果真能如此，那么真理就不再是真理本身了。这种以双重遮蔽方式的否定属于作为无蔽的真理之本质。真理在本质上即是非真理。为了以一种也许令人吃惊的尖刻来说明，我们可以说，这种以遮蔽方式的否定属于作为澄明的无蔽。相反，真理的本质就是非真理。但这个命题却不能说成：真理根本上是谬误。同样地，这个命题的意思也不是说：真理从来不是它自身，辩证地看，真理也总是其对立面。

[l]1950年第一版：本有。——作者边注

只要遮蔽着的否定作为拒绝首先把永久的渊源归于一切澄明，而作为伪装的否定却把难以取消的严重迷误归于一切澄明，那么，真理就作为它本身而成其本质。就真理的本质来说，那种在真理之本质中处于澄明与遮蔽之间的对抗，可以用遮蔽着的否定来称呼它。这是原始的争执的对立。就其本身而言，真理之本质即是原始争执[l]，那个敞开的中心就是在这一原始争执中被争得的；而存在者站到这个敞开中心中去，或离开这个中心，把自身置回到自身中去。

这种敞开领域发生于存在者中间。它展示了一个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本质特征。世界和大地属于敞开领域，但是世界并非直接就是与澄明相应的敞开领域，大地也不是与遮蔽相应的锁闭。而毋宁说，世界是所有决断与之相顺应的基本指引的道路的澄明。但任何决断都是以某个没有掌握的、遮蔽的、迷乱的东西为基础的；否则它就决不是决断。大地并非直接就是锁闭，而是作为自行锁闭者而展开出来的。按其自身各自的本质而言，世界与大地总是有争执的，是好争执的。惟有这样的世界和大地才能进入澄明与遮蔽的争执之中。

只要真理作为澄明与遮蔽的原始争执而发生，大地就一味地通过世界而凸现，世界就一味地建基于大地中。但真理如何发生呢？我们回答说：[2]真理以几种根本性的方式发生。真理发生的方式之一就是作品的作品存在。作品建立着世界并且制造着大地，作品因之是那种争执的实现过程，在这种争执中，存在者整俺乏无蔽状态亦即真理被争得了。

[1]1960年雷克拉姆版：本有。——作者边注

[2]1960年雷克拉姆版：没有答案，因为问题依然：这是什么，什么以这些方式发生？——作者边注

在神庙的矗立中发生着真理。这并不是说，在这里某种东西被正确

地表现和描绘出来了，而是说，存在者整体被带人无蔽状态并且保持于无蔽状态之中。保持原本就意味着守护。[l]在凡·高的油画中发生着真理。这并不是说，在此画中某种现存之物被正确地临摹出来了，而是说，在鞋具的器具存在的敞开中，存在者整体，亦即在冲突中的世界和大地，进入无蔽状态之中。

在作品中发挥作用的是真理，而不只是一种真实。刻画农鞋的油画，描写罗马喷泉的诗作，不光是显示——一如果它们总是有所显示的话——这种个别存在者是什么，而是使得无蔽状态本身在与存在者整体的关涉中发生出来。[2]鞋具愈单朴、愈根本地在其本质中出现，喷泉愈不假修饰、愈纯粹地以其本质出现，伴随它们的所有存在者就愈直接、愈有力地变得更具有存在者特性。于是，自行遮蔽着的存在便被澄亮了。如此这辰形成的光亮，把它的闪耀嵌人作品之中。这种被嵌人作品之中的闪耀就是美。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3]

[l]海德格尔显然在此强调德文“保持”与“守护”的词源联系。——译者

[2]1960年雷克拉姆版，本有。——作者边注

[3]德语原文为：“Schonheit ist eine Weise，wie Wahrheit als Unverborgenheit west。——者译

现在，虽然我们从几个方面对真理之本质有了较为清晰的把握，因而对在作品中在起作用的东西该是比较清楚了，但是，眼下显然可见的作品之作品存在依然还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作品的最切近、最突出的现实性和作品中的物因素。甚至看来几乎是，在我们追求尽可能纯粹地把握作品自身的自立时，我们完全忽略了一件事情，即作品始终是作品——宁可说是一个被创造的东西。如果说有某某东西能把作品之为作品显突出来的话，那么，它只能是作品的被创作存在。因为作品是被创作的，而创作需要一种它借以创造的媒介物，那种物因、素也就进入了作品之中。这是无可争辩的。不过，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是：被创作存在如何属于作品？对此问题的澄清要求弄清下面两点：

一、在此何谓区别于制造和被制造存在的被创作存在和创作呢？

二、惟从作品本身的最内在本质出发，才能确定被创作存在如何属于作品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作品存在。作品的这种最内在本质是什么呢？

在这里，创作始终被认为是关涉于作品的。作品的本质就包含着真理的发生。我们自始就从它与作为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真理的本质的关系出发，来规定创作的本质。被创作存在之属于作品，只有在一种更其原始的对真理之本质的澄清中才能得到揭示。这就又回到了对真理及其本质的追问上来了。

倘若“在作品中真理起着作用”这一命题不该是一个纯粹的论断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再次予以追问。

于是，我们现在必须更彻底地发问：一种与诸如某个作品之类的东西的牵连，如何处于真理之本质中？为了能成为真理，那种能够被设置人作品中的真理，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必须被设置入作品中的真理，到底具有何种本质呢？而我们曾把“真理之设置人作品”规定为艺术的本质。因此，最终提出的问题就是：

什么是能够作为艺术而发生，甚或必须作为艺术而发生的真理？何以有艺术呢？[l]

[l]这里加着重号的“有”的含义比较特别，含“给出”、“呈现”之意。——译者





真理与艺术


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本源是艺术。本源即是存在者之存在现身于其中的本质来源。什么是艺术？我们在现实的作品中导找艺术之本质。作品之现实性是由在作品中发挥作用的东西，即真理的发生，来规定的。此种真理之生发，我们思之为世界与大地之间的争执的实现。在这种争执的被聚合起来的动荡不安中有宁静。作品的自持就建基于此。

真理之生发在作品中发挥作用。但这样发挥作用的东西却在作品中。因而在这里就已经先行把现实的作品设定为那种发生的载体。对现存作品的物因素的追问又迫在眉睫了。于是，下面这一点终于清楚了：无论我们多么热诚地追问作品的自立，只要我们还没有领会艺术作品是一个制成品，我们就找不到它的现实性。其实这种看法是最切近而明显的；因为在“作品”一词中我们就听出制成品的意思。作品的作品因素，就在于它由艺术家所赋予的被创作存在之中。我们直到现在才提到这个最显而易见而又说明一切的对作品的规定，看来可能是令人奇怪的。

然而，作品的被创作存在显然只有根据创作过程才可能得到把握。因此，在这个事实的强迫下，我们就不得不懂得去深人领会艺术家的活动，才能切中艺禾作品的本源。纯粹根据作品本身来规定作品的作品存在，[1]这种尝试业已证明是行不通的。

如果我们现在撇开作品不管，而去追踪创作的本质，那么，我们无非是想坚持我们起初关于农鞋的油画、继之关于希腊神庙所说出的看法。

我们把创作思为一种生产。但器具的制作也是一种生产。手工业却无疑并不创作作品一一这是一个奇特的语言游戏；[2]哪怕我们有必要把手工艺产品和工厂制品区别开来，手工业也没有创作作品。但是，创作的生产又如何与制作方式的生产区别开来呢？按照字面，我们是多么轻而易举地区分作品创作与器具制作，而要按照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探究生产的两种方式，又是多么举步维艰。依最切近的印象，我们在陶匠和雕塑家的活动中，在木工和画家的活动中，发现了相同的行为。作品创作本身需要手工艺行动。伟大的艺术家最为推崇手工艺才能了。他们首先要求出于娴技熟巧的细心照料的才能。最重要的是，他们努力追求手工艺中那种永葆青春的训练有素。人们已经充分看到，对艺术作品有良好领悟的希腊人用同一个词[技艺]来表示手艺和艺术，并且用同一个名称[艺人]来称呼手工技艺家和艺术家。

[1]1960年雷克拉姆版：什么叫“作品存在”？多义。——作者边注

[2]在德文中，“手工艺”一词由“手”和“作品”合成，而“手工艺”实际上并不创作“作品”——是为“语言游戏”。——译者

因此，看来最好是从创作的手工技艺方面来确定创作的本质。但上面提到的希腊人的语言用法以及它们对事情的经验却迫使我们深思。不管我们多么普遍、多么清楚地指出希腊人常用相同的词来称呼手艺和艺术，这种指示依然是肤浅的和有失偏颇的；因为并非指手艺也非指艺术，也不是指我们今天所谓的技术，根本上，它从来不是指某种实践活动。

希腊文的这个词毋宁说是知道（Wissen）的一种方式。知道意味着：已经看到，而这是在“看”的广义上说的，意思就是：对在场者之为这样一个在场者的觉知。对希腊思想来说，知道的本质在于[无蔽]，亦即存在者之解蔽。它承担和引导任何对存在者的行为。由于知道使在场者之为这样一个在场者出于遮蔽状态，而特地把它带人其外观的无蔽状态中，因此，[技艺]作为希腊人所经验的知道就是存在者之生产；：廷妙月从来不是指制作活动。

艺术家之为一个[艺人]，并非因为他也是一个工匠，而是因为，无论是作品的制造，还是器具的制造，都是在生产中发生的，这种生产自始就使得存套着以其外观而出现于其在场中。但这一切都发生在自然而然地展开的存在者中间，也即是在[涌现、自然]中间发生的。把艺术称为[技艺]，这绝不是说对艺术家的活动应从手工技艺方面来了解。在作品制作中看来好像手工制作的东西却有着不同的特性。艺术家的活动由创作之本质来决定和完成，并且也始终被扣留在创作之本质中。

如果不能以手工艺为引线去思考创作的本质，那么，我们应当依什么线索去思考创作的本质呢？莫非除了根据那被创作的东西即作品外，还有别的办法吗？尽管作品首先是在创作之实行中才成为现实的，因而就其现实性来说取决于创作，但创作的本质却是由作品的本质来规定的。尽管作品的被创作存在与创作相关联，但被创作存在和创作都得根据作品的作品存在步规定。现在，为什么我们起初只是讨论作品，直到最后才来考察被前作存在，也就不会令人奇怪了。如果说被创作存在本质上属于作品，正如从“作品”一词中即可听出被创作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努力进一步更本质性地去领会迄今为止可以被规定为作品的作品存在的东西。

根据我们已获得的对作品的本质界定，在作品中真理之生发起着作用；由于这种考虑，我们就可以把创作规定为：让某物出现于被生产者之中。作品之成为作品，是真理之生成和发生的一种方式。一切全然在于真理的本质中。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必定在这样一种被创作的东西中发生的真理呢？真理何以出于其本质的基础而牵连于一作品？我们能从上面所揭示的真理之本质来理解这一点吗？

真理是非真理，因为在遮蔽意义上的尚未被解蔽的东西的渊源范围就属于真理。在作为真理的非一遮蔽中，同时活动着另一个双重禁阻的“非”。[l]真理之为真理，现身于澄明与双重遮蔽的对立中。真理是原始争执，在其中，敞开领域一向以某种方式被争得了，于是，显示自身和退隐自身的一切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或离开敞开领域而固守自身。无论何时何地发生这种争执，争执者，即澄明与遮蔽，都由此而分道扬镰。这样就争得了争执领地的敞开领域。这种敞开领域的敞开性也即真理；当且仅当真理把自身设立在它的敞开领域中，真理才是它所是，亦即是这种敞开性。因此，在这种敞开领域中始终必定有存在者存在，好让敞开性获得栖身之所和坚定性。由于敞开性占据着敞开领域，因此敞开性开放并且维持着敞开领域。在这里，设置和占据都是从能Q崛[置立]的希腊意义出发得到思考的，后者意谓：在无蔽领域中的一种建立。

[l]这个“非”，即“无蔽（非一遮蔽）中的“非”，应作动词解。——译者

由于指出敞开性自行设立于敞开领域之中，[l]思想就触及了一个我们在此还不能予以说明的区域。所要指出的只是，如果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本质以某种方式属于存在本身（参看拙著《存在与时间》，第科节），那么，存在就从其本质而来让敞开性之领地亦即此之澄明得以出现，并引导这个领地成为任何存在者以各自方式展开于其中的领地。

[l]l96O年雷克拉姆版：此处“存在学差异”，参看《同一与差异》，第37页以下。——作者边注

真理之发生无非是它在通过它本身而公开自身的争执和领地中设立自身。由于真理是澄明与遮蔽的对抗，因此真理包含着此处所谓的设立。但是，真理并非事先在某个不可预料之处自在地现存着，然后再在某个地方把自身安置在存在者中的东西。这是绝无可能的，因为是存在者的敞开性才提供出某个地方的可能性和一个充满在场者的场所的可能性。敞开性之澄明和在敞开中的设立是共属一体的。它们是真理之发生的同一个本质。真理之发生以其形形色色的方式是历史性的。

真理把自身设立于由它开启出来的存在者之中，一种根本性方式就是真理的自行设置人作品。真理现身运作的另一种方式是建立国家的活动。真理获得闪耀的又一种方式是邻近于那种并非某少存在者而是存在者中最具存在特性的东西。真理设立自身的再一种方式是本质性的牺牲。真理生成的又一种方式是思想者的追问，这种作为存在之思的追问命名着大可追问的存在。相反，科学却决不是真理的原始发生，科学无非是一个已经敞开的真理领域的扩建，而且是通过把握和论证在此领域内显现为可能和必然的正确之物来扩建的。[l]当且仅当科学超出正确性之外而达到一种真理，也即达到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彻底揭示，它便成为哲学了。

因为真理的本质在于把自身设立于存在者之中从而才成其为真理，所以，在真理之本辱侃包含着那种与作品的牵连，后者乃是真理本身博以在存在者中间存在的一种突出可能性。

真理之进入作品的设立是这样一个存在者的生产，这个存在者先前还不曾在，此后也不再重复。生产过程把这种存在者如此这般地置人敞开领域之中，从而被生产的东西才照亮了它出现于其中的敞开领域的敞开性。当生产过程特地带来存在者之敞开性亦即真理之际，被生产者就是一件作品。这种生产就是创作。作为这种带来，创作毋宁说是在与无蔽状态之关联范围内的一种接收和获取。[2]那么，被创作存在何在呢？我们可以用两个本质性的规定来加以说明。

[l]海德格尔在这里罗列了真理发生的几种原始方式：艺术、建国、牺牲（宗教）和思想等；科学则不是真理的原始的发生方式，而是一种“扩建”,是对已经敞开的领域的“扩建”。——译者

[2]此处译为“生产”的德语Her-vor-bringen含义较广，不是技术制造；其字面含义为“带出来”。故海德格尔说作为“生产”的创作是一种“带来”。——译者

真理把自身设立在作品中。真理惟独作为在世界与大地的对抗中的澄明与遮蔽之间的争执而现身。真理作为这种世界与大地的争执被置人作品中。这种争执不会在一个特地被生产出来的存在者中被解除，也不会单纯地得到安顿，而是由于这个存在者而被开启出来的。因此，这个存在者自身必具备争执的本质特性。在争执中，世界与大地的统一性被争得了。由于一个世界开启出来，世界就对一个历史性的人类提出胜利与失败、祝祷与裹读、主宰与奴役的决断。涌现着的世界使得尚未决断的东西和无度的东西显露出来，从而开启出尺度和决断的隐蔽的必然性。

另一方面，当一个世界开启出来，大地也耸然突现。大地显示自身为万物的载体，人于其法则中被庇护和持久地自行锁闭着的东西。世界要求它的决断和尺度，并让存在者进入它的道路的敞开领域之中。大地力求承载着-凸现着保持自行锁闭，并且力求把万物交付给它的法则。争执并非作为一纯然裂缝之撕裂的裂隙（Riβ），而是争执者相互归属的亲密性。这种裂隙把对抗者一道撕扯到它们出自统一基础的统一体的渊源之中。争执之裂隙乃是基本图样，是描绘存在者之澄明的涌现的基本特征的剖面图。这种裂隙并不是让对抗者相互破裂开来，它把尺度和界限的对抗带入共同的轮廓之中。[l]

只有当争执在一个有待生产的存在者中被开启出来，亦即这种存在者本身被带人裂隙之中，作为争执的真理才得以设立手这种存在者中。裂隙乃是剖面图和基本图样、裂口和轮廓的统一牵联。真理在存在者中设立自身，而且这样一来，存在者本身就占据了真理的敞开领域。但是，惟当那被生产者即裂隙把自身交付给在敞开领域中凸现的自行锁闭者，这种占据才能发生。这裂隙必须把自身置回到石头吸引的沉重，木头缄默的坚固，色彩幽深的热烈之中。大地把裂隙收回到自身之中，裂隙于是才进入敞开领域而被制造，从而被置人亦即设置入那作为自行锁闭者和保护者进入敞开领域而凸现的东西中。

争执被带人裂隙之中，因而被置回到大地之中并且被固定起来，这种争执乃是形态（Gestalt）。作品的被创作存在意味着：真理之被固定于形态中。形态乃是构造，裂隙就作为这个构造而自行嵌合。被嵌合的裂隙乃是真理之闪耀的嵌合。这里所谓的形态，始终必须根据那种摆置（Stellen）和集置（Ge-stell）来理解；作品作为这种摆置和集置而现身，因为作品建立自身和制造自身。[2]

[l]此处Riβ一词有“裂隙、裂口、平面图、图样”等意思，我们译之为“裂隙”；此处出现的Grundriβ、Aufriβ、Umriβ等均Riβ为词干，几不可译解。我们权译Grundriβ为“基本图样”，译Auf-riβ为“剖面”，译Umriβ为“轮廓”。——译者

[2]“集置”(Ge-stell）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基本词语，在日常德语中有Gestell（框架）一词。海德格尔把技术的本质思为“集置”，意指技术通过各种“摆置”(stellen）活动，如表象（vorstellen）、制造（herstellen）、订造（bestellen）、伪造（verstellen）等，对人类产生着一种不无神秘的控制和支配力量。——译者

在作品创作中，作为裂隙的争执必定被置回到大地中，而大地本身必定作为自行锁闭者被生产和使用。不过，这种使用并不是把大地当作一种材料加以消耗甚或肆意滥用，而倒是把大地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大地本身。这种对大地的使用是乃对大地的劳作，虽然看起来这种劳作如同工匠利用材料，因而给人这样一种假象，似乎作品创作也是手工技艺活动。其实决非如心。堆品创作始终是在真理固定于形态中的同时对大地的一种使用。能相反，器具的制作却决非直接是对真理之发生的获取。当质料被做成器具形状以备使用时，器具的生产就完成了。器具的完成意味着器具已经超出了它本身，并将在有用性中消耗殆尽。

作品的被创作存在却并非如此。这一点从我们下面就要谈到的第二个特点来看，就一目了然了。

器具的完成状态与作品的被创作存在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构成了一种被生产存在。但与其他一切生产不同，作品的被创作存在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道被带人被创作品中而被创作出来的。可是，难道所有生产品以及无论何种形成品不都这样吗？任何一个生产品，如果向来是某个东西，肯定会被赋予一种被生产存在。确实如此。不过在作品中，被创作存在是特别地被带人创作品中而创作出来的，以至于它专门从创作品中，也即从如此这般的生产品中突现出来。如若情形如此，那我们也就必然能够特别地在作品中经验这种被创作存在。

从作品中浮现出来的被创作存在并不意味着，根据作品就可以发现它出自某个艺术大师之手。创作品不可作为某位高手的成就来证明，其完成者也不能因此被提升到公共声望中去。要公布出来的并不是姓名不详的作者，而不如说，这个单纯的“factum est”[存在事实]要在作品中被带人敞开领域之中，也就是说，存在者之无蔽状态在此发生了，而且是首先作为这种发生事件而发生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作品存李着，而不是不存在。作品作为这种作品而存在所造成的冲击，以及这种毫不显眼的冲力的连续性，构成了作品的自持的稳固性。在艺术家以及作品形成的过程和条件都尚不为人知的时候，这种冲力，被创作存在的这个“如此”（Daβ）[l]，就最纯粹地从作品中出现了。

[l]此处Daβ在德语中是从句引导词daβ（相当于英文的that）的大写。daβ独立用为DaB，实难以译成中文。我们权译之为“如此”或“如此实情”。——译者

诚然，每一件可供支配的、处于使用中的器具也包含着它被制作出来的这一“如此”。但这一“如此”在器具那里并没有凸现出来，它消失于有用性中了。一件器具越是凑手，它的“如此”就越是不引人注目（例如，一把榔头就是如此），器具就越是独一地保持在其器具存在中。一般说来，我们在每个现成事物中都能发现它存在的事实；但即便注意到这一点，也很快就以惯常的方式忘掉了。不过，还有什么比存在者存在这回事情更为寻常的呢？与之相反，在作品中，它作为这样一个作品而存在，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情。它的被创作存在这一发生事件并没有简单地在作品中得到反映；而不如说，作品作为这样一件作品而存在，这一事件把作品在自身面前投射出来，并且已经不断地在自身周围投射了作品。作品越是本质性地开启自身，那种惟一性，即它存在而不是不存在这一如此实情的惟一性，也就越是显赫明朗。这种冲力越是本质性地进入敞开领域中，作品也就变得越是令人意外，越是孤独。在作品的生产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对“如此存在”的呈献。

对作品的被创作存在的追问应把我们带到了作品的作品因素以及作品的现实性的近处。被创作存在显示自身为：通过裂隙进入形态的衡执之被固定存在。在这里，被创作存在本身以特有的方式被寓于作品中，而作为那个“如此”的无声的冲力进入敞开领域中。但作品的现实性并非仅仅限于被创作存在。不过，正是对作品的被创作存在的本质的考察，使得我们现在有可能迈出一步，去达到我们前面所道出的一切的目标。

作品愈是孤独地被固定于形态中而立足于自芽，愈纯粹地显得解脱了与人的所有关联，那么，冲力，这种作品存在着的这个“如此”，也就愈单朴地进入敞开领域之中，阴森惊人的东西就愈加本质性地被冲开，而以往显得亲切的东西就愈加本质性地被冲翻。然而，这形形色色的冲撞却不具有什么暴力的意味；因为作品本身愈是纯粹进入存在者由它自身开启出来的敞开性中，作品就愈容易把我们移人这种敞开性中，并同时把我们移出寻常平庸。服从于这种移挪过程意味着：改变我们与世界和大地的关联，然后抑制我们的一般流行的行为和评价，认识和观看，以便逗留于在步矗中发生的真理那里。惟有这种逗留的抑制状态才让被创作的东西成为所是之作品。这种“让作品成为作品”，我们称之为作品之保存。[l]惟有这种保存，作品在其被创作存在中才表现为现实的，现在来说也即：以作品方式在场着的。

[l]德语原文为Bewahrung，或可译为“保藏”。——译者

要是作品没有被创作便无法存在，因而本质上需要创作者，同样地，要是没有保存者，被创作的东西也将不能存在。

然而，如果作品没有寻找保存者，没有直接寻找保存者从而使保存者应合于在作品中发生着的真理，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保存者作品也能成为作品。只要作品是一件作品，它就总是与保存者相关涉，甚至在（也正是在）它只是等待保存者，恳求和期冀它们进入其真理之中的时候。甚至作品可能碰到的被遗忘状态也不是一无所有；它仍然是一种保存。它乞灵于作品。作品之保存意味着：置身于在作品中发生的存在者之敞开性中。可是，保存的这种“置身于其中”乃是一种知道。知道并不在于对某物的单纯认识和表象。谁真正地知道存在者，他也就知道他在存在者中间意愿什么。

这里所谓的意愿既非仅仅运用一种知道，也并不事先决定一种知道；它是根据《存在与时间》的基本思想经验而被思考的。保持着意愿的知道和保持着知道的意愿，乃是实存着的人类绽出地进入存在之无蔽状态之中。在《存在与时间》中思考的决心并不是一个主体的深思的行动，而是此在摆脱存在者的困囿向着存在之敞开性的开启。然而，在实存中，人并非出于一内在而到达一外在，而不如说，实存之本质乃是悬欠着置身于存在者之澄明的本质性分离中。在先已说明的创作中也好，在现在所谓的意愿中也好，我们都没有设想一个以自身为目的来争取的主体的活动和行为。

意愿乃是实存着的自我超越的冷静的决心，这种自我超越委身于那种被设置人作品中的存在者之敞开性。这样，那种“置身于其中”也被带人法则之中。作品之保存作为知道，乃是冷静地置身于在作品中发生着的真理的阴森惊人的东西中。

这种知道作为意愿在作品之真理中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并且只有这样，它才是一种知道；它没有剥夺作品的自立性，并没有把作品强行拉入纯然体验的领域，并不把作品贬低为一个体验的激轰者的角色。作品之保存并不是把人孤立于其私人体验，而是把人推人与在作品中发生着的真理的归属关系之中，从而把相互共同存在确立为出自与无蔽状态之关联的此之在的历史性悬欠。再者，在保存意义上的知道与那种鉴赏家对作品的形式、品质和魅力的鉴赏力相去甚远。作为已经看到，知道乃是一种决心，是置身于那种已经被作品嵌人裂隙的争执中去。

作品本身，也只有作品本身，才能赋予和先行确定作品的适宜的保存方式。保存发生在不同等级的知道中，这种知道具有各各不同的作用范围、稳固性和清晰度。如若作品仅仅被提供给艺术享受，这也还没有证明作品之为作品处于保存中。

一旦那种进入阴森惊人的东西中的冲力在流行和鉴赏中被截获了，则艺术行业就开始围着作品团团转了。就连作品的小心谨慎的流传，力求重新获得作品的科学探讨，都不再达到作品自妙存在，而仅只是一种对它的回忆而已。但这种回忆也能给作品提供一席之地，从中构成作品的历史。相反，作品最本己的现实性，只有当作品在通过它自身而发生的真理中得到保存之际才起作用。

作品的现实性的基本特征是由作品存在的本质来规定的。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捡起我们的主导问题了：那个保证作品的直接现实性的作品之物因素的情形究竟如何呢？情形是，我们现在不再追问作品的物因素的问题了；因为只要我们作那种追问，我们即刻而且事先就确定无疑地把作品当作一个现存对象了。以此方式，我们从未能从作品出发来追问，而是从我们出发来追问。而这个作为出发点的我们并没有让作品作为一个作品而存在，而是把作品看成能够在我们心灵中引发此种或彼种状态的对象。

然而，在被舀作对象的作品中，那个看来像是流行的物的概念意义上的物因素的东西，从作品方面来了解，实际上就是作品的大地因素(dasErdbafte）。大地进入作品而凸现，因为作品作为其中有真理起作用的作品而现身，而且因为真理惟有通过把自身设立在某个存在者之中才得以现身。但是，在本质上自行锁闭的大地那里，敞开领域的敞开性得到了它最大的抵抗，并因此获得它永久的立足之所，而形态必然被固定于其中。

那么，我们对物之物因素的追问竟是多余的吗？绝对不是的。作品因素固然不能根据物因素来得到规定，但对作品之作品因素的认识，却可能把我们对物之物因素的追问引入正轨。这并非无关紧要，只要我们回想一下那些自古以来流行的思维方式如何扰乱物之物因素，如何使一种对存在者整体的解释达到统治地位，就会明白这一点的。这种对存在者整体的解释使我们对真理的原始本质茫然无知，同样也无能于对器具和作品的本质的把握。

为了规定物之物性，无论是对特性之载体的考察，还是对在其统一性中的感性被给予物的多样性的考察，甚至那种对自为地被表象出来的、从器具因素中获知的质料-形式结构的考察，都是无济于事的。对于物之物因素的解释来说，一种正确而有分量的洞察必须直面物对大地的归属性。大地的本质就是它那无所迫促的承荷和自行锁闭，但大地仅仅是在耸然进入一个世界之际，在它与世界的对抗中，才自行揭示出来。大地与世界的争执在作品的形态中固定下来，并且通过这一形态才得以敞开出来。我们只有特别地通过作品才经验到器具之器具因素，这一点适用于器具，也适用于物之物因素。我们决不能径直知道物因素，即使能知道，那也只是不确定地，也需要作品的帮助。这一点间接地证明了，在作品的作品存在中，真理之生发也即存在者之开启在起作用。然而，如果作品无可争辩地把物因素置人敞开领域之中，那么，就作品方面来说，难道作品不是必须已经——而且在它被创作之前，并且为了这种被创作——被带入一种与大地中的万物的关联，与自然的关联之中了吗？这正是我们最后要回答的一个问题。阿尔布雷希特·丢勒[l]想必是知道这一点的，他说了如下著名的话：“千真万确，艺术存在手自然中，因此谁能把它从中取出，谁就拥有了艺术。”在这里，“取出”意味着画出裂隙，用画笔在绘画板上把裂隙描绘出来。[2]但是，我们同时要提出相反的问题：如果裂隙并没有作为裂隙，也就是说，如果裂隙并没有事先作为尺度与无度的争执而被创作的构思带人敞开领域之中，那么，裂隙何以能够被描绘出来呢？诚然，在自然中隐藏着裂隙、尺度、界限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可能生产，亦即艺术。但同样确凿无疑的是，这种隐藏于自然中的艺术惟有通过作品才能显露出来，因为它原始地隐藏在作品之中。

[1]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471-1528年）：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油画家、版画家和雕塑家。——译者

[2]动词“取出”与“裂隙”均有着字面的和意义的联系，含“勾画裂隙”之意。——译者

对作品的现实性的这一番刻意寻求乃是要提供出一个基地，使得我们能够在现实作品中发现艺术和艺术之本质。关于艺术之本质的追问，认识艺术的道路，应当重新被置于某个基础之上。如同任何真正的回答，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只不过是一系列追问步骤的最后一步的最终结果。任何回答只要是植根于追问的回答，就始终能够保持回答的力量。

从作品的作品存在来看，作品的现实性不仅更姆明晰，而且根本上也更加丰富了。保存者与创作者一样，同样本质咖属于作品的被创作存在。但作品使创作者的本质成为可能，作品由于其本质也需要保存者。如果说艺术是作品的本源，那就意味着：艺术使作品的本质上共属一体的东西，即创作者和保存者，源出于作品的本质。但艺术本身是什么呢？我们正当地称之为本源的艺术是什么呢？

真理之生发在作品中起作用，而且是以作品的方式起作用。因此，艺术的本质先行就被规定为真理之自行设置人作品。但我们自知，这一规定具有一种蓄意的模棱两可。它一方面说：艺术是自身建立的真理固定于形态中，这而定是在作为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生产的创作中发生的。而另一方面，设置人作品也意味着：作品存在进入运动和进入发生中。这也就是保存。于是，艺术就是：对作品中的真理的创作性保存。于是，艺术就是：对作品中的真理的创作性保存。因此，艺术就是真理的生存和发生。[1]那么，难道真理源出于无么？的确翅此，如果这个无意指的是对存在者的纯粹的不，而存在者则被看作是那个惯常的现存事物，后者进而通过作品的立身实存而显露为仅仅被设想为真的存在者，并且被作品的立身实存所撼动。从现存事物和惯常事物那里是从来看不到真理的。毋宁说，只有通过对在被抛状态中到达的敞开性的筹划，敞开领域之开启和存在者之澄明才发生出来。

作为存在者之澄明和遮蔽，真理乃是通过[2]诗意创造而发生的。[3]凡艺术都是让存在者本身之真理到达而发生；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艺术作品和艺术家都以艺术为基础；艺术之本质乃真理之自行设置人作品。由于艺术的诗意创造本质，艺术就在存在者中间打开了二方敞开之地，在此敞开之地的敞开性中，一切存在遂有迥然不同之仪、态。凭借那种被置人作品中的、对自行向我们投射的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筹划，一切惯常之物和过往之物通过作品而成为非存在者。这种非存在者已经丧失了那种赋予并且保持作为尺度的存在的能力。

[l]此句德语原文为：Dalm ist die Kunst ein Werden und Geschehen der Walirlleit。——译者

[2]1960年雷克拉姆版：“诗”的值得追问之处——作为道说之用。对澄明与诗的关系的描述不充分。——作者边注

[3]此处动词“诗意创造，或可译为“作诗”。——译者

在此令人奇怪的是，作品根本上不是通过因果关系对以往存在者发生影响的。作品的作用并不在于某种制造因果的活动，而在于存在者之无蔽状态（亦即存在[l]）的一种源于作品而发生的转变。

然而，诗并非对任意什么东西的异想天开的虚构，并非对非现实领域的单纯表象和幻想的悠荡飘浮。作为澄明着的筹划，诗在无蔽状态那里展开的东西和先行抛人形态之裂隙中的东西，是让无蔽发生的敞开领域，并且是这样，即现在，敞开领域才在存在者中间使存在者发光和鸣响。在对作品之本质和作品与存在者之真理的生发的关系的本质性洞察中，出现了这样一个疑问：根据幻想和想象力来思考诗之本质——同时也即筹划之本质——是否已经绰绰有余了。

诗的本质，现在已得到了宽泛的、但并非因此而模糊的了解，在此它无疑是大可追问的东西。我们眼下应该对之作一思考了。[2]

如果说一切艺术本质上皆是诗，那么，建筑艺术、绘画艺术、音乐艺术就都势必归结为诗歌了。[3]这纯粹是独断嘛！当然，只要我们认为，上面所说的各类艺术都是语言艺术的变种一一硕口界我们可以用语言艺术这个容易让人误解的名称来规定诗歌的话——那就是独断了。其实，诗歌仅只是真理之澄明着的筹划的一种方式，也即只是宽泛意义上的诗意创造的一种方式；虽然语言作品，即狭义的诗在整个艺术领域中是占有突出地位的。

[l]1960年雷克拉姆版：不充分——无蔽与“存在”的关系；存在等于在场状态，参看拙文““时间与存在”。——作者边注

[2]l960年雷克拉姆版：也就是说，艺术的固有特性也值得追问。——作者边注

[3]海德格尔在这里区分了诗与诗歌，前者联系于动词“作诗”，后者则是体裁分类意义上的与散文相对的文学样式。——译者

为了认识这一点，只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语言概念即可。流行的观点把语言当作一种传达。语言用于会谈和约会，一般讲来就是用于互相理解。然而，语言不只是、而且并非首先是对要传达的参西的声音表达和文字表达。语言并非仅仅是把或明或暗如此这般的意思转运到词语和句子中去，而不如说，惟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

在没有语言的地方，比如，在石头、植物和动物的存在中，便没有存在者的任何敞开性，因而也没有不存在者和虚空的任何敞开性。

由于语言首度命名存在者，这种命名才把存在者带向词语而显现出来。这一命名指派存在者，使之零于其存在而举于其存在。这样一种道说乃澄明之筹划，它宣告出存在者作为什么东西进入敞开领域。筹划[l]是三种投射的触发，作为这种投射，[2]无蔽把自身发送到存在者本身之中。而筹划着的宣告即刻成为对一切阴沉的纷乱的拒绝，在这种纷乱中存在者蔽而不显，逃之夭夭了。[3]

筹划着的道说就是诗：世界和大地的道说，世界和大地之争执的领地的道说，因而也是诸神的所有远远近近的场所的道说。[4]诗乃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道说。始终逗留着的语言是那种道说之生发，在其中，一个民族的世界历史性地展开出来，而大地作为锁闭者得到了保存。在对可道说的东西的准备中，筹划着的道说同时把不可道说的东西带给世界。在这样一种道说中，一个历史性民族的本质的概念，亦即它对世界历史的归属性的概念，先行被赋形了。

[1]1960年雷克拉姆版：筹划（Entwerfen｝——不是澄明之为澄明，因为在其中只是测定了计划的位置，不如说：对裂隙的筹划。——作者边注

[2]此处“筹划”与“投射”具有字面联系。——译者

[3]1960年雷克拉姆版：只是这样？或者作为命运。参照：集置。——作者边注

[4]后期海德格尔以“道说”一词指称他所思的非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语言。所谓“道说”乃是“存在”——亦作“本有”——的运作和发生。作为“道说”的语言乃是“寂静之音”，无声之“大音”。海德格尔也以动词sagen标示合乎die Sage的本真的人言（即“诗”与“思”）。我们也译das Sagen为“道说”。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1997年。——译者

在这里，诗是在一种宽广意义上，同时也在与语言和词语的紧密的本质统一性中被理解的，从而，就必定有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艺术，而且是包括从建筑到诗歌的所有样式的艺术，是不是就囊括了诗之本质呢？

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但由于语言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对天来说向来首先在其中得以完全展开出来的那种生发，所以，诗歌，即狭义上的诗，才是根本意义上最原始的诗。语言是诗，不是因为语言是原始诗歌；不如说，诗歌在语言中发生，因为语言保存着诗的原始本质。相反地，建筑和绘画总是已经、而且始终仅只发生在道说和命名的敞开领域之中。它们为这种敞开所贯穿和引导，所以，它们始终是真理把自身建立于作品中的本己道路和方式。它们是在存在者之澄明范围内的各有特色的诗意创作，而存在者之澄明早已不知不觉地在语言中发生了。[l]

作为真理之自行设置人作品，艺术就是诗。不光作品的创作是诗意的，作品的保存同样也是诗意的，只是有其独特的方式罢了。因为只有当我们本身摆脱了我们的惯常性而进入作品所开启出来的东西之中，从而使得我们的本质在存在者之真理达到恒定[2]时，一个作品才是一个现实的作品。

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理之创建。在这里，我们所理解的“创建”有三重意义，即：作为赠予的创建，作为建基的创建和作为开端的创建。[3]但是，创建惟有在保存中才是现实的。因此，保存的样式吻合于创建的诸样式。对于艺术的这种本质构造，我们眼下只能用寥寥数语的勾勒来加以揭示，甚至这种勾勒也只是前面我们对作品之本质的规定所提供的初步线索。

[l]1960年雷克拉姆版：这说的是什么？澄明通过语言而发生，或者居有着的澄明才允诺道说和弃绝并且因而允诺了语言？语言与肉身（语音与文字）。——作者边注

[2]1960年雷克拉姆版：在置身于用的状态意义上。——作者边注

[3]在此作为“创建”的三重意义的“赠予”、“建基”和“开端”都是动词性的。——译者

真理之设置入作品冲开了阴森惊人的东西，同时冲倒了寻常的和我们认为是寻常的东西。在作品中开启自身的真理决不可能从过往之物那里得到证明并推导出来。过往之物在其特有的现实性中被作品所驳倒。因此艺术所创建的东西，决不能由现存之物和可供使甩之物来抵消和弥

补。创建是一种充溢，一种赠予。

真理的诗意创作的筹划把自身作为形态而置入作品中，这种筹划也决不是通过进入虚空和不确定的东西中来实现的。而毋宁说，在作品中，真理被投向即将到来的保存者，亦即被投向一个历史性的人类。但这个被投射的东西，从来不是一个任意僧越的要求。真正诗意创作的筹划是对历史性的此在已经被抛人其中的那个东西的开启。那个东西就是大地。对于一个历史性民族来说就是他的大地，是自行锁闭着的基础；这个历史性民族随着么切已然存在的东西一尽管还遮蔽着自身一而立身于这一基础之上。但它也是他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于此在与存在之无蔽状态的关联而起着支配作用。因此，在筹划中人与之俱来的那一切，必须从其锁闭的基础中引出并且特别地被置人这个基础之中。这样，基础才被建立为具有承受力的基础。

由于是这样一种引出，所有创作便是一种汲取（犹如从井泉中汲水）。毫无疑问，现代主观主义直接曲解了创造，把创造看作是骄横跋息的主体的天才活动。真理的创建不光是在自由赠予意义上的创建，同时也是在铺设基础的建基意义上的创建。它决不从流行和惯常的东西那里获得其赠品，从这个方面来说，诗意创作的筹划乃来源于无。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筹划也决非来源于无，因为由它所投射的东西只是历史性此在本身的隐秘的使命。赠予和建基本身就拥有我们所谓的开端的直接特性。但开端的这一直接特性，出于直接性的跳跃[l]的奇特性，并不是排除而是包括了这样一点，即：开端久已悄然地准备着自身。真正的开端作为跳跃始终都是一种领先，[2]在此领先中，凡一切后来的东西都已经被越过了，哪怕是作为一种被掩蔽的东西。开端[31已经隐蔽地包含了终结。可是，真正的开端决不具有原始之物的草创特性。原始之物总是无将来的，因为它没有赠予着和建基着的跳跃和领先。它不能继续从自身中释放出什么，因为它只包含了把它囿缚于其中的那个东西，此外无他。

[l]1960年雷克拉姆版：“跳跃”，参看《同一与差异》，关于同一性的演讲。——作者边注

[2]注意“跳跃”与“领先”之间的字面联系。——译者

[3]1960年雷克拉姆版：开端必须在本有意义上思为开一端。——作者边注

相反，开端总是包含着阴森惊人之物亦即与亲切之物的争执的未曾展开的全部丰富性。作为诗的艺术是第三种意义上的创建，即真理之争执的引发意义上的创建；作为诗的艺术乃是作为开端的创建。每当存在者整体作为存在者本身要求那种进入敞开性的建基时，艺术就作为创建而进入其历史性本质之中。在西方，这种作为创建的艺术最早发生在古希腊。那时，后来被叫做存在的东西被决定性地设置人作品中了。进而，如此这般被开启出来的存在者整体被变换成了上帝的造物意义上的存在者。这是在中世纪发生的事情。这种存在者在近代之初和近代之进程中又被转换了。存在者变成了可以通过计算来控制和识破的对象。上述种种转换都展现出一个新的和本质性的世界。每一次转换都必然通过真理之固定于形态中，固定于存在者本身中而建立了存在者的敞开性。每一次转换都发生了存在者之无蔽状态。无蔽状态自行设置人作品中，而艺术完成这种设置。

每当艺术发生，亦即有一个开端存在之际，就有一种冲力进入历史之中，历史才开始或者重又开始。在这里，历史并非意指无论何种和无论多么重大的事件的时间上的顺序。历史乃是一个民族进入其被赋予的使命中而同时进入其捐献之中。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进入过程。

艺术是真理之自行设置人作品。在这个命题中隐含着一种根本性的模棱两可，据此看来，真理同时既是设置行为的主体又是设置行为的客体。但主体和客体在这里是不恰当的名称，它们阻碍着我们去思考这种模棱两可的本质。这种思考的任务超出了本文的范卧艺术是历史性的，历史性的艺术是对作品中的真理的创作性保传。乞术发生为诗。诗乃赠予、建基、开端三重意义上的创建。作为创建的艺术本质上是历史性的。这不光是说：艺术拥有外在意义上的历史，它在时代的变迁中与其他许多事物一起出现，同时变化、消失，给历史学提供变化多端的景象。真正说来，艺术为历史建基；艺术乃是根本性意义上的历史。

艺术让真理脱颖而出。作为创建着的保存，艺术是使存在者之真理作品中一跃而出的源泉。使某物凭一跃而源出，在出自本质渊源的创建着的跳跃中把某物带人存在之中，这就是本源一词的意思。[l]

艺术作品的本源，同时也就是创作者和保存者的本源，也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性此在的本源，乃是艺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艺术在其本质中就是一个本源多是真理进入存在的突出方式，亦即真理历史性地生成的突出方式。

我们追问艺术的本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追问呢？我们做这样的追问，目的是为了能够更本真地追问：艺术在我们的历史性此在中是不是一个本源，是否并且在何种条件下，艺术能够是而且必须是一个本源。这样一种沉思不能勉强艺术及其生成。但是，这种沉思性的知道却是先行的，因而也是必不可少的对艺术之生成的准备。惟有这种知道为艺术准备了空间，[2]为创造者提供了道路，为保存者准备了地盘。

[l]海德格尔在此暗示了德语中“本源”与“源出”和“跳跃”的字面联系。——译者

[2]1960年雷克拉姆版：逗留之居所的处所。——作者边注

在这种只能缓慢地增长的知道中将做出决断：艺术是否能成为一个本源因而必然是一种领先，或者艺术是否始终是一个附庸从而只能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而伴生。

我们在我们的此在中历史性地存在于本源之近旁吗？我们是否知道亦即留意到本源之本质呢？或者，在我们对待艺术的态度中，我们依然只还是因袭成规，照搬过去形成的知识而已？

对于这种或此或彼的抉择及其决断，这里有一块可靠的指示牌。诗人荷尔德林道出了这块指示牌；这位诗人的作品依然摆在德国人面前，构成一种考验。荷尔德林诗云：

依于本源而居者

终难离弃原位。

——《漫游》，载《荷尔德林全集》，第4卷（海林格拉特编），第167页





后记


本文的思考关涉到艺术之谜，这个谜就是艺术本身。这里绝没有想要解开这个谜。我们的任务在于认识这个谜。

几乎是从人们开始专门考察艺术和艺术家的那个时代起，此种考察就被称为美学的考察。美学把艺术作品当作一个对象，而且把它当作[感知]的对象，即广义上的感性知觉的对象。现在人们把这种知觉称为体验。人体验艺术的方式，被认为是能说明艺术之本质的。无论对艺术享受还是对艺术创作来说，体验都是决定性的源泉。[l]一切都是体验。但也许体验却是艺术死于其中的因素。[2]这种死发生得如此缓慢，以至于它需要经历数个世纪之久。

[1]1960年雷克拉姆版：现代艺术摆脱了体验因素吗？抑或，只是被体验的东西如此这般地发生了变化，以至于现在体验变得比以往还更为主观？现在，被体验者——“创造本能的技术因素”本身——成为制作和发明的方式。本身依然还是形而上学的“符号因素”的“非形式性”和相应的不确定性和空洞性，我之体验作为“社会”。——作者边注

[2]1960年雷克拉姆版：这个命题倒并不是说，艺术完全完蛋了。只有当体验一直保持为艺术的绝对因素，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但一切的关键恰恰在于，摆脱体验而进入此之在（Da-sein)，而这就是说：获致艺术之“生成”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因素”。——作者边注

诚然，人们谈论着不朽的艺术作品和作为一种永恒价值的艺术。但此类谈论用的是那种语言，它并不认真对待一切本质性的东西，因为它担心“认真对待”最终意味着：思想（denken）。在今天，又有何种畏惧更大于这种对思想的畏惧呢？此类关于不朽的作品和艺术的永恒价值的谈论具有某种内容和实质吗？或者，此类谈论只不过是在伟大的艺术及其本质已经远离了人类的时代里出现的一些肤浅的陈词少调么？

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是西方历史上关于艺术之本质的最全面的沉思，因为那是一种根据形而上学而做的沉思。在《美学讲演录》中有这样几个命题：

“对我们来说，艺术不再是真理由以使自己获得其实存的最高样式了[1]”(《全集》，第10卷，第l册，第134页）。[2]“我们诚然可以希望艺术还将会蒸蒸日类于并使自身完善起来，但是艺术形式已不再是精神的最高需要了”护《全集》，第1。卷，第1册，第135页）。[3]“从这一切方面看，就它的最高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全集》，第10卷，第1册，第16页）。[4]

[l]1960年雷克拉姆版：艺术作为真理（在此即绝对者之确定性）的方式。——作者边注

[2]参看黑格尔：《美学》，中译本，朱光潜译，北京1982年，第1卷，第131页。——译者

[3]同上书，第132页。——译者

[4]同上书，第15页。——译者

尽管我们可以确认，自从黑格尔于1828-1829年冬季在柏林大学作最后一次美学讲座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新的艺术作品和新的艺术思潮，但是，我们不能借此来回避黑格尔在上述命题中所下的判词。黑格尔决不是想否认可能还会出现新的艺术作品和艺术思潮。然而，问题依然是：艺术对我们的历史性此在来说仍然是决定性的真理的一种基本和必然的发生方式吗？或者，艺术压根儿就不再是这种方式了？但如果艺术不再是这种方式了，那么问题是：何以会这样呢？黑格尔的判词尚未获得裁决；因为在黑格尔的判词背后，潜伏着自古希腊以降的西方思想，这种思想相应于一种已经发生了的存在者之真理。如果要对黑格尔的判词作出裁决。那么，这种裁决乃是出于这种存在者之真理并且对这种真理作出裁决。在此之前，黑格尔的判词就依然有效。而因此就有必委提出下面的问题：此判词所说的真理是不是最终的真理？如果它是最终的真理又会怎样？

这种问题时而相当清晰，时而只是隐隐约约地与我们相关涉，只有当我们事先对艺术之本质有了深思熟虑，我们才能探问这种问题。我们力图通过提出艺术作品的本源问题而迈出几步。关键在于洞察作品的作品特性。在这里，“本源”一词的意思是从真理的本质方面来思考的。

我们所说的真理与人们在这个名称下所了解的东西是大相径庭的；人们把“真理”当作一种特性委诸于认识和科学，从而把它与美和善区别开来，善和美则被视为表示非理论活动的价值的名称。

真理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1]真理是存在之真理。美与真理并非比肩而立的。当真理自行设置人作品，它便显现出来。这种显现——作为在作品中的真理的这一存在和作为作品——就是美。因此，美属于真理的自行发生。美不仅仅与趣味相关，不只是趣味的对象。美依据于形式，而这无非是因为，forma[形式]一度从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存在那里获得了照亮。那时，存在发生为[外观、爱多斯]。[相]适合于[形式]。[2]这个，即[形式]和[质料]的统一整体，亦即[作品]，以[实现]之方式存在。这种在场的方式后来成了ens actus[现实之物』的actualitas[现实性]；actualitas[现实性]成了事实性（Wirklichkeit)[3]；事实性成了对象性；对象性成了体验。对于由西方决定的世界来说，存在者成了现实之物；在存在者作为现实之物而存在的方式中，隐蔽着美和真理的一种奇特的合流。西方艺术的本质的历史相应于真理之本质的转换。假定形而上学关于艺术的概念获得了艺术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决不能根据被看作自为的美来理解艺术，同样也不能从体验出发来理解艺术。

[1]1957年第三版：真理乃是存在者的自行照亮的存在。真理乃是区分即分解之澄明，在其中澄明已经根据区分得到了规定。——作者边注

[2]“相”在国内通译为“理念”，译之为“相”似更合海德格尔的理解。——译者

[3]德语的Wirklichkeit与拉丁语的actualitas通常是对译词。——泽者





附录


在第51页和第59页上，细心的读者会感到一个根本性的困难，它起于一个印象，仿佛“真理之固定”与“让真理之到达发生”这两种说法是从不能协调一致的。因为，在“固定”中含有一种封锁到达亦即阻挡到达的意愿。而在“让发生”中却表现出一种顺应，因而也似乎显示出一种具有开放性的非意愿。

如果我们从贯穿本文全篇的意义上，也就是首先从“设置入作品”[1]这个指导性规定所含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固定”，那么，上面这个困难就涣然冰释了。与“摆置”和“设置”密切相关的还有“置放”。这三个词的意思在拉丁语中还是由ponere一个词来表达的。

我们必须在[置立]的意义上来思考“摆置”。所以在第48页上，我们说：“在这里，设置和占据都是从[置立]的希腊意义出发得到思考的，后者意谓：在无蔽领域中的一种建立（Aufstellen）。”希腊语中的“设置”，意思就是作为让出现的摆置，比如让一尊雕像摆置下来；意思就是置蔽，安放祭品。摆置和置放有“带人无蔽领域，[2]带人在场者之中，亦即让……呈现”的意义。设置和摆置在此绝不意味着：与现代概念中的挑衅性的自我（也即自我主体）对峙起来。雕像的立身(stehen)（也即面对着我们的闪耀的在场）不同于客体意义上的对象的站立。“立身”（参看第21页）乃是闪耀（Scheinen）的恒定。相反，在康德辩证法和德国唯心主义那里，正题、反题、合题指的是在意识之主观性领

[l]1960年雷克拉姆版：更好地说：带入作品中；带出来，作为让的带，[制作]。——作者边注

[2]1960年雷克拉姆版：“来”：来自澄明。——作者边注

域内的一种摆置。相应地，黑格尔——从他的立场出发乃是正当地——是在对象的直接设置这种意义上来阐释希腊词语[置立1的。对黑格尔来说，这种设置还是不真实的，因为它还没有经过反题和合题这两个中介（现在可参看拙文“黑格尔与希腊”，载《路标》，1967年）。[l]

然而，如果我们在论述艺术作品的论文中把[置立]的希腊意义保持在眼界中，也即把它视为“在其显现和在场中让呈现出来”，那么，“固定”中的“固”(fest）就绝没有“刻板、静止和可靠”的意义。

这个“固”的意思是：“勾勒轮廓”、“允许进入界限中”、“带人轮廓中”。希腊语意义上的界限并非封锁，而是作为被生产的东西本身使在场者显现出来。界限有所开放而人于无蔽领域之中；凭借在希腊的光亮中的无蔽领域的轮廓，山峦立身于其凸现和宁静中。具有巩固作用的界限是宁静的东西，也即在动荡状态之全幅中的宁静者，所有这一切适切于希腊文的[作品]意义上的作品。这种作品的“存在”就是[实现]，后者与现代的“活力”概念相比较，于自身中聚集了无限多的运动。

因此，只要正确地理解了真理之“固定”，它就绝不会与“让发生”相冲突。因为一方面，这个“让”不是什么消极状态，而是在[置立]意义上的最高的能动（参看拙著《演讲与论文集》，1954年，第49页），是一种“活动”和“意愿”。本文则把它规定为“实存着的人类绽出地进入存在之无蔽状态”（第55页）。另一方面，“让真理发生”中的“发生”是在澄明与遮蔽中的运动，确切地说，乃是在两者之统一中的起作用的运动，也即自行遮蔽——由此又产生一切自行澄亮——的澄明的运动。这种“运动”甚至要求一种生产意义上的脚免；这里，我们是在本文第50页所说的意义上来理解“带来”的，在那里我们曾说，创作的（创造的）生产“毋宁说是在与无蔽状态之关联范围内的一种接收和获取”。

[l]参看海德格尔：《路标》，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002年。——译者

根据前面的阐释，我们在第51页中所用的“集置”一词的含义就得到了规定：它是生产之聚集，是让显露出来而进入作为轮廓（屁p叭）的裂隙中的聚集。通过如此这般被理解的“集置”，就澄清了作为形态的林op甲六[形式]的希腊意义。实际上，我们后来把它当作现代技术之本质的明确的主导词语来使用的“集置”，是根据这里所说的“集置”来理解的（西不星根据书架和蒙太奇来理解的）。[l]本文所说的“集置?是更根本性的几因为它是存在命运性的。作为现代技术之本质的集置源出于希腊人所经验的“让呈现”，亦即入勿匹[逻各斯1，源出于希腊语中的创作和置立。在集置之摆置中，现在也即说，在使万物进入保障的促逼中，道出了ratio reddenda即说明理性的要求，而无疑地，今天这种在集置中的要求承接了无条件的统治地位，表象由希腊的知觉而聚集为保障和固定了。

在倾听《艺禾作品的本源》中的“固定”和“集置”等词语之际，我们一方面必须放弃设置和集置的现代意义，但另一方面，我们同时要看到，决定着现代的作为集置的存在乃源出于西方的存在之命运，它并不是哲学家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被委诸于思想者的思想了一一这个事实及其情形，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参看拙著《演讲与论文集》，第28页和49页）。

在第49页上，我们以简单的措辞给出了关于“设立”和“真理在存在者中自行设立”的规定。要说明这种规定也是很困难的。这里，我们?又必须避免在现代意义上以技术报告的方式把“设立”理解为“组织”和完成。而毋宁说，“设立”令我们想到第51页上所说的“真理与作品之牵连”，即真理本身以作品方式存在着，在介在者中间成为存在着的（第50页）。

[l]德文Gestell一词的日常含义为“支架、座架”,海德格尔以Ge-stell一词思技术的本质，有别于“书架”中的Gestell以及“蒙太奇”的“装配”之义。——译者

如果我们考虑到，作为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真理如何仅只表示存在者本身的在场，亦即存在（参看第60页），那么，关于真理（即存在）在存在者中的自行设立的谈论就触及了存在学差异的问题（参看拙著《同一与差异》，1957年，第37页以下）。因此之故，我们曾小心翼翼地说（《艺术作品的本源》，第45页）:“由于指出敞开性自行设立于敞开领域之中，思想就触及了一个我们在此还不能予以说明的区域”。《艺术作品的本源》全文，有意识地、但未予挑明地活动在对存在之本质的追问的道路上。只有从存在问题出发，对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沉思才得到了完全的和决定性的规定。我们既不能把艺术看作一个文化成就的领域，也不能把它看作一个精神现象。艺术归属于本有，而“存在的意义”（参看《存在与时间》）惟从本有而来才能得到规定。[1]艺术是什么的问题，是本文中没有给出答案的诸种问题之一。其中仿佛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而其实乃是对追问的指示（参看本文“后记”开头几句话）。

第59页和第65页上的两个重要线索就是这种指示。在这两个地方谈到一种“模棱两可”。第65页上，在把艺术规定为“真理之自行设置人作品”时，指明了一种“根本的模棱两可”。根据这种规定，真理一会儿是“主体”，一会儿又是“客体”。[2]这两种描述都是“不恰当的”。如果真理是“主体”，那么“真理之设置人作品”这个规定就意味着：“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参见第59页，第21页）。这样，艺术就是从本有（Ereignis）方面得到思考的。

[l]后期海德格尔以一个非形而上学的词语Ereignis来取代形而卖学的“存在”范畴。Ereignis有“成其本身”、“居有自身”之意义，故我们考虑译之为“本有”。又鉴于海德格尔的解说，以及他对中国老子之“道”的思想的汲取晦德格尔认为，他所思的Ereignis可与希腊的逻各斯和中国的道并举，并把Ereignis的基本含义解释为“道说”、“道路”、“法则”等），我们也曾译之为“大道”。关于“大道”一译，可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1997年。关于“本有”的集中思考，可参看海德格尔：《哲学文集——论本有》（作于1936—1938年），《全集》，第65卷，美茵法兰克福1989年。值得指出的是，本书正文中较少出现Erei即is一词，而在作者后来在自己的样书中所加的“作者边注”中则较多地出现了该词。本文“后记”作于1956年，其时海德格尔的“本有”Ereignis）之思已趋于明确了。——译者

[2]此处“主体”和“客体”两词或可译“主词”和“宾词”。——译者

然而，存在乃是对人的允诺或诉求，没有人便无存在。因此，艺术同时也被规定为真理之设置人作品，此刻的真理便是“客体”，而艺术就是人的创作和保存。在人类与艺术的关系内出现了真理之设置人作品中的另一个模棱两可，这就是第59页上面所谓的创作和保存的模棱两可。按第59页和第“页上的说法，茎介晕和艺术率“同时”基于艺术的现身本质中。在“真理之设置人作品”这一标题中一其中始终未曾规定但可规定的是，谁或者什么以何种方式“设置”一隐含着夺在和冬冬本季的杀联。这种关联甚至在本文中也被不适宜地思考了——这乃是一个咄咄逼人的难题，自《存在与时间》以来我就看清了这个难题，继之在各种著作中对它作了一些表述（参看最近出版的《面向存在问题》和本文第48页：“所要指出的只是，……”）。[l]

然后，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问题集中到探讨的根本位置上，我们在那里浮光掠影地提到了语言的本质和诗的本质，而所有这一切又只是在存在与道说的共属关系方面来考虑的。

一个从外部很自然地与本文不期而遇的读者，首先并且一味地，势必不是从有待思想的东西的缄默无声的源泉领域出发来设想和解说事情真相的。这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困境。而对于作者本人来说，深感迫切困难的是，要在道路的不同阶段上始终以恰到好处的语言来说话。

[l]参看海德格尔：《路标》，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X旧年，第453页以下。——译者





2 世界图像的时代（1938)


形而上学沉思存在者之本质并且决定真理之本质。形而上学建立了一个时代，因为形而上学通过某种存在者解释和某种真理观点，为这个时代的本质形态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完全支配着构成这个时代的特色的所有现象。反过来，一种对这些现象的充分沉思，必定可以让人在这些现象中认识形而上学的基础。沉思乃一种勇气，它敢于使自己的前提的真理性和自己的目标的领域成为最值得追问的东西（参阅附录一）。

科学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照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不过，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单纯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惟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迄今为止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多本质相同一的。

现代的第三个同样根本性的现象在于这样一个过程：艺术进入美学的视界之内了。这就是说，艺术成了体验（Erleben）的对象，而且，艺术因此就被视为人类生命的表达。

第四个现代现象在于：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了。而文化就是通过维护人类的至高财富来实现最高价值。文化本质上必然作为这种维护来照料自身，并因此成为文化政治。

现代的第五个现象是弃神。[l]“弃神”这个表述的意思并不是彻底地把神消除掉，并不是粗暴的无神论。弃神乃是一个双重的过程：一方面，世界图像被基督教化了，因为世界根据被设定为无限的、无条件的、绝对的东西；另一方面，基督教把它的教义重新解释为一种世界观嘎督教的世界观）少众而使之符合于现代。弃神乃是对于上帝和诸神的无决断状态。基督教对这种无决断状态的引发起了最大的作用。可是，弃神并没有消除宗教虔信，而毋宁说，惟通过弃神，与诸神的关系才转化为宗教的体验。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则诸神也就逃遁了。由此而产生的空虚被历史学的和心理学的神话研究所填补了。

[1]此处“弃神”或可译“失神”，英文译本作“1oss of the gods”。参看海德格尔：《技术之追问以及其他论文》英文版，威廉姆洛维特译，纽约1977年，第116页。——译者

何种存在者理解和何种真理解释为上面这些现象奠立了基础呢？

我们把问题限制在第一个现象即科学上。

现代科学的本质何在？

何种关于存在者和真理的观点为现代科学的本质建立了基础？如若我们成功地探得了为现代科学建基的形而上学基础，那么，我们必然完全可以从这个形而上学基础出发来认识现代的本质。

我们今天使用科学一词，其意思与中世纪的学说和科学是有区别的，但也是与古希腊的知识大相径庭的。希腊科学从来都不是精确的，而且这是因为，按其本质来看它不可能是精确的，也不需要是精确的。所以，那种认为现代科学比古代科学更为精确的看法，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看法。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伽利略的自由落体理论是正确的，而亚里士多德关于轻的物体力求向上运动的学说是错误的；因为，古希腊人关于物体、位置以及两者关系的本质的观点，乃基于另一种关于存在者的解释，因而是以一种与此相应的不同的对自然过程的观看和究问方式为条件的。没有人会断言，莎士比亚的诗比埃斯库罗斯的诗更进步。更不可能说，现代关于存在者的观点比古希腊的更正确。所以，如果我们要理解现代科学之本质，那我们就必须首先抛弃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按照进步的观点，仅仅在程度上把较新的科学与较老的科学区别开来。

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其本质乃是研究（Forschung）。研究的本质又何在呢？

研究的本质在于：认识把自身作为程式建立在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在这里，“程式”不单单指方法和程序，因为任何程式事先都需要一个它藉以活动的敞开区域。而对这样一个区域的开启，恰恰就是研究的基本过程。由于在某个存在者领域中，譬如在自然中，自然事件的某种基本轮廓被筹划出来了，研究的基本过程也就完成了。筹划预先描画出，认识的程式必须以何种方式维系于被开启的区域。这种维系乃是研究的严格性。凭借对基本轮廓的筹划和对严格性的规定，程式就在存在领域之内为自己确保了对象区域。通过一番对最早的同时也是决定性的现代科学（亦即数学的物理学）的考察，我们就可以把这里的意思搞清楚了。就现代原子物理学也还是物理学而言，我们在这里惟一关心的本质因素也是适合于原子物理学的。

现代物理学被叫做数学的物理学，因为，在一种优先的意义上，它应用一种完全确定的数学。不过，它之所以能够以这种方式数学地运行，只是因为，在一种更深层的意义上，它本身就已经是数学的。对希腊人来说，意味着那种人们在观察存在者和与事物打交道时预先知道的东西，即：物体的物体因素，植卿植物因素，动物的动物性和人类的人类特性。除了我们这里所指出的，数字也属于那种已经知道的东西，亦即数学因素。当我们在桌子上发现三个苹果，我们认识到这些苹果是三个。但数字三，三这种性质，是我们早已知道了的。这就是说：数字是某种数学因素。只是因为数字是似乎最为纠缠不清的、总是已经知道的东西，从而是数学中最为熟悉的东西，所以，数学因素很快就被保留下来了，作为数字因素的名称。但绝不是说，数学因素的本质是由数字因素来规定的。一般而言，物理学乃是关于自然的知识．特殊而论，物理学乃是关于运动中的物体的知识。因为物体直接地和普遍地——即使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显示在所有自然因素中。如果说现在物理学明确地构成为一种数学的物理学，那么婆就意味着：通过物理学并且为了物理学，以一种强调的方式，预先就构成了某种已经知道的东西。这种构成并非无足轻重，而是对某种东西的筹划，这种东西后来必定成为对所寻求的自然知识而言的自然，即：具有时空关系的质点的自成一体的运动联系。在这种被假定为确定无疑的自然之基本轮廓中，还包含着下述规定性：运动即位置变化。没有一种运动和运动方向优先于其他运动和运动方向。任何位置都是相同的。没有一个时间点优先于其他一个时间点。每一种力都取决于——或者说：仅仅是一一它在运动中，也即在时间单元内的位置变化量中产生的东西。在这一关于自然的基本轮廓中，任何事件都必然被看透了。惟有在这种基本轮廓的视界之内，自然事件才作为自然事件而变得显明可见。这种自然之筹划包含着它的可靠性，而这是由于，物理学的研究就它每一个追问步骤而言，从一开始就维系于这种筹划了。这种维系，即研究的严格性，总是合乎筹划而具有它自己的特性。数学自然科学的严格性乃是精确性。一切事件都必须在这里——如果它们根本上作为自然事件能够进入表象的话——预先被规定为时间一空间上的运动量。这种规定是在借助于数字和计算的度量中进t行的。但数学的自然研究之所以精确，并不是因为它准确地计算，而是因为它必须这样计算，原因在于，它对它的对象区域的维系具有精确性的特性。与之相反，一切精神科学，甚至一切关于生命的科学，恰恰为了保持严格性才必然成为非精确的科学。虽然我们也能把生命理解为一种空间一对间上的运动量，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是在把握生命了。历史学精神科学的非精确性并不是缺憾，而纯粹是对这种研究方式来说本质性的要求的实行。毫无疑问，甚至对历史学科学的对象区域的筹划和保证，也不仅仅具有另一种方式，而是在实施时比贯彻精确科学的严格性要困难得多。

[l]这里的“方法”是德文Verfahren一词的翻译，英文译本作“methodology”。——译者

通过筹划，通过对这种在程式之严格性中的筹划的保证，科学就成了研究。但是，筹划和严格性惟有在方法中才展开为它们所是的东西。[l]这种方法标志着对研究来说本质性的第二个特性。如果被筹划的区域将成为对象性的，那就需要我们在其纵横交织的整个多样性中去遭遇它，与之照面。因此，程式必须为照面者的多变性备下自由的眼光。惟有在变化过程的始终不同性的视界内，才能显示出特殊性亦即事实的全部丰富性。但事实必须成为对象性的。故程式必须在其变化中把变化之物表象出来，展示出来，同时依然让运动成其为一种运动。事实的恒定因素以及事实之变化本身的持续性就是“法则”。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变化的持续因素就是“规律”。惟在法则和规律的视界内，事实才作为它们本身所是的事实而成为清晰的。自然领域中的事实研究本身乃是对法则和规律的建立和证明。借以把一个对象区域表象出来的方法，具有基于清晰之物的澄清的特性，亦即说明的特性。这种说明始终是两方面的。它通过一个已知之物建立一个未知之物，同时通过未知之物来证明已知之物。说明在探究中实行。这种探究在自然科学中按各各不同的探究领域和探究目的，通过实验来进行。但自然科学并非通过实验才成为研究，而是相反地，惟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因为现代物理学本质上是数学的物理学，所以惟有它才可能是实验的。但是，由于中世纪的学说和古希腊的知识都不是研究意义上的科学，所以在那里就没有出现实斌诚然，亚里士多德最早就理解了，即经验意味着：在不同的条件下观察事物本身、事物的特性及其变化，因而是关于事物在法则中的表现方

式的知识。但以这种知识为目标的观察，即实验，始终与作为研究的科学的内涵，与研究实验，有着本质的差异；即使古代和中世纪的观察是用数字和尺度来工作的，情形也是这样，即使这种观察是借助于某些装置和器具的，情形也还是这样。因为在那时普遍地缺失实验的决定性因素。实验始于对规律的奠基。进行一项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务禅，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亦即益计算事先可以控制的。但规律的确立却是根据对象区域的基本轮廓来进行的。这种基本轮廓给出尺度，并且制约着对条件的先行表象。这种表象——实验即始于这种表象并且借助于这种表象——决不是任意的虚构。因此，牛顿说：hypotheses non fingo，即，奠基工作并不是任意杜撰的。奠基工作乃根据自然之基本轮廓来展开并且从中得以勾勒。实验是那种方法，这种方法在其实验装置和实施过程中受已经获得奠基的规律的支持和指导，从而得出证实规律或者拒绝证实规律的事实。自瘾基本轮廓越是精确地被筹划出来，实验之可能性就变得越精确。因此，才学卓著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罗吉尔·培根决不可能成为现代实验科学的先驱，他始终只不过是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者。因为在那时，基督教把真理的真正地盘投人信仰中了，投人对典籍话语和教会学说的确信中了。最高的知识和学说乃是神学，是对神性的启示话语的阐释，而这种启示话语被记录在典籍中，并且由教会宣布出来。认识在这里并非研究，而是对权威性话语和宣布这种话语的权威的正确理解。因此，在中世纪的知识习得中，对不同权威的话语和学说意见的探讨具有优先地位。文字与言语的比较,根据词语的判断，是决定性的；这同时也是当时所采纳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必然成为经院哲学的辩证法的原因所在。如果说罗吉尔?培根要求实验，而且他确实也要求实验，那么，他所指的并不是作为研究的科学的实验，而是要求用根据事物的判断来代替根据词语的判断，要求用对事物本身的悉心观察，即亚里士多德的经验，来代替对学说的探讨。

但是，现代的研究实验不光是一种在程度上和规模上更为准确的观察，而是在一种精确的自然筹划范围和职能内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规律证明的方法。历史学精神科学的史料批判与自然研究中的实验相当。“史料批判”这个名称在这里标志着整个史料发掘、清理、证实、评价、保存和阐释等工作。尽管以史料批判为根据的历史学说明并没有把事实归结为规律和法则。但它也没有局限于一种对事实的单纯报道。在历史学科学中同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方法的目标乃是把持存因素表象出来，使历史成为对象。但历史只有当它已经过去时才可能是对象性的。过去之物中的持存因素，即历史学说明据以清算历史的惟一性和多样性的那个东西，总是已经一度在那里的东西，是可比较的东西。在对所有一切东西的不断比较过程中，人们清算出明白易解的东西，并且把它当作历史的基本轮廓证实和固定下来。历史学说明只能达到这一步，这乃是历史学研究所能触及的区域。独一无二的东西、离奇的东西、单纯的东西，简言之，历史中伟大的东西，从来都不是不言自明的，因而始终是不可说明的。历史学研究并没有否认历史中的伟大之物，而是把它说明为例外。在这种说明中，伟大之物是以惯常和平均之物为衡量尺度的。只要说明意味着：回溯到明白易解的东西，并且只要历史学始终是研究，亦即一种说明，那么，就不存在另一种历史学说明。[1]因为作为研究的历史学是在一种可说明和可忽略的效果联系意义上来筹划过去，并且使之对象化，所以历史学要求史料批判作为它的对象化的工具。按照历史学本身接近于新闻学的程度，这种史料锣U的尺度也相应地变化。

[1]此处“说明”是作为科学的历史学的方法，而与解释学意义上的“理解”或“阐释”相区别。狄尔泰的名言曰：自然要说明，生命则要理解。——译者

任何一门科学作为研究都以对一种限定的对象区域的筹划为根据，因而必然是具体科学。但任何一门具体科学都必然在筹划的展开过程中，通过它们的方法而专门化为特定的探究领域。不过，这种专门化却绝非仅仅是研究结果的日益增长的不可忽视状态的令人难堪的伴生现象。它不是一种必然的弊端，而是作为研究的科学的本质必然性。专门化并非结果，而是一切研究的进步的基础。研究并不在其方法那里分崩离析而成为任意的探究，从而在探究中销声匿迹，因为现代科学被第三个基声应程即企业活动所规定[l]（参阅附录二）。

[1]这里的Betrieb殊为难译，其日常含义为“企业、工厂、生产、运行、忙碌”等。英译本作“ongoing activity”。我们权译之为“企业活动”。——译者

人们首先会把“企业活动”理解为那种现象：一门科学，无论这是一门自然科学还是一门精神科学，只是当它今天已经成为能进行学院研究的科学，它才获得了一门科学的真正外貌。但是，研究不是企业活动，因为研究工作是在研究所里进行的；而不如说，研究所之所以是必要的，因为科学本身作为研究具有企业活动的特点。人们藉以占有具体对象领域的方法并不是简单的累积结果。毋宁说，借助于它的结果，方法总是使自身适应于一种新的程式。全部以往的物理学都隐藏在机械装置中；为了进行原子裂变，这种机械装置对物理学来说是必需的。相应地，在历史学研究中，只有当史料本身根据历史学的说明而得到了保证，史料库存对说明来说才是可利用的。在这些过程中，科学方法被它的结果所包围。方法越来越适应于由它自己所开启出来的程式之可能性。这种对它自己的结果的必然适应，作为不断进步的方法的道路和手段，乃是研究的企业活动特点的本质。但研究的企业活动特点乃是研究的研究所特点的必然性的内在根据。

在企业活动中，对对象区域的筹划首先被设置人存在者中。各种方法相互促进对结果的检验和传达，并且调节着劳动力的交换。使一种对各种方法的有计划联合变得容易的所有设置——作为措施——绝不仅仅是研究工作扩展和分叉的外在结果。而毋宁说，研究工作成了一个远远而来的、并且远远还没有得到理解的标志，标志着现代科学开始进入它的历史的决定性阶段了。现在，现代科学才开始获得它自己的完满本质。

在科学的研究所特点的扩展和固定化中发生了什么呢？无非是保障了方法对于总是在研究中成为对象的存在者（自然和历史）的优先地位。根据它的企业活动特性，科学为自己创造了与它们相合的共属一体关系和统一性。因此，一种以研究所方式活动的历史学或考古学的研究，本质上比它自己的还处于单纯博学中的精神科学院系里的学科，更接近于相应地建立起来的物理学研究。所以，科学的现代的企业活动特性的决定性展开也造就了另一类人。学者消失了。他被不断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者取而代之了。是研究活动，而不是培养广博学识花给他的工作以新鲜空气。研究者家里不再需要图书馆。他反正不断在途中。他在会议上磋商和了解情况。他受制于出版商的订货。出版商现在也一道来决定人们必须写哪一些书（参阅附录三）。

研究者必然自发地涌向根本意义上的技术人员的本质形态的范围中。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活动能力，从而才能在其时代意义上确实地存在，不至于落伍。除此之外，还有某些时间和某些地方，能够保持着变得越来越淡薄和空洞的学究和学院的罗曼蒂克。但是，学院的有效的统一特性，以及学院的现实性，却不在于科学的源始统一过程所具有的某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发源于学院，因为它得到学院的培育，并且在学院中得到了保存。学院实际上是一个设置；由于管理上的封闭，学院这种设置在形式上还是独一无二的，它使得诸科学力求分离开来而进入专门化和企业活动的特殊统一性的过程成为可能，并使之昭然可睹。因为现代科学固有的本质力量直接明显地在企业活动中发挥作用，所以，也只有自发的研究企业活动，才能从自身出发先行勾勒和建立一种符合自身的与其他企业活动的内在统一性。

科学的现实体系在于一种有关存在者之对象化的程式和态度的并存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总是根据计划而被适当地安排好了。这一体系所要求的优先地位并不是对象领域的某种虚构的、僵化的内容上的关系统一性，而是最大可能的自由的、但却被控制的可变性，亦就是使研究进入那个始终起指导作用的任务之中的转换和连接过程的可变性。科学越是惟一地具体到对其工作进程的完全推动和控制上，这种企业活动越是明确地转移到专门化的研究机构和专业学校那里，则科学也就越是无可抵抗地获得对它们的现代本质的完成。然而，科学和研究者越是无条件地严肃对待它们的杏质的现代形态，它们就能够更明确地并且更直接地为公共利益把自己提供出来，而同时，它们也就更无保留地必然把自己置回到任何公益劳动的公共的平凡无奇之中。

现代科学在对特定对象领域的筹划中建立自身，同时也使自身个别化。这种筹划是在相应的、受严格性保证的方法中展开自身的。具体的方铸适应于企业活动，并在其中确立自身。筹划与严格性，方法与企业活动，它们相互需要，构成了现代科学的本质，使现代科学成为研究。

我们沉思现代科学的本质，旨在从中认识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何种关于存在者的观点和何种关于真理的概念为科学成为研究奠定了基础呢？

作为研究，认识对存在者做出说明，说明存在者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表象所支配。当研究或者能预先计算存在者的未来过程，或者能事后计算过却勺存在者时，研究就支配着存在者。可以说，在预先计算中，自然受到了摆置；在历史学的事后计算中，历史受到了摆置。[l]自然和历史便成了说明性表象的对象。这种说明性表象计算着自，然，估算着历史。只有如此这般地成为对象，如此这般地是对象的东西，才被视为存在着的。惟当存在者之存在于这种对象性中被寻求之际，才出现了作为研究的科学。

[l]此处译为“摆置”的德文动词stellen在海德格尔这里有特殊含义，应联系海德格尔所思的“表象”来理解，更应联系他所思的“集置”来理解。——译者

这种对存在者的对象化实现于一种表象，这种表象的目标是把每个存在者带到自身面前来，从而使得计算的人能够对存在者感到确实，也即确定。当且仅当真理已然转变为表象的确定性之际，我们才达到了作为研究的科学。最早是在笛卡儿的形而上学中，存在者被规定为表象的对象性，真理被规定为表象的确定性了。笛卡儿的主要著作的标题为：“Maditationes de prima phifosophia”，即《第一哲学沉思集》。[1][第一哲学]乃是亚里士多德所创造的一个名称，标示着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东西。整个现代形而上学，包括尼采的形而上学，始终保持在由笛卡儿所开创的存在者阐释和真理阐释的道路上（参阅附录四）。

[l]参看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1996年。——译者

在这里，如果说作为研究的科学乃是现代的一个本质性现象，那么，构成研究的形而上学基础的东西，必然首先而且预先就从根本上规定了现代之本质。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之本质在于：人通过向自身解放自己，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但这种正确的描绘却还是肤浅的。它导致了一些谬误，这些谬误阻碍着我们去把握现代的本质基础并且由此出发去测度其本质的范围。无疑地，随着人的解放，现代出现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同样确凿无疑的是，在现代之前，没有一个时代创造了一种可比较的客观主义；此前也没有一个时代，有非个人因素以集体的形态在其中发挥作用。在这里，本质性的东西乃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的必然的交互作用。但正是这种交互的制约指示着更为深刻的过程。

决定性的事情并非人摆脱以往的束缚而成为自己，而是在人成为主体之际人的本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我们必须把一般主体这个词理解为希腊词语基体、基底的翻译。这个希腊词语指的是眼前现成的东西，它作为基础把一切聚集到自身那里。主体概念的这一形而上学含义最初并没有任何突出的与人的关系，尤其是，没有任何与自我的关系。

但如果人成了第一性的和真正的一般主体，那就意味着：人成为那种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这种存在者之上。人成为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可是，只有当对存在者整体的理解发生变化之际，这样一回事情才是有可能的。这种变化在何处显示出来？按照这种变化，现代之本质是什么呢？

如若我们来沉思现代，我们就是在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l]通过与中世纪的和古代的少篡图像相区别，我们描绘出现代的世界图像。但是，为什么在阐彝一个历史性的时代之际，我们要来追问世界图像呢？莫非历史的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世界图像，并且是这样，即，每个时代都尽力谋求它的世界图像？或者，世界图像的追问就是现代的表象方式，并且仅仅是现代的表象方式吗？

什么是一个世界图像呢？显然，是关于世界的一个图像。但何谓世界呢？所谓图像又意味着什么？世界在这里乃是表示存在者整体的名称。这一名称并不局限于宇宙、自然。历史也属于世界。但就连自然和历史，以及在其沉潜和超拔中的两者的交互贯通，也没有穷尽了世界。在世界这一名称中还含有世界根据的意思，不论世界根据与世界的关系是如何被思考的（参阅附录五）。

说到“图像”一词，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关于某物的画像。据此，世界图像大约就是关于存在者整体的一幅图画了。但实际上，世界图像的意思要多得多。我们用世界图像一词意指世界本身，即存在者整体，恰如它对我们来说是决定性的和约束性的那样。“图像”在这里并不是指某个摹本，而是指我们在“我们对某物了如指掌”[2]这个习语中可以听出来的东西。这个习语要说的是：事情本身就像它为我们所了解的情形那样站立在我们面前。“去了解某物”[3]意味着：把存在者本身如其所处情形那样摆在自身面前，并且持久地在自身面前具有如此这般被摆置的存在者。但是，对于图像的本质，我们还没有一个决定性的规定。“我们对某事了如指掌”不仅意味着存在者根本上被摆到我们面前，还意味着存在者——在所有它所包含和在它之中并存的一切东西中一月乍为一个系统站立在我们面前。“在图像中”，这个短语有“了解某事、准备好了、对某事作了准备”等意思。在世界成为图像之处，存在者整体被确定为那种东西，人对这种东西作了准备，相应地，人因此把这种东西带到自身面前并在自身面前拥有这种东西，从而在一种决定性意义上要把它摆到自身面前来（参阅附录六）。所以，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这时，存在者整体便以下述方式被看待了，即：惟就存在者被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摆置而言，存在者才是存在着的。在出现世界图像的地方，实现着一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本质性决断。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之被表象状态中被寻求和发现的。

[l]在日常德语中，“世界图像”(weltbild）作“世界观”或“宇宙观”。联系到海德格尔下面的讨论，我们取更为字面的直译“世界图像”，意谓人的表象活动把世界把握为“图像”。——译者

[2]这里的“我们对某物了如指掌”们在关于某物的图像中”。——译者

[3]此处“去了解某物”可按字面直译为“我etwasins Bildsetzen）可按字面直译为“把自身置入关于某物的图像中”。——译者

然而，只要存在者没有在上述意义上得到解释，那么，世界也就不能进入图像中，也就不可能有世界图像。存在者在被表象状态中成为存在着的，这一事实使存在者进入其中的时代成为与前面的时代相区别的一个新时代。“现代世界图像”和“现代的世界图像”这两个说法讲的是同一回事，它们假定了某种以前决不可能有的东西，亦即一个中世纪的世界图像和一个古代的世界图像。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而不如说，根本上世界成为图像，这钱厂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相反地，对于中世纪来说，存在者乃是受造物，是作为最高原因的人格性的创世的上帝的造物。那时，存在者存在意味着：归属于造物序列的某个特定等级，并且作为这样一种造物符合于创造因（参阅附录七）。但在这里，存在者之存在从来就不在于：存在者作为对象被带到人面前，存在者被摆置到人的决定和支配领域之中，并惟有这样才成为存在着的。

现代的存在者阐释与古希腊的阐释相距更远了。古希腊思想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最古老表达之一是：

。[l]巴门尼德的这个命题说的是：由于为存在所要求和规定，存在者之觉知归属于存在。存在者乃是涌现者和自行开启者，它作为在场者遭遇到作为在场者的人，也即遭遇到由于觉知在场者而向在场者开启自身函人。存在者并不是通过人对存在者的直观一甚至是在一种具有主观感知特性的表象意义上的直观——才成为存在着的。毋宁说，人是被存在者所直观的东西，是被自行开启者向着在场而在它那里聚集起来的东西。被存在者所直观，[2]被牵引人存在者之敞开领域中并且被扣留于其中，从而被这种敞开领域所包涵，被推人其对立面之中并且由其分裂标识出来一一这就是在伟大的希腊时代中的人的本质。所以，为了完成他的本质，希腊人必须把自行开启者聚集和拯救人它的敞开性之中，把自行开启者接纳和保存于它的敞开性之中，并且始终遭受着所有自身分裂的混乱。希腊人作为存在者的觉知者而存在，[3]因为在希腊，世界不可能成为图像。但另一方面，在柏拉图那里，存在者之存在状态被规定为（即外观、样子）,这乃是世界必然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远远地预先呈报出来，’早已间接地在遮蔽领域中起着决定作用（参阅附录八）。

[1]巴门尼德的这个残篇被通译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而海德格尔对之有不同的译解。——译者

[2]1950年第一版：被作为在场、作为[爱多斯]的存在所关涉。——作者边注

[3]这里的“觉知者”(der Vemehmer）联系于动词“觉知”(vemehmer）。“觉知”不是对象性的认知，

而可以说是海氏所标榜的“思”（denken）。——译者

与希腊的觉知不同，现代的表象意指着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表象的含义最早由repraesentatio一词表达出来了。表象在这里的意思是：把现存之物当作某种对立之物带到自身面前来，使之关涉于自身，即关涉于表象者，并且把它强行纳人到这种与作为决定性领域的自身的关联之中。何处有这种事情发生，人们就在那里了解了存在者。[l]但由于人如此这般地了解存在者，人就炫耀他自己，[2]亦即进入普遍地和公开地被表象的东西的敞开区域之中。借此，人就把自身设置为一个场景（die Szene)，在其中，存在者从此必然摆出自身（sich vor-stellen)，必然呈现自身（sich pr?sentieren)，亦即必然成为图像。人于是就成为对象意义上的存在者的表象者（der Repr?sentant)。

但这一过程的新颖之处绝不在于：现在，人在存在者中间的地位完全不同于中世纪和古代人了。决定性的事情乃是，人本身特别地把这一地位采取为由他自己所构成的地位，人有意识地把这种地位当作被他采取的地位来遵守，并把这种地位确保为人性的一种可能的发挥的基础。根本上，惟现在才有了诸如人的地位之类的东西。人把他必须如何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采取立场的方式归结到自身那里。于是开始了那种人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占据着人类能力的领域，把这个领域当作一个尺度区域和实行区域，目的是为了获得对存在者整体的支配。回过头来看，由这种事件所决定的时代不仅仅是一个区别于以往时代的新时代，而毋宁说，这个时代设立它自身，特别地把自己设立为新的时代。成为新的（Neu zu sein)，这乃是已经成为图像的世界所固有的特点。

因此，如果我们把世界的图像特性解说为存在者之被表象状态，那么，为了充分把握被表象状态的现代本质，我们就必须探寻出“表象”(vorstellen）这个已经被用滥了的词语和概念的原始的命名力量，那就是：摆置到自身面前和向着自身而来摆置。[3]由此，存在者才作为对象达乎持存，从而才获得存在之镜像（Spiege1 des Seins）。世界之成为图像，与人在存在者范围内成为主体，乃是同一个过程（参阅附录九）。

[l]此句原文为“der Mensch sctzt über das Seiende sich ins Bild”，可直译作：“人就把自身置入关于存在者的图像中”。——译者

[2]此句原文为：er setzt sich selbst in die Szene，也可直译作：“他把自己置人场景中”。——译者

[3]原文为：das vor sich hin und zu sich her Stellen。——译者

惟因为人根本上和本质上成了主体，并且只是就此而言，对人来说就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明确的问题：人是作为局限于他的任性和放纵干他的专横的“自我”，还是作为社会的“我们”，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是作为社会中的个体，还是作为社团中的单纯成员；是作为国家、民族和人民，还是作为现代人的普遍人性——人才意愿成为并且必须成为主体，即他作和代生物弓绎旱的那个主体，惟当人本质上已经是主体，人才有确。滑落人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主观主义的畸形本质之中。但是，也只有在人谬特为主体之际，反对个人主义和主张社会是一切劳作和利益之目标领域的明确斗争，才有了某种意义。

对于现代之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亦即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交叉，同时也照亮了初看起来近乎荒谬的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这也就是说，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人，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突现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变成人类学。毫不奇怪，惟有在世界成为图像之际才出现了人道主义。而正像在希腊的伟大时代中不可能有世界图像这类东西，同样地，那时也不可能有一种人道主义发挥作用。所以，．比较狭窄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无非是一种伦理学一美学的人类学。在这里，“人类学”这个名称并不是指某种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研究。它也不是指在基督教神学中被确定下来的关于受造的、堕落的和被拯救的人的学说。它标志着那种对人的哲学解释，这种哲学解释从人出发并且以人’为指归，来说明和评估存在者整体[l]（参阅附录十）。

[1]按照海德格尔的意思，他这里所谓“人类学”实可译为“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论”。——译者

世界解释愈来愈彻底地植根于人类学之中，这一过程始于18世纪末，它在下述事实中获得了表达：人对存在者整体的基本态度被规定为世界观。自那个时代起，“世界观”这个词就进入了语言用法中。一旦世界成为图像，人的地位就被把捉为一种世界观。诚然，“世界观”一词会带来一种误解，仿佛这里的事情仅只关系到一种对世界的怠惰的考察。所以，早在19世纪，人们就很合理地强调指出，世界观也意味着，甚至首先意味着生活观。不过，“世界观”一词依然保持自身为表示人在存在者中间的地位的名称，这个情况给出了一个证明，说明一旦人已经把他的生命当作主体带到了关系中心的优先地位上，世界如何决定性地成了图像。这意味着：惟就存在者被包含和吸纳‘人这种生命之中而言，亦即，惟就存在者被体验和成为体验而言，存在者才被看作存在着的。正如任何人道主义对古希腊精神来说必然是格格不入的，同样地，根本也不可能有一种中世纪的世界观；说有一种天主教的世界观，同样也是荒谬无稽的。现代人越是毫无节制地大步进入他的本质形态之中，一切事物就必定必然而合法地成了现代人的体验；同样确凿无疑的是，希腊人是决无可能在奥林匹克的庆典上拥有体验的。

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在这里，“图像”（Blld）一词意味着：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l]在这种制造中，人为一种地位而斗争，力求在其中成为那种给予一切存在者以尺度和准绳的存在者。因为这种地位确保、组建和表达自身为世界观，所以，现代对于存在者的关系在其决定性的展开过程中成为各种世界观的争辩，而且不是任意的世界观的争辩，而只是那些世界观的争辩一一芍文些世界观已经占取了具有最终坚决态度的人的极端的基本立场。为了这种关于世界观的斗争，并且按照这种斗争的意义，人施行其对一协事物的计算、计划和培育的无限制的暴力。作为研究的科学乃是这柿在世界中的自行设立的不可缺少的形式，是现代在其中飞速地——以一种不为参与者所知的速度一一芍叁到其本质之完成的道路之一。随着这一关于世界观的斗争，现代才进入了它的历史的最关键的和也许最能持久的阶段（参阅附录十一）。

[l]此处“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原文为“Gebikl des vorstellenden Herstellens”。应注意其中“构图”（Gebild）与“图像”（Bild）的联系。——译者

这一进程的一个标志是，庞大之物到处并且以最不相同的形态和乔装显现出来。这当儿，庞大之物同时也在愈来愈细微的方向上呈示出来。我们想想原子物理学的数据即可领会此事了。庞大之物在某种形式中突现出来，而这种形式表面上看来恰恰是使庞大之物消失——如飞机对大瘫离的消灭，无线电对那些陌生的和冷僻的日常世界所作的任意的、凭某种技巧便可制造的表象或摆出活动。不过，如果我们以为，庞大之物只是纯粹数量的无限伸展的空虚，那我们也就想得太肤浅了。如果我们发现，以持续地尚未曾在之物为形态的庞大之物仅仅源起于某种夸张和过火行为的盲目欲望，那我们也就看得太短浅了。如果我们认为凭着“美国主义”这个口号就已经说明了这种庞大之物的现象，那我们就根本没有作什么思考[l]（参阅附录十二）。

[l]此处“美国主义”（Amerikanismus）或可译“美国方式”。——译者

而毋宁说，庞大之物乃是那种东西，通过这种东西，量成为某种特有的质，从而成为某种突出的大。每个历史性的时代不仅与其他时代相比有不同的大，而且它也总是具有它特有的关于大的概念。但一旦在计划、计算、设立和保证过程中的庞大之物从量突变为某种特有的质，那么，庞大之物和表面上看来总是完全能得到计算的东西，恰恰因此成为不可计算的东西。后者始终是一种不可见的阴影；当人成了主体而世界成了图像之际，这种阴影总是笼罩着万物（参阅附录十三）。

通过这种阴影，现代世界就把自身投人到一个避开了表象的空间之中，并因此赋予那种不可计算之物以其特有的规定性和历史的独一性。但这种阴影却指示着一个拒绝为我们今人所知的其他东西（参阅附录十四）。不过，只要人在对时代的一味否定中游游荡荡，那么，他就决不能去经验和思考这种拒绝让人知道的东西。那种出于低三下四和骄傲自大的混杂而向传统的逃遁，本身并不能带来什么东西，无非是对历史性瞬间视而不见和蒙昧无知而已。

惟有在创造性的追问和那种出自真正的沉思的力量的构形中，人才会知道那种不可计算之物，亦即才会把它保存于其真理之中。真正的沉思把未来的人投人那个“区间”中，在其中，人归属于存在，却又在存在者中保持为一个异乡人（参阅附录十五）。荷尔德林知道了这一点。在一首题为《致德国人》的诗的结尾处，荷尔德林唱道：

我们的有生之年是多么局促，

我们观看和计算我们的年岁之数，

但诸民族的年岁，

莫非有一只凡人的眼睛看见了它们？

倘若你的灵魂在渴望中颤动

超越于自己的时光之上，悲哀地

你于是逗留在寒冷的海滨

在你的所有中，而从不认识它们。





附录


（一）这样一种沉思既不是对所有人来说都必然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成的或者哪‘l白仅仅承受的?相反，无沉思状龟却普遍地属于实行和推动活动的某些特定阶段。不过，沉思之追问决不会沦于无根据和无疑问之境，因为这种追间先行追间着存在。对于沉思而言，存在始终是最值得追问的东西。沉思在存在那里遭遇到极端的抵抗，这种抵抗阻止着沉思，使之不能严肃对待进入其存在之光亮中的存在者。对现代之本质的沉思把思想和决断设置人这个时代的本真的本质力量的作用范围内。这些本真的本质力量如其作用的那样发挥作用，是任何日常的评价活动所不能触及的了。面对这些本质力量，只有一种对分解[l]的准备，或者，却是一种向无历史性的逃遁。但在这里，举例说来，肯定技术，或者，出于一种无可比拟地更本质性的态度，把“整体动员”[2]——如果它被认作现成的东西——绝对地设定起来，这样做，都还是不够的。关键是婆不断地先行根据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存在之真理来把握时代的本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同时也经验到那种最值得追问的东西，后者从根本上包含和约束着一种超越现成之物而进入未来的创造，并且使人的转变成为一种源出于存在本身的必然性。[3]没有一个时代能被否定的裁决消除掉。这种否定只是把否定者抛出轨道。但是，为了在未来经受住考验，在其本质中并且借助于其本质之力量，现代要求一种沉思的源始性和作用范围；我们今天的人也许正对这种沉思作着某些准备，但我们决不能先就掌握它。

（二）“企业活动”一词在这里并无贬义。但由于研究在本质上是企业活动，所以，那种始终可能的“一味忙碌”的勤勉活动，[4]同时也唤起一种最高现实性的假象，而研究工作的挖掘活动就是在这种现实性背后完成的。当企业活动在方法中不再基于常新的筹划之实行而保持开放，而只是抛弃这种给定的筹划，甚至也不再证实它自己的不断累积的结果以及对结果的清算，而是一味地追逐这种结果和计算，这时候，企业活动就成为“一味忙碌”了。这种“一味忙碌”无论何时都必须被制止，而这恰恰是因为研究在本质上乃是企业活动。如若人们只是在安静优雅的博学中寻找科学的科学因素，那么无疑地，看起来仿佛对企业活动的拒绝也就意味着对研究之企业活动特性的否定。确实，研究愈纯粹地成为企业活动，并因而登上其业绩的适当水平，则研究中的勤勉忙碌特性的危险就愈持久地增长。最后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在那里“企业活动”与“一味忙碌”之间的区别不光成为不可认识的，而且也成为不现实的了。正是这种处于自明之物的平均中的对本质与非本质的协调，使得作为科学形态的研究能够持久，从而根本上使现代能够持久。但是；研究从何处获得对那种在其企业活动范围内的“一味忙碌”的抗衡力量呢？

[l]德语中Austrag一词有“解决、裁决、调解”等义．其动词形式austragen有“解决、澄清、使有结果、分送”等义。海德格尔以Austrag一词来思存在与之存在者之“差异”的区分化运作，并赋予此词以中心词语的地位。我们权且把Austrag译为“分解”,勉强取“区分”和“解决（调解）'’的双重意思。——译者

[2]此处“整体动员”是恩斯特·荣格尔的一个中心论题，意指现代的一个本质现象，即人通过技术意志实现对地球的统治。海德格尔根据尼采思想来考察荣格尔的观点，把“整体动员”理解为强力意志形而上学的最后实现，或者“积极的虚无主义”的最后阶段。可参看海德格尔：《面向存在问题》，载《路标》，第379页以下。——译者

[3]1950年第一版：用（Brauch）。——作者边注

[4]此处所译的“企业活动”（Betrieb）和“一味忙碌”（bloBerBetrieb）实为勉强的意译，且没有很好地传达出两词的字面联系。——译者

（三）出版事业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的根据不仅在于：出版商（也许通过书业的途径）对于公众的需求有着更好的了解，或者，他们比作者们更能掌握行情。不如说，从出版商通过预订的有限的图书和著作的发行，如何必然把世界带人公众的图像之中并且把世界确定在公众状态中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特有的工作有着一种有计划的、自行设立的运行方式。文集、套书、著作系列和袖珍版的风行，已经是这种出版工作的一个结果；这种工作又是与研究者的意图相切合的，因为研究者通过丛书和文集不但能更容易、更快速地成就名声，而且即刻可以在更广大的公众那里获得轰动效果。

（四）从历史上看，笛卡儿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继承了柏拉图一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尽管有其新的开端，但还是活动在同一个问题中：存在者是什么？（Was ist das Seiende?）这个问题并没有以这种套式出现在笛卡儿的《沉思》中；但这一点仅能证明，对这勺魂的变换了的回答是如何从根本上早已规定了基本立场。笛卡儿对存在者和真理的解释工作首先为一种知识学或知识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创造了前提条件。惟有通过笛卡儿，实在论才能够去证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才能去拯救那个自在存在者。

在莱布尼茨以来的德国思想中得到完成的对笛卡儿基本立场的本质性改变，绝没有克服后者的基本立场。这些改变才只是展示出笛卡儿基本立场的形而上学作用范围，并为19世纪这个还是现代以来最黑暗的世纪创造了前提条件。这些改变间接地把笛卡儿的基本立场固定在某个形式中，通过这个形式，这些改变本身几乎是不可识别的，但并不因此更少具有现实性。相反地，纯粹的笛卡儿一经院哲学及其唯理论已经丧失了任何力量，无熊午对现代起进一步的构成作用。从笛卡儿开始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过程。但因为这样一种完成又只有作为形而上学才是可能的，所以现代思想才具有了它自身的伟大。

笛卡儿把人解释为Subjectum[一般主体]，从而为后来的形形色色的人类学创造了形而上学的前提条件。随着人类学的涌现，笛卡儿欢庆他的最大胜利。通过人类学，形而上学便开始过渡到那种对所有哲学的简单终止和取消的过程之中。狄尔泰否定形而上学，根本上已不再理解形而上学的问题，面对形而上学的逻辑一筹莫展；这乃是狄尔泰的人类学基本立场的内在结果。他的“哲学的哲学”乃是一种对哲学所做的人类学上的取消工作的凸出形式，而不是一种对哲学的克服。因此，任何一种人类学——它随心所欲地利用以往的哲学，却又把后者宣布为多余的哲学一一也有其优越之处，那就是：它清楚地看到了那种随着对人类学的肯定所需要的东西。由此，精神状况便获得了某种廓清，而同时，对诸如国家社会主义哲学之类的荒谬产物的艰辛制作只会造成混乱。世界观虽然需要并且利用哲学的博学，但它不需要任何一种哲学，因为它作为世界观已经接受了某种特有的对存在者的解说和构形。但无疑地，人类学也不能做某件事情。人类学不能克服笛卡儿，甚至也不能反抗笛卡儿；因为，结果又如何会与它立身其上的基础作斗争呢？

要克服笛卡儿，只有通过克服他本人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只有通过克服现代的、同时亦即西方的形而上学。但在这里，“克服”却意味着：对意义问题的原始追问，亦即对筹划领域问题的原始追问，从而也是对存在之真理（Wahrbeit desseins）问题的原始追问——而存在之真理问题同时揭示自身为真理之存在问题。

（五）正如我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所阐发的那样，世界概念只有在“此之在”归a-sein）的问题的视界内才能得到理解；而“此之在”的问题又始终被嵌人存在之意义（而非存在者之意义）的基本问题之中了。

（六）图像（Bild）的本质包含有共处（Zusammenstand）、体系（system）。但体系并不是指对被给予之物的人工的、外在的编分和编排，而是在被表象之物本身中结构统一体，一个出于对存在者之对象性的筹划而自行展开的结构统一性。在中世纪是不可能有一种体系的，因为在那里，只有符合（Entsprechungen）之秩序才是本质性的，而且是在上帝的造物意义上的和被预定为上帝的创造的存在者的秩序。对希腊人来说，体系就更为格格不人了，尽管人们在现代——但完全错误地——在谈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体系”。研究中的企业活动是某种对体系的构造和设立；同时，这种体系在交互关系中也规定着这种设立。在世界成为图像之处，就有体系起着支配作用，而且不只是在思想中起支配作用。但是，在体系占支配地位之处，也总是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它有可能向那种仅仅被制作和堆砌起来的体系的外在性蜕变。当筹划的原始力量付诸网如之际，就会出现这种情形。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的本身各各相异的体系的惟一性尚未为人们所把握。这些思想家的体系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们并不像笛卡儿的体系那样，是从作为ego[自我]和substantia fmita[有限实体]的主体出发来展开自身的，相反地，它们或者像莱布尼茨那样从单子出发，或者像康德那样从先验的、植根于想象力的有限理性之本质出发，或者像费希特那样从无限的自我（lch)出发，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作为绝对知识的精神出发，、或者像谢林那样从自由一作为任何一个其本身通过对根据与实任时区分而得到规定的存在者的必然性——出发，来展开自身。

对于现代的存在者解释来说，与体系同样本质性的乃是对价值的表象。惟当存在者成为表象之对象之际，存在者才以某种方式丧失了存在。这种丧失是十分不清晰和不确实地被追踪到的，并且相应地很快就得到了弥补，因为人们赋予对象和如此这般得到解释的存在者以一种价值，并根本上以价值为尺度来衡量存在者，使价值本身成为一切行为和活动的目标。由于一切行为和活动被理解为文化，价值便成为文化价值，进而，文化价值竟成为对一种为作为主体的人的自我确证服务的创造的最高目标的表达。由此出发，仅只还有一步之遥，就可以把价值本身变成自在之对象了。价值是对那种在作为图像的世界中的表象着的自身俘立活动的需求目标的对象化。价值似乎表达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天们在与价值的关联地位中才推动了最富价值的东西本身，但价值恰恰是对变得平淡无奇、毫无隐秘的存在者之对象状态的微弱无力的蒙蔽。无人为纯粹价值而献身。为了揭示19世纪的本质，人们注意到了赫尔曼·洛采[l]独特的中间地位。洛采重新解释了柏拉图的价值观念，同时以《微观世界》为标题进行了“一种人类学的尝试”（1856年）；这种人类学依然基于德国唯心主义的精神而接近于后者的思维方式的高贵和纯朴，却也向实证论开启了这种思维方式。由于尼采的思想始终被禁囿于价值观中，所以，他必然要以一种逆转方式，把他的根本思想表达为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只有当我们成功地摆脱价值观念来理解尼采的思想，我们才能达到一个立足点，由此立足点出发，形而上学最后一位思想家的著作才成为一项追问任务，而作为我们的历史的必然性，尼采对瓦格纳的敌对态度才成为可理解的了。

[l]赫尔曼·洛采（1817-1881）：德国唯心论哲学家，著有《微观世界》、《形而上学》等。——译者

（七）符合（Entsprechung），被思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基本特征的符合，先行标画出那些完全确定的可能性和方式，即这一在存在者之内的存在的真理设置人作品的可能性和方式。中世纪的艺术作品和这个时代的无世界图像状态乃是一体的。

（八）可是，大约在苏格拉底时代的一个智者不是早就大胆地声称：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吗？普罗塔哥拉的这个命题听起来难道不像笛卡儿说的话么？尤其是，难道柏拉图不是把存在者之存在把捉为被直观到的东西，即[相]么？难道在亚里上多德那里，与存在者本身的关联不是，即纯粹观看么？不过，普罗太哥拉的这个智者派哲学命题并非主观主义，正如笛卡儿也不可能仅仅对古希腊思想作了一种颠倒。诚然，通过柏拉图的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追问，实现了一个决定性的、但始终还保持在希腊关于存在者的基本经验范围内的对存在者和人的解释的转变。恰恰是作为对智者哲学的斗争因而处于与智者哲学的依赖关系中，这种转变了的解释才成为如此决定性的，以至于它成了希腊思想的终结，而这种终结同时间接地为现代准备了可能性。因此之故，启来，不只在中世纪，而且贯穿现代直至今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能够被看作地地道道的希腊思想，而所有前柏拉图的思想只是被看作对柏拉图的一个准备。由于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认为希腊精神贯穿于现代的人文主义解释中，所以，我们始终未曾以让存在保持其独一性和奇异性的方式，去沉思向古代希腊开启自身的存在。普罗太哥拉的命题曰：

（参看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2a）。

“（各个）人是万物（即在人的使用和需要中，因而始终在人周围的物，即）的尺度，是在场者如其在场那样在场的尺度，也是不在场者不在场的尺度”。[l]在这里，其存在有待决断的存在者被理解为在人的周围自发地于此领域中在场的东西。但人是谁呢？对此，柏拉图在同一段文字中给出了答复，他让苏格拉底这样说道：；“他（普罗太哥拉）不是领会了下面这一点么？作为当下某物向我显示出来的，对我来说（也）就是具有这种外观的某物；而作为某物向你显示出来的，对你来说又是具有那种外观的某物？而你和我一样，都是人”。[2]

[l]这是海德格尔做的翻译，有别于通译：“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译者

[2]此句通译为：“他不是说，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显现的那样，对于我就是它向我显现的那样，而你和我都是人？”——译者

可见，在这里，人是当下具体的人（我、你、他和她）。这个的由[我]可以与笛卡儿的我思相合吗？决不能。因为，同样必然地规定着普罗太哥拉和笛卡儿的两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一切本质性因素，是各各不同的。一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本质性因素包括：

一、人之为欠的方式和样式，亦即人之为其自身的方式和样式；自身性（Selbstheit）的本质方式，这种自身性绝不与自我性（Ichheit）相等同，而是根据与存在本身的关联而得到规定的；

二、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质解释；

三、对真理的本质筹划；

四、人据以在有些地方成为尺度的那种意义（Sinn）。

在上述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诸本质要素中，无论哪一个要素都不能与其他要素分离开来而得到理解。每一个要素都已经表明某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整体。为什么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恰恰是这四种要素先行包含和构成了某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本身，这是一个不再能够根据形而上学和通过形而上学来加以追问和回答的问题了。这已经是一个根据形而上学之克服来谈论的问题了。

诚然，对普罗太哥拉来说，存在者始终关涉于作为[我]的人。但是这种与自我的关联具有何种特性呢？[我]逗留于无蔽领域的范围内，无蔽领域被分派给向来作为这个范围的[我]了。于是，它觉知’着作为存在者的在此范围内在场的一切东西。对在场者的觉知植根于这种在无蔽状态之范围内的逗、留。通过在在场者那里的逗留，才有（ist）自我对于在场者的归属关系。这一对敞开的在场者的归属用界线把在场者与不在场者区划开来。从这些界线中，人获得并且保持着在场者和不在场者的尺度。由于人局限于当下无蔽领域，人才接受一种尺度，此尺度一向把某个自身（Selbst）限定于此或彼。人并非从某个孤立的自我性Ochheit）出发来设立一切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都必须服从的尺度。具有希腊式的与存在者及其无蔽状态的基本关系的那个人是尺度，因为他采纳了那种向着以自我方式被限定的无蔽状态之范围的限制，并因之承认存在者之遮蔽状态和关于存在者的在场或不在场的不可决断性，类似地也承认关于本质现身之物的外观的不可决断性。所以，普罗太哥拉说（参看第尔斯：《前苏格拉底残篇》，普罗太哥拉B.4)：“至于神，我确实不能知道什么（以希腊方式来讲：‘看见’某物），既不知道它们存在，也不知道它们不存在，更不知道它们如何以其外观（即[相]）存在”。

“因为阻碍着人们去觉知存在者本身的事情有很多种：例如，存在者的非敞开状态遮蔽状态），以及人寿的短促”。[l]

[1]此句通译为：“至于神，我既不能说他们存在，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因为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例如问题晦涩，人寿短促。”——译者

我们满可以惊奇于苏格拉底针对普罗太哥拉的这一番深思熟虑而就后者所说的话（参看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2b):“可以猜想，他（普罗太哥拉）作为一个沉思的人（在他关于人是屏，pov[尺度]的命题中）是不会随便瞎吹八道的”。

普罗太哥拉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仅只是对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基本立场的一个制限，而这种制限亦即一种保持。智旁派哲学惟有在智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亦即在希腊对作为在场之存在和对作为无蔽之真理的解释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这种无蔽本身始终是一种对存在的本质规定性，因为在场者就是从无蔽状态那里，在场是从无蔽领域本身那里得到规定的。但笛卡儿离开希腊思想的开端有多远呢？这种对人的解释——它把人表象为主体——是如何与希腊思想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在Subjectuln[一般主体]这个概念中，还回响着那种以已经变得不可认识和毋庸置疑的在场（也即持续地摆在眼前的东西）的形式出现的为希腊人所经验到的存在之本质，亦即基体、基底之建基，所以从中还能看出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转变的本质。

通过对在场者的觉知而保持那个当下始终受限定的无蔽状态之范围（人之为尺度），这是一回事情。而通过对人人可得的并且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的可表象之物的计算而进入到可能的对象化的无限制领撼之中，又是另一回事情了。

在希腊智者派哲学中，不可能有任何一种主观主义，因为在那里，人不可能是一般主体。人之所以不能成为一般主体，是因为在那里，存在乃是在场，真理乃是无蔽状态。

在无蔽状态中发生着[呈现]，即在场者之为这样一个在场者的显现，对本身向着显现者在场的人而言的一种显现。但作为表象着的主体，人进行想象活动，也就是说，人活动在[想象]之中，因为他的表象活动把存在者构想为作为对象的存在者，使之进入作为图像的世界之中。

（九）存在者如何竟能以突出的方式展现为一般主体，从而主体因素得以达到了统治地位？因为直到笛卡儿，甚至在笛卡儿形而上学的范围内，存在者一一就其是某个存在者而言——还是一个sub-ectum[一般主体]，即[基体、基底]，也即某个从自身而来摆在眼前的东西，它作为本身同时奠基了它持续的固有特性和变幻不居的状态。一个在本质性方面无条件的、因而别具一格的Sub-jectum[一般主体]（作为一个具有奠基作用的基础）的优先地位，源出于人对某个fundalnentum absolutum inconcussuln veri tatis（自足的、不可动摇的确定性意义上的真理的基础）的要求。这种要求为何并且如何达到其决定性的权能和作用呢？这种要求源自那种人的解放，在此解放中，人挣脱了基督教的启示真理和教会学说的束缚，而成为那种以自身为准绳的立法者。藉着这种解放，自由——亦即受某种义务的束缚——的本质，被重新设定起来。但因为按照这种自由，自我解放的人本身设定义务，所以这种义务从此以后就有可能得到不同的规定。这种义务可以是人的理性及其法则，或者是根据这种理性而被设立起来、并且对象性地被安排的存在者，或者是那种尚未被安排的、只有通过对象化活动才能加以掌握的、要求在某个时代得到控制的混沌（Chaos）。

可是，这种解放并不知道自己始终还没有摆脱那种肯定和保证了人的灵魂的得救的启示真理的束缚。因此，这种摆脱了天启式得救确定性的解放，本身必然是一种考印某种确定性的解放；而在后一种确定性中，人为自己确保了真实——作为对他自己的知识（Wissen）的意识。这只有通过自我解放的人自己对可知之物的确定性的保证才是可能的。但这样一回事情得以发生，只是由于人从自身出发并且为了自身，确定了对他来说什么是可知的，知识和对意识的确证（即确定性）意味着什么。于是，笛卡儿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成为：为人的解放——走向作为自身确定的自我规定的自由的解放——创造形而上学的基础。然而，这个基础不但本身必然不是一个确定的基础，而且，’由于禁阻了来自其他区域的任何尺度，它同时必然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所要求的自由的本质通过这个基础而被设定为自我确定性了。不过，一切由其本身确定的东西同时也必须保证那个存在者为确定的——对此存在者来说，这样一种知识必定是确定的，通过妙存在者，一切可知之物必定获得了保证。fundalllentum[基础]，刃吵首由的基础，为自由奠立基础者，即一般主体，必定是一个满足上述本质要求的确定之物。一个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别具一格的一般主体就成为必然的了。这一构成基础和赋予基础的确定之物是何种东西呢？是ego cogito（ergo）sum[我思（故）我在]。确定之物是一个命题，它宣称：与人的思维同时相随（共同地和同样持续着），人本身无可置疑地也一道在场着，现在也就是说，一道被给予自身。思维即表象，是与被表象者——即作为perceptio[知觉]的idea[观念]——的表象关系。

表象在此意谓：从自身而来把某物摆置（stellen）到面前来，并把被摆置者确证为某个被摆置者。这种确证必然是一种计算，因为只有可计算状态才能担保要表象的东西预先并且持续地是确定的。表象不再是对在场者的觉知，这种觉知本身就归属于在场者之无蔽状态，而且是作为一种特有的在场归属于无蔽的在场者。表象不再是“为……自行解蔽”，而是“对……的把捉和掌握”。[l]在表象中，并非在场者起着支配作用，而是进攻占着上风。现在，按照那种新的自由，表象就是从自身而来向已被确证之物的首先要确证的领域的一种挺进。存在者不再是在场者，而是在表象活动中才被对立地摆置的东西，亦即是对象。表象乃是挺进着、控制着的对象化。[2]由此，表象把万物纠集干如此这般的对象的统一体中。表象乃是coagitatio[心灵活动]。

[l]此处“为……自行解蔽”是希腊式的“觉知”(vernehmen),而“对……的把捉和掌握”是指现代的“表象”方式。——译者

[2]此句原文为：Das Vor-stellen ist vor-stellen ist vor-gehende,meistemde Ver-gegen-st?ndlichung。——译者

与某物的任何关系，诸如意欲、采取立场、感知等等，自始就是表象，是被人们译为“思想”的cogitans。因此，笛卡儿才能用一个起初令人诧异的名称cogtatio来命名voluntas[意志]和affectus[情感]的一切方式，即全部actiones[行为]和passiones[感觉]。在ego cogito sum[我思故我在]中，cogitare就是在这一本质性的和新的意义上被理解的。一般主体，即基础确定性，是表象着的人的无论何时都得到确证的与被表象的人或非人的存在者（即对象）的共同被表象状态。基础确定性乃是无可置疑地无论何时都可表象的和被表象的mecogitare=meesse[我思＝我在]。这乃是自我确证的表象之一切计算活动的基本等式。在这种基础确定性中，人确信：作为一切表象活动的表象者，从而作为一切被表象状态以及任何确定性和真理的领域，他得到确证了，现在也即说，他存夸（ist)了。惟因为人以此方式在基础确定性——即me cogitare＝m eesse[我思＝我在]的fundamentum absolutum inconcussum[绝对不可动摇的基础]——中必然地被一道表象出来了，只是因为向自己解放自身的人必然地归属于这种自由的一般主体，惟因此，人才可能（而且必然是这种人本身）成为别具一格的存在者，成为一个Stlbjectum[一般主体]，后者从原初真实的（即确定的）存在者方面来看在所有Subjecta[一般主体]中具有优先地位。在确定性之基本等式中，进而在真正的一般主体中，道出了ego[自我]；,这并不意味着，人现在是从自我和利己方面被规定的。它只是说：成为主体，现在成了作为思维着和表象着的生灵的人的特性。人的自我效力于这个一般主体。在这个Subjectum[一般主体]中建基的确定性本身虽然是主体的（subjektiv)，即是在一般主体的本质中发挥作用的，但它并非利己的（egoistisch）。确定性对任何一个作为本身亦即作为一般主体的自我来说都是约束性的。同时，所有通过表象的对象化而被确定为可靠的、并从而被确定为存在着的东西，是对任何人都具有约束力的。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逃避这种对象化，后者同时始终是关于什么可被看作对象这样一回事情的决定。对可能的对象化之领域以及有关这种对象化的决定权的无条件失范（Entschr?nkung），乃属于Subjectum[一般主体]之主体性的本质和作为主体（Subjekt）的人的本质。[l]

[1]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被通译为“主体”的Subjectum原意（也在希腊意义上）为“根据”、“基础”，而并不专指人：以它特指人这种突出的存在者，乃是近代[笛卡儿]以来的事情。中文的“主体”一词含义较广，实也有“根据”、“基础”之意。为了把海德格尔所用Subjectum与Subjekt两词在译文上区别开来，而又不至于失落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权把Subjecturn译为“一般主体”，把Subjekt译为“主体”。——译者

现在我们也就弄清楚了：在何种意义上，人作为主体想要成为并且必定成为存在者（亦即客体、对象）的尺度和中心。现在，人不再是那种对觉知的限制意义上的[尺度]了；这种对觉知的限制是把觉知限制于在场者一每个人始终趋向它而在夕一的无蔽状态的当下具体范围。作为一般主体，人乃是ego[自我]的co-agitatio[心灵活

动]。人把自身建立为一切尺度的尺度，即人们据以测度和测量（计算）什么能被看作确定的钊——也即真实的或存在着的——东西的那一切尺度的尺度。自由作为一般主体的自由是新的。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向着新自由的人的解放被带向其基础即一般主体那里。现代人的解放并非才始于“我思故我在”，笛卡儿的形而上学也不只是一种被补交给这种自由、因而从外部被添造到这种自由上的形而上学，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co-agitatio[心灵活动]中，表象把一切对象事物聚集到被表象状态的“共同”之中。现在，cogitare[思维]的卿咱我]在被表象状态的自我确证着的“共处”中，亦即在con-scientia[意识]中，获得了其本质。con-sci时ia[意识]是对在由人保存下来的被表象状态范围中的对象——与表象着的人一道——的共同摆置。一切在场者从被表象状态中获得了其在场状态（Allwesenheit）的意义和方式，也即在repraesentatin中的在场（praesenz）的意义。作为coagitatio[心灵活动]的一般主体，ego[自我]的con-scientia隐识]乃是以此方式别具一格的主体的主体性，规定着存在者之存在。

《第一哲学沉思集》根据被规定为conscientia[意识]的主体性，对Subjectum[一般主体]的存在学作了先行描述。人成了一般主体。因此，人能够按照他对自身的理解和意愿来规定和实现主体性的本质。作为启蒙时代的理性动物，人并不比那个人一刊也把自己理解为民族，意欲成为民众，作为种瘫育自身，最后赋予自身以地球的主人的权能一更少是主体。在所有这些主体性的基本立场中，某种不同的自我性(Ichheit）和利己主义也才是可能的，因为人始终被规定为我和你，我们和你们了。主观的利己主义，一它多半不知道自我预先已经被规定为主体了——可以通过把“自我”嵌人“我们”之中来加以消除。由此，主体性只是获得了权力。在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中，人的主观主义达到了它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由此降落到被组织的千篇一律状态的层面上，并在那里设立自身。这种千篇一律状态成为对地球的完全的（亦即技术的）统治的最可靠工具。现代的主体性之自由完全消溶于与主体性相应的客体性之中了。人不能凭自力离弃其现代本质的这一命运，或者用一个绝对命令中断这一命运。但是，人能够在先行思考之际来深思一点，即：人类的主体存在一向不曾是、将来也决不会是历史性的人的开端性本质的惟一可能性。一片遮蔽着的土地上空的一朵变幻不定的阴云，这乃是一种阴暗过程，它把那种由基督教的救恩确定性提供出来的真理一汗乍为主体性之确定性的真理——笼罩在一个始终不为主体性所经验的本有事件之上。

（十）人类学是这样一种对人的解释，它根本上已经知道人是什么，因而从来就不能追问人是谁。因为随着这一问题，它势必要承认自己受到了动摇并被克服了。如何能够指望人类学做到这一点呢？所到之处，人类学所要做的却仅仅是专门对主体的自我确信作事后追补的确证而已。

（十一）因为现在，自我完成的现代的本质正在融合而进入不言自明的东西之中。惟当这种不言自明的东西通过世界观而得到了确证之际，适合于一种原始的存在之疑问的可能温床才能成长起来，这种存在之疑问开启出一个领地，由此得以决定存在是否依然能够胜任一个上帝，存在之真理的本质是否更原初地要求着人的本质。惟在现代之完成达到其特有的伟大性的毫无顾忌的地步之际，也才为未来的历史作了准备。

（十二）美国主义是某种欧洲的东西。它是那种尚未得到理解的庞大之物的变种；这种庞大之物尚未被释放出来，甚至根本还不是从完全的和被聚集起来的现代之形而上学本质中生长出来的。实用主义对美国主义的美国式阐释始终还处于形而上学领域之外。

（十三）日常流行的意见只在阴影中看到光的缺失——如果不说是光的完全否定的话。但实际上，阴影乃是光的隐蔽的闪现的证明，这种证明虽然是不透明的，却是可敞开的。按照这个阴影概念，我们把不可计算之物经验为那种东西，它游离于表象，但在存在者中是赫然敞开的并且显示着隐蔽的存在。

（十四）但是，如果拒绝本身必定成为最高的和最强烈的对存在的揭示活动，那么情形又会如何呢？从形而上学出发来理解（也即从存在问题出发，以“什么是存在者？”这种形式来发问），存在的隐蔽本质，即拒绝，首先揭示自身为绝对不存在者，也即无（Niichts）。不过，作为存在者的虚无因素（das Nichthafte)，无乃是纯粹否定（das blob Nichtige）的最激烈的对立面。无从来不是一无所有，它同样也不是某个对象意义上的某物；无乃是存在本身——当人已然克服了作为主体的自身，也即当人不再把存在者表象为客体之际，人就被转让给存在之真理了。[1]

（十五）这一敞开的“区间”就是此之在，而此之在这个词是在存在之解蔽和遮蔽的绽出领域这一意义上来理解的。[2]

[1]此处动词“转让”原文为übereignen，应联系于海德格尔所思的“本有”的“居有”——译者

[2]这里的“此之在”,英译本作“存在之敞开状态”，是一种意译了。——译者





3 黑格尔的经验概念（1942/1943)[l]


《意识经验的科学》是黑格尔1807年在出版他的《精神现象学》这部著作时所用的标题。加重点号的“经验”一词位于另外两个名词中间。“经验”所说的就是“现象学”之所是。黑格尔用这种强调的方式来使用“经验”一词，其用意何在呢？在就“科学的体系”所作的序言之后有一段文字，乃是这部著作的导论，这个导论回答了我们上面的问题。在原版中，这个导论的原文如下：[2]

[1]1950年第一版：未曾明言地从本有而来进行思考。——作者边注

[2]译文参照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文版，贺麟、王玖兴译，北京1983年，上卷，第51-52页。少数几处略有改动。——译者

（一）如果有人觉得在哲学里在开始研究事情本身以前，即在研究关于绝对真理的具体知识之前，有必要先对认识自身加以了解，即是说，先对人们借以把握绝对的那个工具，或者说，先对人们赖以观察绝对的那个手段，加以考察，这乃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这样一种想法或考察，显然是有理由的，一方面，这是因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认识，有的种类可以比别的种类更适宜于达到我们的终极目的，而因此就有可能在它们中间作出错误的抉择，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既然认识是一种属于一定种类具有一定范围的能力，那么对于它的性质和界限如果不加以比较确定的规定，则通过它而掌握到的，就可能是些错误的乌云而不是真理的青天。这种想法甚至于一定变成为一种信念，相信通过认识来替意识获取那种自在存在着的东西这一整个办法就其概念来说是自相矛盾的，相信在认识与绝对之间存在着一条划然区别两者的界限。因为如果认识是我们占有绝对本质所用的工具，那么我们立刻就能看到，使用一种工具于一个事物，不是梦廷个事物保持它原来的样子，而是要使这个事物发生形象上变花的。再或者说，如果认识不是我们活动所用的工具，而是真理之光赖以传达到我们面前来的一种消极的媒介物，那么我们所获得的事物也不是像它自在存在着的那个样子而是它在媒介物里的样子。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所使用的手段都产生与它本来的目的相反的东西出来；或者毋宁可以说，我们使用手段来达取目的，根本是件于理不合的事情。不错，这种不利的情况，似乎可以通过我们对工具的作用的认识而得到补救，因为认清了工具的作用以后，我们就有可能把我们通过工具而获得的关于绝对的观念里属于工具的那一部分从结果里抽出去，从而获得关于绝对的纯粹真理。但是，这种补救的办法，事实上只能把我们引回到我们原来所在的地方去。因为，如果我们用工具将某一个东西加以改造，然后又把工具所作的改变从这个改变了的东西那里予以取消，那么这个东西——在这里是指绝对——对我们来说就不多不少重新恢复了它没经过这一度多余的麻烦以前的样子。或者，如果说绝对并不因工具而发生什么改变，只是被吸引得靠近我们一些，就像小鸟被胶竿吸引过来那样，那么绝对假如不是自在自为地就在并且就愿意在我们近旁存在，它就一定要嘲笑这样的一种诡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认识就是一种诡计。为什么呢？因为认识通过它的多方面的辛勤努力，装出一副神情，令人觉得它的努力完全不是仅仅去产生直接的、因而毫不费力的关系而已。再或者，如果我们研究我们将其想象为一种媒介物的认识，从而认清了这媒介物对光线的折射规律，然后把光线的折射从结果里抽除出去，那么这样地抽除折光作用的办法也完全是无用的；因为认识不是光线的折射作用，认识就是光线自身，光线自身才使我们接触到真理，而如果光线被抽除出去，那么，指点我们的岂不只还剩下一个纯粹的方向或空虚的地点了吗？

（二）同时，如果说这种害怕犯错误的顾虑，是对那种完全无此种顾虑而直接开始工作并实际进行认识的科学所采取的一种不信任，那么我们就不理解，为什么不应该反过来对这种不信任采取不信任，即是说为什么这种害怕犯错误的顾虑本身不已经就是一种错误？事实上这种顾虑乃是把某些东西，真正地说，是把很多东西，假定为真理，并以此为根据，产生许多考虑，得出许多推论，而这样被假定的东西，本身究竟是不是真理，倒是应该先行审查的。更确切地说，它假定着将认识视为一种工具和媒介物的观念，它也假定着我们自身与这种认识之间有一种差别，而它尤其假定着：绝对站在一边而认识站在另一边，认识是自为的与绝对不相关联的，却倒是一种真实的东西，换句话说，认识虽然是在绝对以外，当然也在真理以外，却还具有真理性——这样的一种假定，不禁使人觉得那所谓害怕错误，实即是害怕真理。

（三）我们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乃是因为只有绝对是真的，或只有真理是绝对的。不同意这个结论的人，当然可以作出这种区别，硬说一种认识虽然不像科学所愿望的那样认识绝对，却也还是真的认识，硬说一般的认识虽然没有能力把握绝对，却可能有能力把握别种真理。但是，我们终究要看到，发表这样议论的人都是由于他们作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区别，认为有一种绝对的真理和一种别样性质的真理；同时我们也将看到，像绝对、认识这样的词汇，它们都假定着一种意义，而这种意义则正是现在才应该去努力获取的。

（四）我们根本不必去操心考虑，像这样的一些把认识当作一种用以把握绝对的工具或我们赖以窥见真理的媒介物等等无用的观念和说法（可以说一切关于与绝对不相关联的认识和关于与认识不相关联的绝对的观念，都归结于工具和媒介物等等关系上）；我们也完全无需去注意那些借口，它们都是没有能力从事于科学的人从假定这样一些笑萦中所找到的借口，借以逃避科学研究的辛勤劳动，同时还借以装出一副严肃认真和奋勉努力的样子；同样地，我们也用不着费心替这一切一切去寻找答案，因为它们都是会被当作偶然的和任意的概念而抛弃掉的，而且甚至于使用这些字眼，如绝对、认识、客观与主观，以及其他无数的、被假定大家都已熟知其意义的那些字眼，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欺骗。因为，佯言创门的意义已为众所周知以及每个人本身都具有着关于它们的概念等等，这似乎毋宁只是一种计谋，想逃避其主要任务，即是说，想借以免除提供这种概念的任务。其实，与此相反，另外的一种工作倒应该说是更有理由予以免除，即，我们大可不必去注意那些足以根本否定科学的观念和说法，因为这些观念和说法只构成一种空的知识现象，当科学出现时，空的知识现象就会立即消逝的。但是，正在出现过程中的科学，本身也还是一种现象；科学的出现，还不是真正的、实现了的和展开分的科学自身。所以无论我们鉴于科学与另外一种知识并列在一起从而把科学也想象为现象，或者把那另外一种不真实的知识称之为科学的现象，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不过科学毕竟必须摆脱这种现象；而它事想做到这一点，就只有转过来面对着这种现象。因为，科学要抛弃或驳斥一种不是真理的知识，说它是对事物的一种庸俗见解，则不能全凭断言，断言自己是完全另一种性质的知识，至于那种庸俗的见解在自己看来一文不值等等；也不能全凭揣想，说在这种不真的知识本身存在着一种较好知识的肤兆。如果只作断言，那么科学等于声明它自己的价值与力量全在于它的夺在，但不真的知识恰恰也是诉诸卒妙夺本而断亨科学在它看来一文不值的；一个赤裸的枯燥的断言，只能跟另一个断言具有完全一样多的价值而已。我们说科学更不能凭借对一种较好知识的揣想，认定它存在于不真实的知识里而又是在这里指示着真实的科学，乃是因为如果这样，那么从一方面说，科学又同样诉之于一种赤裸的存在了，而从另一方面说，它之诉诸它自身，并不是它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自身，而毋宁是存在于不真实的知识里的，即它的一种坏的存在方式，它的现象。由于这个原故，我们在这里应该将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加以陈述。

（五）现在，既然这个陈述只以正在显现为现像的知识为对象，它本身就似乎不是那种在其独有的形态里发展运动着的自由的科学；而从这个观点上看，这种陈述毋宁可以被视为向真知识发展中的自然意识的道路，或灵魂的道路．灵魂在这个道路上穿过它自己的本性给它预订下来的一连串的过站，即经历它自己的一系列的形态，从而纯化了自己，变成为精神；因为灵魂充分地或完全地经验了它自己以后，就认识到它自己的自在。

（六）自然的意识将证明它自己只是知识的概念或是不实在的知识。但由于它直接把自己视为实在的知识，于是在它看来这条道路就具有否定的意义，概念的现实化对它而言就毋宁成了它自身的毁灭；因为它在这条道路上丧失了它的真理性。因此，这条道路可以视为是怀疑的道路，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绝望的道路；因为在这里所发生的不是通常的所谓怀疑。通常的怀疑乃是对某种假定的真理的动摇，在动摇之后，怀疑重新消失而原来的真理重新出现，于是终于事情又恢复到怀疑以前的样子。相反地，这里的这种怀疑，乃是对现象知识的非真理性的一种自觉的洞见，对于这种现象知识而言，毋宁只有真正没现实化的概念才是最实在的东西。因此，这种彻底的怀疑主义也不是严肃地追求真理和从事科学的人所自以为业已具备了的那种决心，即，决心在科学里不因权威而听从别人的思想，决心亲自审查一切而只遵从自己的确信，或者说得更好些，决心亲自产生一切而只承认自己的行动是真实的。意识在这条道路上所经历的它那一系列的形态，可以说是意识自身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的形成史。上述的决心把这个发展形成的过程以决心的简单方式呈现出来，当作是直接已经完结了和实现了的东西；但是，与这种不真实的情况相反，这条怀疑的道路乃是一个现实的形成过程。遵从自芭雨确信，诚然要比听从别人的权威高强些，但从出于权威的意见转变为出于自信的意见，意见的来源虽有转变，并不必然地就使意见的内容也有所改变，并不一定就会在错误的地方出现真理。如果我们执著于意见和成见的系统，那么究竟这样意见来自别人的权威或是来自自己的信心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惟一的差别是后一种方式下的意见更多一种虚浮的性质罢了。相反地，只有对显现为现象的意识的全部领域都加以怀疑，只有通过这样的怀疑主义，精神才能善于识别真理，因为它已不复寄望于所谓自然的观念、，思想和意见，不管它们是自己的或是别人的。至于径直地就想去识别和审查的那种意识，由于它本身还充满和纠缠着这些自然的观念、思想和意见，事实上就没有能力做它想做的事情。

（七）不实在的意识的各个形式，由于它们之间有依序前进的必然性和互相关联的必然性，将自己发展出完整的形式体系来。为了便于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暂且一般地指出：把不真实的意识就其为不真实的东西而加以陈述，这并不纯然是一种否定的运动。一般地说，自然的意识对这种陈述所持的见解，就是这样的一种片面的见解；而一种知识，如果它以这种片面性为本质，它就是不完全的意识的形态之一，这种形态的意识投身于形成发展的过程，并将在过程中呈现出来。因为这种片面的见解就是怀疑主义，怀疑主义永远只见到结果是维粹吵枣乖，而完全不去注意，这种虚无乃是特定的虚无，它是对于结果之所自出的那种东西的虚无（或否定）。但事实上，如果虚无是对结果之所自出的虚无，那它就纯然是真实的结果；它因而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虚无，它就具有一种内容。终止于虚无或空虚的抽象性上的怀疑主义，是不能超越这抽象性而继续前进的；它必须等待着看看是否有什么新的东西显现出来，以便它好投之于这同一个空虚的深渊里去。相反，当结果被按照它真实的情况那样理解为特定的否定时，新的形式就立即出现了，而否定就变成了过渡；有了这种过渡，那穿过意识形态的整个系列的发展进程，就将自动地出现了。

（八）正如发展进程的序列一样，目标也是知识所必需确定的；目标就是知识不需要再超越它自己的那个地方，就是它找到了它自己的那个地方和概念符合于对象、对象符合于概冻的那个地方。趋向这个目标的发展进程，因而也就是前进无已、不可遏止的，不以目标以前的任何过站而满足的。凡只局限于度过着一种自然的生活的东西，就不能够由它自己来超越它的直接的实际存在，但它会被另外一种力量迫使它超出自己，而这个被迫超出自己就是它的死亡。但是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因此它直接就是对于界限的超越，而且由于这个界限属于它自身，所以它就是对它自身的超越；有了个别的存在，也就同时在意识里有了彼岸，即使这种彼岸只是并存于界限的旁边，像在空间直观里那样。因此意识感受着从它自身发出的这种暴力，一定要败坏它整个的有限满足。当意识感受到这种暴力的时候，恐惧的意识很可能因害怕真理而退缩回来，竭力去保全它那陷于消灭危险中的东西。但是，恐惧的意识是不可能宁静下来的：首先，尽管它想安居于无思虑的懒惰中，它的思想却在干犯着这种无思无虑，它的心神不宁却在扰乱着这种懒散；其次，尽管它把自己巩固起来，成了一种心情，在这种心情之下，它确信一切东西就其自己的类属而言都是好的，但有这样的确信的意识也同样地感受暴力，它感受从理性方面来的暴力，因为理性正是认为某个东西之所以不好是由于它只是一个类属。或者再换一方面说，害怕真理的意识也很可能躲在一个幌子下面自欺欺人，认为害怕真理毕竟还比任何自己杜撰出来或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思想要聪明些．而其挂在外面的幌子则仿佛在说，正是由于有了对真理的热烈渴求，才使它自己很难于，甚至不可能找到别的真理，而只能找到虚浮的意识所取得的真理；这种虚浮，善于把真理都——予以败坏，从而退回自身，陶醉在它自己的知性之中，即，陶醉于会瓦解一切思想却不会从中取得其一切内容而只会从中找到赤裸的自我的那种理解力中，——这种虚浮，乃是一种满足，必须听其自然，不去管它，因为它逃避普遍，而只追求自为的存在。

（九）关于进程的方式和必然性，我们暂时一般地谈了这些，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关于系统陈述的方法，可能也有些用处。这种陈述，既然被想象为科学对待现象知识的一种行动和对认识的实在的一种考虑和审查，那么不先作一种假定，不先设立尽摩以为根据，盒燕是完疾斑宕的。因为审核考查就在于使用某种已被承认了的尺度，就在于产生被考查的东西与尺度之间的相等或不相等以决定其对与不对；因而一般地说，尺度，以及科学也一样，如果科学是尺度的话，在进行考查时是被当作本质或自在物而承认了的。但是在这里，科学刚才出现，所以无论是科学自身，或者任何其他的尺度，都还没有证明自己是本质或自在的东西；而没有这样的一种东西，审查就显然不可能进行。

（十）这是二个矛盾。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在意识里知识的抽象规定是什么和真理的抽象规定是什么，则这个矛盾和这个矛盾的消除就将表现得更加确切。因为，意识是把自己跟某种东西区别开来而同时又与它相关联着的，或者用流行的话说，这就是，有某种为意识的东西；而这种关联或某种东西的为一个意识的存在，这个特定的方面，就是知识。但是我们把自在的存在跟这种为一个他物的存在区别开来；同样地，与知识发生了关联的存在也跟它区别开来并且被设定为也是存本于这种关联之外的；这个自在的存在的这一方面，就叫做真理。至于这些规定的真正内容是什么，在这里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既然显现为现象的知识是我们讨论研究的对象，那么它们的规定也就是首先被按其直接对我们呈现的那样接受下来了的；而它们对我们的呈现，则正是像我们方才说过的那样。

（十一）如果我们现在来研究知识的真理，这就好像我们要研究知识的自在存在。可是在这种研究里，知识是我们的对象，它是为我们的存在；而这样一来，知识的自在毋宁就成了知识的为我们的存在了；我们所认为是它的本质的东西，毋宁就会不是它的真理而仅仅是我们关于它的知识了。本质或尺度就将存在于我们这里，而那种应该与尺度相比较并通过这种比较而予以决定的东西，就不是必然地要去承认这个尺度。

（十二）但是，这种分离或这种分离和假定的现象，已由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的本性而得到了克服。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度，因此，考察研究就成了意识与它自身的一种比较；因为上面所作的那种区别并不超出于意识以外。意识在它自身就是为一个另外的意识的意识，或者说，它一般说来在其自身就具有着知识环节的规定性；同时，这另外的一个，对意识而言不仅是为它（意识）的，而且也存在于这个关联之外，也是自在的，即是说，也是真理环节。因此，被意识宣布为它自身以内的自在或寡零的那种东西，就是我们所具有的尺度，意识自己把这个尺度建立起来，用以衡量它的知识。如果我们把知识称为概念，而把本质或真理称为存在物或对冬，那么所谓审查考核就是去看看概念是否符合于对象。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把对象的本质或自在称为概念而另一方面作为对象的概念理解为对象，即是说，把概念理解为为他的，那么审查考核就是去看看对象是否符合于它自己的概念。显而易见，这两个过程乃是一回事情。可是具有本质重要性的是，我们在整个考察研究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概念和对象，为他的存在与自在的存在，这两个环节都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知识本身之内，因而我们不需要携带我们的尺度来，也不需要在考察研究的时候应用我们的观念和思想：由于我们丢开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够按照事物自在的和自为的样子来考察它。

（十三）但是，就概念和对象、衡量的尺度和被衡量的东西都已现成存在于意识自身之内这一方面来看，不仅我们的任何额外的行动是多余的，而且我们也根本不需要去比较它们和认真地考查它们；因此，同样就这一方面来看，既然意识自身考查自己，那么我们还能做的也就只有单纯的袖手旁观了。因此意识一方面是关于对象的意识，另一方面又是关于它自己的意识；它是关于对它而言是真理的那种东西的意识，又是关于它对这种真理的知识的意识。既然两者都是珍拿谬的，所以意识本身就是它们两者的比较；它的关于对象的知识之符合于这个对象与否，乃是对这同一个意识而言的。诚然不错，对于意识来说，对象就只是像意识所认识它的那个样子，意识似乎不可能窥探到对象的不是为意识的那个本来面目或其自在的夺李，因而也就不能根据对象来考查它的知识。但是，意识之一般地具有关于一个对象的知识这一事实，恰恰就已经表明是有区别的：一个环节是某种自在于意识之外的东西，而另一个环节是知识，或者说，是对象的汐意谬妙存在。根据这个现成存在着的区别，就能进行比较考查。如果在这个比较中双方不相符合，那么意识就必须改变它的知识，以便使之符合于对象；但在知识的改变过程中，对象自身事实上也与之相应地发生变化；因为从本质上说现成存在着的知识本来是一种关于对象的知识：跟着知识的改变，对象也变成了另一个对象，因为它本质上是属于这个知识的。意识因而就发现，它从前以为是自在之物的那种东西实际上并不是自在的，或者说，它发现自在之物本身就仅只是对它（意识）而言的自在。当意识在它的对象上发现它的知识不符合于这个对象时，对象自身就保持不下去，换句话说，当尺度所考查的东西在考查中站立不住时，考查所使用的尺度自身也就改变；而考查不仅是对于知识的一种考查，而且也是对考查的尺度的一种考查。

（十四）意识对它自身——既对它的知识又对它的对象——所实行的这种辫呼的运动，熟甚潜拿谬产牛半新的寡寒对冬洛丁卓西言，恰恰就是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东西。在这里我们应该把刚才谈到的那个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更加明确地指出，以便我们能以一道新的光线照明下面的陈述的科学方面。意识知道纂秒枣酉，这个东西、这个对象是本质或自在；但它也是为意识的申李；因此，在这种真理上就出现了双重意义。我们看到，意识现在有了两种对象，一种对象是第一个自在，另一种是这个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后者初看起来好像只是意识对其自身的反映，不是一种关于对象的表象，而是一种关于意识对前一种对象的知识的表象。但是如同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前一种对象在运动中改变了自己；它不复是自在，它已被意识到它是一种只为意识的自在；而这样一来，这个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就是真实的东西，但这又等于说，这个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就是本质，或者说，就是意识的对象。这个新的对象包含着对第一种对象的否定；新对象乃是关于第二种对象的经验。

（十五）在我们对经验过程的这个陈述里，有一个环节似乎使这里所说的经验与通常所理解的经验不尽一致。在这里，从第一种对象以及从这种对象的知识发展到另一种对象，即，发展到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对象，其间的过渡被说成为：对第一种对象的知识，即，第一种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本身变成了第二种对象。与此相反，通常所理解的情况则好像我们是从一种另外的对象上经验到我们的第一种对象的非真实性的，而这另外的一种好象，是我们偶然地从外面找到的对象；因而归根到底我们所有的对象，只是那种对自在而自为的东西的单纯的把握。但按照上述的那种看法，新对象的出现显然是通过一种意识本身的转化而变成的。像这样地来考察事物，乃是我们的额外做法，通过这种考察，意识所经历的经验系列，就变成一个科学的发展进程；只是，这种考察并不考察我们正在考察着的那种意识。但我们在这里的情况，也就跟我们在前面讨论这种陈述与怀疑主义的关系时所说的是同一个情况，即是说，从一个不真实的知识里产生出来的任何一次结果，都不会变成一个空无所有，而必然地要被理解为对产生结果的那个东西的否定；每一次的结果，都包含着以前的知识里所包含着的真理。这种情况在这里表现成这样：由于当初作为对象而出现于意识之前的东西归结为关于这个对象的一种知识，并且由于自在变成了自在的一种为交易时的存在，变成了一种新的对象，因而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具有不同于以前的本质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况，就使意识形态的整个系列按照它们的必然性向前发展。不过，这种必然性，或者说，新对象的出现——新对象在意识的不知不觉中出现于意识面前——在我们看起来，仿佛是一种暗示发生于意识背后的东西。因此，在意识的运动过程里就出现了一种环节，即自在的存在或为我们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为我们的（我们研究意识过程的人，知道它出现），而不是为意识的（意识并不知道它的出现），因为意识正在聚精会神地忙于经验自身。然而这种为我们出现的存在，它的内容却是为意识的，我们只另外把握了它的形式，亦即它的纯粹的出现；所以就它是为意识的而言，这种新出现或新发生的东西只是一种对象，而就它是为我们的而言，它就同时又是一种形成运动。

由于这种必然性，这条达到科学的道路本身已经就是科学了，而且就其内容来说，乃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

（十六）意识对其自身的经验，按其概念来说，是能够完全包括整个意识系统，即，整个的精神真理的王国于其自身的；因而真理的各个环节在这个独特的规定性之下并不是被陈述为抽象的、纯粹的环节，而是被陈述为意识的环节，或者换句话说，意识本身就是出现于它自己与这些环节的关系中的；因为这个缘故，全体的各个环节就是意识的各个形态。意识在趋向于它的真实实存的过程中，将要达到一个地点，在这个地点上，它将摆脱它从外表看起来的那个样子，从外表上看，它仿佛总跟外来的东西，即总跟为它（意识）而存在的和作为一个他物而存在的东西纠缠在一起；在这个地点上，现象即是本质；因而恰恰在这个地点上，对意识的陈述就等于是真正的精神科学；而最后，当意识把握了它自己的这个本质时，它自身就将标示着绝对知识的本性。

【黑格尔】[l]

（一）如果有人觉得在哲学里在开始研究事情本身以前，即在研究关于绝对真理的具体知识之前，有必要先对认识自身加以了解，即是说，先对人们借以把握绝对的那个工具，或语说，先对人们赖以观察绝对的那个手段，加以考察，这乃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这样一种想法或考察，显然是有理由的，一方面，这是因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认识，有的种类可以比别的种类更适宜于达到我们的终极目的，而因此就有可能在它们中间作出错误的抉择；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既然认识是一种属于一定种类具有一定范围的能力，那么对于它的性质和界限如果不加以比较确定的规定，则通过它而掌握到的，就可能是些错误的乌云而不是真理的青天。这种想法甚至于一定变成为一种信念，相信通过认识来替意识获取那种自在存茬着的东西这一整个办法就其概念来说是自相矛盾的，相信在认识与绝对之间存在着一条划然区别两者的界限。因为如果认识是我们占有绝对本质所用的工具，那么我们立刻就能看到，使用一种工具于一个事物，不是让这个事物保持它原来的样子，而是要使这个事物发生形象上变化的。再或者说，如果认识不是我们活动所用的工具，而是真理之光赖以传达到我们面前来的一种消极的媒介物，那么我们所获得的事物也不是像它自在存在着的那个样子而是它在媒介物里的样子。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所使用的手段都产生与它本来的目的相反的东西出来；或者毋宁可以说，我们使用手段来达取目的，根本是件于理不合的事情。不错，这种不利的情况，似乎可以通过我们对工具的作用的认识而得到补救，因为认清了工具的作用以后，我们就有可能把我们通过工具而获得的关于绝对的观念里属于工具的那一部分从结果里抽出去，从而获得关于绝对的纯粹真理。但是，这种补救的办法，事实上只能把我们引回到我们原来所在的地方去口因为，如果我们用工具将某一个东西加以改造，然后又把工具所作的改变从这个改变了的东西那里予以取消，那么这个东西——在这里是指绝对——对我们来说就不多不少重新恢复了它没经过这一度多余的麻烦以前的样子。或者，如果说绝对并不因工具而发生什么改变，只是被吸引得靠近我们一些，就像小鸟被胶竿吸引过来那样，那么绝对假如不是自在自为地就在并且就愿意在我们近旁存在，它就一定要嘲笑这样的一种诡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认识就是一种诡计。为什么呢？因为认识通过它的多方面的辛勤努力，装出一副神情，令人觉得它的努力完全不是仅仅去产生直接的、因而毫不费力的关系而已。再或者，如果我们研究我们将其想象为一种媒介物的认识，从而认清了这媒介物对光线的折射规律，然后把光线的折射从结果里抽除出去，那么这样地抽除折光作用的办法也完全是无用的；因为认识不是光线的折射作用，认识就是光线自身，光线自身才使我们接触到真理，而如果光线被抽除出去，那么，指点我们的岂不只还剩下一个纯粹的方向或空虚的地点了吗？

[l]以下是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上面这段文字的逐节阐释，为便于参照，我们仿英文版的做法，将原文各节重新引在相应的海德格尔的阐释文字前面，各节前加上“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字样。——译者

【海德格尔】

第一节陈说哲学的实事。哲学“观照在场者之为在场者，并且（观照）在后者（即在场者）那里凭本性就已经居支配地位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章，loo3a21）。l1]“居支配地位”关涉到那种在无蔽状态中达乎显露的东西。哲学观照在其在场中的在场者。此种观照活动考察在场者。它力求达到在场者，以至把在场者仅仅看作这样一个在场者。哲学就在场者的样子来观察在场者。在这种观照活动的观看中并无深奥的思想。[观照1乃是使一切认识冷静下来的过程。黑格尔以他的思想语言说：哲学乃“关于、绝对真理的具体知识”。同时，结果已经表明，真实存在者乃是以精神为其现实性的现实事物。而精神之本质则基于自我意识中。

在其关于近代哲学史的讲演中（《黑格尔全集》，第巧卷，第328页），黑格尔讲完弗兰西斯?培根和雅各布?波默之后接着说：“我们现在才真正讲到了新世界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从笛卡儿开始的。从笛卡儿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本质环节。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到了自己的家园，可以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飘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在这个新的时期，哲学的原则是思维，是从自身出发的思维……。”[2]

[1]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通译为：“它（哲学）研究‘有’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译者

[2]参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文版，贺麟、王太庆译，北京1981年，第4卷，第217页。——译者

思维在它自己的思维对象无可动摇的确定性中寻求fundamentum absolutuln[绝对基础]。哲学在其中有在家之感的那块陆地，乃是知识的无条件的自身确定性。这块陆地只是逐步地得到征服和完全测量的。当绝对基础被思考为绝对本身时，人们便完全占有了这块陆地。对黑格尔来说，绝对就是精神：在无条件的自我认识的确定性中寓于自身而在场的东西。这里，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具体知识就是关于在其绝对性中的绝对的绝对知识。

但是，这种栖居在自我意识的陆地上的近代哲学，根据这块陆地的气候，要求自己预先确定它的原则。它要事先理解认识，才能绝对地认识。不知不觉中，认识在这里显现为一种手段，而对这一手段的正当使用又是认识所必需操心的。一方面需要在表象的不同方式中发现和挑选出惟一地适合于绝对认识的方式。这乃是笛卡儿所关心的。另一方面，是要测度出曾经被挑选出来的关于绝对的认识的本性和界限。这乃是康德所关心的。但是，呼旦人们去操心作为一种掌握绝对的手段的认识，则必然产生一种戚，认为在与绝对的关系中，任何一种相对的手段始终是与绝对格格不人的，并必然不能对绝对发生作用。如果认识乃一种手段，那么，任何认识绝对的意愿就都成为一种荒谬的意图，无论在这里手段具有一种工具的特性，还是具有一种媒介物的特性。在前一情形中，我们作为活动者忙碌于作为工具的认识；在后一情形中，我们经受着作为媒介物的认识，通过这种媒介物，真理之光才能通达我们的心灵。

我们或许还可以作些努力，把在对绝对的把握或者考核当中在绝对身上变化的东西和保持不变的东西区分开来，由此来考查手段，并通过这种考查来补救上述的这种弊端，即，手段恰恰没有起中介作用这种弊端。但如果我们排除手段所引起的变化，也即不使用手段，那么手段也就没有使我们获得未曾变化的绝对的剩余物。然而，从根本上看来，对手段的考查并不知道它所做的事情。这种考查必然鉴于认识对于绝对的合适性而在绝对那重来测度认识。它必须已经认识了这种绝对而且是认识了绝对本身，否则，所有关键的划界就都会落人空虚之中。此外还表明，这种考查关心对工具的探讨更甚于关心对绝对的认识。但如果说认识的目的依然是通过工具而更接近于绝对本身，那么这种意图势必要在绝对面前成为笑柄。如果认识自始就想千方百计地摆脱绝对与认识者的直接关系，以便事先澄清批判工作，那么，所有这些有关认识的批判性J忙乱折腾又有何用呢？对工具的批判性考查并没有把绝对放在心上，而且反对它自身的更好的直接认识。但是绝对也没有嘲笑批判性努力；因为这样做，它就必然要与这种批判性努力分享一个假定，即，认识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即绝对还远离于认识，以至认识需要用力劳作才能捕捉到绝对。但这样的话，绝对就不是绝对了。

可是，仅仅是附带地，并且是在一个从句当中，黑格尔道出了一点：“绝对本来就在并且愿意在我们近旁”。这种“在我们近旁”本身就是真理之光即绝对自身向我们照射的方式。对绝对的认识处于真理之光的光线中，回复它，反射它，从而在其本质中就是这种光线本身，绝不是光线藉以穿越的纯粹媒介物。对绝对的认识要走的第一步，就是径直获得和接受在其绝对性中的绝对，亦即在我们近旁的绝对。这种“在我们近旁在场”(Bei-uns-an-wesen)，即在场，乃是自在自为的绝对的本色。如果哲学作为对绝对的沈识严肃地对待它作为这样一种认识的本质，那么它就已经是具体的认识，这种认识表象着在其真理性中的现实本身。在第一节的开头和行文中，看来黑格尔似乎想响应那种自然表象对一种认识的考查的批判性要求。实际上，黑格尔的目的是要指出在我们近旁的在其在场中的绝对。借此，我们只是专门被引人我们已经在其中的与绝对的关系之中。黑格尔仿佛以这种方式放弃了近代哲学的所有批判性成就。难道他不是借此从根本上抛弃了一切考查，而主张回复到任意的断言和假定中吗？绝对不是。相反地，黑格尔倒是要为考查作好准备。这种准备工作的第一步就在于：我们要放弃关于认识的通常观念。但如果认识不是一种手段，那么考查的任务也不再可能是评价认识是否适宜于作一种中介。如果认识自始就不可能是一种手段，那么，也许考查就已经足以让我们去发现认识的本性了。不但我们考查的对象，即认识，而且考查本身，都显示出一个不同的本质。

【黑格尔】

（二）同时，如果说这种害怕犯错误的顾虑，是对那种完全无此种顾虑而直接开始工作并实际进行认识的科学所采取的一种不信任，那么我们就不理解，为什么不应该反过来对这种不信任采取不信任，即是说为什么这种害怕犯错误的顾虑本身不已经就是一种错误？事实上这种顾虑乃是把某些东西，真正地说，是把很多东西，假定为真理，并以此为根据，产生许多考虑，得出许多推论，而这样被假定的东西，本身究竟是不是真理，倒是应该先行审查的。更确切地说，它假定着将认识视为一种工具和媒介物的观念，它也假定着我们自身与这种认识之间有一种差别，而它尤其假定着：绝对站在一边而认识站在另一边，认识是自为的与绝对不相关联的，却倒是一种真卖的东西，换句话说，认识虽然是在绝对以外，当然也在真理以外，却还具有真理性一这样的一种假定，不禁使人觉得那所谓害怕错误，实即是害怕真理。

【海德格尔】

第二节触着了一种批判的核心，以往一切通过科学对认识所作的哲学批判都要经受这种批判。黑格尔在下面的所有段落中均不再使用“哲学”这个名称。他谈论科学。因为近代哲学此间已经进入了它的本质的完成过程中，这是由于近代哲学把它首次踏人的那块坚固陆地完全地占有了。这块陆地，着眼于表象及其所表象的东西来看，就是表象的自身确定性。完全地占有这块陆地，这意味着：去认识在其无条件的本质中的自我意识的自身确定性，并在这种作为一般认识的认识中存在(sein）。[1]哲学现在就是自身确定性的认识之范围内的无条件的认识。哲学在这种认识本身中完全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了。哲学的全部本质通过对认识的无条件的自我认识而得以实现。哲学即是这种科学。科学这个，名称并不意味着，哲学是在其他现成的科学那里获得其榜样，并且把这种榜样完全地理想地实现出来。当“科学”这个名称在绝对形而上学范围内取代了“哲学”这个名称，那么，前者就在进行着无条件的自我认识的主体的自身确定性的本质中获得了它的含义。主体在此是真实地亦即确定地摆在眼前之物，是subiectum，即 [基体、基底]，也

[l]1950年第一版：亦即认识（wissen）。——作者边注

就是自古以来的哲学当作在场者来认识的东西。哲学成了科学，因为哲学保持为哲学。哲学致力于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观照。但自莱布尼茨以降，存在者是如此这般地对思想显现出来，即每一个ens qua ens[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都是一个res cogitans[思维体]，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乃是主体。如此这般的主体存在，原因并不在于这个思维者的观点，而在于存在者之存在。当然，主体不是在热中于自身的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主观因素。主体是在与客体的表象性关系中成其本质的。但是，作为这种关系，主体已经是与自身的表象性关系。表象通过向主体再现客体而把客体呈现出来；而在这种再现中，主体自身把自己呈现出来了。呈现乃主体的自我意识意义上的认识的基本特性。[l]呈现是在场的一种本质方式。作为这种在场，呈现乃是具有主体特性的存在者之存在。作为以自身为条件的亦即无条件的自我认识，自身确定性乃是主体的存在状态。主体的主体存在，即主体一客体关系，乃是主体的主体性。主体性存在于无条件的自我认识中。以自我认识的方式，主体成就了其本质，结果，主体为了成为主体只是忙碌于这种成就，也即忙碌于认识。主体的主体性作为绝对的自身确定性就是“科学”。只要存在者以这种对认识的无条件的自我认烬的方式存在，则存在者便作为存在者而存在。因此之故，把这种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表象出来的表现，亦即哲学，本身就是科学了。

[l]这里权译为“表现”的Repr?sentation与译为“呈现”的Pr?sentation难以区别。英译本把前者与“表象”(Vorstellen）等同起来，均译作representation。——译者

作为主体的主体性，无条件的自我认识乃是绝对之绝对性。哲学是绝对认识。哲学是科学，因为哲学意求绝对之意志，亦即意求在其绝对性中的绝对。如此这般意求着，哲学意求去观照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有这番意求，哲学才意求其本质。哲学是科学。在世个命题中的“是”绝不意指，哲学本身包含着作为谓词的科学的规定性，而是意味着：哲学作为绝对认识而存在，而且只有这样，哲学才归属于绝对之绝对性中，并以它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这种绝对性。作为绝对认识的哲学之所以是科学，绝不是因为它力求使它的方法精确化，使它的结果变得具有强制性，并从而把它自身与那种就本质和范围而言逊色于它的东西，即科学研究，作等闲视之。

哲学是科学，因为哲学在绝对地认识之际保持其工作。与以往的批判性分析对认识所提出的“顾虑”相同的“顾虑”，对哲学而言是格格不入的。黑格尔故意说“此种顾虑”。他并没有断言，科学可以不假思索地进行其活动而把考查当作耳边风。毋宁说，从关于绝对的认识来看，绝对认识比它一向能够成为以往的批判的可疑方式这回事情更值得思虑。对一种关于绝对的认识的通常的批判性顾虑虽然有犯错误的危险、但它只是在某种关系范围内才可能犯错误，这种关系已经不假思索地被先行假定为真实的关系，因为被看作某种手段的认识成了错误本身。害怕犯错误的顾虑表面看来是考查性的，本身其实是一种错误。何以如此呢？

只要认识被看作某种手段（工具或者媒介物）——认识多久以来被看作手段，又何以被看作手段了呢？——那么认识就被视为某种在绝对和认识者之间自为地出现的东西。认识与绝对相分离，但同时也与运用认识的我们相分离。如此这般完全相互分离开来，绝对站在一边，而认识者站在另一边。但是站在一边的那个绝对是什么？站在无论哪一边的绝对是什么呢？无论如何，它不是绝对。

但同时，分析批判把认识视为某种现实的东西，即使没有把它视为，第一位的和决定性的现实。这种批判于是依据某种真理，也即，依据某种对它来说确定的东西，而这种确定的东西的确定性无疑还是与一切确定之物的无条件的自身确定性相分离的。这种在ego cogito[我思]意义上的enscreatum[受造物]，作为enscertum[确定之物]，它没有绝对也可以是确定的，进而必须像笛卡儿所做的那样，通过一种上帝之证明的隐蔽方式事后加以确证。批判性顾虑虽然意求获得某种绝对的东西，但它想在没有绝对的情况下蒙混过关。甚至当这种顾虑暂时把绝对取消于不可通达之境，并且在表面上尽可能地拔高这种绝对时，它似乎也是按照绝对来进行思考的。但是，这种徒劳地忧虑于对绝对的高估的批判，实际上贬低了绝对。它把绝对贬降为它的思虑和手段的限制之中。它试图把绝对逐出其在场，似乎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把绝对的绝对性事后引人似的。貌似批判性的对过于仓促的错误的害怕乃是对已经逗留于此的那个真理的无批判的逃避。相反地，如果科学先行获得和专门接受了它自己的本质，那么，它就已经对自身作了考查。这种考查包含着一种认识，即是认识到，作为绝对认识的科学处于绝对之在场中。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下面一节的陈述为依据的。

【黑格尔】

（三）我们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乃是因为只有绝对是真的，或只有真理是绝对的。不同意这个结论的人，当然可以作出这种区别，硬说一种认识虽然不像科学所愿望的那样认识绝对，却也还是真的认识，硬说一般的认识虽然没有能力把握绝对，却可能有能力把握别种真理。但是，我们终究要看到，发表这样议论的人都是由于他们作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区别，认为有一种绝对的真理和一种别样性质的真理；同时我们也将看到，像绝对、认识这样的词汇，它们都假定着一种意义，而这种意义则正是现在才应该去努力获取的。

【海德格尔】

第三节说：只有绝对是真的。只有真理是绝对的。这两个命题是不加论证地设立起来的。之所以没有对它们作出论证，是因为没有一种论证能达到这两个命题的基础。之所以没有一种论证能达到这两个命题的基础，是因为论证本身作为论证意图总是离开了这两个命题的基础。这两个命题是未经论证的，但并不是任意的，不是任意的断言。这两个命题是不可论证的。它们设定了首先为自身建基的东西。在这两个命题中，有那种自在自为地意愿在我们近旁存在的绝对之意志在说话。自从近代哲学踏人了它的坚固陆地之后，作为确定性的真理便起着支配作用。真理是在无条件的自我认识中被认识的东西。先前，真理被视为表象与存在者的符合一致。它是表象的一个特性。但作为确定性，真理现在乃是表象本身，因为表象自身投向自身，并且把它自己确证为再现。被认识状态乒经确证了它自己的认识，并且是面对自己在自身那里作这种确证的；它因而也已经从任何具体的关于对象的表象那里抽身而去。它不再维系于对象，以便在这种维系中拥有真理。认识脱离了与对象的关系。作为自身的投送者而进行自我认识的表象摆脱（absolvere)了那种要求，即在对对象的片面表象中寻找它的足够的可靠性。此种摆脱使这种表象得以持存，而且这样一来，这种表象便不再一味地沉酒于其对象。自身确定性的这种从对象性关系那里的自我摆脱乃是它的完成(Absolvenz）。这种完成的特性是，它触及每一种仅仅直接与对象相涉的关系。完成只是就它在各个方面都完结了也即都完成了而言才是完成。在其完成之实现（Absolvieren ihrer Absolvenz）中，表象的自身确定性达到可靠性，对它来说也即达到其本质的自由。它明显地摆脱了与对象的片面维系和对对象的单纯表象。这种无条件的自身确定性从而就是它自己的绝对化。完成（对关系的摆脱）、实现（这种摆脱的完全状态）和绝对化（出于这种完全状态的释放），这三者的统一体标示着绝对者之绝对性。绝对性的所有这些环节都具有再现的特性。绝对者之在场就在其中成其本质。只有在无条件的自身确定性意义上的真理才是绝对者。只有这里所描述的自我表象的绝对性才是真理。

然而，每一种说明，无论它做得多么详细，都使得这两个命题空洞无物。它甚至增加了误解；因为这两个命题所道出的，乃是精神现象学。精神现象学存在于它的表现之中。因此之故，黑格尔只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些命题，而不顾冒任意独断之假象的危险。但他说出这些命题，乃是为了使我们对作为绝对认识的科学所意求的东西作好准备。从其方式来看，科学只意求绝对所意愿的东西。绝对之意志就是要自在自为地在我们近旁存在。眼下，这也就是说：由于绝对具有这样的意志，并且由于我们是认识者，所以在我们近旁的只有绝对真理。因此，无论谁依然主张，除了绝对认识——哲学未加考查地自以为具有这种绝对认识一之外还另有其他的真理，他都是不知道他所说的东西的。一旦他指出一种真理，他就已经表象了绝对。但只要人们——看起来认真地、谨慎地——区分一种绝对的真理和一种别样性质的真理，那么人们就在一种模模糊糊的分别中打转。人们已经使模糊成了批判的原则和关于科学的裁决的尺度。而这门科学只是致力于为绝对、认识、真理、客观扩主观等词语获取它们的含义。但这就要求，科学随其最初的步骤就已经进入绝对的在场，也即达到它的绝对性。否则的话，它就不是科学。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就连去从事那种在真理领域之外和真理水平之下的思索，也已经违背了科学的本性。如果科学如此这般地防止这种不当的批判性顾虑，那么，它却始终还有这样的嫌疑，即：它尽管绝对地断言自己是绝对认识，但并没有证明自．己是绝对认识。科学于是最顽固地违背了它假托实现了的确定性要求。科学因此必须把自己带到那个法庭面前，只有这个法庭能够裁定科学的考查何在。这个法庭只能是绝对之在场。于是，任务又是要阐明绝对之绝对性。

【黑格尔】

（四）我们根本不必去操心考虑，像这样的一些把认识当作一种用以把握绝对的工具或我们赖以窥见真理的媒介物等等无用的观念和说法（可以说一切关于与绝对不相关联的认识和关于与认识不相关联的绝对的观念，都归结于工具和媒介物等等关系上）；我们也完全无需去注意那些借口，它们都是没有能力从事于科学的人从假定这样一些关系中所找到的借口，借以逃避科学研究的辛勤劳动，同时还借以装出一副严肃认真和奋勉努力的样子；同样地，我们也用不着费心替这一切一切去寻找答案，因为它们都是会被当作偶然的和任意的概念而抛弃掉的，而且甚至于使用这些字眼，如绝对、认识、客观与主观，以及其他无数的、被假定大家都已熟知其意义的那些字眼，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欺骗。因为，佯言它们的意义已为众所周知以及每个人本身都具有着关于它们的概念等等，这似乎毋宁只是一种计谋，想逃避其主要任务，即是说，想借以免除提供这种概念的任务。其实，与此相反，另外的一种工作倒应该说是更有理由予以免除，即，我们大可不必去注意那些足以根本否定科学的观念和说法，因为这些观念和说法只构成一种空的知识现象，当科学出现时，空的知识现象就会立即消逝的。但是，正在出现过程中的科学，本身也还是一种现象；科学的出现，还不是真正的、实现了的和展开了的科学自身。所以无论我们鉴于科学与另外一种知识并列在一起从而把科学也想象为现象，或者把那另外一种不真实的知识称之为科学的现象，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不过科学毕竟必须摆脱这种现象；而它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只有转过来面对着这种现象。因为，科学要抛弃或驳斥一种不是真理的知识，说它是对事物的一种庸俗见解，则不能全凭断言，断言自己是完全另一种性质的知识，至于那种庸俗的见解在自己看来一文不值等等，也不能全凭揣想，说在这种不真的知识本身存在着一种较好知识的肤兆。如果只作断言，那么科学等于声明它自己的价值与力量全在于它的存在，但不真的知识恰恰也是诉诸它的存在而断言科学在它看来一文不值的；一个赤裸的枯燥的断言，只能跟另一个断言具有完全一样多的价值而已。我们说科学更不能凭借对一种较好知识的揣想，认定它存在于不真实的知识里而又是在这里指示着真实的科学，乃是因为如果这样，那么从一方面说，科学又同样诉之于一种赤裸的存在了，而从另一方面说，它之诉诸它自身，并不是它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自身，而毋宁是存在于不真实的知识里的，即它的一种坏的存在方式，它的现象。由于这个原故，我们在这里应该将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加以陈述。

【海德格尔】

第四节指出在绝对者的在场中起支配作用的意志，即自在自为地在我们近旁存在的意志，对我们认识者所提出的要求。流行的对哲学认识的批判不假思索地把这种意志看作一种手段。这种批判借此表明，它既没有能力认识绝对认识，也没有能力实行这种绝对认识。这种无能就是无能于先于一切地去感知和接受绝对之在场，也就是无能于科学。致力于思索和考查的奋勉努力回避了为投人到这样一种接受中去的科学研究的辛勤劳动。绝对并不在梦乡中赋予我们以进入绝对之在场的步骤。这个步骤是十分困难的，决不是因为我们——就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首先必须从外部的某个地方而来才得以进入在场，而是因为，在在场内部并因而从在场而来，我们必须把我们与在场的关系带出来，并且把这种关系带到在场面前。因此之故，科学的辛勤劳动并不仅仅在于，固执的认识者劳累不堪地致力于那个步骤。而毋宁说，科学的辛勤劳动起于它与在场的关系。

绝对之绝对性，彻底地自我完成着的绝对，乃是无条件的自身确定性的自我把握的任务。它乃是经受分裂状态的痛苦的劳累，而绝对之本质在其中得以实现的无限的关系就作为这样一种分裂状态而存在。黑格尔早就指出：“一只打补丁的袜子比一只破袜子要好，而自我意识却并非如此。”当黑格尔谈到概念工作，他并不是指学究们的绞尽脑汁的辛劳，而是指绝对本身从无条件的自身确定性中迸发出来，而进入它的自我把握的绝对性之中。但与绝对的这样一种辛勤劳动相一致的，是那种标识着在场之特性的无所费心，因为这种在场乃是在我们近旁的在场（Anwesen）的关系。绝对直接作为绝对而归属于这种关系。与在绝对使它的在场状态并且使自身在这种在场状态中显现出来的辛勤劳动相应的，是科学研究的辛勤劳动。后者的费力取决于前者的努力。相反地，对批判性考查的辛勤推动避开了科学的辛勤劳动中最困难的事情，那就是去思索这样一回事情：有待批判性考查的认识乃是绝对认识，也就是哲学。对哲学认识的流行批判的习惯行为就犹如那些想表象一棵橡树而又毫不留意它是一棵树的人们的做法。

我们因此或许就尝试了把批判性行为看作一种欺骗，因为这种批判性行为佯言要去考查那种首先根本就没有显示给考查的东西。它唤起一种假象，似乎已经具有了本质性的概念，而实际上，一切都取决于首先给出关于绝对、认识、真实、客观和主观等的概念。批判性的顾虑根本就不在它不断谈母宁事情那里。这种考查方式是一种“空的知识现象”。如果科学用不着费心与这样一种批判进行争辩（因为科学本身为保持它的本质就需要费尽心机），那又会怎样呢？如若科学满足于在没有批判性的先行审理的情况下直接地自身出现，那又如何呢？不过，在这里，黑格尔在这一节的中间位置加了一个关键的“但是”：

“但是，正在出现过程中的科学，本身也还是一种现象”；科学的出现也像另外的知识一样。科学虽然能够作出断言，让我们确信它是绝对认识，一切其他的表象都必定要在这种绝对认识面前消逝。但是，由于科学是如此趾高气扬，所以它尤其接近于那些空的知识现象。这些空的知识现象也只能作出断言，要我们确信它们是存在的。这一种断言就如同前一种断言一样的干巴巴。单纯的断言不会使现实知识的活生生的血液涌出来。不过，科学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从空的知识现象那里脱颖而出。它或许会指出，它本身就是那样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不自觉地在自身那里寻求不真实的知识。科学或许会作为这样一种在不真实的东西中被揣想的真理而出现。但这样一来，科学就会重新陷于空洞的断言中。此外，科学还会声称自己是以一种与作为绝对认识的科学很不相称的方式出现的。保持为纯粹被揣想的真理，这是与成为自在自为的真理相距甚远的。

科学出现时的情形又如何呢？当科学出现时，它必然是显现出来的。但问题是，科学只有在其中才能显现出来的那种显现是什么。显现首先意味着：以自我断言的方式同时出现。进一步，显现还意味着：显露出来，在显露出来的同时指向尚未出现的其他东西。显现也意味着：让本身没有显现的或者决不会显现的其他东西显露出来。不过，这些显现方式是与科学的出现不相适合的；因为科学决不会以这些方式把自己展现出来，并因此完全地把自己确立起来。另一方面，科学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绝对认识。它必须使自己进入其真理而产生出来，但也使它的真理一道产生出来。在科学显露出来的每个阶段上面，科学都表现为绝对的科学，而且，它是绝对地表现出来的。因此，与科学相应的显现只可能在于这样一回事情，即：科学在其自、我产出中把自己陈述出来，并因此把自己确立为显现着的知识。科学只能如此出现，即通过对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而出现。在这里，而且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得知，科学真正地作为它本身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显现是什么。

在其显现中，科学以其本质的丰富性把自己表象出来。空的知识现象的消失，并不是由于它遭到摈弃或者只是被抛在一边了。一味地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根本上是不会消失的，而是要深人其显现之中。在那里，它显现为不真实的知识，也就是说，显现为在绝对知识的真理范围内还不真实的知识。对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表达必须在这种知识的显现中——科学就是作为这种知识的显现而产生出来的——反对知识的假象，但却是以和解的方式来反对的，这种方式甚至在纯粹的假象中也照亮了光芒的纯粹闪现。相反地，如果这种纯粹的假象仅仅当作谬误而被拒绝掉，那么，就连它的闪现也还没有得到感知。诚然，甚至科学的自行展开的出现也决不是由于科学仅仅克服了假象。那样的话，真理就还要受非真理的奴役。科学的显现在那种闪现中有其必然性，这种闪现甚至为假象所需要，以便它能成为一种纯粹的假象。

黑格尔的话——“但是，正在出现过程中的科学，产身也还是一种现象”——是有歧义的，而且是出于一种很高的夏酥说的。科学不仅是那种意义上的现象，在这种意义上，不真实的知识的空洞现象就其根本上自行显示出来而言也是一种现象。不如说，科学本身就是在独一无二的意义上的现象，就此意义来说，科学作为绝对认识乃是光芒，这种光芒就是绝对，是照耀着我们的真理本身的光。根据这种光芒的闪现而显现出来，这意思就是说：在自我呈现着的表现的丰富光辉中在场。显现乃是真正的在场本身，是绝对之在场。依照其绝对性，绝对从自身而来就在我们近旁存在。在意愿在我们近旁存在的意志中，绝对是在场着的。自在地、如此这般自行带出之际，绝对才自为地存在。惟由子在场之意志的缘故，对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才是必然的。这种陈述必需始终致力于绝对之意志。陈述本就是一种意愿，也即说，它不是一种愿望和追求，而是行为本身——假如这种行为专注于它的本质的话。眼下，当我们认识到这种必然性，我们就必须来思考这种陈述是什么，以便了解到这种陈述的情形如何，借此我们便能够以这种陈述的方式去存在，也就是说，能够去实行这种陈述。

【黑格尔】

（五）现在，既然这个陈述只以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为对象，它本身就似乎不是那种在其独有的形态里发展运动着的自由的科学；而从这个观点上看，这种陈述毋宁可以被视为向真知识发展中的自然意识的道路，或灵魂的道路；灵魂在这个道路上穿过它自己的本性给它预订下来的一连串的过站，即经历它自己的一系列的形态，从而纯化了自己，变成为精神；因为灵魂充分地或完全地经验了它自己以后，就认识到它自己的自在。

【海德格尔】

第五节引发出上面所说的那种思考。由于科学陈述着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科学本身就必然通过这种陈述及其过程完全地显现出来。这样，科学就并不是喧嚷不休地出现在某个地方。科学的出现在于，它逐步地表明自己是它所是的东西。这种表明是在何种舞台上发生的呢？除了在自然表象的眼睛面前之外，又会在何处呢？这种表象逐步通过其现象的多样性去追踪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同时要追究，一味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如何从一个过站到另一个过站去摆脱假象，并且最后呈现为真实的知识。对一味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伴随着自然表象通过知识的前院直到达到绝对知识的大门口。对一味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乃是自然意识通向科学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由于非真理的假象越来越跌落下来，所以，这条道路乃是把灵魂纯化为精神的道路。对一味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是一种itinerarium mentis in Deum[通向天国之路的精神游记]。

对自然意识来说，并且对哲学来说，有什么能够比这条道路上的游记更受欢迎、更有用呢？因为所描写的道路是循着现象伸展的，所以它乃是一条现象的道路。跟随所与之物的经验在一切认识活动中理应得到在纯粹构造和解析面前的优先性。对于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即现象学，遵循的是现象。它走的是经验的道路。它伴随着自然表象一步一步地进入哲学科学的领域中。

如果我们以自然表象的目光来考察对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那么，这种陈述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自然表象始终联系于它认为当下在自身面前具有的东西。但这种相对的看法能够在任何时候洞察到绝对的知识吗？不能。在一味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名义下——惟一这种知识才可望导向真实的知识——向自然意识表象出自己的东西，乃是一种纯然的假象。不过，直到现在，甚至哲学也认为，精神现象学乃是一个旅行指南，是一本游记，它伴随着日常意识走向哲学的科学认识。但如果这样来理解，则精神现象学在表面看来的样子就不是在其本质中的现象学了。而这种假象的欺骗不是偶然的。它乃是其本质的后果，挤逼并且掩盖着其本质。就其本身而言，假象令人迷惑。在这里混入哲学之中的自然表象把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视为一味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而在这种知识背后隐蔽着一种并不显现出来的知识。可是，陈述绝不是对区别于真实知识的一味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这种真实知识乃是陈述所要达到的。恰恰相反，陈述只是对在其显现中的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这里所谓“只是”并不是说，陈述还不是科学，而是说，陈述不是所有方面的科学。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显现乃是知识的真理。对在其显现中的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本身就是科学。在陈述开始的那一刻，陈述就是科学了。黑格尔说：“现在，既然这个陈述只以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为对象，它本身就似乎不是……科学，而毋宁可以被视为……”黑格尔既不是谈论一种一味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也没有说，陈述还要发展为科学，更没有断言，陈述只能被理解为一个旅行指南，如果它要在其本质中得到把捉的话。

然而，陈述绝不是领着自然表象在意识形态的博物馆四处游荡，以便在参观结束时穿过一扇特殊的门，把这种自然表象释放到绝对知识中去。而毋宁说，随着它的第一个步骤——如果不说在它的第一个步骤之前的话——，陈述解除了那种自然意识，这种自然意识按其方式言根本就无能于跟随陈述。对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决不是自然意识所行进的通道。但它也不是那样一条道路，这条道路逐步远离于自然意识以便进而在其过程的某个地方流注人绝对知识的海洋里。但陈述仍然是一条道路。陈述仍然果断地往返行进在一个中间地带，一个在自然意识与科学之间起支配作用的中间地带。

【黑格尔】

（六）自然的意识将证明它自己只是知识的概念或是不实在的知识。但由于它直接把自己视为实在的知识，于是在它看来这条道路就具有否定的意义，概念的现实化对它而言就毋宁成了它自身的毁灭；因为它在这条道路上丧失了它的真理性。因此，这条道路可以视为是怀疑的道路，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绝望的道路；因为在这里所发生的不是通常的所谓怀疑；通常的怀疑乃是对某种假定的真理的动摇，在动摇之后，怀疑重新消失而原来的真理重新出现，于是终于事情又恢复到怀疑以前的样子。相反地，这里的这种怀疑，乃是对现象知识的非真理性的一种自觉的洞见，对于这种现象知识而言，毋宁只有真正没现实化的概念才是最实在的东西。因此，这种彻底的怀疑主义也不是严肃地追求真理和从事科学的人所自以为业已具备了的那种决心，即，决心在科学里不因权威而听从别人的思想，决心亲自审查一切而只遵从自己的确信，或者说得更好些，决心亲自产生一切而只承认自己的行动是真实的。意识在这条道路上所经历的它那一系列的形态，可以说是意识自身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的形成史。上述的决心把这个发展形成的过程以决心的简单方式呈现出来，当作是直接已经完结了和实现了的东西。但是，与这种不真实的情况相反，这条怀疑的道路乃是一个现实的形成过程。遵从自己的确信，诚然要比听从别人的权威高强些，但从出于权威的意见转变为出于自信的意见，意见的来源虽有转变，并不必然地就使意见的内容也有所改变，并不一定就会在错误的地方出现真理。如果我们执著于意见和成见的系统，那么究竟这样意见来自别人的权威或是来自自己的信心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惟一的差别是后一种方式下的意见更多一种虚浮的性质罢了。相反地，只有对显现为现象的意识的全部领域都加以怀疑，只有通过这样的怀疑主义，精神才能善于识别真理，因为它已不复寄望于所谓自然的观念、思想和意见，不管它们是自己的或是别人的。至于径直地就想去识别和审查的那种意识，由于它本身还充满和纠缠着这些自然的观念、思想和意见，事实上就没有能力做它想做的事情。

【海德格尔】

第六节着手来描绘陈述这条道路，并且说明陈述必然在其中运动、从而使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本身得以显露出来的那个中间地带。因此，这第六节是从一个区分开始的，这个区分逐节地在多个角度上凸现出来；而同时始终蔽而不显的是：这些多样的角度如何联系为一体，构成它们的统一性的基础又是什么。首先要考察的是自然的意识与实在的知识之间的区分。

黑格尔用“意识”和“知识”两个名称来表示同一个东西。这两个名称是相互阐释的。“意识”表示：在知识状态中存在。知识本身提交、呈现并因此规定着“有意识”中的“有”的方式。[l]在这种状态中特别是：被意识的东西（也即知识者直接表象的东西）和知识者（即表象者本身）以及作为其行为的表象。而“知道”则意味着：vidi，我已经看到，我己经获得了关于某物的观点，对于某物的洞识。完成式的“我已经看到”就是现在时的“我知道”，在这种现时在场中已经看到的东勇扮是在场的。在这里，“看”被思考为表象中的“面前具有某物”。表象呈现出来，不论在场之物是一个感官上被感知的东西，还是一个非感性地被思考或被意愿或被感受的东西。表象从一开始就有所看见，它乃是对被看见的东西的察看，是idea[观念]，不过是在perceptio[知觉]意义上的观念。知觉一向就拥有了某个在场之物本身，并且对它进行审查、打量和确证。表象在意识的所有方式中起支配作用。它既不仅仅是一种直观，也不只是判断概念意义上的思维。表象自始就专注于一种“已经看到”(co-agitat）。在这种专注中有被看见的东西现身在场。Conscientia[意识]乃是专注于具有被表达者之在场的方式的在场状态中。作为“有所看见”的方式，表象把景象（即图像）带人在场之中。表象乃是在作为有所看见的知识中起支配作用的图像之带人（Einbringen des Bildes)：即是想象（Einbildimg）。意识就是：在出于被表象状态的带来中在场。以这种方式存在并且作为共属一体的东西而存在的，是直接被表象的东西、表象者及其表象。

[1]海德格尔在此把德文“意识”一词写作“有意识”，以突出其中的“有”或“存在”，标明“意识”或“有意识”是主体的“存在”方式。——译者

“意识”或者“有意识”这个名称命名着一种“存在”或“有”。但这种“存在”对我们来讲不应该是一个空洞的词语。它表示：以被看见者之聚集的方式在场。而按照久已成为习惯的词语用法来看，这里所用的“存在”一词也意指以这种方式存在的存在者本身。表示这种以知识方式存在的存在者的另一个名称是“主体”:普遍地已经摆在眼前的东西，在场者，从而也是伴随一切意识的东西，即，在其表象活动中的表象者本身，而表象活动把它所表象的东西呈送给自己并因此把它置回原处了。表象以再现方式呈现出什么。这一先行于开发被表象者的东西的存在，作为在自身中反思的主体——客体关系的主体的存在，被叫做主体性。主体性乃是具有再现方式的在场。在被表象性的状态中在场，这意味着：在知识中，作为知识呈现出来，亦即在显露的直接意义上进入无蔽状态而显现出来，也就是：在场，此在（Dasein）。作为这样一种意识，意识本就是显现者。意识或知识的直接此在就是显现，而且，显现的场所作为显现的舞台是在显现中并且通过显现本身而被构成的。现在，我们兴许更清楚看到了，“对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这个名称意味着什么。它的意思并不是对一种仅仅在单纯的假象中才出现的东西的陈述。它的独一无二的意思乃是：对在其显现中的知识——芍么种知识直接地无非就是显现者——的表象。陈述随着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把存在着的意识本身表象出来，也即把它表象为现实的、实在的知识。

这种现实的现实性，即主体的主体性，乃是显现本身。而这个存在者的存在，即显现，却如同一切存在者的一切存在一样，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只是就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自己陈述出来而言才进入表象的。但[存在者]现在却是ens qua ens perceptum[作为知觉存在者的存在者]。它在通过作为conscientia[意识]而存在的cogitationes[思维]的呈现中在场。现在，必须被陈述的就是作为主体的主体，作为显现者的显现者。对现象知识的陈述乃是现实意识本身的存在学。

陈述是一条道路，但并不是从前哲学的表象到哲学之间的一个路段。哲学本身就是道路，是陈述着的表象的通道。这个通道的运动必定取决于陈述所跟随的东西，取决于现象意识本身，也即取决于实在的知识——后者乃是自然的知识的真理。

于是，黑格尔得以着手来描绘陈述的本质。他不过是用了一句话，凭这句话，他就把实在的知识本身突出来了：“自然的意识将证明它自己只是知识概念或是不实在的知识”。

自然的知识与实在的知识相对待。那么，自然的就不是实在的，而实在的就不是自然的。人们或许会认为，两者是同一东西。自然的东西就是从自然而来、属于自然、与自然相合的东西。自然乃是无所操心的存在者本身。这种无所操心的存在者难道不能被认为是实在吗？——而人们所理解的实在即是现实，无非是存在者本身，也即自然。黑格尔是联系于本身就是显现者的那种知识或意识来使用“自然”与“实在”的区分的。主体以显现方式在场；客体与主体相随，并且在其与主体的关系中在场。显现着的主体乃是在场着的知识，乃是自然的意识。但根据黑格尔的话，对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将证明自然的意识是不实在的知识。自然的意识将证明它自己甚至“只是知识的概念”。人们或许会认为，黑格尔的意思是说，自然乃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因此不是现实的东西。人们或许会认为，与这种把自然挥发为一种单纯的抽象的做法相对，现在重要的是恢复作为现实的自然的合法权利。然而，黑格尔并没有否认自然是某种现实的东西；他倒是向我们表明，自然不可能是现实性，不可能是存在者之存在。这样，黑格尔也决没有说，自然只是一个概念。他倒是说：自然的意识将证明它自己“只是知识的概念或是不实在的知识”。这里所谓“只是知识的概念”的意思，只能根据黑格尔借“实在的知识”这个表述所作的思考来决定。

实在的东西乃是真实存在的东西。自笛卡儿以来，真实的东西，即[真实之物]，就是enscertum[确定之物]：也即在确定性中认识自己的东西，在知识中在场的东西。但只有当确定的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被意识到时，它才真正地被意识了。这是当ens[存在者]的esse[存在]专门被表象，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亦即在其实在性中的实在，被意识时，才发生的情形。实在的知识是那种知识，它无论何时何地都表象着在其存在者状态（实在性）中的存在者，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对实在的实在性的知识因此被叫做实在的知识。如果自然的知识证明它自己是不实在的知识，那么这就是说：它表明自己是那种知识，这种知识普遍地并没有把存在者表象为这个存在者，而是在它的表象中一味地维系于存在者。如果它寻求在其真理性中的存在者，那么，它始终是试图根据存在者来说明存在者。这样，意识在其中得以呈现出来的那个存在者，对意识来说就是只向意识才呈现出来并因此被看作自然的东西。由于这样一种表象在向它呈现出来的存在者中自行呈现出来，并因此为存在者所包围，故这种知识乃是自然的知识。但是，、即使是这种知识，也只有当它在没有对它有所认识的情形下就具有了对存在者之存在者状态的一般表象时，才能在存在者本身中呈现出来，才能普遍地把一切看作存在者。对存在者的自然的表象，本身就必然是这种对存在者之存在者状态的一般表象，但它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对于存在者之存在者状态或实在之实在性的认识。自然的意识在它对存在者的表象中，并不关注存在，但必然要重视存在。它不仅不一般地把存在者之存在一并表象出来，因为如果没有存在之光的话，它甚至不可能失落在存在者那里。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的意识就只不过是一般的和不确定的关于存在者状态的表象：“只是知识的概念”，而不是那种对实在之实在性来说确定的知识。

黑格尔在这里使用了“概念”一词，其含义是根据规定着自然思维之形式和规则的逻辑学说而来的传统含义。概念一般地是关于某物的表象；“只是……的概念”说的是，这种表象甚至没有专门把捉到它所表象的东西。但自然的意识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它不仅不断地在被表象的存在者中呈现出来，而且同时还把这个存在者看作惟一真实的存在者，并因而把它的知识看作实在的知识。因此之故，黑格尔在文中继续写道：“但由于它（自然的意识）直接把自己视为竿的知识，于是在‘仑看来这条道路（即对在其显现中的现象知识的陈述的道路）就具有否定的意义，……”无论实在的知识在哪里把存在者之存在置人光亮中，自然的知识都不会去关注这回事情，因为它自己的真理借此就会受到置疑。自然的知识遵循着它本身。在它面前显露出来的一切归于下面这句话：它是并且始终是我的（das Meine)，而且作为这种所意谓的东西（Ge-flleinte），它是存在者。[l]如果说黑格尔把表象理解为意见，那么，他同样在“意见”这个词中听出了几种意思：直接指向某物，对所与之物的可靠接受，以及在保持和断言某物是它本身这种意义上的意见。后面这种意见乃是自然的意识在其中运动的一切表象的基本机制。因此，黑格尔在这一节中可以说：自然的意识“执著于意见的系统之中”。

[1]注意这里的“我的”（das Meine）、“所意谓的东西”（Ge-meinte）与“意见”（Meinen）之间的字面和意义联系。

黑格尔所谓的自然的意识，绝不能等同于感性的意识，自然的知识存活于一切精神形态中，所有这精神形态各有其存活方式——尤其是绝对知识的那种形态，这种绝对知识发生为绝对的形而上学，并且只是偶尔地为少数几个思想家所洞识。在19和20世纪的实证主义面前，这种形而上学并没有瓦解；我们毋宁说，现代技术世界在其无条件的要求中无非就是自然的意识，这种自然的意识按照它的意见方式，在对一切事物的势不可挡的对象化过程中，实施着对一切存在者的无条件的、自我确证的可制造性。但即使是这样，绝对形而上学也还不是那个东西的原因——这个东西以其方式把自己确立为对在技术之本质中发生的事情的证实。意识的自然要素并不在于感性的和感官上可感知的东西中，而在于那个直接向意识呈现出来、并且作为这种呈现者直接进入意识之中的东西中。以这种方式，自然的意识也接纳了一切非感性的东西，后者或者是理性和逻辑中的非感性因素，或者是精神中的超感性因素。

相反地，一旦现象知识的显现显露出来，那么在知识中重要的就是这种显现了。自然的意识看到自己被置人到另一种光亮中了，但却从来不能洞察它的真理，因为这种真理现在表明自己是还不真实的东西；原因就在于，它本身所是的显然者的显现乃是它自己的真理性和实在性。对显现的陈述把“只是知识的概念”的那个东西实现出来。它把实在带入其实在性之中，并使这种实在性在实在中获得支配地位。这样一来，显现者既没有被消除，也没有与实在的知识分道扬镰。前者被保存于后者中，而后者实际上就是显现者自身，也即它的实在性和真理性。自然的意识与实在的知识实际是同一的，因为前者（作为还不是真实的东西与后者作为前者的真理性）必然是共属一体的。但两者恰恰因此也不是相同的。[l]

从自然的意识角度来看，对在其显现中的现象知识的陈述不断地动摇着被自然的意识看作真实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对真理的动摇理解为怀疑。不过，单纯怀疑的道路，正如笛卡儿的沉思过程所表明的那样，却是别有特色的。诚然，它对表象的多种方式加以置疑，但这种置疑仅仅是为了保持在起始位置上，由此起始位置而来，沉思才得以启程，去学会那种本身根本不能怀疑的怀疑。这条怀疑的道路只是说明怀疑已经把自己带人一种可靠性中了，而这种可靠性被看作fundanlentum absolutum[绝对基础]。不过，这个绝对者的绝对性既没有被怀疑，也没有被追问，甚至也没有在其本质方面得到命名。黑格尔的道路则是另一条道路，因为黑格尔知道，一种绝对的认识只有当它无论如何都以绝对性为开端时才能存在。因此，只有对黑格尔的思想来说，自然的意识才在它所特有的地方显现出来；而笛卡儿虽然涉足了现代哲学的那块陆地，也就是作为ego cogito[我思]的subiectum[一般主体]但从根本上说，他终究没有看到那片陆地上的风光。

[1]在海德格尔的思想语汇中，“同一”（das Selbe）与“相同”（dasGleiche）有异，前者是有区分的共属一体的“同”，或者说，是同中有异，后者是无区分的空洞的等同。——译者

对自然的意识而言，在对现象知识的绝对陈述中，决没有任何一种向其真理性的回归。对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的陈述的道路“乃是对现象知识的非真理性的一种自觉的洞见，对于这种现象知识而言，毋宁只有真正没现实化的概念才是最实在的东西”。自然的意返在这条道路上最终失去了它以往的真理性，但它同时决没有失去它自己。而不如说，它按照其陈旧的方式把自己确立在新的真理性中了。从现象知识的科学的观点来看，陈述的道路对自然的意识来说乃是绝望的道路，虽然自然的意识并不知道这一点。但自然的意识本身是从不绝望的。绝望意义上的怀疑乃是陈述的事情，也就是绝对认识的事情。不过，即使是陈述，它在这条道路上也并不是对自己绝望，而是对自然的意识绝望，因为自然的意识从来就不想把始终是它本身所是的那种知识的单纯概念实现出来，但依然不停地自以为具有知识的真理性，冒充自己是知识的惟一尺度。陈述愈完全地穿过绝望的道路，科学就愈迅速地完成它自己的显现。

对现象知识的陈述完全淹没在绝望状态之中。它乃是绝望的完成。黑格尔说，它是“彻底的怀疑主义”。借此，我们重获了“怀疑”一词的原本含义；意味着：看、观望、察看，去看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是什么和如何存在。这样来理解，怀疑就是在看的同时追踪存在者之存在。’它的观望预先已经看到了存在者之存在。它从这个角度去察看事清本身。思想家本身就是怀疑者，他们由于那种进入存在的怀疑来怀疑存在者。

怀疑笼罩在那种光线的光芒中；自在自为地寓于我们而存在的绝对之绝对性就是作为这种光线来触动我们的。怀疑的“已经看到”是那种vidi（我已经看到和我现在正在看），它看到的是实在的实在性。但如果实在性乃是现象知识的显现，那么，这种显现就只是这样来达到陈述的，即：陈述跟随着显现并且作为这种随员而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显现者的显现就来到了瘫面前。而在这种到来中，显现者本身却离开了，因为它把自己看作实在了。这种同时的到来和离开乃是意识本身所是的那、种运动。意识就在自然的知识与实在的知识的统一中，作为这种统一，意识便根据当下对它本身的认识来面对自己，并且在这种面对中显现出来。因此，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形态。怀疑归于意识本身，意识展开为怀疑主义，怀疑主义在显现者之显现中把意识之形态带出来，把它转变为另一种形态。意识乃是具有彻底的怀疑主义之方式的意识。怀疑主义乃是意识本身之历史，而意识本身既不仅仅是自在的自然意识，也不仅仅是自为的实在知识，毋宁说，它首先乃是自在自为的两者的原始统一。那种显现之到来和显现者之离开的运动乃是这样一个事件，它从一个形态到另一个形态，把意识带人景象（Anbhck）之中，也即把意识带人其本质的图像之中。意识之历史随着这个图像而把在其显现中的意识本身产生出来。这一历史乃是“意识自身向科学发展的形本史”。黑格尔在此没有说：自然的意识向哲学的意识的形成．因为他所思索的只是现象意识的显现，这种现象意识处于它完全的显露中，意识作为这种现象意识已经是科学自身了。

彻底的怀疑主义乃是历史的历史性；作为这种历史，意识形成为绝对知识的显现。怀疑主义在这里不再仅仅被看作个别主体的一种态度。因为那样看的话，怀疑主义就始终不过是那种主观的决心，即决心决不依赖于他人的权威，而是亲身——也即根据这个特殊主体的心智——去检验一切事物。虽然这种怀疑主义依据的是一个自我表象的自我本身具有的观点，但它决不是一种进入到存在者之存在中去的怀疑。后面这种怀疑并没有返回到一种受限制的自明性的狭隘视界中，它洞见了现象知识的整个范围，因为它放眼看到现象知识的显现。这个个别地自我表象的ego cogito[我思]始终被囿禁于这个范围之内。然而，如果我们比黑格尔所能思及的更本质性地来看，即使这个范围也许也只不过是对ego cogito[我思]的enscertum[确定之物]的esse[存在]的记忆，而且是以这种记忆向绝对知识的实在性的扩展为形态的。诚然，这种扩展需要先行的J怀疑，就是对无条件的主体性的自行显现的广度的怀疑。但此种先行同时也是决然而完全的向那种存在者之真理的退却；这种存在者之真理作为绝对的确定性，把自己看作存在本身了。

在这里，我们已不能回避一种对语言用法的递呀，因为这种说明在此期间已成为必需的了。黑格尔明确地建立了他的术语，他用“存在者”（das Seiende）这个名称来表示在直接表象中成为意识之对象的那个东西。这个对象是片面地仅仅按照对立（das Gegenstehen）方面被表象的东西，而其中并没有考虑到表象和表象者。作为这种意义上的存在者的名称，存在（das Sein）乃是表示实际上根本还不是真实的和实在的那个东西的名称。黑格尔用“存在”来命名在他看来还非真实的实在性。相应地，他也是这样来阐释古代哲学的。因为古代哲学还没有踏上哲学的陆地，也即还没有进入自我意识中一唯在其中，被表象的对象才成其本身，所以，古代哲学所思考的实在只是存在者而已。黑格尔始终在“单纯存在”的狭隘意义上来理解“存在”，因为真实存在者乃是ens actu，也即那种现卖，这种现实的actualitas（即现实性）就在于自我认识的确定性的知识币。惟有这种确定性才能在事实上——现在也即说，始终根据绝对知识的确定性一要求一切现实性（即这秒现实性）“存在”。于是，在这里，当存在被认为已经消失了之际，它其实又返回来了。但科学的绝对知识却对此概无认识。

与黑格尔的语言用法相区别，我们所使用的“存在，这个名称，既表新良随康德的黑格尔所谓的对象哇和客观性，也表示黑格尔所设想的真正现实的东西和他所谓的精神的现实性。对于希腊的存在，我们并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来解说的，并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把它解说为一种尚未获得其本身的主体性的直接表象的对象性，也即并不是根据这种主体性，而是根据希腊的[无蔽]，把它解说为那种出于无蔽状态、并且人于无蔽状态的在场（Anwesen）。但是，这种在场，这种在意识之怀疑的再现中发生的在场，乃是在场状态的一种方式，这种在场状态就犹如希腊人的[在场]，是从一种遮蔽着的时间尚未被思索的本质而来成其本质的。自希腊思想的开端，一直到尼采关于相同者之永恒轮回的学说，存在者的存在者状态就是作为存在者’之真理而发生出来的；这种存在者的存在者状态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存在的一种方式而已，尽管是一种决定性的方式，而存在绝非必然地仅仅显现为在场者之在场状态。[l]按照黑格尔使用存在这个词的方式，严格地看来，他便不再可以用一个还包含着“存在”（sein）一词的名称，来表示他所谓的现实的真正现实性，即精神。但他却往往这样来表示，因为精神之本质始终是自我意识。这种语言用法当然不是一种不准确的和不连贯的术语的结果，而是植根于存在本身自行揭示和自行遮蔽的那种隐而不显的方式中。

[1]1950年第一版：因为存在是存在者之存在（参看第386页），所以存在属于存在学差异，并且因此本身就指引着一个根原始的本质。由此可明见，形而上学如何认识存在（存在状态），只不过是存有的一个方式。存在——这个来自形而上学的名称——作为对区分而言的存有。——作者边注

相反地，如果我们在对黑格尔原文的审视中用“存在”一词来表示现象知识的显现，又表示绝对之绝对性，那么，这初看起来就仿佛是一个任意之举。但实际上，我们的这种语言用法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纯粹术语上的一个情形；当然，这是有前提的，其前提是：根本上，思想的语言是可以与术语联结起来的，而术语本质上乃是科学的一个工具。从其命运中生长出来的思想的语言却把另一种思想所思考的东西召唤到其思想的光亮之中，以便把这另一种思想开放到它特有的本质中。

如果意识的怀疑先行进入现象知识的显现，看到这种显现，并且把它带到陈述那里，那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何以这样一来，陈述本身便能得到显现，以至它不再成为一种纯然的出现呢？陈述若要避免这种命运，它就得确保一点，即：意识之形成的整个历史在陈述中显露出来，而在意识的构成物中，自然意识能够找到它所有的形态的真理性。

【黑格尔】

（七）不实在的意识的各个形式，由于它们之间有依序前进的必然性和互相关联的必然性，将自己发展出完整的形式体系来。为了便于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暂且一般地指出：把不真实的意识就其为不真实的东西而加以陈述，这并不纯然是花种考卑的运动。一般地说，自然的意识对这种陈述所持的见解，就是这样的一种片一面的见解；而一种知识，如果它以这种片面性为本质，它就是不完全的意识的形态之一，这种形态的意识投身于形成发展的过程，并将在过程中呈现出来。因为这种片面的见解就是怀疑主义，怀疑主义永远只见到结果是纯粹的虚无，而完全不去注意，这种虚无乃是特定的虚无，它是对于结果之所自出的那种东西的虚无（或否定）。但事实上，如果虚无是对结果之所自出的虚无，那它就纯然是真实的结果；它因而本身就是一种特牢的虚无，它就具有一种申粤。终止于虚无或空虚的抽象性上的怀疑主义，是不能超越这抽象性而继续前进的；它必须等待着看看是否有什么新的东西显现出来，以便它好投之于这同一个空虚的深渊里去。相反，当结果被按照它真实的情况那样理解万特定的否定时，新的形式就立即出现了，而否定就变成了过渡；有了这种过渡，那穿过意识形态的整个系列的发展进程，就将自动地出现了。

【海德格尔】

第七节展开关于“不实在的意识的各个形式的完整体系”的问题。这些形式乃是现象知识的形态，因为这种现象知识还没有在其显现中向自己显现出来，从而还没有被置人它的实在性之中。形态的完整显露只能从这种到达过程中产生。而这种到达过程乃是显现的发展进程。它必须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进程。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确保那种不留任何偶然的漏洞的完美性。陈述过程中的这种发展进程的必然性的根据何在呢？这种发展进程的本质的根据何在呢？

在这里，为了以正确的方式来作出回答，我们不可听从那种见解，那就是自然的意识一般地关于现象知识的陈述所持的见解。这种见解原则上是片面的；因为自然的表象始终只盯着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在它看来甚至也不是一个方面，而就是整体），只盯着直接照面之物的方面。至于另一方面，也即存在者之存在的方面，自然的意识是决不加以关注的。自然意识的这一根本性的片面性甚至可以显露为意识的一个本己形态。它必定在意识的形成历史中呈现出来。它显示为那种怀疑主义，后者在一切认识和行为中最后终止于这样一个结论，即：被认为已经获得的丰富的知识完全是虚无的。作为无条件的诡辩法的纯粹怀疑癖，这种怀疑主义的结果始终是空洞的虚无。

何以在这一意识形态中，自然知识的片面性被提升为一个有意识的原则了呢？这是因为，自然的意识无论何时何地都只发现存在者，即显现者，都只根据这一发现结果来判断一切照面者。并不具有这一发现结果的方式的东西，则沦于一个绝对命令中，即沦于“如此这般的东西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绝对命题中。并不具有自然意识——它只发现存在者——的发现结果的方式的东西，乃是存在。因此，显现者之显现，即实在之实在性，在自然的意识的视界内被看作某种虚无的东西。根据自然的意识的判断，构成现象知识之陈述的每一个步骤都会导致虚无的结果。事实上，这种陈述甚至从来都没有超越它的已经把它带向虚无的最初步骤。这种陈述将如何由此而继续进行？又将何所柱呢？任何一种发展进程始终都是拒绝陈述的，除非陈述不断地从某处获得现象知识的另一个形态，以便在其中发现假定的显现，并且随着这种显现重又沦于虚无中。

自然的意识无论何时对现象知识的陈述作出判断，它都必定持有那种见解；而那种见解也往往充分地表现在那些针对黑格尔哲学而提出来的所谓哲学的抗辩中。为防御这种抗辩，黑格尔本人在眼下这一节中只是说：所谓的在其显现中的现象知识的陈述所导致的虚无，并不是空洞的虚无，而是“对于结果之所自出的那种东西的虚无”。但是，显现来自显现者本身。因此，如果在陈述的发展进程中对这种陈述而言给出自身的东西并不从这个过程由之而来的那个地方给出自己，也绝不从这个过程的下一个步骤所前往的那个地方给出自己，那么，就用不着奇怪，陈述的过程对自然的意识来说始终是格格不人的。于是，就更必需预先防止自然的意识对陈述的发展进程所具有的那个片面的见解把一切都混淆起来。

【黑格尔】

（八）正如发展进程的序列一样，甲标也是知识所必需确定的；目标就是知识不需要再超越它自己的那个地方，就是它找到了它自己的那个地方和概念将合于对象、对象符合于概念的那个地方。趋向这个目标的发展进程，因而也就是前进无已、不可遏止的，不以目标以前的任何过站而满足的。凡只局限于度过着一种自然的生活的东西，就不能够由它自己来超越它的直接的实际存在；但它会被另外一种力量迫使它超出自己，而这个被迫超出自己就是它的死亡。但是意识多鹜就是它自己的娜今，因此它直接就是对于界限的超越，而且由于这个界限属于它自身，所以它就是对它自身的超越；有了个别的存在，也就同时在意识里有了彼岸，即使这种彼岸只是并存于界限的旁边，像在空间直观里那样。因此，意识感受着从它自身发出的这种暴力，一定要败坏它整个的有限满足。当意识感受到这种暴力的时候，恐惧的意识很可能因害怕真理而退缩回来，竭力去保全它那陷于消灭危险中的东西。但是，恐惧的意识是不可能宁静下来的：首先，尽管它想安居于无思虑的懒惰中，它的思想却在干预着这种无思无虑，它的心神不宁却在扰乱着这种懒散；其次，尽管它把自己巩固起来，成了一种心情，在这种心情之下，它确信一切东西就其自己的类属而言都是好的，但有这样的确信的意识也同样地感受暴力，它感受从理性方面来的暴力，因为理性正是认为某个东西之所以不好是由于它只是一个类属。或者再换一方面说，害怕真理的意识也很可能躲在一个幌子下面自欺欺人，认为害怕真理毕竟还比任何自己杜撰出来或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思想要聪明些，而其挂在外面的幌子则仿佛在说，正是由于有了对真理的热烈渴求，才使它自已很难于，甚至不可能找到别的真理，而只能找到虚浮的意识所取得的真理；这种虚浮，善于把真理都——予以败坏，从而退回自身，陶醉在它自己的知性之中，即，陶醉于会瓦解一切思想却不会从中取得其一切内容而只会从中找到赤裸的自我的那种理解力中，——这种虚浮，乃是一种满足，必须听其自然，不去管它，因为它逃避普遍，而只追求自为的存在。

【海德格尔】

第八节描写意识的形成史在其中运行的那个历史过程的运动特征。贯穿于知识形态之完整序列的发展进程被认为是由自己给出自身的。“由自己”在这里只能意味着：根据意识在自身中如何成为一个过程的方式。因此，现在就必须来考察意识。相应地，这一节摊出了黑格尔在我们讨论的这段话中道出的三个关于意识的命题中的第一个。所谓“意识的形成”意思是：意识使它自己了解它的本质，即成为绝对认识意义上的科学。这里蕴含着双重的东西：意识在其显现中显现出自己，而同时，意识根据它自己的本质，按照其显露的本质性方面把自己确定起来，并因而把自己组织为它的诸形态的王国。意识本身既不仅仅是自然的意识，也不仅仅是实在的意识。它也不是这两者的单纯合并。意识本身就是自然的意识和实在的意识的原始统一体。但实在的知识和自然的知识并不像无生命的贮存物那样处于意识之中。意识是实在的知识和自然的知识，因为意识在两者的原始统一体中，并且作为这个统一体把自己显现出来。[l]两者在意识中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是这样一个区别，它作为自然的知识的不安区别于实在的知识，作为实在的知识的不安区别于自然的知识。意识本身在自身中就是自然的知识与实在的知识冬间的相互区别的不安。历史过程的运动植根于意识本身的这种不安，并且也已经从这种不安中获得了方向。意识既不是事后才被置人运动之中的，也并不是才被指引到它的方向中的。

[1]1950年第一版：存在宛若完全自行显现．“绝对理念”自在自为在场——作为完全的自行在场。——作者边注

在形成史的过程中，自然的意识表明自己“只是知识的概念”。但这里的“只是”已经足够了。因为，自然的意识在它对存在者的表象中必然地——尽管是不明确地——把存在者之存在状态一道表象出来，就此而言，自然的意识借助于它本身而超越了自己，但又不是在它本身之外。自然的意识不仅没有取得任何关于“概念”的知识（事实上自然的意识总是已经作为这种“概念”而存在），它甚至认为没有“概念”也无关紧要．而实际上，自然的意识逗留于其中的任何特定的存在者领域，就其广度并按其可支配性的方式而言，惟一地取决于作为对于存在者之存在者状态的知识的意识本身是什么。但自然的意识对自己掩盖了那种自我超越的在意识中起支配作用的不安。它避开这种不安，并因此以其方式把自己与这种不安联系在一起。它把它的意见视为真实，因而要求自为的真理，并赢实：它认为是它的东西并不是它的东西。它自己的意见不断地透露出那种不可遏制地向自我超越拉扯的不安。对现象知识的陈述只需要把自己投入这种不安中，以便在发展进程的过程中存在。运动的不可遏制性却只能由这种不安在自身中遵循的东西来决定。这种不安遵循着那个拉扯它的东西。那就是实在的实在性，后者只有当它在其真理性中显现自己之际才存在。从发展进程的方向来看，这种实在性乃是过程的目标。从意识的不安方面来思考，过程始于目标。过程乃是一种从目标而来的运动，诚然，这个目标并不被抛在后面，而是恰恰随着运动本身达到了它的展开。对知识来说，其过程的目标是在它自己的本质中设定了的——目标就是知识的本质本身。意识在其不安中本身就是目标的先行设定。因此，第八节以这样一句话开始它的任务，来描写意识的活动：“正如发展进程的序列一样，甲标也是知识所必需确定的。”可是，这一节并没有探讨目标，至少没有在人们借以设想一个目标的那种形态中来探讨目标，也即没有像人们所做的那样，把目标看作某物向之推进的那个东西。如果在这里我们可以用机械学的谈法作为权‘宜之计，那么，我们就不妨说：在意识的形成史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进程并不是由意识的特定形态而来被向前推动的，并且被推人尚未决定的东西之中，而毋宁说，它是由已经被确定了的目标来牵引的。在这种吸引中，有吸引力的目标把自己带出来，使自己进入其显现中，并且从一开始就把意识过程带人它的完整状态的完全之中。

彻底的怀疑主义通过它的怀疑已经把这样一个目标收入视野中，并因而把它纳入意识本身的不安的中心中。由于这个中心不断地开始运动，所以，在知识之本质中起支配作用的怀疑已经囊括了意识的一切可能的形态。与此相应，还不真实的知识的形式的范围就是完整的。陈述据以表象出一切在其显现中的现象知识的那种方式，无非是在意识之本质中起支配作用的怀疑的共同实行。这种怀疑自始就忍受着那种不可遏制的东西，通过它，意识被撕裂而出离自身，也即自然的知识被拉人实在的知识之中。由于这种撕裂，自然的意识便失去了被它视为它的真理和生命的那个东西。因此，这种撕裂就是自然的意识的死亡。在这种不．断的死亡中，意识奉献出它自己，目的是从奉献中获得它自己的再生、自然的意识在这种撕裂中遭受一种暴力。但这种暴力来自意识本身。这种暴力是意识本身中的不安的支配作用。这种支配作用乃是绝对之意志；这个绝对意愿在其绝对性中自在自为地在我们近旁存在——这里所谓我们，就是始终以自然意识的方式在存在者中间逗留的人们。

现在，我们所谓关于意识的第一个命题也许能够得到阐明了：“但是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这话的意思与第六节开头一句“自然的意识将证明它自己只是知识的概念……”的意思有某些不同之处。现在谈的不是自然的意识，而绝对地是意识本身。现在强调的是“概念”一词。“概念”在这里的意思是：意识在其真理性中对自己显现出来。真理的本质在于无条件的确定性。根据这种确定性，只要一个被意识之物仅仅一般地被表象，那么它就还没有被把握。毋宁说，它在其被意识状态中，必须返回去联系于与之相应的知识，并且在这种联系中与这种知识本身一道被表象出来。只有这样，这个被意识之物才完全在知识中存在，而这种知识由此就成了一种全面的又是无条件的意识的表象概念性把握）。在与这种概念——意识在其中得以把握它本身一的关系中，自然的意识始终“只是概念”。因为，就自然的意识是意识而言，它具有一种关于一般被意识状态的表象。仅仅由于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自然的意识作为意识本身的一部分才能固执于仅仅成为知识的概念。但我们要充分理解第一个关于意识的命题的话，那是有条件的，其条件是：我们不仅要注意到黑格尔所强调的“概念”与“只是概念”之间的区分，而且要思索在前面几节的过程中处于我们的沉思眼界内的东西。在“但是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这句话中，真正强调的是其中的“是”（ist）。这意味着：意识完成它的自我显现本身，而且，意识在自我显现中为自己构成显现的场所，因为这个场所包含在意识的本质中。于是，意识在其概念中找到了它自身。

由于黑格尔的第‘个关于意识的命题揭示了意识的真理，所以，他现在也就能够说明自然的意识何以是不实在的知识了。他也把自然的意识称为不真实的意识。但这绝不意味着，自然的意识只不过是错误、欺诈和迷误的垃圾。而毋宁说，这倒是意味着：自然的意识始终是还不真实的意识，它被那种把它拉人其真理之中的暴力所压服。自然的意识感受到这种暴力，并且陷于对它自己的持存的恐惧中。黑格尔——人们对他的理性主义未能作出充分的褒和贬一——在一个关键的地方指出了自然的意识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关系，在那里，他谈到“暴力的感受”。这种对意志（绝对就作为这种意志而存在）之暴力的感受标志着自然的意识在其中“只是知识的概念”的那种方式。但是，如果我们竟认为，在黑格尔的看法中，那种使意识逃避存在者之存在的自然的恐惧作为这种自然的存在关系，无疑也就是哲学借以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那种方式，或者干脆说是那种机构，仿佛当思想不得不归结于感受时，哲学也已经即刻听任单纯的感受摆布了，而并没有被建基于科学之上——如果我们这样认为，那是愚不可及的。这种肤浅的看法与往常一样，在今天也仍有其市场。不过，这种看法本身就是那种知性的虚浮的一部分，这种知性沉腼于它自己的无思想状态的惰性中，并且把一切都消解在这种惰性中。这一节随着关于意识的第一个命题而放眼观望知识之真理；在这一节的结尾，知识的非真理性以“赤裸的自我”的形态显现出来，而这个“赤裸的自我”由于把自己限制在它所照面的存在者中而得到了它惟一的满足。

“赤裸的自我”乃是表示哲学中通常意见的专横行为的名称。但这个名称却并不指称与我们这个共同体相区别的孤立的自我。相反，“赤裸的自我”恰恰就是具有共同意见的许多人的主体。“赤裸的自我”生活在“人们”的利己主义中，后者由于对彻底的怀疑主义的恐惧而遁入意见的教条主义之中。这种教条主义的一贯原则是：对现象知识的陈述视而不见，拒绝与陈述之发展进程同行。因此，流行见解的教条主义必然要沉酒于自己。哲学在做出这一判决时并没有摈弃自然的意识。无论它的情形如何，这实际上都是因为科学是还不真实的东西的真理性，从而恰恰就是还不真实的东西本身，但却在其真理性中存夸。只有．哲学才发现了在其自然性中的自然的意识，并且承认了这种意识。然而，当这种自然的意识把自己夸张为哲学，以便消除与哲学的界限，并且背弃这种作为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认识的哲学时，哲学便与自然的意识失之交臂了。但这时候，哲学所错失的也只是那种东西，这种东西本身就已经背弃了哲学，避开了哲学；而哲学在这种错失中却关注着自然的意识，而且仅仅关注这种自然的意识，目的是为了成为意识之真理显现于其中的那个过程。

现象知识的陈述乃是彻底的怀疑主义。由于它彻底，它便充分把自己阐发出来。陈述把本身展开出来，而不只是出现。陈述的道路并不是从自然的意识通向实在的意识．而毋宁说，意识本身一它作为自然的意识与实在的意识之间的这种差异，在意识的每一个形态中存在一从一个形态继续通向另一个形态。这种发展进程乃是一个过程，其运动是由目标来决定的，也即是由绝对之意志的暴力来决定的。陈述跟随着向它迎面而来的现象知识的显现。关于绝对认识的自然观念，即认为绝对认识是一种工具的观念，现在便烟消云散了。于是，认识也就不再能够被考查了，无论如何，不再是一种用于对象身上的工具了。此外，由于陈述把自己展示出来，所以考查看来根本上也是多余的了。如此，按照这种解释，陈述就可以直接开始。但假如它还不曾开始，它就不会开始。沉思的新篇章随之而来。这表明，现象知识的陈述的本质还没有充分地被带到我们跟前，我们还没有获得我们与这种陈述的适恰关系。陈述与被陈述的东西如何联系为一体，两者究竟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同一东西而又没有流失于无差别性之中，这些问题还是模糊不清的。如若绝对自在自为地就在我们近旁存在，那么，绝对的认识如何能够成为一条通向绝对的道路呢？如若在这里我们竟还可以谈论一条道路的话，那么，我们也只能谈论绝对本身所走的道路，因为绝对本身就是这条道路。现象知识的陈述可以成为这条道路，这种过程吗？陈述的本质变得更加神秘莫测了。瘴整的只有一点，即：与绝对相分离的陈述并没有从某处而来，以自然的意识对认识的表象方式来面对绝对。

【黑格尔】

（九）关于进程的方式和必然性，我们暂时一般地谈了这些，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关于系统陈述的方法、可能也有些用处。这种陈述，既然被想象为科学对待现象知识的一种行动和对认识的实在的一种考虑和审查，那么不先作一种假定，不先设立尺度以为根据，显然是无法进行的。因为审核考查就在于使用某种已被承认了的尺度，就在于产生被考查的东西与尺度之间的相等或不相等以决定其对与不对；因而一般地说，尺度，以及科学也一样，如果科学是尺度的话，在进行考查时是被当作本质或自在物而承认了的。但是在这里，科学刚才出现，所以无论是科学自身，或者任何其他的尺度，都还没有证明自己是本质或自在的东西；而没有这样的一种东西，审查就显然不可能进行。

【海德格尔】

第九节却又径直谈论这种关于认识的自然观念。当然，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重新提出关于绝对认识的审核考查的问题。认识不是任何工具——芍大一事实还不能使认识的考查失去效力，相反地，认识的考查现在才可能使自己成为可疑的问题。如果陈述把现象知识带入其显现中，那它就把还不真实的意识置人其真理性中了。它根据显现者的显现来测度显现者。显现乃是尺度。陈述从何处取得这种尺度呢？由于科学担负着对现象知识的考查，所以，科学本身就充当了这种考查的权威，从而也就是这种考查的尺度。假如科学的出现就在于陈述的具体阐明，那么，科学实际上必然已经在其最初步骤中把考查的尺度当作一种已经被证明的尺度而一道带出来了。一方面，科学为了阐明自己，需要这种尺度；另一方面，这种尺度也只能在阐明中产生出来，假如一种绝对的认识无论在哪里都不能采纳尺度的话。如果陈述必须以其真理性来测度不真实的知识，那么，陈述就不得不统一于不可统一的东西。不可能的东西阻挡着陈述的道路。如何能够消除这个障碍呢？

【黑格尔】

（十）这是一个矛盾。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在意识里知识的抽象规定是什么和真理的抽象规定是什么，则这个矛盾和这个矛盾的消除就将表现得更加确切。因为，意识是把自己跟某种东西区别开来而同时又与它相关联着的；或者用流行的话说，这就是，有某种为意识的东西；而这种关联或某种东西的为一个意识的存在，这个特定的方面，就是知识。但是我们把自在的存在跟这种为一个他物的存在区别开来。同样地，与知识发生了关联的存在也跟它区别开来并且被设定为也是存在于这种关联之外的；这个自在的存在的这一方面，就叫做真理。至于这些规定的真正内容是什么，在这里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既然显现为现象的知识是我们讨论研究的对象，那么它们的规定也就是首先被按其直接对我们呈现的那样接受下来了的；而它们对我们的呈现，则正是像我们方才说过的那样。

【海德格尔】

第十节继续展开沉思，以表明，黑格尔并不是用逻辑论证来调和和消除陈述之本质中的矛盾。表面上不可统一的东西并不在陈述的本质当中。它在于那种不充分的方式中，以这种方式，我们——始终还为自然的意识的表象方式所掌握的我们——看到了陈述。陈述是以知识的显现为目标的。一种知识也是陈述。两者归于意识本身。如果有关尺度和考查的问题根本上有某种依据，那么，它只能在意识本身中根据意识本身获得其答案。意识本身作为意识在自身中就是像尺度和标准之类的东西吗？意识之为意识从自身而来就是一种考查吗？这里，意识本身更清晰地置人本质性的视野冲了。不过，还没有显露出来的是，这种沉思的目标是意识之本质中的何种基本特征。

在前面几节中，似乎根本还没有关于意识说些什么，而在这里，黑格尔便开始暗示出两个规定，“如它们在意识那里出现的那样”。他把这两个规定称为知识和真理。它们被称为“抽象的规定”，因为它们是通过一种对意识的审视而产生出来的．这种审视无视于意识构造及其统一性的丰富本质。在这里，意识被理解为它直接地，亦即总是片面地，向自然的表象呈现出来的样子。

“意识”意味着：某物在被意识者的状态中。但被意识者在知识中，并且作为一种知识而存在。被意识者乃是意识以知识方式与之发生关系的东西。被意识者即是处于这种关系中的东西。它存在，因为它“为”意识而存在。如此这般的存在者是以“为……存在”的方式存在的。但“为……存在”乃是知识的一种方式。以这种方式，某物“为意识”而存在；而它作为被意识者为意识而言又是另一个东西。在作为“为……存在”的知识中，某物“为意识”而言是一个东西，又是另一个东西。但是，被意识者在知识中不仅一般地被表象出来；而不如说，，这种表象把被意识者意指为一个自在地存在的、亦即真实存在的存在者。被意识者的这种自在的存在，被叫做真理。同样，真理“为意识”是一个东西（一个被表象者），同时又是另一个东西（一个自在的存在者）。意识的两个规定，即知识和真理，相互区别为“为……存在”和“自在的存在”。黑格尔只把眼光转向这两个规定，而没有深人讨论“这些规定的真正内容是什么”。不过，虽然没有明言，但黑格尔在这里却是有意地指出了意识的一个突出的基本特征。这一节的开头几句甚至附带地指出了这个基本特征。

在意识中，某物区别于意识[l]并且通过意识而区分开来。作为它本身并且通过它本身，它便是一个东西与另一个东西的关系。然而，在这种区分中被区分出来的东西（在主体中对主体而言的客体），恰恰是通过这种区分而始终联系于具有区分作用的东西。意识在表象中把某物与其自身分离开来，但被分离开来的东西却向着自己。意识在自身中作出本身不是任何区分的区分。作为这种区分，意识在其本质中是模棱两可的。由于这种模棱两可，那两个规定——知识和真理，“为……存在”和“自在的存在”——往往就直接出现在意识中，而且，这两个规定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

[l]1950年第一版：对意识。——作者边注

那么，根据这两个规定来看，作为表象本身而保持为意识之方式的陈述又是什么呢？陈述把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表象出来。它就知识的真理来探究知识。它就知识的真理来考查知识。它在区分的区分作用中运动，而意识本身就作为这种区分而夺在。着眼于这种区分来看，就有一种本质可能性的全景开放出来，我们就能看到，陈述是从它运动于其中的那个东西中获得其考查的尺度和特征的。而一旦我们从意识本身来看，看清了测度性考查的目标所在，那么，这种前景就愈加清晰了。

【黑格尔】

（十一）如果我们现在来研究知识的真理，这就好像我们要研究知识的自李存在。可是在这种研究里，知识是我们的对象，它是为我们的存在；而这样一来，知识的自在毋宁就成了知识的为我们的存在了；我们所认为是它的本质的东西，毋宁就会不是它的真理而仅仅是我们关于它的知识了。本质或尺度就将存在于我们这里，而那种应该与尺度相比较并通过这种比较而予以决定的东西，就不是必然地要去承认这个尺度。

【海德格尔】

第十一节直接追问，什么是现象知识的陈述所探究的东西。但只有当它不仅追问什么是陈述所探究的东西，而且追问谁是探究者之际，这个问题才算是直接被提了出来。因为，如果有待探究的东西是一个被意识的东西的话，那么，对从事探究的我们来说，它就在我们的知识之中。科学陈述在其夏现中的现象知识；随着对这种科学的特征的描绘，我们突然进入陈拯的运作中了。这表明，我们已经在运作中，因为陈述所陈述的东西是“为我们”存在的。因此，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这种“为我们”在科学中起着何种作用。这个问题所及的领域是我们现在几乎还没有猜度到的。

如果我们就知识的真理来考查知识，那么我们所探究的是什么呢？真理是自在的存在。知识是为一个意识的存在。如果我们探究知识的真理，我们就是在寻求知识自在地所是的那个东西。不过，通过我们的探究，知识就会成为我们的对象。假如我们把在其自在存在中的知识摆到我们面前来，那么它就成了一种为我们的存在。那样的话，我们就把捉不到知识的真理，而只是把捉到我们关于知识的知识。为我们的存在就始终成了我们借以衡量知识的自在存在的尺度。但知识何以能够适合于一个尺度——这个尺度把应当得到衡量的东西颠倒过来，使之成了尺度本身？如果现象知识的陈述必须遵循那种由对意识的两个规定（即知识和真理）的考虑得出来的方式，那么，陈述就只能不断地把它自己的行为颠倒为其反面。

【黑格尔】

（十二）但是，这种分离或这种分离和假定的现象，已由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的本性而得到了克服。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度，因此，考察研究就成了意识与它自身的一种比较；因为上面所作的那种区别并不超出于意识以外。意识在它自身就是为一个另外的意识的意识，或者说，它一般说来在其自身就具有着知识环节的规定性；同时，这另外的一个，对意识而言不仅是为它（意识）的，而且也存在于这个关联之外，也是自在的，即是说，也是真理环节。因此，被意识宣布为它自身以内的自本或寡零的那种东西，就是我们所具有的尺度，意识自己把这个尺度建立起来，用以衡量它的知识。如果我们把知识称为概念，而把本质或寡零称为存在物或对象，那么所谓审查考核就是去看看概念是否符合于对象。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把对象的本质或自在称为概念而另一方面把作为对象的概念理解为对象，即是说，把概念理解为为他的，那么审查考核就是去看看对象是否符合于它自己的概念。显而易见，这两个过程乃是一回事情。可是具有本质重要性的是，我们在整个考察研究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概念和对象，为他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这两个环节都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知识本身之内，因而我们不需要携带我们的尺度来，也不需要在考察研究的时候应用我们的观念和思想：由于我们丢开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够按照事物自在的和自为的样子来考察它。

第十二节把陈述从上面这个新出现的困难中解救出来。这是通过简单地指出陈述所陈述的对象的本性而带来的自由眼界。对象乃是意识本身。它的本性是自行进入显现而涌现出来的东西。意识从其本性而来就具有一种尺度的特征吗？如果它有，那么意识必须由自己来提供一种可能性，使自己既成为尺度，又成为被衡量的东西。意识必须是那种东西，它在自身中在这个方面被区分开来，但同时又没有被区分出来。诸如此类的事情已经在第十节中得到了揭示。意识的根本的模棱两可——即意识是表象的区分，而表象又不是任何区分——指示着意识之本性中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包含着一种可能性，即，意识在本质上同时既是尺度，又是被尺度衡量的东西。如果我们并不是把这种模棱两可看作缺乏明确性，而是把它看作意识本身的本质统一性的标志，那么，意识就在其模棱两可中显示出那两个最初分别地被表象的规定（即知识和真理）的共属一体。从意识之本性中产生出衡量和尺度的可能性。

黑格尔用关于意识的第二个命题，来描绘那种表象着现象知识的陈述的对象的本性。在第八节中道出的第一个关于意识的命题是：“但是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现在接着有了第二个命题：“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粤少这个句子的语言用法引人注目。但这种对我们来说有些怪异的语言用法对黑格尔来讲则是亲切的，而且是基于作为对象的本性向他显示出来的东西。为什么黑格尔说“给它自己”（an ihm selbst），而不是说“给本身”（an sich selbst）呢？因为在意识的本性中就含有一个为意识的尺度。这个尺度并不是从某个地方取来的，以便意识自在地采纳这个尺度，并且因此自为地拥有这个尺度。这个尺度也不是从外部被应用到意识身上的。它就蕴含在意识本身中。而且这是因为，由于意识以两重性方式既是尺度又是被衡量的东西，从意识而来就已经产生出具有尺度性质的东西了。然而，这里难道不是同样可以说，或者更好地应该说，意识自身“给本身”提供尺度吗？但什么是意识本身呢？当意识寓于自己而存在时，那就是意识本身，当意识合乎本己地自为地存在，并如此这般地自在自为地存在时，它就是寓于自己而存在。假如说意识自身“给本身”提供尺度，那么，严格地看来，这就意味着：意识为自己给出自身的尺度。但通常地，意识恰恰并不关心在真理性中存在的东西。另一方面，真理也并非从天上掉到意识身上。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因此，它便具有它自己的尺度。因此，它本身就“给它自己”提供了尺度。这个“给它自己”具有双重意思：意识在其本质中包含着尺度。但包含在它那里而并不在其他任何东西那里的，并不是意识径直就给予本身的东西。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度。它提供，但同时又没有提供。

就自然的意识表象自在的存在者而言，被表象者就是真理，而且是“为它”的，即为直接表象着的意识的。与“给它自身”相应，当黑格尔想说意识把它径直表象出来的东西看作真理时，他使用了这个“为它”。径直表象着之际，意识完全投人被表象者之中，而且并不特别地把被表象者归结于表象者本身。诚然，意识在其表象中具有被表象者，但并不是自为的，而只是“为它的”。不过，随着意识为它而表象的真理，意识同时“为我们”——专注于真理的真理性的我们——给它自己提供了真理的真理性，也即提供了尺度。由于我们把现象知识本身陈述出来，我们便把显现采纳为尺度，以便借此来衡量那种把这一显现者看作尺度的知识。在现象知识中，知识所意识到的东西是真理。如果我们把这种真理称为对象，把知识称为概念，那么，从显现者的显现的角度对显现者的考查性陈述就在于：我们要去审视，看看知识，把自然的意识看作其知识的那种知识，是否符合于真理。或者，如果我们反过来把我们要考查的知识称为对象，把被意识之物的自在称为概念，那么，考查的要旨就是去审视，看看对象是否符合于概念。这种解说的关键点在于：每当我们表象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时，我们所衡量的东西和我们借以衡量的东西，都归于意识本身之中。意识把考查的两个本质性环节提供给它自己。对我们陈述者来说，由此就得出了那个准则，它指导着一切对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的表象活动。这个准则就是：抛开你们关于显现者的观念和思想。相应地，绝对认识的基本态度并不在于，耗费认识和论证去扰乱现象意识，而在于，丢开所有这些认识和论证。通过这种丢开，我们便达到了纯粹的审视，这种审视使我们看到了显现。在审视中，我们得以“按照事物申夸的和自汐的样子来考察它”。但这个事物乃是现象知识本身。事物的实际性，即实在的实在性，乃是显现本身。

现象意识在它本身就是被衡量的东西和尺度。黑格尔对两者归于意识本身这回事情所作的说明的方式，看来犹如一种可疑的、纯粹字面的游戏，留给我们一种怀疑。意识包含着知识和在知识中被意识的真理。无论我们把知识称为概念，把真理称为对象，还是反过来把真理称为概念，把知识称为对象，结果似乎都是同一的。实际的结果也是同一的。但因此之故，两者就绝不是相同的，我们如何使用概念和对象这两个名称，也绝不是无关痛痒的事情。如果我们把在自然的意识中表象出来的东西叫做对象，那么，这个对象就是“为它的”对象，也即为自然的意识的对象。但如果我们把知识称为对象，那么，作为现象知识的知识就是“为我们的”对象，也即为我们——就其显现来考察显现者的我们——的对象。如果自然的意识借以表象出被意识者的那种知识被叫做概念，那么，概念性的把握就是把某物作为某物表象出来。这时，“概念”一词就是在传统逻辑意义上被理解的。相反地，如果我们把在意识中被表象出来的真理称为概念，而知识作为我们的对象是从这个概念上得到衡量的，那么，这个概念就是真理的真理性，是现象知识在其中得以达到其本身的那种显现。

对于对象和概念这两个名称的使用初看起来是任意的，实际则不然。在我们看来，这种使用自始就维系于意识的本性，也即黑格尔在第一个关于意识的命题中道出的意识的本性：“但是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在意识把某物看作它的真理之处，它将把它的真理性的一个形态实现出来。真理乃是“为它的”对象。真理性乃是“为我们的”对象。由于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所以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度。在显现者中显现出——不是“为它的”，而是“为我们的”——显现者的显现。黑格尔在下面这句话中道出了这一点（对这句话，我们现在加了几处着重号，以便更清晰地理解它）：“因此，被意识宣布为它自身以内的‘自在’或‘真理’的那种东西，就是我们（而且是作为绝对认识者的我们）所具有的尺度，意识自己把这个尺度建立起来，用以衡量它的知识”。

既然我们可以从意识本身而来使用考查的尺度，所以在这方面，根本就无需我们的额外的行动了。不过，就我们本身是意识而言，我们能够使用的那个东西，借此还没有明确地成为可供我们使用的东西。如果陈述处在纯粹审视的准则控制中，那么，晦暗不明的事情恰恰是，我们如何能通过简单地丢开我们的观点来接受某个东西，并且就能具有尺度本身。我们承认，被衡量的知识和尺度都归于意识之中，以至于我们在这里只需接受它们；但即便是这样，倘若没有我们的额外的行动，衡量活动及其实行也是不可能发生的。难道陈述中的一切本质性因素归根到底不是依赖于我们自己的行为的吗？如果没有考查，则无论是被衡量的东西，还是尺度，都不能成其所是。那么，这种考查本身的情形又如何呢？

【黑格尔】

（十三）但是，就概念和对象、衡量的尺度和被衡量的东西都已现成存在于意识自身之内这一方面来看，不仅我们的任何额外的行动是多余的，而且我们也根本不需要去比较它们和认真地考查它们；因此，同样就这一方面来看，既然意识自身考查自己，那么我们还能做的也就只有单纯的袖手旁观了。因此意识一方面是关于对象的意识，另一方面又是关于它自己的意识；它是关于对它而言是真理的那种东西的意识，又是关于它对这种真理的知识的意识。既然两者都是为意识的，所以意识本身就是它们两者的比较；它的关于对象的知识之符合于这个对象与否，乃是对这同一意识而言的。诚然不错，对于意识来说，对象就只是像意识所认识它的那个样子，意识似乎不可能窥探到对象的不是为意识的那个本来面目或其自在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根据对象来考查它的知识。但是：意识之一般地具有关于一个对象的知识这一事实，恰恰就已经表明是有区别的：一个环节是某种自在于意识之外的东西，而另一个环节是知识，或者说，是对象的珍拿谬的存在。根据这个现成存在着的区别，就能进行比较考查。如果在这个比较中双方不相符合，那么意识就必须改变它的知识，以便使之符合于睡象几但在知识的改变过程中，对象自身事实上也与之相应地发生变化，因为从本质上说现成存在着的知识本来是一种关于对象的知识：跟着知识的改变，对象也变成了另一个对象，因为它本质上是属于这个知识的。意识因而就发现，它从前以为是自在之物的那种东西实际上并不是自在的，或者说，它发现自在之物本来就仅只是对它（意识）而言的自在。当意识在它的对象上发现它的知识不符合于这个对象时，对象自身就保持不下去，换句话说，当尺度所考查的东西在考查中站立不住时，考查所使用的尺度自身也就改变；而考查不仅是对于知识的一种考查，而且也是对考查的尺度的一种考查。

【海德格尔】

第十三节通过表述和解说关于意识的第三个命题来回答上述问题。这第三个命题毫不起眼地隐藏在一个从句中。用主句的形式来讲，这个命题就是：“意识自身考查自己。”这就是说：只要意识是意识，那么意识就是考查。意识一词乃是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词语；只有当我们在思考“意识”中的这一“存在”（-sein）之际一并思考了考查的特性，尤其是一种由知识的意识所决定的考查的特性，这时，我们才思考了意识这个基本词语。

在考查中，被衡量的东西和衡量的尺度这两者一道存在。因此，两者聚合在意识中，这决不是把一方应用到另一方这样一种附加行为的结果。意识的本性乃在于两者的结合，这种本性已经在多方面显示出来了。自然的意识乃是关于被它视为真理的那个对象的直接知识。自然的意识同时也是一种关于它对对象的知识的知识，即使它并没有特别地回头专注于这种知识。关于对象的意识和关于知识的意识是同一东西；对这同一东西而言，对象和知识都是被认识的东西。对象和知识“乃是为这同一个意识的”。一方和另一方同时为同一东西即意识本身而存在。意识为它而言就是两者的相互区分。按其本性来看，意识就是把一方与另一方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就晕考查。“意识自身考查自己”。

然而，真正说来，意识始终只是这种方式成为考查的，即：意识只有在一种生成过程中才发觉，知识是否符合于对象从而成为真实的对象，对象是否符合于知识根本上认识的那个东西。只有当这样一种生成在意识中发生时，才有考查。当意识发现它直接看作真理的那个东西的实际真理性时，这样一种生成就攫住了意识；也就是说，当意识发现，一旦它在对象的对象性中表象对象，它便确定地认识到什么，这时，这样一种生成就在意识中发生了。相应地，对意识来说，无论是在对象背后，还是在意识对对象的直接表象背后，都还存在着某种东西——意识必须发现的某种东西，意识必须启程前往的某种东西。启程在此同时意味着：“对……开启自身”和“动身上路去……”。

对第一个关于意识的命题的解说已经表明：自然的意识“只是知识的概念”。诚然，意识具有一个关于它的作为对象的对象的普遍观念，同样也具有一个关于它的作为知识的知识的普遍观念。但自然的意识并没有参与这个“作为”（ais），因为它只是承认直接被表象出来的东西，尽管后者之被表象始终一味地借助于这个“作为”。由于自然的意识按照它自己的心智，并不关心这个“作为”，所以它以自己的固执，决不自发地回到那个作为它的背景奇怪地面对着它的东西那里。这样看来，意识是比较但又不是比较。在其关于对象的表象中，意识按其本性就是在“自在的存在”与“为它的存在”之间的区分，在真理与知识之间的区分。意识不只是这种自身不是区分的区分，而毋宁说，意识与此一体地乃是对象与其对象性的比较，是知识与其被认识状态的比较。意识自身就是比较，但自然的意识却绝没有专门去实行这种比较。

在意识之本性中，知识和对象分裂开来，但决不能相互分离。同样地，在意识之本性中，对象和概念在“作为”中分裂开来，但决不能相互分离。在意识之本性中，这两者自身分裂开来，但决不能相互分离。黑格尔区分出所有这一切，但又把所有这一切纳人一个普遍的区分中拉平了，从而没有让它们进入它们的本己之中————这种“噎况自有其隐蔽的原因，其原因在形而上学的本质中，而不在黑格妙李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中。从形而上学的隐蔽本质中也可以找到原因，说明那些差异被拉平之后的那个水平是由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差别来决定的，而这种差别在ratio[理性]的区分中表现出来。黑格尔把这种区分把捉为否定之否定。

凭着应有的谨慎和必要的保留态度，我们可以着眼于黑格尔所设定的区分，来提出一个我们以前在其他地方已经指出过的差异。由于自然的意识径直面对作为一个存在者的对象，同样又径直面对作为某个存在者的它关于对象的知识，而且始终保持在那里，所以，自然的意识可以叫做存在状态上的意识。“存在状态上的”（oniisch）这个表述源出于希腊文的存在者，它意味着与存在者相关的东西。但希腊文的“存在者”，身包含着存在状态（即[在场]）的一个特有本质，这个本质在其历史过程中绝不是始终如一的。如果我们在思想中使用和“存在者”（seiendes）这两个词语，那么，我们首先就假定了：我们思考，也即我们关注着，何以意义始终变化，意义总是怎样历史地确定下来。如果因为存在状态已经揭示自身为对象性，从而存在者作为对象显现出来，并且如果存在者相应地被称为非对象性的东西，那么，所有这一切就已经立足于存在学之上，这种存在学把[存在者]规定为[基体、基底]，把[基体、基底]规定为subiectum[一般主体]，而又根据意识的主体性来规定subieetum[一般主体]的存在。由于既意味着“存在者”，又意味着“存在”,[l]所以，这个作为“存在者”就可能被聚集到它的“存在”（seiend）那里。实际上，按照它的两义性，作为存在者已经被聚集到存在状态中了。它是存在学上的。但凭着的本质并且根据枷的本质，这种聚集，即[逻各斯]，总是不断变化的；而随着这个[逻各斯]，存在学也总是不断变化的。自从即在场者作为[自然]涌现出来，希腊思想家就认为在场者的在场植根于[显现]中，即植根于无蔽领域的自行显示着的显现中。相应地，在场者的多样性，即[诸存在者]，被思考为那种东西，它在其在场中简单地被接受为在场者。接受（Annehrrlen）在这里意味着：不加考虑地承认，满足于在场者。接受更无别的。因为，这种接受没有进一步去思在场者之在场。

[l]海德格尔认为希腊文有“存在者”（Seiendes）和分词“存在”（Seiend）的双重意义。——译者

它始终停留于[意见]中。与此相反，[思想]则是那种觉知，它专门觉知在其在场中的在场者，并且先行探人其中。[l]

[1]希腊思想中的一般译为“思想”，海德格尔往往以德文的vernehmen（觉知）译之、释之。它不是一种主体的对象性行为，而是一种归属性的应合、期待。——译者

两义性的既指在场者，也指在场。它同时指这两者，而绝非指其中之一。与枷的这种根本的两义性相应，对[假象]的[意见]，也即对[在场者]的意见，与咖以[存在、是]之[思想、觉知]，也即[存在]之思想，是一体地联系着的。[思想]所觉知的东西，并不是有别于单纯假象的真实存在者。而毋宁说，[意见]直接觉知在场者本身，但并不觉知[思想]所觉知的在场者之在场。

如果我们根据的自行遮蔽着的两义性，在在场者与在场的双重性中来思考形而上学的本质（这种思考在今后是必然要做的），那么，形而上学的开端便与西方思想的开端是同时发生的。相反地，如果我们把形而上学的本质看作一个超感性世界与一个感性世界之间的分离，并且把超感性世界看作真实存在者，而把感性世界视为仅仅是假象的存在者，那么，形而上学就是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发端的。然而，随他们的思想而发端的，只不过是对那种早先的在中的双重性所作的特殊方向上的阐释。形而上学的非本质即始于这种阐释。此后直到今天，人们从这种非本质而来，曲解了形而上学的真正的本质开端。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即便在形而上学的本质开端中，那种在之两义性中起支配作用的差异始终还是未曾思的，而且正是这种“始终未曾思”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本质，那么，我们这里所思的非本质就不是什么否定性的东西。与这种未曾思相应，[逻各斯]也始终是未获根据的。但正是这种未获根据的东西给予存在一学以其本质的强力。

在存在学这个名称背后，存在之历史对我们遮蔽着自身。“存在学的”（oniologisch）意味着：完成那种聚集，即把存在者聚集到其存在状态中。那种本质，它由于向来按照存在者之无蔽状态而忍受着存在之历史，从而就其本性而言处于这种历史中——这种本质是存在学的。因此，我们就可以说：意识在其对存在者的直接表象中乃是存在状态上的意识。对它来说，存在者乃是对象。但对对象的表象把对象作为对象表象出来，尽管这回事情还没有为思想所把捉。表象已经把对象聚集到它的对象性之中，因而就是存在学上的意识。然而，由于它并没有思考对象性本身（尽管能经把这种对象性表象出来了），所以，自然的意识乃是存在学上的，而又还不是存在学上的。我们说，存在状态上的意识乃是前存在学的。作为这样一种意识，自然的、存在状态上暨前存在学上的意识潜在地是存在状态上的真理与存在学上的真理性之间的区分。因为有意识意味着：这种区分夺夸（sein），所以，意识根据其本性乃是对存在状态上和存在学上被表象之物的比较。作为比较，意识便在考查中。意识的表象在其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自我检验。

因此，意识自身之成为自然的意识，绝不仅仅是这样，即，意识始终可以说隔绝于它的在真理性中的对象和它的在确定性中的知识。自然的意识植根于它自己的本性。它以其本性的方式之一存在。但它自身并不是它的本性。毋宁说，意识决不能靠自己获得本性，从而获得那种不断地在它背后发生的东西，这乃是意识的本性所决定的。但作为自然的前存在学上的意识，意识已经走上了通向其真理性的道路。不过，在这条道路上，意识也就不断地返回来，并且始终是为它的。通常的意见并不想审视，看看真正地在它视为真理的东西背后隐藏着、并且自行隐匿的东西是什么。它拒绝这种审视一日而怀疑正是作为这种审视去查看事实上作为真理性而在真实之物背后的东西是什么。也许有朝一日，怀疑能够看到，对哲学观点来说始终在后面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前面的。自然的意识绝不可能达到它的真理性的背后，因为那是它的背景；它的真理性自身事实上乃是那种光亮的前景——在这种光亮范围之内，已经有作为一种“已经看到”的任何知识和意识的方式了。

不过，哲学本身不时抗拒着怀疑。它更愿偏袒自然的意识的常规意见。尽管它承认，对象之为对象必定具有对象性。但对象性对它来说只不过是非对象的东西而已。哲学偏袒常规意见，并试图对它作出保证，让它相信它是正当的；因为哲学认为，这种非对象的东西只能在常规意识的表象中被表象出来，而这种表象因此是不充分的，只是一种单纯的符号游戏，这些保证容易为自然的意识所接受，甚至使自然的意识获得了一种印象，让它感觉这些保证就是批判的哲学，因为它们对存在学采取了怀疑的态度。但这种怀疑只不过是怀疑的假象，因此是为躲避思想而向意见系统的逃遁。

相反地，如果怀疑是作为彻底的怀疑主义来实现的，那么，思想在形而上学范围内就展开为由存在学上的意识专门完成的对存在状态上的意识与前存在学上的意识的比较。存在学上的意识并不是与自然的意识相分离的，而是回到作为存在状态上的表象和前存在学上的表象的原始统一的意识的本性之中。如果这种比较一旦发生，那么就有考查在进行之中。在这种比较的发生中，意识就在显现中向自己显现出来。它是自我在场的。它存在着。意识通过在其真理中自我生成而存在。

这种生成通过考查的展开而存在．而考查即是一种比较。考查根本上只可能通过先行于自己来展开。怀疑先于自身看见，并且自行预见。怀疑预见到知识及其对象在它们的真理性中是什么。第六节已经指出，自然的意识在考查的道路上丧失了它的真理性。如果它的被假定的真理是就真理性而被审视的，那么显而易见，知识并不符合于它的对象，因为它并不想对对象的对象性作出反应。为了与对象的真理性相适应，意识必须改变以往的知识。而就在它改变它关于对缈疵的同时，对象也已经改变了自己。

这里，对象性就是对象了；而现在所谓对象，不再能根据先前关于对象的意见来确定了。但即便对象性只是根据先前的对象，同时只是消极地，’并且总是越来越消极地被假装为非对象的东西，这时候，那种先前关于对象的意见也还推动着它的知识。哲学致力于成为对常规意见的漫不经心的无能的大肆颂扬。

在预见到现象知识之显现的考查性比较中，不仅是关于对象的自然知识（作为被假想为惟一的和真正的真实知识）经不起考查，而且对象本身也失去了它作为考查之尺度的地位。在构成意识自身之本性的考查中，无论是被考查的东西还是尺度，都没有经受住考查。两者在那个本身在考查过程中出现的东西面前没有经受住考查。

【黑格尔】

（十四）意识对它自身——既对它的知识又对它的对象——所实行的这种辩证运动，就其潜意识产生出新的真实对象这一点而言，恰恰就是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东西。在这里我们应该把刚才谈到的那个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更加明确地指出，以便我们能以一道新的光线照明下面的陈述的科学方面。意识知道某种东西，这个东西、这个对象是本质或自在。但它也是为意识的自在；因此，在这种真理上就出现了双重意义。我们看到，意识现在有了两种对象，一种对象是第一个自在，另一种是这个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后者初看起来好像只是意识对其自身的反映，不是一种关于对象的表象，而是一种关于意识对前一种对象的知识的表象。但是如同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前一种对象在运动中改变了自己；它不复是自在，它已被意识到它是一种只为意识的自在。而这样一来，这个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就是真实的东西，但这又等于说，这个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就是本质，或者说，就是意识的对象。这个新的对象包含着对第一种对象的否定；新对象乃是关于第一种对象的经验。

【海德格尔】

第十四节开头一句说：“意识对它自身——既对它的知识又对它的对象——所实行的这种辩呼的运动，郭摹潜拿识产牛串新的享寒对象这一点而言，恰恰就是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东西。”这里，黑格尔以“经验”一词所指为何呢？他指的是存在者之存在。存在者此间已成了主体，并由此成了客体和客观的东西。存在自古以来就意味着：在场。意识——即根据被认识状态而存在的东西——在其中在场的方式乃是显现。作为其所是的存在者，意识乃是现象知识。以“经验”这个名称，黑格尔指的是显现者本身，即[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在“经验”一词中所思的是这个[作为]。根据这个[作为]（拉丁文的qua，德文的als），在其存在状态中的存在者得到了思考。“经验”现在不再是表示一种认识方式的名称。就存在根据存在者而被领会为这样一个存在者而言，“经验”现在是存在之词语（das Wort des Seins）。“经验”指的是主体的主体性。“经验”表示在“有意识”一词中的“存在”的意思——而且是这样，即，只有根据这个“存在”,“意识”一词中有待思的东西才变得清晰起来，才会成为有约束力的。“经验”这个奇怪的词语作为表示存在者之存在的名称进入我们的思考中，这乃是因为：已经到时候了。诚然，这个词的用法完全脱离了通常的语言用法，也完全脱离了哲学的语言用法。但它是作为黑格尔的思想所坚持的事情本身的成果而发生的。这种语言用法本质上不同于单纯的谈论方式，对这种用法的合法性辩护就在于黑格尔在前面几节中着眼于意识的本性而洞见到的东西中。关于意识的三个命题勾勒出意识之本性的基本结构：

但是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

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度。

意识自身考查自己。

第二个命题从下述角度来阐明第一个命题：它表明，意识得以把握在其真理性中的自身的“它自己的概念”，乃是这种自我把握的过程的尺度，而这个尺度与被衡量的东西一起，归于意识之中。第三个命题指示出被衡量的东西与尺度的原始统一性，而意识就是作为这个原始统一性成其本质的，因为它自身就晕考查性的比较，从这种比较而来，两者才与显现者的显现一道显露出来。显现的本质乃是经验。“经验”这个词现在已然具有那种含义，即它在对意识之本性的说明中已经包含着的那种含义。

但通过前面的考察，凭着这三个关于意识的命题，已经得出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必须怠是已经得到了命名，因为从其自身的方式来看，它是不可回避的。黑格尔本人直到在其中出现了“经验”这个关键词语的那一节才道出了这个东西。所有这三个命题的动词都是有歧义的：第一个命题中的“是”，第二个命题中的“提供”以及第三个命题中的烤查”。

意识本身是它自己的概念，同时又不是它自己的概念。意识以下述方式是它自己的概念，即：概念在意识中生成，而意识在概念中找到自己。

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度，同时又没有给它提供尺度。意识提供尺度，是因为意识之真理性来自意识自身，而意识自身作为绝对确定性达到其显现。意识又没有提供尺度，因为意识总是一再扣留着尺度，从而可以说把尺度隐瞒起来——这个尺度，作为始终非真实的对象，是承受不了什么的。

意识自身考查自己，但又没有考查自己。意识考查自己，因为意识根本上乃是根据那种对对象性和对象的比较才成其所是的。意识又没有考查自己，因为自然的意识固执于它的意见，未经考查地把它的真理冒充为绝对真理。

以这种两义性，意识泄露出它的本质的基本特征：它已经是某种东西，同时又还不是某种东西。意识意义上的存在意味着：居留于“已经”的“尚未”中，而且，这种“已经”就在“尚未”中在场。在场自身就是一种人于“已经”的自我指引。它动身走上通向这个“已经”的道路。它自身为自己构成道路。意识的存在就在于它自行运动，它为自己开辟道路。存在，被黑格尔思考为经验的存在，具有运动的基本特征。黑格尔在这一节的开头就道出了经验的本质，他说：“……辩证的运动……”恰恰就是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东西，而且在此是根据现象知识的科学所陈述的东西来理解的。倘若我们认为，黑格尔仅仅是把陈述标识为一种经验，以强调陈述必须遵循现象，并避免沦于空洞的构造，那么，我们这种看法或许是对原文最糟糕的曲解了。这里要思考的经验并不属于陈述，并不是陈述之特性的一个标志，相反地，倒是陈述归属于经验之本质。经验乃是显现者本身的显现。对显现的陈述是显现的一部分，属于显现，因为显现乃是意识在其中实现其实在性的运动。

黑格尔以着重号把这种运动称为“辩证的”。无论是在前面的段落中，还是在下面的段落中，他都没有对这个仅仅在这里使用的术语作出解释。因此，我们试图根据前面关于意识之本性的思考所得出的结论来理解这种辩证的东西。人们或许也可以根据正题、反题和合题的统一，或者根据否定之否定，来说明这种辩证的东西。不过，任何方式的论题都在意识中有其本质，就连否定性——根据否定被理解的否定性——也植根于意识之中。但意识的本质被认为只有通过它的本性的展开才能得到规定。同样地，辩证法是否仅仅是认识的方法，或者辩证法是不是作为某种实在的客观实在本身的一个特性——这个问题，我们且撇开不究。只要实在之实在性存在，这种实在性如何植根于意识之存在中，以及这种存在的情形如何等问题还没有得到确定的解决，则上面的问题就还是一个假问题。关于辩证法的探讨犹如人们根据静止的污水来解释喷涌的源泉。也许，通向源泉的道路还远着呢。但我们必须做出努力，借黑格尔的帮助，指出这条道路的方向。

意识作为意识乃是它自己的运动，因为意识乃是存在状态上暨前存在学上的知识与存在学上的知识之间的比较。前一种知识需要后一种知识。后一种知识向前一种知识提出要求，要求成为前一种知识的真理性。在一方与另一方之间，有这些要求的话语，有一种[言说、放置、聚集]。在这种对话中，意识向自己说出它的真理性。这种[对话]乃是一种[自行聚集]。[l]但这种对话并不滞留于意识的某一种形态中。作为对话，它穿越意识之形态的整个领域。在这种穿越中，它把自身聚集到它的本质的真理性中。这种普遍的聚集即[对话]乃是一种自行聚集。

意识是作为自然的知识与实在的知识之间的对话〔2]的意识，这种对话贯穿意识的所有梦态而完成对意识之本质的聚集。就意识之形成呀作为自行聚集着的府话又作为自行表达着的聚集发生出来而言，意识的运动是辩证的。

[1]希腊文的动态或被动态形式。——译者

[2]1950年第一版：在何种意义上这也适合于“逻辑学”？何者之间的对话？——作者边注

惟有根据存在状态上暨存在学上的意识的辩证特性，我们才能取得意识之表象的论题特性。因此，把辩证法描述为正题、反题与合题的统一体，这始终是正确的，但也始终只是一种派生出来的描述。对于把辩证法解释为无限的否定性的做法，情形亦然。这种无限的否定性的基础乃是意识的对话形态向绝对概念的普遍的自行聚集；而作为绝对概念的意识就在其完成了的真理性中存在。论题一肯定特性和否定着的否定是以原始辩证的意识之显现为前提的，但决不构成意识之本性的成分。我们既不能在逻辑上根据表象的肯定和否定来解释辩证法，也不能在存在状态上把它确定为实在的意识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活动和运动方式。辩证法作为一种显现方式归属于存在，而存在作为存在者的存在状态从在场中展开出来。黑格尔不是辩证地把握经验，而是根据经验的本质来思考辩证法。经验乃是那个作为主体的根据主体性而得到规定的存在者的存在状态。

经验的决定性的本质环节在于：意识在经验中获得新的真实对象。这里重要的是作为真理性之发生的新对象的发生，而不在于一个对象被看作某种与认识相对的东西了。实际上，我们现在不再能够把对象思考为与表象相对立的东西，而是要把它思考为那种东西，它与旧的对象（还不是真实的对象）相对立而作为意识的真理性产生出来。经验乃是意识——就意识存在而言——攫史向其概念的方式，而意识作为它的概念才实际地存在。这种行驶着的伸展在显现着的真理中通达真理性之显现。在通达真理性之际，它也就达到显现本身的自我显现。经验中的“行驶”具有“拉、牵引、移动”的原始含义。[l]木匠在建造房屋时沿着木梁在某个方向上移动。行驶是一种“伸向……”，比如一个人迁移到另一个的视野中。行驶是一种“护送着达到……”，比如牧人外出放牧，护送牧群上山。所以，经验乃是伸展着和通达着的达到。经验乃是一种在场方式，也即一种存在方式。通过经验，显现着的意识本身人于其本己的在场寓于自身而在场。经验把意识聚集于它的本质的聚集之中。

[1]德文“经验”（das Erfabren）的词根为“行驶”（das Fahren），在海德格尔的看法具有“拉、牵引、移动”（das Ziehen）之义。——译者

经验乃是在自我表象中成其本质的在场者的在场状态的方式。一向在意识之形成史中对意识而言产生出来的新对象，并不是某种真实之物和存在者，而是真实之物的真理性，是存在者之存在，是显现者之显现，是经验。根据第十四节末尾一句话来看，新的对象无非就是经验本身。

在其esse[存在]中的ens[存在者]的essentia[本质]乃是在场（Prasenz）。而在场乃以呈现方式成其本质。但由于ens[存在者],即subiectum[一般主体]，此间已经成了rescogitans[思维体]，所以，这种呈现在自身中同时又是表象着的，也即是再现。黑格尔在“经验”一词中所思考的东西首先说明rescogitans[思维体]作为subiectumco-agitans[心灵主体]是什么。经验是绝对主体的呈现；这个绝对主体乃在再现中成其本质并因而自我完成。经验及是绝对主体的主体性。作为绝对再现的呈现，经验是绝对者的在场（Parusie）。经验是绝对之绝对性，是绝对在彻底的自行显现中的显现。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把这里所谓的经验思考为意识的存在。但存在意味着在场。在场公布自身为显现。显现眼下乃是知识的显现。经验作为存在成其本质；在这种存在中，蕴含着作为显现之特性的表象（呈现意义上的表象）。即使是在经验知识的通常意义上使用“经验”一词时，黑格尔首先关心的也是在场因素。这时，他把经验理解为“对当前事物本身的注意”（参看《精神现象学》序言，霍夫麦斯特版，第14页）。相当谨慎地，黑格尔绝不只是说，经验乃是对当煎事物的注意，而是说，经验是对在其在场中的当前事物的注意。

经验关涉在其在场中的在场者。但意识通过考查自己而存在，就此而言，意识驶向它的在场，以便通过这种在场。现象知识的显现必然在其在场中再现自己，也即陈述自己。陈述属于经验，并且归属于经验之本质。陈述不只是经验的可有可无的配对物。因此，只有当我们揭示出现象知识的陈述以何种方式归属于显现本身，这时候，我们才能把在其完全的本质中的经验思考为绝对主体意义上的存在者之存在状态。倒数第二节（即第十五节）就是要完成最后一个步骤，以进入作为绝对之此在的经验的本质中。

【黑格尔】

（十五）在我们对经验过程的这个陈述里，有一个环节似乎使这里所说的经验与通常所理解的经验不尽一致。在这里，从第一种对象以及从这种石象的知识发展到另一种对象，即，发展到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对象，其间的过渡被说成为：对第一种对象的知识，即，第一种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本身变成了第二种对象。与此相反，通常所理解的情况则好像我们是从一种另外的对象上经验到我们的第一种对象的非真实性的，而这另外的一种对象，是我们偶然地从外面找到的对象；因而归根到底我们所有的对象，只是那种对自在而自为的东西的单纯的担握。但按照上述的那种看法，新对象的出现显然是通过一种赓谬本身的精华而变成的。像这样地来考察事物，乃是我们的额外做法，通过这种考察，意识所经历的经验系列，就变成一个科学的发展进程；只是，这种考察并不考察我们正在考察着的那种意识。但我们在这里的情况，也就跟我们在前面讨论这种陈述与怀疑主义的关系时所说的是同一个情况，即是说，从一个不真实的知识里产生出来的任何一次结果，都不会变成一个空无所有，而必然地要被理解为对产生结果的那个东西的否定；每一次的结果，都包含着以前的知识里所包含着的真理。这种情况在这里表现成这样：由于当初作为对象而出现于意识之前的东西归结为关于这个对象的一种知识，并且由于自在变成了自在的一种为意识的存在，变成了一种新的对象，因而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具有不同于以前的本质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况，就使意识形态的整个系列按照它们的必然性向前发展。不过，这种必然性，或者说，新对象的出现——新对象在意识的不知不觉中出现于意识面前——在我们看起来，仿佛是一种暗示发生于意识背后的东西。因此，在意识的运动过程里就出现了一种环节，即自在的存在或为我们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为我们的（我们研究意识过程的人，知道它出现），而不是为意识的（意识并不知道它的出现），因为意识正在聚精会神地忙于经验自身。然而这种为我们出现的存在，它的内容却是为意识的，我们只另外把握了它的形式，亦即它的纯粹的出现；所以就它是为意识的而言，这种新出现或新发生的东西只是一种对象，而就它是为我们的而言，它就同时又是一种形成运动。

由于这种必然性，这条达到科学的道路本身已经就是科学了，而且就其内容来说，乃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

【海德格尔】

第十五节开头讨论的是自然的意识所具有的关于人们所谓的经验的观念。这个观念是与黑格尔所思考的经验背道而驰的。这意味着：在形而上学上被思考的经验对自然的意识来说始终是难以达到的。它乃是存在者的存在状态，因此，我们无论在哪里都不能把它当作存在者范围内的一个存在着的物件而把它发现出来。如果我们要从某个对象那里，譬如在我们使用的某个工具那里，取得令人满意的经验，那么，我们就要在我们所经验的对象被应用于其上的那个对象上取得这种经验。如果我们要在某个人身上取得简单的经验，那么，我们就要在某些特定的时机，在这个人得以证明自己的情形和关系中来取得经验。我们就某个对象所取得的经验并不关涉这个对象本身，而是关涉到另一个我们所提供的对象，我们参与其中的对象。在通常的经验中，人们是根据由其他对象设定起来的条件来看要考查的对象的。这些其他对象给出了我们要考查的对象的条件。如果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以往所具有的关于要考查的对象的观念，那么，我们就从新提供出来的那些对象中分得了这种改变所带来的新东西。旧对象的非真理性显示在新对象上面，而后者是我们要直接表象的，以便同样地在表象之际把它置人与那个我们想对之有所经验的已经熟悉了的对象的比较关系之中。而在意识本身藉以存在的那种经验中，情形恰恰相反。

如果我们表象一个对象的对象性，一个真实之物的真理性，那么我们就取得了有关旧对象的经验，而且，这样一来，恰恰在旧对象那里，产生了新的对象，即对象性。在旧对象那里，并且由之而来，新对象升起并进入其状态之中。因此，要紧的事情是，不仅要坚持不向另一个直接现成的对象逃遁犷而且首先要专门去探究旧对象。自然的意识把它所表象的东西和它时表象直接表象为存在者，而不去注意它同时已经表象出来的存在。所以，如果自然的意识要去关注存在者之存在，那么，它不仅必须保持在存在者那里，而且必须返回到在它对存在者的表象中已经处于被表象状态的东西那里，由此来探究存在者。就显现者的显现显露出来而言，意识已经以某种方式扬弃了通常的表象，并且从显现者返回到显现那里了。

在显现的自行显现中起支配作用的是“意识本身的转化”。转化乃是意识的经验的基本特征。实际上，它乃是“我们的额外做法”。在意识的这种转化中自行陈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为意识”的，也即并不是为自然的意识的。在这种转化中自行陈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为它”的，即并不是为“我们所考察的”意识的，而是“为我们”的，是为我们所考察的“我们”的。这个“我们”是谁呢？

这里的“我们”就是那些人，他们虽然在自然的意识的转化中让这种意识保留在其意见中，但同时又特别地观看着显现者的显现。这种特别地专注于显现的观看，乃是怀疑藉以实行的那种审视；这种怀疑预见了绝对之绝对性，并且先行对这种绝对性有了准备。在彻底的怀疑主义中显露出来的东西“为我们”而显示自身，亦即为那些在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状态之际已经具备存在的人们而显示自身。在怀疑中起支配作用的意识的转化乃是一个配备过程，意识正是通过这个过程而对显现有了准备。诚然，向如此这般被配备者显示自身的东西，就其内容而言，是归属于意识本身的，并且是“为它”的。但显现者显示自身的方式——亦即作为显现——乃是显现者的外观，即它的[爱多斯、外观]，后者形成一切显现者，把一切显现者置入景观之中并赋以形象，那就是[形式]。黑格尔称之为“形式”。这个形式决不是“为它”的，不是为自然的、直接表象着的意识的。就这个形式为意识而存在而言，它对意识来说始终仅仅作为对象而存在，而决不是对象性。形式，即存在者之存在状态，是“为我们”的，这个“我们”在转化中并不直接观看显现者，而是观看显现者之显现。意识的转化乃是一种表象的转化；它并不从直接的表象拐向偏门旁道上去，而毋宁说，它是在自然意识的范围内去关注那种东西，这种东西使得直接的表象能够把某物当作在场者来加以知觉。

在意识的转化中，我们关心的是任何一种自然意识都不能发现的东西。我们观看的是“发生于意识背后的东西”。这也包含了转化。通过转化，显现者之显现得以进入陈述之中。惟有这种转化才把经验翻转并设置人陈述中。通过这种转化，意识的经验便“提升到科学的发展进程”中。陈述把存在者之存在表象出来。它乃是关于[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科学。我们在转化中转向对显现者本身的审视；这种转化把我们的观看带人科学的发展进程中。针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怀疑把存在者置回到它本身，以至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在“作为”（als）中显示自身。这种转化特别地使这个石[作为]在与[存在者]的关联中发生出来。这样，经验的决定性因素——意识自身通过这种经验而在其显现中自行显现一——就在这种转化中。但这种转化却是“我们的额外做法”。

然而，在前面几节中（特别如在第十二节中），黑格尔不是已经花了全部的思考，想要表明，在现象知识的陈述中我们恰恰必须撇开我们的观念和思想，才得以保持“纯粹的审视”吗？在第十三节中，黑格尔不是明确地说，意识自身考查自己，因此“我们的额外做法”是多余的吗？通过撇开一切额外做法，我们得以达到这样一点，即，显现者从自身而来在其显现中显示自身。但这种撇开不会自行发生。如果连放手不干也是行为，那么，这种撇开也是一种行为了。这种行为必然是一种额外的做法。因为，只有当彻底的怀疑主义的怀疑预见到存在者之存在时，存在者才能自由地从自身而来显现出来，并且让它的显现闪耀出来。意识之转化的额外做法乃是让显现者本身显现出来。这种额外做法并不是把与经验格格不人的东西强加给经验。毋宁说，它只是特别地从经验本身中产生出包含在作为意识之存在的经验中的东西；而这种意识，根据第一个关于意识的命题来看，自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所以，这种额外做法甚至也决不能消除那种对陈述来说必需的纯粹的审视。在这种额外做法中，并且通过这种额外做法，纯粹的审视倒是开始了。因此，这种审视保持在额外做法中。

在前一节中，黑格尔说，经验乃是意识本身对它自身所实行的运动。这种实行乃是那种力量的运作——绝对之意志作为这种力量而意求绝对在其绝对性中寓于我们在场。绝对作为意志而存在，这种意志以经验方式运作。经验乃是伸展着和通达着的到达——显现就是作为这种到达而自行显现的。作为这种到达（在场），经验标示着意志之本质，这种本质与经验的本质一道，自行遮蔽于存在之本质中。我们这里所思考的经验既不是一种认识方式，也不是通常所见的意欲方式。绝对之意志作为经验而运作，寓于我们而存在，也即作为显现者而为我们显现出来。显现者在其显现中为我们陈述出自己，因为我们对转化是有额外的贡献的。这种额外做法因此意求绝对之意志。这种额外做法本身乃是绝对之绝对性所意愿的东西。意识的转化并没有把我们这边的什么自私自利的东西强加给绝对。它把我们置回到我们的本质中，这种本质在于：在绝对之在场（Parusie）中在场（anwesen）。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把在场陈述出来。经验之陈述根据经验之本质而有所意愿，意愿成为经验的一部分。额外做法揭示出我们在审视中亲近于绝对之绝对性的情况。

经验乃是存在者之存在。存在者此间已经显现在意识之特性中，并且作为显现者存在于呈现中。但如果经验之本质包含着陈述，如果陈述以转化为基础，如果作为我们的额外做法的转化乃是对我们的与绝对之绝对性的本质关系的实行，那么，我们的本质本身就归属于绝对之在场。转化乃是深入绝对性的怀疑。它转化一切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由于预先具备了显现，它超过一切显现者本身，包含一切显现者，并且开启出显现在自身中自行显现出来的那个场所的范围。在这个场所中，并且贯穿这个场所，陈述展开其行程，它不断地以怀疑方式先行于自己。在转化中，陈述在自身面前具有绝对之绝对性，从而在自身那里具有绝对。转化开启并界定了意识之形成史的场所。如此这般，转化便保证着意识经验的完整性和发展进程。意识之运动是由于意识先行于自身，在先行于自身之际返回到自身那里，在返回之际又展开为意识之在场，并且作为在场而成为持续的。意识的彻底的、持续的在场状态乃是绝对之存在。通过转化，现象知识便在其显现中并且仅仅在这种显现中显示自身。显现者外化而进入其显现。通过这种外化，意瘫出离而进入其存在之极致。但意识既没有因此而离开自身和它的本质，绝对也并没有由于这种外化而落人其空虚的软弱之中。而毋宁说，这种外化是显现之丰富性的保持，所凭靠的是意志的力量，而绝对之在场就是作为这种意志而运作的。绝对之外化乃是它的进入其绝对性的显现过程中的回忆。外化根本不是那种进入抽象的异化，相反地，恰恰是通过外化，显现才在显现者本身中成为游刃有余的。

无疑，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主体性是存在之本质的特有命运——在其中，存在之无蔽状态（而不是存在者之真理）自行隐匿，从而规定着一个特有的时代。在主体性范围内，每个存在者本身都成了对象。一切存在者都是根据这种持存化并且在这种持存化中成为存在者的。如果说，在技术的本质建基于其中的这个主体性时代里，自然被当做存在与意识对立起来，那么，这种自然就只是那种存在者，就是作为现代的技术对象化过程之对象的存在者——这种对象化过程毫无差异地向事物和人类的持存发起进攻。

惟有意识之转化首先特别地开启出那个区间，在此区间范围内，自然的意识与绝对的知识之间的对话才达到它自己的语言。同时，作为计对绝对之绝对性的怀疑，这种转化也开启出那个完整的领域，贯穿这个领域，意识才把它的历史聚集到完成了的真理性之中，并且以此方式形成它自己。意识之转化揭示着双重的[言说]中的双重的“之间”。首先并且一般地，这种转化形成了那种运动的辩证法的本质空间，而经验就是作为这种辩证的运动，展开自身而成为意识的存在。

意识之转化乃是怀疑之观看的实行．怀疑观看着，因为它已经具备了绝对性，从而通过绝对性而拥有了绝对性。怀疑的“已经看到”（vidi）是有关绝对性的知镇。意识的转化乃是那种展开为现象知识之陈述的知识的本质中心。于是，陈述就是意识本身向着显现中的自行显现发展的过程。它是“走向科学的道路”。作为如此这般被理解的走向科学的道路，陈述本身就是科学；因为陈述在其中展开自身的这条道路乃是经验意义上的运动。在经验中并且作为这种经验而运作着的力量，乃是在其在场（Parusie）中意求自身的绝对之意志。在这种意志中包含着那条道路的必然性。

黑格尔把他在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中关于经验的本质所得出的思考结果概括为一个句子。他把这个句子与前一段文字分开来，构成单独的一句。这个句子于是便立即把前面的所有段落都汇集到一个决定性的思想中。这个句子如下：

由于这种必然性，这条达到科学的道路本身已经就是科学了，而且就其内容来说，乃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

如果我们把这个句子中带着重号的词语放在一起，它们就构成了黑格尔起先给《精神现象学》所加的标题，即：“意识经验的科学”。从字面上看，前面各节就是展开对这个标题的阐释。经验是现象知识本身的显现。意识经验的科学把显现者作为显现者陈述出来。这个显现者乃[存在者]，即意识意义上的存在者。陈述的怀疑“观照（在显现中的）在场者作为（如此）在场者，并因而（观照）在后者（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那里凭本性就已经居支配地位的东西”。[l]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章。——译者

陈述自己为那种意志的力量作好了准备；作为这种意志，绝对意求着它的在场状态（Parusie）。亚里士多德把他所描绘的对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观照称为[某种知识]，就是我们的观看和知觉寓于在场者本身而持留的一种方式。作为寓于持续在场者的持留的方式，[知识]本身就是人类寓于无蔽的在场者而在场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用“科学”来翻译一词，并且随心所欲地认为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地在“科学”这个名称下所了解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把自己逼人歧途了。而如果我们在这里用“科学”来译这个，那么，要使这种阐释成为合理的，我幻妩必须把知识理解为“已经看到”，并且根据那种“看”来思考“已经看到”——这种“看”面对在场者本身的外观，并且注视着在场状态本身。从如此这般得到思考的知识来看，决非偶然地，亚里士多德的[某种知识〕就与黑格尔所谓的“科学”有着本质的关联，尽管这门科学的知识随着在场者之在场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仅仅在这一意义上来理解“科学”这个名称，那么，人们通常所谓的诸门科学便是等而次之的科学了。诸门科学根本上就是哲学，但它们之为哲学，乃是由于它们离弃了它们自己的基础，并且以自己的方式把自己建立在哲学已经为它们开启出来的领域之中。这个领域就是[技艺]之领域。

亚里士多德把他所描绘的科学，即考察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科学，称为第一哲学。但第一哲学不仅仅要考察在其存在状态中的存在者，而且也考察那种完全与存在状态相符合的存在者，即最高存在者。这个最高存在者，即神性者，也在一种十分奇怪的歧义性中被称为“存在”。第一哲学作为存在学，也是关于真实存在者的神学。更确切地，也许应该把它称为有神论（Theiologie）。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科学，本身就是存在-神学的（onto-thcologisch）。[l]

[l]后期海德格尔把西方形而上学的本质机制了解为“存在-神-逻辑学”，以标明形而上学是“存在学”和“神学”的一体。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的《同一与差异》中的《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一文。——译者

与此相应，黑格尔没有把现象知识的陈述称为意识经验的科学，而是把它称为“科学”。它只是科学“的”一部分。因此，在“意识经验的科学”这个名称之上，还明确地有“第一部分”的字样。意识经验的科学本就指示着科学的另一部分。这另一部分并不低于第一部分，正如第一哲学范围内的神学并不低于存在学。但两者当中无论哪一方也并不高于另一方。两者相互间也不是同等的。两者一向各有自己的方式，而又是同一的。这种关于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说法始终是浅薄的；但它也不是偶然的，因为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直到尼采，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本质的统一性基础始终是深深地被遮蔽着的，以至于连对这个基础的追问也还没有过。而存在学和神学倒是在变动不居的观点上动摇不定，一会儿存在学，一会儿神学，被认为是第一哲学范围内的第一性的和真正的科学。对于黑格尔来说，意识经验的科学，也即关于在其此在中的真实存在者的存在学，指示着作为“真正科学”的科学的另一部分。

【黑格尔】

（十六）意识对其自身的经验，按其概念来说，是能够完全包括整个意识系统，即，整个的精神真理的王国于其自身的；因而真理的各个环节在这个独特的规定性之下并不是被陈述为抽象的、纯粹的环节，而是被陈述为意识的环节，或者换句话说，意识本身就是出现于它自己与这些环节的关系中的、因为这个缘故，全体的各个环节就是意识的各个形态。意识在趋向于它的真实实存的过程中，将要达到一个地点，在这个地点上，它将摆脱它从外表看起来的那个样子，从外表上看，它仿佛总跟外来的东西，即总跟为它（意识）而存在的和作为一个他物而存在的东西纠缠在一起；在这个地点上，现象即是本质；因而恰恰在这个地点上，对意识的陈述就等于是真正的精神科学；而最后，当意识把握了它自己的这个本质时，它自身就将标示着绝对知识的本性。

【海德格尔】

第十六节是这段导论的结尾，它对上述联系作了展望。但只有当我们注意到，经验乃是那个作为意识而在意识之形态中在场的存在者的存在状态，这时，上述的这种联系才会表明自己。在场者之在场状态，即[存在者]的[在场]，对于希腊思想家来说——自从[自然]涌现出来——就是[显现]，即：自行显示着的显现。与此相应，在场者的多样性（即[诸存在者]被思考为那种在其显现中直接被接受的东西，即：[假象]。[意见]直接地采纳和接受在场者。相反地，[思想]则是那种觉知，它采纳在场者作为这样一个在场者在场者，并且就其在场方面来审察在场者。由于[存在者]即在场者是两义的，既意味着在场者本身又意味着在场，所以，这个[存在者]本质上必然地并且原始地与[思想]和[意见]相关联。

即使是那个在确定性中被认识的东西的存在，也具有在场的基本特征。它作为显现而成其本质。但在知识的在场中，也即在res coghans[思维体]意义上的subiectuum[主体]的在场中，显现不再是作为[爱多斯]的idea[理念]的自行显示，而是作为perceptio[知觉]的idea[理念]自行显示。现在，显现乃是以再现领域中的呈现为方式的在场。现象知识的显现乃是意识的直接在场。但这种在场是以经验的方式成其本质的。随着这种经验，绝对，即精神，得以进入被展开了的“精神真理的整个王国”中。可是，精神真理的各个环节乃是意识的各个形态，后者在经验的过程中摆脱了那一切东西——这一切东西一向只对自然的意识来说看来才是真理，因为它们在自然意识的历史中一向只是为它的。相反地，一旦经验已经被完成，则显现者的显现就得到了纯粹的闪现；作为这种纯粹的闪现，绝对绝对地寓于它自身而在场，绝对自身就是本质了。在这种纯粹的闪现中，运作着那种由经验的运动对意识本身所实行的力量。在经验中起支配作用的绝对之力量“推动意识趋向它的真实实存”。在这里，实存（Existenz）意味着以自行显现为方式的在场。在这一点上，绝对之纯粹显现就是它的本质。

在场（Parusie）是那种在场状态，在其中绝对在我们近旁存在，同时又作为这个绝对寓于它自身。所以在这一点上，显现的陈述也就等于是“真正的精神科学”。现象知识的科学通向真正的科学，归于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科学陈述出，绝对自身在其在场状态中如何向其本身在场。真正的科学乃是“逻辑科学”。这个名称是传统式的。逻辑被看作关于概念的知识。但概念——意识作为概念才是它自己的概念——现在指的是处于它自己对自身的绝对把握中的那个绝对的绝对自我把握。关于这种概念的逻辑乃是有关绝对的存在学上的有神论。它并不像意识经验的科学那样陈述出绝对之在场，而是陈述出在其向自身的在场中的绝对状态。

在“意识经验的科学”这个标题中，加了着重号的“经验”一词位于中间。它在意识与科学之间起中介作用。在这方面看，这个标题的意思是与事情本身相一致的。作为意识的存在，经验本就是那种转化，借助于这种转化，意识才在其显现中把自己陈述出来。这就是说：在陈述中，经验就是科学。但自然的表象直接地来理解这个标题，并且仅仅在下述意义上来理解它，即：科学的对象是经验，而这种经验又是关于意识的经验。不过，被冠以这个标题的这部著作正是通过对意识的转化的陈述来阐述这种转化的。而这种转化是把自然的意识倒转过来。因此，,只要我们还按照自然意识的习惯来读解这个标题，那么，这个标题就还没有得到迪解。“经验的”和“意识的”这两个第二格并不是指一个第二格宾语，而是指一个第二格主语。[l]主语（主体）是意识，而不是科学。意识才是以经验方式存在的主体。而经验乃是科学的主体（主语）。另一方面，无可争议的是，第二格宾语亦有其意义，尽管这只是因为第二格主语的作用所致。确切地说，两者当中，没有哪一个对于另一个有优先性。两者都指示着在其主体性中的绝对主体的主体一客体关系。着眼于这个在经验中有其本质的主体-客体关系，我们必须把自己置入这个起中介作用的词语的中心，时时既瞻前又顾后地来思考这个标题。

[l]根据日常德语的语法看来，“意识（的）经验的科学”这个标题中的主语（主词）是“科学”, “意识（的）”和“经验（的）”都是第二格，限定“科学”这个主语。但海德格尔却认为，在此“意识”才是主语。——译者

在两种意义中，第二格都指示着那种关系，这种关系为转化所利用，而向来没有予以特别的思考，那就是：作为存在者与存在的关系的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辩证的运动确立于其中的场所虽然被转化开启出来了，但是，这个场所作为那种关系的敞开领域恰恰被掩蔽起来了。自然的意识与绝对的意识之间的怀疑的对话在对绝对之绝对状态的先行观看中洞见了这个场所。辩证的怀疑乃是思辨哲学的本质，在标题中出现的第二格既不仅仅是主语（主体）的，也不仅仅是宾倍（客体）的，甚至也不只是两者的结合。它们属于辩证的一思辨的第二格。这种第二格之所以在标题中显示出来，只是因为它自始就贯通着那种语言，即意识的经验在完成它的陈述时所说的语言。

最初选定的标题《意识经验的科学》在著作付梓时被删掉了。但解说标题的这个段落保留了下来。这个标题则由另一个标题取而代之了。它就是现在的《精神现象学科学》。所以，虽然保留下来的段落根本就没有讨论精神现象学，但它成了对新标题的恰当阐释。当这部著作在1807年出版时，也是有这个新标题的，当时，这部著作被冠以一个总题目，叫做《科学体系，第1部，精神现象学》。而当这部著作在黑格尔去世后不久作为黑格尔《全集》第2卷原封不动地再版时（1832年），它的标题只叫做《精神现象学》了。标题中不易察觉地删去了一个冠词“这个”。[l]但在这个举动后面，却隐藏着黑格尔思想及其传达方式的一个决定性变化。从内容上看，这种变化涉及体系；从时间上说，这种变化始于《精神现象学科学》发表后不久；而且，也许是黑格尔转人纽伦堡人文中学接受教职，才诱发和强化了这种变化。他在中学的教学活动进而也对他后来重新接受的大学教学活动产生了影响。

[l]《精神现象学》1807年初版时，书名为《科学体系，第1部，精神现象学》；1832年再版时，只叫《精神现象学》了，且删去了“现象学”一词前的冠词“这个”（die）。——译者

当《精神现象学》最初发表时，《科学体系》这个总标题具有辩证的一思辨的多义性。它并不意味着：分门别类地把诸科学编排到一个设想出来的秩序中。它也并不意味着：把作为科学的哲学系统地描述出来。《科学体系》指的是：科学在自身中就是绝对之绝对性的绝对体制。主体的主体性是这样成其本质的，即，它在自我认识之际使自己适应于其结构的完整性。这种自我适应就是主体性的存在方式。“体系”乃是绝对的共同出现，绝对自行聚集到它的绝对性之中，并且通过这种聚集而得以在它自己的在场状态中持存。科学乃是体系的主体，而不是它的客体。但科学是这样成为主体的，即，科学在归属于主体性的同时一道构成了绝对之绝对性。在首次出版《精神现象学》那阵子，科学对黑格尔来说就是关于作为存在者的真实存在者的存在一有神论上的知识。它以双重方式把其整体展开为“精神现象学科学”和“逻辑学”。在当时，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绝对的有神论，而不是存在学。而存在学则被展开为“意识经验的科学”。现象学是“第一科学”，逻辑学是在被理解为存在者本身之真理的第一哲学范围内的真正科学。存在者本身之真理乃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但就像他之前的康德和他之后的谢林（后期谢林）一样，黑格尔也没有克服学院形而上学的说教体系所具有的久已固定下来的力量。尼采竭力反对这种体系，仅仅是因为尼采的思想必然还停留在本质性的、存在一有神论的形而上学体系中。

那么，黑格尔为何抛弃了最初选定的《意识导验的科学》这个标题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不妨对此加以猜度。是黑格尔对他自己强调地置之于中间位置的“经验”一词感到畏惧了吗？在这里，这个词乃是表示存在者之存在的名称。对康德来说，它是指惟一可能的关于存在者的理论知识。重新去聆听“经验”（erfallren）一词的原始意义的回声（黑格尔也许听到了这种回声）：“经验”作为伸展着的到达，这种“到达”作为在场、[存在、是]、存在的方式——这看起来难道不是太过冒险了吗？把这一古老的音调提升为这部著作所说的语言的基本音调，甚至在并没有出现“经验”一词的地方也这样做——这看起来难道不是过于大胆了吗？在这部著作行文过程的所有关键段落中，在启承转折的地方，这个词确实都出现了。诚然，在最后描述作为精神的意识的显现的那个主要部分中，这个词又隐退了。但另一方面，在著作完成后所写的前言中，黑格尔也还谈到了“精神经验的体系”。

可是，《意识琴珍的科学》这个标题还是消对。而与之相随，“意识”一词也一起从著作的标题中消失掉了，尽管意识作为自我意识构成了绝对之绝对性的本质领域，尽管意识乃是现代形而上学的陆地——这块陆地现在已经把自己当作“科学体系”来占有了，并且完全地测度了自己。

《意识经验的科学》这个标题消失后，代之以新的标题：《精神现象学的科学》。这个新标题的构造与旧标题十分一致。我们必须同样地把它的第二格理解为辩证的一思辨的。取代“经验”一词的，是在学院哲学中已经常用的名称“现象学”。经验的本质乃是现象学的本质。[显现]，即被称为“精神”的绝对主体的自行显现，以存在者状态上的意识与存在学上的意识之间的对话的方式聚集自身。现象学中的“学”乃是两义的[自行聚集]意义上的[言说]，后者标志着意识的经验借以是意识的存在的那种运动。现象学乃是精神与其在场之对话的自行聚集。现象学在这里是表示精神之此在的名称。精神是现象学的主体，而不是现象学的对象。这个词在这里既不意味着一门哲学学科，它甚至也不是表示一种特殊的、意在描述所与之物的研究方式的名称。但由于绝对向着其在场的自行聚集本质上要求着陈述，故现象学的本质就包含着一种规定性，即成为科学——而这并不是因为现象学是精神的一种表象，而是因为它是精神的此在，即精神的在场状态。因此，恰当地看，《精神现象学》这个简化了的标题并没有落人不确定性之中。它逼使我们的思想进入终极可能的聚精会神之中。“精神现象学”意味着：运作中的绝对之在场（Parusie）。《精神现象学》一书出版十年后，“现象学”在黑格尔《百科全书》（1817年）的学院体系中被贬降为精神哲学的一个狭隘部分。犹如在18世纪那样，“现象学几这个名称再度成为一门学科的名称。这门学科介于人类学与心理学之间。

但如果说精神现象学是意识的经验，那么，这种精神现象学究竟是什么呢？它就是彻底的怀疑主义。经验乃是自然的意识与绝对的知识之间的对话。自然的意识乃是在任何时代里都历史性地此在着的精神。不过，这种精神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它作为主体性乃是现实的现实性。历史性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靠自身回忆自己。而绝对的知识乃是对此在着的精神的显现的陈述。它完成着精神王国的存在构造的“机制”。对话的过程把自身聚集到它在其过程中才达到的那个领域中，以便在穿越这个领域之际把自己确立于其中，并且在如此这般通达这个领域之际在其中在场。对话的这一通达过程乃是一条绝望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意识总是丧失它尚不真实的东西，总是献身于真理的显现。在“彻底的怀疑主义”的对话的完成中，有一个警句如是说：“它完了”（es ist vollbrachl）。这个警句是在那条道路的场所里说的，在那里，意识本身走向它的死亡，它被绝对的力量撕裂开来而进入它的死亡中。在这部著作结尾处，黑格尔把精神现象学称为“绝对精神的墓地”。

精神现象学科学乃是绝对之神学，它着眼于在辩证的一思辨的受难节中的绝对之在场。在这里，绝对趋于死亡。上帝死了。这话可以有任何别的意思，惟独没有“不存在上帝”的意思。但“逻辑学”却是关于在其作为绝对概念的自我认识中的绝对的科学；这不绝对原初地寓于自身而在场。“逻辑学”是关于在创造之前的绝对之绝对性的神学。这两门神学都是存在学，都是世俗的。它们思考世界的世界性，而世界在此意味着：存在者整体，这个存在者具有主体性的基本特征。如此理解的世界是这样来规定它的存在者的，即，存在者是在那种再现着绝对的再现中在场的。但绝对知识的科学之所以是关于世界的世俗神学，并不是因为它把基督教神学和教会神学世俗化了，而是因为它包含于存在学的本质中。存在学比任何一种基督教神学更为古老，而后者必须首先是现实的，然后才能开始一种世俗化过程。绝对之神学乃是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知识，它在希腊思想家那里显露出它的存在一神学的本质，并且遵循着这种本质，但始终没有深人其基础来追踪这种本质。绝对科学的语言向我们表明，从其认识的东西和认识方式来看，基督教神学乃是形而上学。

“意识的经验是彻底的怀疑主义”和“现象李是绝对精神的墓地”——这两个句子把这部著作的完成与它的开端联结起来了。不过，在《精神现象学》中根本性的东西并不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成果的作品，而是作为意识本身之现实性的作品。由于现象学是经验，是存在者之存在状态，所以，现象学也就是把自行显现聚集到那种从绝对的闪现而来的显现之中。

但聚集着的自行集中却是意志的未曾被道出的本质。意志在寓于我们的绝对的在场中意求着自身。“现象学”本身就是存在，按照这种存在的方式，绝对才在我们近旁自在自为地存在。这种存在有所意求，因为意志乃是这种存在的本质。有待思索的事情是，存在如何获得这种本质。

“在我们近旁存在”属于绝对之绝对性。倘若没有这种“在我们近旁”，绝对就会是孤寂的东西，不能在显现者中向自己显现出来。它就不能涌现出来，进入其无蔽状态中。如若没有这种涌现，它就不会有生命。经验乃是自然的知识与绝对的知识之间的对话运动。经验作为具有统一作用的统一体而聚集；根据这个统一体，经验才是这两种知识。经验乃是自然的意识的本性，后者在其现象形态的偶然性中历史性地存在。经验乃是这些在其显现的机制中的形态的自我理解。所以，这部著作结束于这样一句话：“两者汇合在一起，被概念式地理解了的历史，就构成绝对精神的回忆和墓地，也构成它的王座的现实性、真理性和确定性，没有这个王座，绝对精神就会是没有生命的、孤寂的东西。”[l]绝对在其绝对性中需要作为祟高位置的王座，它在那里坐定，而决不屈尊自贬。

[1]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文版，贺麟、王玖兴译，北京1983年，下卷，第275页。——译者

绝对之在场发生为现象学。经验乃是存在，按照这种存在，绝对意愿在我们近旁存在．由于本质上包含在经验中的陈述所要陈述的无非是在场意义上的现象学，所以，在这部著作开头一节的末尾，就已经指出了该著作的终点，即：在场（Parusie）。绝对已经自在和自为地在我们近旁存在，并且就意愿在我们近旁存在——芍大一点仅仅是很不显眼地在一个从句中提到的。而在该著作的结尾处，这个从句成了单一的主句。“在我们近旁”展示为“非有我们不可”了。

在我们引的这段导论开头的“在我们近旁”中，“我们”的本质还是未曾得到思考的。而在这部著作结尾处的“非有我们不可”中，“我们”的本质已经得到了规定。“我们”就是那些人一环疑地给予存在者之存在以特别的关注，从而真正地重视存在。

圆圈闭合了。这部著作最后的词语又回头呼应着它的开端，并隐失于它的开端中。因为往往被称为《精神现象学》之导论的这十六节文字，本就是现象学的真正开端。

在1807年初版中，并没有“导论”这个标题。只是在随后为这个版本所加的目录中，序言之后的这段文字才被冠以“导论”的标题，这也许是为了消除由目录的约束引起的麻烦。因为按实情来讲，这段文字并不是导论；因此，只是在这部著作完成之后，黑格尔才撰写了一个规模上要大得多的序言。这段十六节的文字并不是导论，因为它不可能是这样一种导论。它之所以不可能是这样一种导论，是因为对现象学来说是没有什么导论的。而现象学之所以没有导论，是因为对它来说不可能有什么导论。精神现象学乃是绝对之在场。在场乃是存在者的存在。对人来说，没有什么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导论（导引），因为人的本质处于存在的护送中，就是这种护送本身。由于绝对的“在我们近旁存在”起着支配作用，我们就已经在在场中了。我们绝不可能是从外部的某处而来被护送到在场中去。但我们如何是在绝对之在场中存在的呢？我们按自然意识的习惯在这种在场中存在。对自然意识来说，一切事物都这样显现出来，就仿佛一切在场者都是相互并列的。即便是绝对，通常也向自然的意识显现为某种与所有其他事物并列的东西。就连那种高于通常被表象的存在者的东西，也是与自然的意识相对待的。这是在向上的方向上现存的并列，而我们本身就在这种并列中存在。在形随其表象倾向之际，自然的意识滞留于存在者那里，而没有去关注存在——尽管存在自始就吸引了自然的意识，甚至把它吸引人那种向着存在者之存在的倾向之中了。但如果自然的意识注意到存在，它就会向我们保证说，存在乃是某种抽象的东西。把自然的意识吸引到它自己的本质中去的东西，声称自己是某种被抽象的东西。对自然的意识来说，不可能有比这种意见更大的对它的本质的颠倒了。

与这种颠倒比较，自然的意识漫游于其中的那种反转就大为逊色了；而且，自然的意识试图用一种反转的机制来消除另一种反转，而并不去思考真正的颠倒。因此，对意识来说始终迫切的一件事情是，从这种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无所顾视的状况中回头，而转向显现者之显现。自然的意识不能被引向它已经在的地方。但在转化中，自然的意识也不会离弃它在存在者中间的逗留。它将特别地在其真理性中接受这种逗留。从字面上看，我们可以把第十六节视为对那个随后被删除了的标题的解说。但从实事方面看，重要的并不是一本书的标题，而是著作本身。甚至著作本身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陈述，即：经验，作为绝对之在场的本质现身（das Wesende）的现象学。但进一步讲，重要的也不是羲们对之有所认识了，而是：我们自身在经验中存在，这种经验是我们的存在本身的本性——“存在”在古老的传统意义上就是：寓于……在场者而在场。

这段十六节的导论就是把自然的意识引回到对其逗留之所的占有过程中。这种占有是通过意识的转化而发生的事情．通过转化，意识获得了经验，而经验乃是绝对之在场的真实发生。为了把自然的意识从其习惯表象中取回来、并且把它引回到经验之中，我们必须以那些观念为起点，就是以自然的意识借以直接地回答一切对于绝对认识的要求的那些观念为起点。这杯以自然表象的意见为起点的做法标志着这段文字的各个段落的风格，决定着各个段落的联系。

这部著作的核心部分是从这段导论开始的。这段导论乃是那种贯穿着彻底的怀疑主义的怀疑的开端。开始怀疑意味着：把那种进入绝对之绝对性中的“已经看到”实行起来，并且保持这种绝对性。这段文字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机会，促使自然的意识在自身那里引发出知识；意识已经在这种知识中，因为意识自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惟当我们已经完成了意识的转化，而我们在这种转化中转向了精神的显现，这时，显现者才作为“为我们”的显现者而在场。“为我们”恰恰并不表示“相对于我们”——并且对于通常的表象者。“为我们”意味着：“自在”（an sich），也即从绝对之绝对性而来的显现和进入其显现的纯粹领域中。

只有当这段导论促使我们进入作为陈述之真正开端的转化之中时，意识经验的陈述才能开始。它绝对地始于绝对之绝对性。它始于在场之意志的极端力量。它始于在其显现中的绝对的极端外化。为了能够先行观人这种显现，我们必须如其显现出来的那样来接纳显现者，并且中止我们关于显现者的意见和看法。但这样一种对显现者的接纳和对我们的看法的中止乃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只有从转化的额外做法中才取得它的可靠性和持久性。我们的额外做法在于：我们怀疑地，也即睁开眼睛，去面对那种已经在在场中走向我们的现象知识的显现；结果，我们就在那条道路上了，在这条道路上，经验就是绝对之现象学。

陈述一开始就让“感性确定性”绝对地显现出来：

那最初或者直接是我们的对象的知识，不外乎那本身是直接的知识，亦即对于直接之物或者存在者的知识。我们对待它也同样必须采取直接的或者接纳的态度，因此对于这种知识，必须只像它所呈现给我们那样，不加改变，并且不让在这种认识中夹杂有概念的把握。[l]

[l]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文版，贺麟、王玖兴译，北京1983年，上卷，第63页。——译者

一旦感性确定性的显现的陈述得到了完成，被陈述视为存在者和真实之物的那个东西的存在就从中产生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对象，即确定性的真理性；这种确定性乃是自我认识着的自我意识；对“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性”的显现的陈述始于下面的句子：

确定性前此的各个方式对意识说来其真理都是意识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但这个真理的概念在我们经验到、认识到它的过程中便消失了。就对象是直接地自在而言——不论这对象是感性确定性的存在者、知觉的具体事物、或知性的力——它毋宁被表明为真正地并不存在，而这种自李反而证明它自身仅仅是为他物而存在的一个方式；这种抽象的、自在的对象的概念扬弃其自身于现实的对象中，或者说，那最初的直接的观念扬弃其自身于经验到、认识到它的过程中；而这种确定性消失其自身于真理性中。[l]

[l]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文版，贺麟、王玖兴译，北京1983年，上卷第115页。——译者





4 尼采的话“上帝死了”(1943)


下面的解释试图指明，从何而来我们兴许有朝一日能够提出虚无主义的本质的问题。我们的解释起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着手要在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范围内对尼采的基本立场作某种廓清。这一番指明工作将揭示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阶段，它也许是形而上学的最终阶段，因为就形而上学通过尼采而在某种程度上自行丧失了它本己的本质可能性而言，我们不再能够看到形而上学的其他什么可能性了。形而上学由子尼采所完成的颠倒还只不过是倒转为它的非本质了。[l]超感性领域成了感性领域的一种不牢靠的产品。而随着这样一种对它的对立面的贬降，感性领域却背弃了它自己的本质。对超感性领域的废黜同样也消除了纯粹感性领域，从而也消除了感性与超感性之区分。这种粤黝超感性领域的过程终止于一种与感性和非感性之区分相联系的“既非-又非”。这种废黯终结于无意义状态。不过，它始终是那些通过单纯地赋予意义来逃避无意义状态的令人迷惑的尝试的前提，而这个前提是未经思虑的和不可克服的。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一概把形而上学思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而不是把它看作某一位思想家的学说。每个思想家总是在形而上学中有其基本的哲学立场。因此，我们可以用他的名字来称呼某种形而上学。但是，根据我俩这里所思的形而上学之本质来看，这绝不意味着，各种形而上学都是那个作为文化创造活动的公共范围内的突出人物的思想家的成就和财产。在形而上学的每一个阶段，总是显出一条道路的一段，而这条道路乃是存在之命运在关于存在者的真理的险峻时期为自己开辟出来的。尼采本人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解说了西方历史的进程，并且把这种进程解说为虚无主义的兴起和展开。对尼采形而上学的深人思考成了一种对现代人的处境和位置的沉思，而现代人的命运却还是很少就其真理方面被经验到的。可是，任何这种方式的沉思，如果不只是空洞的鹦鹉学舌的报告的话，都超出了所要沉思的东西。这种超出绝不是某种加高，甚或超过，也并不就是一种克服。说我们要沉思尼采的形而上学，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除了考虑他的伦理学、知识论和美学之外，也要并且首先要考虑他的形而上学。而只是意味着，我们试图严肃地把尼采当作一个思想家来对待。而思想对尼采来说也就是：把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表象出来。一切形而上学的思想都是存在-学,或者，它压根儿什么都不是。

对于我们这里所尝试的沉思来说，关键的是期备一个质朴无华的思想步骤。这种期备性的思想的要旨在于揭示那个运作空间，在此运作空间内，存在本身[2]能够在人的本质方面把人重新纳人一种原初的关联之中。[3]去期备，这乃是这样一种思想的本质。

[l]按照日常德语的用法，此处的“非本质”（Unwesen）也可译为“混乱”、“捣乱”和“胡作非为”。——译者

[2]1950年第一版：本有（Ereignis）。——作者边注

[3]1950年第一版：用（Braluch）。——作者边注

这种本质性的、因而普遍地从任何方面来看都只是期备性的思想毫不显眼地运行着。在这里，任何一种共思，不论它表现得多么笨拙，多么具有试探性，都是一种根本性的帮助。共思成了一种不起眼的、不能通过作用和效果来加以证实的播种，它播下的种子也许从来看不到禾苗和果实，从来不知道收获。这些种子被用于播种，还更应该说，是被用于对播种的期备。

播种之前要犁田。就是要开垦出那片田野，那片由于形而上学的土地的无可回避的统治地位而必然保持在未知之中的田野。现在要紧的是，首先猜度这片田野，进而寻找这片田野，进而开垦这片田野。要紧的是向这片田野作一种初步的行进。尚属未知的田间小路有许多条。但对于每个思想家来说，他向来只被指定了一条道路，即他的道路；思想家必然总是一再在这一条道路的踪迹中来回行走，旨在最终把这条道路当作他的道路（但从来不是属于他的道路）来遵循，并且把在这一条道路上可经验的东西道说出来。

也许《存在与时间》这个标题就是这样一条道路的路标。按照那种本质性的、为形而上学所要求的、并且总是一再被重新寻求的形而上学与诸科学（它们乃是形而上学孽生的后裔）的交织关系，期备性的思想有时也必然要在诸科学的范围内活动；因为，诸科学始终还以多样的形态要求先行给出知识和可知之物的基本形式，不论这是有意识的，还是以诸科学的作用和效果的方式来要求的。诸科学愈是赤裸裸地去追逐它们被先行规定了的技术本质及其外在表现，就愈是明确地澄清了关于在技术中被要求的知识之可能性的问题，关于这种可能性的特性、限界及其正当性的问题。

期备性的思想及其实行包含着一种在诸科学中间的思想方面的教育。对此，难的是找到适恰的形式，以便这种在思想方面的教育不至于陷人一种与研究和学究的混淆。这一意图还是岌岌可危的，尤其是当思想同时并且始终还不得不首先去寻找它自己的栖霓之所时。在诸科学中间运思，这意思就是说：与诸科学交臂而过，而没有鄙视诸科学。

我们并不知道，西方历史的命运对我们的民族和西方来说具有哪些可能性。而且，这些可能性的外在的构成和设置也不是首先必需的东西。重要的只是这样一回事情，即，思想方面的学习者要共同学习，同时，在以他们的方式共同学习之际，要保持在道路上，并且在适当的瞬间在此存在。

下面的解释以其意图和效果而保持在那种从《存在与时间》而来得到思考的经验的领域之中。思想不断地关注着这样一个事件，即：在西方思想的历史中，尽管人们自始就着眼于存在而思考了存在者，但存在之真理始终还是未曾被思的，它作为可能的经验不仅向思想隐瞒起来了，而且，西方思想本身以形而上学的形态特别地、但却一无所知地掩盖了这一隐瞒事杯。[l]

期备性的思想因此必然地保持在历史性沉思的领域中。对于这种思想来说，历史并不是时代的序列，而是那个同一者的独一无二的切近，这个同一者以命运的无法估量的方式、并且基于变化多端的直接性而关涉着思想。[2]

[1]1950年第一版：拒绝与扣留。——作者边注

[2]此处“同一者的独一无二的切近”中的“同一者”和“切近”在海德格尔那里都有特定含义，意指存在成其本身的差异化的到来、发生。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的“语言的本质”等篇。——译者

眼下我们要沉思的是尼采的形而上学。尼采的思想自以为是以虚无主义为标志的。“虚无主义”这个名称表示的是一个为尼采所认识的、已经贯穿此前几个世纪并且规定着现在这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尼采把对虚无主义的解释综括在一个短句中：“上帝死了！”

或许人们会认为，“上帝死了”这句话表达了尼采这个无神论者的一个意见，从而只不过是个人发表的意见，因此是片面的，由于这个缘故，它也是很容易反驳的。为反驳它，我们只消指出，今天，到处都有大量的人在上教堂，并且基于一种基督教式的上帝信仰来承受生活的困苦磨难。然而，问题依然是，尼采所讲的这句话是否只不过是一位思想家的乖张的观点——关于这位思想家，现成的就有一个正确的说法，即：他最后是发疯了。有待追问的还是，是否尼采在这里倒是表达出在被形而上学所规定的西方历史范围内总是已经未曾明言地被道说了的这句话。在发表任何一种过于仓促的意见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尝试来思考“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本来意思。因此，我们最好排除我们在面对这样一句可怕的话时很快就会冒出来的所有仓促意见。

下面所做的思考试图就某些本质性的方面来解释尼采的这句话。再强调一下：尼采这句话说的是两千年来的西方历史的命运。我们本身和在座所有人一样都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不可认为，通过一个关于尼采这句话的演讲报告就能改变这一命运，或者哪怕只是充分学会去认识这一命运。尽管如此，我们眼下必需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从沉思中接受教导，并且借助于这种教导来学会沉思我们自己。

无疑地，任何一种解释不但必须获取文本的内容，它也必须不加注明地把从它自己的内容而来的某种东西加给文本，而不是固执于文本。门外汉总是把这种添加与他所认为的文本的内容相比较，觉得它是一种穿凿附会的加人，并且指摘它是任意独断——门外汉固然有他自己的道理吧。但是，一种正当的解释对文本的理解决不会比文本作者对文本的理解更好些，而倒是不同的理解。不过，这种不同必定是这样的，即，它切中了被解释的文本所思考的同一东西。

尼采是在1882年出版的著作《快乐的科学》第3卷中首次表达出“上帝死了”这句话的。随着这部著作，尼采开始走上了他的道路，去形成其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在这部著作之后，尼采出版了另一部作品，即《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以后，尼采致力于写作他所计划的主要著作，为之思殚力竭而徒劳无功。计划中的主要著作终于未能完成。这部主要著作暂时被冠以《强力意志》的书名，并且立有一个副题：“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早在青年时代，尼采就相信上帝死了和诸神垂死这样一个怪异的思想。在起草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时，尼采就在一个笔记中写道（1870年）：“我相信原始日耳曼人的话：一切神都必然要走向死亡。”青年黑格尔在《信仰与知识》（1802年）一文的结尾处指出：“新时代的宗教赖以建基的那种情感——就是：上帝本身死了……”黑格尔的话所思考的东西不同于尼采的话所思考的。不过，两者之间有着一种根本性的联系，这种联系隐藏在一切形而上学的本质中。帕斯卡尔从普鲁塔克那里引来的话“伟大的潘是死去了”（Le grand Pan est mort）（《思想录》，第695节）,[l]尽管是出于一些相反的理由，但也是在这同一个领域里说的话。

[l]参看帕斯卡尔：《思想录》（Pensees） ，中文版，何兆武译，北京1987年，第329页。句中的“潘”（Pan）为古希腊神话中的牧神。——译者

我们首先来听听《快乐的科学》一书第125节的整节原文。这节文字的标题是“疯子”。原文如下：

疯子。——你们是否听说过那个疯子，他大白天点着灯笼，跑到市场上不停地喊叫：“我寻找上帝！我寻找上帝！”——由于那里刚好聚集着许多不信上帝的人，所以他引起了一阵哄然嘲笑。怎么搞的！他失魂了吗？其中一个说道。他是不是像小孩一样走错了路？另一个说。还是他迷失了自己？他害怕我们吗？他在梦游吗？人们议论纷纷，哄然大笑。这个疯子突然闯进入群之中，并张大双眼瞪着大家。

“上帝到哪里去了？”他大声喊叫，“我要对你们说出真相！我们把它杀死了——你们和我！我们都是凶手！但我们是怎样杀死上帝的呢？我们又如何能将海水吸光？是谁给我们海绵去把整个地平线拭掉？当我们把地球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之外时又该做些什么？它现在移往仔方？我们又将移往何方？要远离整个太阳系吗？难道我们不是在朝前后左右各个方向赶吗？还有高和低吗？当我们通过无际的虚无时不会迷失吗？难道没有宽广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呼吸吗？那儿不会更冷吗？是否黑夜不会永远降临且日益黯淡？我们不必在大白天点亮提灯吗？难道我们没有听到那正在埋葬上帝的挖掘坟墓者吵嚷的声音吗？难道我们没有嗅到神性的腐臭吗？——就连诸神也腐朽了！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死了他！我们将何以自解，最残忍的凶手？曾经是这世界上最神圣、最万能的他现在已倒在我们的刀下——有谁能洗清我们身上的血迹？有什么水能清洗我们自身？我们应该举办什么样的祭典和庄严的庙会呢？难道这场面对我们来说不会显得太过于隆重了吗？难道我们不能使自身成为上帝，就算只是感觉仿佛值得一试？再也没有更伟大的行为了——而因此之故，我们的后人将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的历史之中！”

说到这里，疯子静下来，举目望望四周的听众，听众也寂然无声并惊讶地看着他。最后，他将提灯掷在地上，而使灯破火熄。“我来得太早了，”他接着说，“我来得不是时候，这件惊人的大事尚未传到人们的耳朵里，雷电需要时间，星光需要时间，大事也需要时间，即使在人们耳闻目睹之后亦然，而这件大事比最远的星辰距离人们还要更为遥远——虽然他们已经做了这件事！”

据说，在同一天，这个疯子还跑到各个教堂里，在里面唱他的Requiem aeternam deo[安魂弥撒曲]。而当有人问他缘由时，他总是回答说：“假如这些教堂不是上帝的陵墓和墓碑，那么，它们究竟还是什么玩意？”

四年之后（1886年），尼采给原为4卷的《快乐的科学》增补了第5卷。第5卷的标题为“我们无畏者”。该卷的第1节（第343个格言）有“喜悦的含意”的题目。这一段的开头写道：“最近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上帝死了’，对于基督教上帝的信仰成为不可信的了——已经开始把它最初的阴影投在欧洲大地上。”

从这个句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尼采关于上帝之死的话指的是基督教的上帝。但不无确定地，并且首先要思索的是，在尼采思想中，“上帝”和“基督教上帝”这两个名称根本上是被用来表示超感性世界的。上帝乃是表示理念和理想领域的名称。自柏拉图以来，更确切地说，自晚期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以来，这一超感性领域就被当作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了。与之相区别，感性世界只不过是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尘世的世界是红尘苦海，不同于彼岸世界的永恒极乐的天国。如果我们把感性世界称为宽泛意义上的物理世界（康德还是这样做的），那么，超感性世界就是形而上学的世界了。

“上帝死了”这局话意味着：超感性世界没有作用力了。它没有任何生命力了。形而上学终结了，对尼采来说，就是被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终结了。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看作对形而上学的反动，对他来说，也就是对柏拉图主义的反动。

然而，作为单纯的反动，尼采的哲学必然如同所有的“反……”一样，还拘执于它所反对的东西的本质之中。作为对形而上学的单纯颠倒，尼采对于形而上学的反动绝望地陷人形而上学中了，而且情形是，这种形而上学实际上并没有自绝于它的本质，并且作为形而上学，它从来就不能思考自己的本质。因此，在形而上学中并且作为形而上学本身而真正发生的事情，对形而上学来说并且通过形而上学，始终是被遮蔽着的。

如果作为超感性的根据和一切现实的目标的上帝死了，如果超感性的观念世界丧失了它的约束力，特别是它的激发力和建构力，那么，就不再有什么东西是人能够遵循和可以当作指南的了。因此，在我们前面所引的那段文字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通过无际的虚无时不会迷失吗？”“上帝死了”这句话包含着以下断言：这种虚无展开自身。“虚无”在此意味着：一个超感性的、约束性的世界的不在场。虚无主义，“一切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就要到来了。

我们试图解释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其意就是要阐述尼采所理解的虚无主义，从而表明尼采本人是如何对待虚无主义的。但是，由于“虚无主义”这个名称往往只被人们当作流行的标语来使用，常常也被当作谴责性的骂人话来使用，所以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它的意思。一个人阪依于基督教信仰和无论何种形而上学信念，但他并不因此就在虚无主义之外了。而反过来说，也并非每一个思索虚无及其本质的人都是虚无主义者。

人们喜欢以某种语调来使用这个名称，仿佛光是“虚无主义者”这个名字——人们在这个词语上另无所思——已经足以提供证据，表明一种关于虚无的沉思就必定使人投人虚无之中，就必定意味着虚无之专制的建立。

根本上，我们要问，严格地在尼采哲学的意义上来看，“虚无主义”这个名称是不是仅仅具有一种虚无主义的意思，也即一种否定的、遁入一无所有的虚无之中的意思。因此，在准确地讨论尼采本人对于虚无主义所说的话之前，就人们对“虚无主义”这个名称的模糊的和任意的使用，我们有必要去获得一个正当的视点，有了这个正当的视点，我们才可以追问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是一种历史性的运动，而并不是何人所主张的何种观点和学说。虚无主义在西方民族的命运中以一种几乎尚未为人们所认识的基本过程的方式推动了历史。因此，虚无主义也不只是其他历史性现象中间的一个现象，也不只是一个精神思潮而可以与欧洲历史中出现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等思潮相提并论。

从其本质上来看，虚无主义毋宁说是欧洲历史的基本运动。这种基本运动表明这样一种思想深度，即，它的展开只不过还可能引起世界灾难。虚无主义乃是被拉人现代之权力范围中的全球诸民族的世界历史性的运动。因此之故，虚无主义不只是当代的一个现象，也不只是19世纪的产物——诚然，在19世纪，人们清晰地看到了虚毛主义，“虚无主义”这个名称也变得司空见惯了。虚无主义同样也歹仅是个别民族的产物，即便这些个别民族的思想家和作家专门谈论了虚无主义。那些误以为自己摆脱了虚无主义的人们，也许最深刻地推动了虚无主义的展开。这个最可怕的客人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能说出自己的来源。

也并不是只有在基督教的上帝被否定，基督教受到攻击，或者仅仅还是自由意志论者们传布一种鄙俗的无神论之处，虚无主义才流行开来。只消我们一门心思只看见这种背弃基督教的无信仰及其表现形式，那么，我们的眼光就还固执于虚无主义的浅显而贫乏的外表上。那个疯子的话恰恰就是说，“上帝死了”这个说法与那些“不信仰上帝”的人们的乱七八糟的空洞意见毫无共同之处。诸如此类的完全无信仰的人们根本还没有理解作为他们本己的命运的虚无主义。

只要我们仅仅担“上帝死了”这句话把捉为无信仰之公式，那么，我们就是在神学墩义辩护上来看待这句话了，并且放弃了尼采所灿．的问题，也即放弃了对那种和超感性世界的真理及其与人之本质的关系一道出现的问题的沉思。

因此也可以说，尼采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绝不是指那种完全否定地被设想的状态，即，人们不再能够信仰圣经启示的基督教的上帝了；正如尼采所理解的基督教说到底也并不是那种在新约福音撰写之前和保罗传教之前一度并且短期内存在过的基督教生活。在尼采看来，基督教乃是在西方人和西方现代文化之形成中的教会及其权力要求的历史性的、世俗政治的现象。这种意义上的基督教与新约全书的信仰的教义（Christlichkeit）不是同一回事情。就连一种非基督教式的生活也能肯定这种基督教，并且把它当作权力因素来使用，同样，反过来讲，一种基督教式的生活也并非必然需要这种基督教。正因此，一种与基督教的争辩绝非一定是对基督教信仰的斗争，正如一种神学批判并不就是一种对神学所解释的信仰的批判。只要人们忽视了这一本质性的差异，那么，人们就还在世界观斗争的泥坑里面打转。

从本质上看，“上帝死了”这句话中的“上帝”这个名称是表示超感性的理想世界的，后者包含着尘世生活的高于这种生活本身的目标，并且如此这般地从高处规定了尘世生活，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外部规定了尘世生活。但如果这种纯粹的、由教会规定的信仰烟消云散了，尤其是，如果信仰学说，即神学，在其充当存在者整体的决定性解释的作用方面受到了限制和排挤，这样的话，也还绝不是那种基本结构分崩离析了——根据这种基本结构，一种深人超感性领域的目标设定过程才掌握了感性的尘世生活。

上帝和教会圣职的权威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良知的权威，突兀而起的是理性的权威。反抗这种权威而兴起的是社会的本能。向着超感性领域的遁世为历史的进步所取代。一种永恒幸福的彼岸目标转变为多数人的尘世幸福。对宗教文化的维护被那种对于文化的创造或对于文明的扩张的热情所代替。创造在以前是《圣经》的上帝的事情，而现在则成了人类行为的特性。人类行为的创造最终转变为交易。

如此这般取代超感性领域的东西，乃是对基督教教会的和神学的世界解释的变换，而这种世界解释从泛希腊的一犹太的世界那里承继了它的秩序模式，即存在者的等级秩序的模式。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处，柏拉图就确立了这个泛希腊的一犹太的世界的基本结构。

虚无主义的本质领域和发生领域乃是形而上学本身．在这里我们总是假定，我们所谓的形而上学并不是指一种学说，或者，根本上不仅仅是指哲学的一门专门学科，不如说，我们在“形而上学”这个名称那里想到的是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结构，是就存在者整体被区分为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并且感性世界总是为超感性世界所包含和规定而言来考虑的。形而上学是这样一个历史空间，在其中命定要发生的事情是：超感性世界，即观念、上帝、道德法则、理性权威、进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文化、文明等，必然丧失其构造力量并且成为虚无的。对于超感性领域的这种本质性崩塌，我们称之为超感性领域的腐烂。所以，在基督教信仰学说的跌落意义上的无信仰决不是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基础，而始终只是虚无主义的一个结果；因为事情也许是，基督教本身乃是虚无主义的一个结果和构成。

由此出发，我们也就认识到人们在把握虚无主义时和对虚无主义的臆想的斗争中所遭受到的最后迷误了。由于人们并没有把虚无主义当作一场己经持续很久的、其本质根据就在形而上学本身之中的历史性运动来经验，因此，人们便沉溺于这样一种有害的癖好，就是把已经是和仅仅是虚无主义的结果的那些现象看作是虚无主义本身，或者把结果和作用看作虚无主义的原因。在对这种表象方式的不假思索的适应中，人们几十年以来已经习惯于把技术的统治地位或民众的反抗暴动举为时代的历史性状况的原因，并且根据这些方面孜孜不倦地去分析时代的精神处境。但是，每一种对人及其在存在者范围内的地位的分析，无论多么有见地、多么机智，只要它没有去思考人之本质的处所，并且在存在之真理中经验这种处所，那么，它就还是不假思索的，还只是产生一种沉思的假象而已。

只消我们一味地把虚无主义的现象当作虚无主义本身，则我们对于虚无主义所发表的看法就还是表面的。如果我们的看法是从对世界状况的不满中，或者是从几乎已经得到承认的绝望中，或者从道德上的愤怒中，、或者从信教者的自负的优越感中，借得某种抵触情绪，那么，我们的看法就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与此相对，首要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展开沉思。因此，让我们现在对尼采本人发问：他所理解的虚无主义是什么；这里，我们先且不管尼采凭这一理解是否已经触及和是否能够触及虚无主义的本质。

尼采在1887年的一个笔记中提出问题（《强力意志》，第2条）：“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他答曰：“最亨诊停的申行贬黔。”这个回答是加了着重号的，并且还有一个说明性的附注：“没有目标；没有对‘为何之故’的回答。”

根据这则笔记来看，尼采是把虚无主义理解为一个历史性的过程。他把这一过程解释为对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废黜。上帝、超感性世界（作为真实存在着的并且决定着一切的世界）、理想和理念、决定并包含着一切存在者（特别是人类生活）的目标和根据，所有这一切在这里都是在最高价值的意义上被表象的。根据那种至今仍在流行的意见，人们所理解的最高价值就是真、善、美——真就是现实存在者；善就是普遍地决定一切的东西；美就是存在者整体的秩序和统一性。但现在，由于出现了这样的洞识，即，理想世界是决不能在实在世界内实现的，于是，那些最高价值就已然自行废黜了。最高价值的约束力量摇摇欲坠了。由此产生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最高价值不能同时为那些在它们之中被设定起来的目标之实现提供保证、途径和手段，那么，这些最高价值又有何用呢？

但如果我们仅仅想在字面上来理解尼采对虚无主义之本质的规定，即虚无主义就是最高价值的失落，那就会得出那样一种关于虚无主义之本质的观点，这种观点此间已经成了流行的观点了，它的流行受到了虚无主义这个名称的支持；这种观点认为，最高价值的废黜明显意味着一种堕落。可是，对尼采来说，虚无主义绝不只是一种堕落现象，而毋宁说，虚无主义作为西方历史的基本过程同时、并且首先是西方历史的法则。因此，即便是在他对虚无主义的考察中，尼采也很少重视对最高价值的废黜过程作历史学上的描述，并且最后从中得出西方的没落的结论，尼采倒是把虚无主义当作西方历史的“内在逻辑”来思考的。

尼采同时认识到，随着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废黜，对世界来说就只剩下世界本身了，而且首先，这个变得无价值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力求一种新的价值设定。[l]在以往的最高价值失效之后，这种新的价值设定在以往的价值方面来看就转变为一种“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对于以往价值的否定来自对于新的价值设定的肯定。因为以尼采的看法，在这种点定中不存在任何与以往价值的调解和平衡，所以，这种对新的价值设定的肯定包含着绝对的否定。为了反对向以往价值的倒退而保证这种新的肯定的绝对性，也即为了确立作为一种反动的新的价值设定，尼采也还把新的价值设定称为虚无主义，也即那种虚无主义，通过它，最高价值的废黜才得以完成而成为一种新的和惟一地起决定作用煎价值设定。尼采把虚无主义的这一决定性阶段称为“完成了的’，亦钟古典的虚无主义。尼采所理解的虚无主义就是以往最高价值的废黜。但是，尼采同时也对“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意义上的虚无主义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因此，“虚无主义”这个名称始终是多义的，极端地看来，这个名称首先始终是两义的，因为，它一方面是指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单纯废黜，但另一方面又是指对这种废黜过程的绝对反动。这种意义上的两义也就是被尼采引为虚无主义的先行形式的悲观主义。在叔本华那里，悲观主义乃是这样一种信仰，它相信，在这个极其恶劣的世界中，生命是不值得经受和青定的。根据这种学说，生命是必须否定的，同时也即说，存在者艺为存在者整体是必须否定的。这种悲观主义在尼采看来是“弱者的悲观主义”。它往往只看到阴暗的东西，为一切找到一个失败的根据，并且要求知道普遍苦难意义上的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与此相反，强者的和作为强者的悲观主义却并不自欺欺人，它看到了危险，不辑作任何掩盖和粉饰。它洞穿了那种对于以往失却的东西的回归的一味期望的不妙之处。它深人地分析现象，要求人们去觉悟那些无论如何保证着对历史性状况的控制的条件和力量。

[l]1950年第一版：在何种前提下？”世界”：存在者整体，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中的强力意志。——作者边注

一种更为本质性的沉思可以表明，在尼采所谓的“强者的悲观主义”中，现代人如何完成了一种暴动，从而进入到在存在者之主体性范围内的主观性的绝对的统治之中。[l]通过这种具有双重形式的悲观主义，各种极端显露出来。极端之为极端拥有优势。于是，也就出现了那种导致“或此或彼”的选择的绝对尖锐化状态。一个“中间状态”受到拌意，因为在其中显然可见，一方面以往最高价值的实现并没有完成。世界看来是无价值的。另一方面，这种觉悟把人们探索的目光对准了新的价值设定的源泉，而世界并没有因此就重新获得其，价值。

[l]在海德格尔思想中，“主体性”和“主观性”是有分别的。前者意指存在在存在者方面显示自身的方式，即存在显示为“主体”．而这个“主体”的原义为“基体、基底、基础”，即拉丁文的subiectum和希腊文。只是到近代之初，这种意义上的“一般主体”才转化为“自我意识”或“自我”，即特指人的“主体”；而只有对后者而言，才有与“客观性”相对的“主观性”。英译者把“主体性”译为subjectness，把“主观性”译为subjectivity。——译者

诚然，鉴于以往价值的动摇，人们还可以作另一种尝试。这就是说，如果基督教上帝意义上的神已经从它在超感性世界的位置那里消失了，那么，这个位置本身总还是保留着的，尽管已经是一个空位了。人们依然可以紧紧抓住超感性世界和理想世界的这个已经空出来的位置领域。这个空出的位置甚至要求人们重新去占领它，用别的东西去替代从那里消失了的上帝。新的理想被建立起来。在尼采看来（《强力意志》，第1021条，1887年），这是通过世界幸福说和社会主义而发生的事情，同时也是在瓦格纳音乐中发生的事情，也即说，是在“独断的基督教”“已经破产”之处普遍发生的事情。于是便出现了“不完全的虚无主义”。对此，尼采说道（《强力意志》，第28条，1887年）：“不完全的虚无主义，它的各种形式：我们就生活于其中。没有重估以往的价值，而试图逃避虚无主义：此类尝试会事与愿违，使问题更尖锐化。”

我们可以对尼采关于不完全的虚无主义的思想作更清晰和鲜明的把握，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不完全的虚无主义虽然用其他价值替代了以往的价值，但它始终还是把它们置于那个旧位置上，后者仿佛是作为超感性的理想领域而被保留着的。但是，不完全的虚无主义甚至还必须清除价值位置本身，即超感性领域，从而以不同的方式来设定和重估价值。

由此可见，完全的、完成了的、因而是古典的虚无主义虽然包含着“对一切以往价值的重估”，但这种重估并不仅仅是以新的价值来替代旧的价值。价值重估成了对价值评价的特性和方式的颠倒。价值设定需要一个新的原则，也即需要某种东西作为它的出发点和立身之地。价值设定需要另一个领域。其原则不再能够是已经失去生命的超感性世界。因此，以如此这般被理解的重估为目标的虚无主义将去寻求最有生命力的东西。于是，虚无主义本身就成了“最充沛的妙角理想”（《强力意志》，第14条，1887年）。在这一新的最高价值中隐含着对生命的另一种评价，也即对一切生命的决定性本质的依据的另一种评价。所以我们还要问，尼采所理解的生命为何。

上面对虚无主义的不同等级和方式的提示表明：根据尼采的阐释，虚无主义不外乎是这样一种历史，在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价值、价值的确立、价值的废黜、价值的重估，是价值的重新设定，最后而且根本上，是对一切价值设定之原则所作的不同的评价性设定。最高的目的、存在者的根据和原则、理想和超感性领域、上帝和诸神——所有这一切被先行把握为价值了。可见，只有当我们知道了尼采所理解的价值为何时，我们才能充分地了解尼采的虚无主义概念。由此而来，我们也才能理解“上帝死了”这句适的本来意思。对尼采价值思想的充分清晰的解说，乃是理解尼采形而上学的钥匙。

在19世纪，关于价值的谈论是很常见的，对于价值的思考也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只有当尼采的著作在世面上传布开来之后，关于价值的谈论才成了大众化的事情。人们大谈特谈生命价值、文化价值、永恒价值、价值等级、精神价值（譬如，人们以为在古典文化中发现了这种精神价值）。在哲学的学术研究中，在新康德主义的改造中，人们获得了价值哲学。人们构造出种种价值系统，并且在伦理学中探究价值的层次。甚至在基督教神学中，人们也把上帝，即summum ens qua summum bonum[作为最高的善的最高存在者]，规定为至高的价值。人们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而把价值评价抛向世界观一边。价值和价值因素成了形而上学因素的实证主义的替代品。与人们阔谈价值这一情形相应的是概念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又与来自存在的价值的本质渊源的模糊性相一致。因为如果我们假定，以这种方式屡屡被引证的价值并不是一无所有的，那么，它必然在存在中有其本质。

尼采所理解的价值为何？价值之本质植根于何处？为什么尼采的形而上学是价值形而上学？

在一则笔记（1887-1888年）中，尼采道出了他对于价值的理解：“着眼于[l]生成范围内的生命之相对延续的复合构成物，‘价值’的观点乃是俘存一得章的条件的观点。”（《强力意志》，第715条）

[l]1950年第一版：透视角度、境域。——作者边注

价值的本质在于成为观点。[l]价值是指已经被收人眼帘的东西。价值意味着一种观看的视点，这种观看针对某个东西，或者如我们所说，指望某个东西同时也必须指望其他东西。价值处于与一种“如此之多”的内在关联中，与量和数的内在关联中。所以，价值关系到一个“数字和计量刻度”（《强力意志》，第710条，1888年）。而问题依然是，升和降的刻度的基础何在。

[l]海德格尔在此强调，“观点”（Gesichtspunkt）乃是“观看之点”。——译者

由于把价值标识为一种观点，这里便得出了对尼采的价值概念来说是本质性的一点：作为观点，价值总是被一种观看、并且为这种观看而设立起来了。这种观看具有这样的特性，即它看，是因为已经看到了；而它已经看到，是因为它表象并设定了被看见的东西本身。通过这种表象着的设定，那个对“针对某物的看”来说必需的、从而对这种观看的视线起着指导作用的点才成为视点，也即才成为在观看中并且在一切受视野引导的行为中起标尺作用的东西。因此，价值并非首先是某个自在的东西，然后才得以偶尔地被看作观点。

价值之为价值，是由于它起作用。价值之起作用，是由于它被设定为标尺。它如此这般地被设定起来，通过一种对必须被指望的东西的看望而被设定起来。视点、视角、视界在这里指的是在一种为希腊思想所决定的、但经历了从[爱多斯、外观]到[知觉]的观念转变的意义上的视觉和观看。这种观看是这样一种表象，它从莱布尼茨以来就相当明确地在[欲望〕的基本特征中被把捉的。一切存在者都是表象着的存在者，因为存在者之存在包含着一种nisus[欲求]，亦即一种露面的冲动，这种冲动使得某物涌现（显现）出来，愁而决定着它的出现。一切存在者的本质——一具有这种欲求的本质一提就占有自己，并为自己设定一个视点。这个视点给出要遵循的视角。这个视点就是价值。

在尼采看来，凭着这种作为观点的价值，“保存-提高的条件”就被设定起来了。尼采在“保存”和“提高”之间忽略了一个“和”, 而代之以一个连字符；光从这种书写方式就可以看出，尼采是想表明，作为观点的价值在本质上是、并因而始终同时是保存和提高的条件。价值被设定之处，必然总是有两种制约作用的方式被收入眼帘了，而且是这样，即，这两种方式总是一体地相互联系在一起了。为什么呢？显然只是因为表象着一欲求着的存在者本身在其本质中就蔚口此这般地存在的，即，它需要这双重的视点。如果作为观点的价值必然地既制约着保存又制约着提高，那么，这种价值是何种东西的条件呢？

保存和提高标志着生命的原本一体的基本特征。生命之本质包含着生长欲望，即提高。生命的任何保存都服务于生命的提高。任何一种生命，如果一味地自限于单纯的保存，那么它就衰败了。譬如，生存空间的保障对生命体来说从来就不是目的，而只是生命提高的手段。反过来讲，得到提高的生命又增加了生命以前对空间扩张的需要。但如果不是已经有一个被保障的、并且因而能够提高的生命成分已经得到了保存，那么，无论在哪里都不可能有提高。所以，生命体乃是一个由提高和保存这两个基本特征联结起来的产物，即“生命的复合构成物”。作为观点，价值引导着那种“着眼于复合构成物”的观看。这种观看一向是那种贯通一切生命体的生命目光（Lebensbllck）的观看。由于生命为生命体设定视点，生命在其本质中便表明自身是设定价值的生命（参看《强力意志》，第556条，1885-1886年）。

“生命的复合构成物”依赖于那些保存和持续的条件，而且，持续者只是为了在提高中成为非持续者才持存。这一生命的复合构成物的延续乃基于提高和保存的交互关系。所以，这种延续是一种比较而言的延续。它始终是生命体“相对延续”，也就是生命的“相对延续”。

用尼采的话来说，“着眼于生成范围内的生命之相对延续的复合的构成物”，价值就是“保存-提高的条件的观点”。这里，而且一般地在尼采形而上学的概念语言里，“生成”（Werden）这个单纯的和不确定的词语并不意味着万物的某种流变，并不意味着纯粹的状态变化，也不是指无论何种发展和不确定的展开。“生成”乃是指从某物到某物的过渡，是莱布尼茨在《单子论》（第11章）中称之为changements naturals[自然变化]的那种运动和激动，这种运动和激动完全支配着ens qua ens[存在者作为存在者]，也即，ens percipiens et appetens[知觉的和欲望的存在者]。尼采把这种支配作用思考为一切现实之物即广义的存在者的基本特征。他把如此这般规定着在其essentia[本质]中的存在者的那个东西把．捉为“强力意志”。

如果说尼采以“生成”一词结束了对价值之本质的刻画，那么，“强力意志”这个结束语就启示着那个根本说来完全包含着价值和价值设定的基本领域。“生成”，这对尼采来说就是“强力意志”。“强力意志”因而就是“生命”的基本特征。尼采往往也对“生命”一词作广义的使用，而在广义上，这个词便在形而上学范围内（譬如在黑格尔那里）等同于“生成”了。在尼采的语言中，“强力意志”、“生成”、“生命”和最广义的“存在”，乃是同一个意思（《强力意志》，第582条，1885一1556年，以及第659条，1888年）。在生成内部，生命即生命体便构成自身为强力意志的诸中心。这种中心因此就是支配性构成物。尼采所理解的支配性构成物就是艺术、国家、宗教、科学、社会等公所以，尼采也可以说（《强力意志》，第715条）：“‘价值’从本质上说，就是这种支配性中心的增或减的观点。”（也即是就其支配统治特征方面来说的。）

在上面所引的对价值之本质的界定中，尼采把价值把捉为生命的保存和提高的观点上的条件，但又在作为强力意志的生橇中看到了生命的根据，这样一来，强力意志便被揭示为设定那种观点的东西。强力意志乃是那种东西，它根据它的“内在原则”（莱布尼茨卜一作为ens[存在者]之esse[存在]中的nisus[欲求]——来作价值评价。强力意志乃是价值设定的必然性的根据和价值评价的可能性的本源。因此，尼采说（《强力意志》，第14条，1887年）：“价值及其变化始终与价值设定者的权力增长成比例。”

这里我们看到，价值乃是强力意志本身所设定的它自身的条件。惟当强力意志作为一切现实的基本特征显露出来，也即成为真实的，并因此被把捉为一切现实的现实性之际，我们才能表明，价值从何而来，一切价值评价始终由何种东西来承荷、受什么引导。现在，价值设定的原则是已知的了。价值设定将成为“原则性的”，也即，从作为存在者之根据的存在而来篡可实行的。

因此，作为这样一种已知的、也即被要求的原则，强力意志同时也是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这种价值设定之所以是新的，是因为它首次根据对其原则的认识而有意识地来实行自己。这种价值设定之所以是新的，是因为它本身确信自己的原则，并且同时把这种确信把握为一种根据其原则而设定的价值。然而，作为那种与以往的价值相关的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强力意志同时也是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的原则。但由于以往的最高价值是从超感性领域的高度上统治了感性领域，而这种统治的结构就是形而上学，所以，随着对一切价值之重估的新原则的设定，也就进行了一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颠倒。尼采把这种颠倒看作对形而上学的克服。[l]可是，具有这种方式的任何颠倒始终都只是卷入到那种已经变得不可知的同一者中去了。这是一种自我迷惑的卷入。

[1]1950年第一版：对尼采而言亦即：对柏拉图主义的克服。——作者边注

但由于尼采把虚无主义理解为那种对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废黜的历史的规律性，而又在重估一切价值的意义上来解说这种废黜，这样，照尼采的解释，虚无主义就植根于价值的统治和价值的崩溃中，从而也就植根于一般价值设定的可能性之中。价值设定本身是以强力意志为根据的。因此之故，惟从强力意志的本质而来，尼采的虚无主义概念和“上帝死了”这句话才能得到充分的思考。所以，为了揭示“上帝死了”这句话，我们这里要做的最后一步，就是解释尼采在“强力意志”这个他所创造的名称中所发挥出来的思想。

“强力意志”这个名称被认为是一目了然的，以至于人们难以理解，何以有人竟还要花一番心思来专门解释这个词的构造。因为所谓“意志”（Wille），是每个人无论何时都能在自己身上经验到的。有意志的意愿就是追求某种东西。至于“强力”（Macht）的意思，现在大家都根据日常经验把它理解为统治权和暴力的运用了。于是，“趋向”（zur）强力的意志明言就是取得强力的追求了。

根据这种意见，“强力意志”这个名称假定了两个不同的、事后又相互联系的事实：一方是意愿，另一方是强力。如果我们刨根究底来追问强力意志的根据——不光是为了描述上述内容，而且同时是为了说明上述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出，作为对这样一种还没肴占有的东西的追求，强力意志显然来自一种匮乏感。追求、统治权的运用匮乏感，乃是我们在心理学知识中所把握的表象方式和状态（心灵能力）。因此，对强力意志之本质的探讨就是心理学的事情了。

上面对于强力意志及其可知性所作的阐述固然洞若观火，但它并没有思及尼采就“强力意志”这个词所作的思考以及这种思考的方式。“强力意志”这个名称表示着尼采最后的哲学的基本词语。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哲学标识为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对于尼采意义上的所谓“强力意志”，我们决不能根据流行的关于意愿和权力的观念来理解它，而只能通过一种对形而上学思想的沉思，并且同时也即通过一种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的沉思来理解它。

我们下面对干强力意志之本质的解释就是根据这些关系来思考的。这种解释尽管恪守尼采自己的阐述，但必然同时也比尼采本人的直接表述更清晰地把握他的阐述。不过，对我们来说，弯得更清晰的东西始终只是首先对我们变得更意味深长的东西。意味深长的是那种本质上与我们更亲近的东西。在前文和下文中，我们都是根据形而上学的本质，而不只是根据形而上学诸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来思考的。

尼采在1883年发表了《快乐的科学》一书；一年之后，他又出版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后面这本书的第2卷中，尼采首次在特定的相关语境中道出了“强力意志”：“只要有生命的地方，我就会找到‘强力意志’；甚至在仆人的意志中，我也找得到那种要做主人的意志。”

意愿（Wollen）乃是做主人的意愿。这样理解的意志也还存在于仆人的意志中。尽管这并不是说，仆人力求摆脱奴仆的角色而自己成为主人。而毋宁说，奴仆之为奴仆，仆人之为仆人，总是还想支配某种东西，也即他在自细仆役中所命令和利用的东西。这样，他作为奴仆也还是一个主人。做奴仆也就是想做主人。

意志决不是一种愿望，决不是一种对某物的单纯追求，而不如说，意愿本就是命令（参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卷1和卷2；进一步参看代强力意志》，第668条，1888年）。这种命令的本质在于，命令者在对作用行为之可能性的有意识的支配中成为主人。在命令中被命令的，乃是这种支配的实行。在命令中，命令者（并不只是执行者）服从这种支配和支配能力，从而服从自己。这样，由于命令者还敢于孤注一掷，他便战胜了自己。命令，也许始终要与那种对他人的单纯的发号施令区分开来，它乃是自我克服，比服从更难。意志是专注于所接受的使命。只有那个还不能服从自己的人才还必须特别地被命令。意志所意愿的，并不是追求它还不具有的东西。意志意愿它已经具有的东西。因为意志意愿它的意志。它的童志乃是它所意愿的东西。意志意愿自身。意志超越自己。这样，意志之为意志意愿超出自身，从而必然同时超过自己、支配自己。因此，尼采说（《强力意志》，第675条，1887一1888年）：“一，般的章厚，无异于要卑强本的意愿，生长的意愿……。”在这里，“更强大”意味着“更多的强力’，丫，而后者意味着：只有强力。因为强力的本质在于成为那个支配一向已经达到的强力等级的主人。只有当强力保持为强力之提高，并且受命于“强力之增加”，强力才是持久的强力。即便只是中断强力之提高，只是停滞于某个强力等级上，也已经是强力之下降的开始了。强力的本质包含着对它自身的征服。这种征服归于强力本身并且来自强力本身，因为强力乃是命令，并且作为命令而授权自己去征服当下的强力等级。于是乎，虽然强力不断在走向自身的途中，但并不是作为无论在何处都自为地现存着的意志而在一种追求意义上力求获得强力。强力也不仅仅是授权自己为达到下一个等级才去征服当下的强力等级，而只是为了在其本质的绝对性中征服自己。根据这种本质规定性来看，意愿就不是一种追求，而毋宁说，一切追求始终只不过是意愿的补充形式或预备形式。

在“强力意志”这个名称中，“强力”一词所命名的无非是就其为命令而言的意志自我意愿的方式的本质。作为命令，意志专注于其本身，也就是专注于它所意愿的东西。这种专注乃是强力的力量运作。并没有自为的强力，同样地，也没有自为的意志。所以，意志和强力也并非只有在强力意志中才相互结合起来，不如说，作为求意志的意志（WillezurWillen），意志乃是在强力之征服这种意义上的强力意志。[l]但强力的本质在于，它作为在意志中存在的意志而与这种意志相对待。强力意志是强力的本质。它显示出那种作为纯粹意志而自我意愿的意志的绝对本质。

[1]“求意志的意志”与“强力意志”两词的构造相同，后者亦可译为“求强力的意志”。——译者

因此，强力意志也不能与一种求其他某种东西的意志分离开来，譬如，不能与那种“求虚无的意志”分离开来；因为就连这种“求虚无的意志”，也还是求意志的意志，以至于尼采能够说（《道德的谱系》，第3篇论文，第1节，1887年）：“与其说它（意志）还要意愿睿乖，不如说它并不意愿。——”

“意愿虚无”绝不意味着意愿一切现实的纯粹不在场状态，而是指，恰恰要意愿现实，却是意愿那种一向并且普遍地作为一个虚无的东西的现实，并且通过这种虚无的东西才意愿否定。，在这样一种意愿中，强力始终还获得了命令的可能性和成为主人的可能性。

作为意志的本质，强力意志的本质乃是一切现实之物的基本特征。尼采说（《强力意志》，第693条，1888年）：强力意志是“存在的最内在本质”。这里的“存在”依照形而上学的语言用法，是指存在者整体。因此，作为存在者的基本特性，强力意志的本质和强力意志本身是不能通过心理学上的考察来加以确定的，相反地，心理学本身倒是通过强力意志才获得了它的本质，也即它的对象的可设定性和可知性。所以，尼采并不是在心理学李乘理解强力意志的，倒是相反，他重新把心理学规定为“强力拿本币形态学和拳犀学谬”（《善与恶的彼岸》，第23节）。这种形态学（Morphologie）就是关于[存在者』的存在学（Ontologie），而[存在者]的[形式]——通过[爱多斯、外观]向perceptio[知觉]的转变——在知觉的appetitus[欲望]中显现为强力意志。形而上学自古以来就着眼于存在者之存在而把存在者思考为[基体、基底]、[一般主体]；形而上学发展为具有上述规定性的心理学，这一事实仅仅作为一个后果，证实了那个在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变化中的基本事件。Sub-iectum[一般主体]的。[在场]（即存在状态）演变为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而自我意识则把其本质揭示为求意志的意志。作为强力意志，意志是趋向更大强力的命令。为了使意志能够在对自身的征服中超越当下的等级，这种等级必须首先已经被达到、保证和保持。对当下强力等级的保证乃是强力之提高的必要条件。但为了意志能够自我意愿，也即为了一种要更强大的意愿的存本，一种强力之提高的存夸，这一必要条件还是不充分的。意志必须观人一种视野，并且首先开启出这二视野，从而才显示出那些可能性，为一种强力之提高指明轨道。意志、必须这样来设定那种超出自身的意愿的条件。首要地，强力意志必须设定强力之保存和强力之提高的条件。意志包含着对这些共属一体的条件的设定。

“一般的章厚，无异于要变得更强大的意愿，生长的意愿——此外，还有取得手段的意愿。”（《强力意志》，第675条，（1887-1888年）

根本的手段乃是强力意志本身为它自己设定的条件。尼采把这些条件称为价值。他说（《全集》，大八开本版，第13卷，第395节，1884年）：“在一切意志中都有评价。”评价意味着：构成和确定价值。强力意志进行评价，因为它构成提高的条件并且确定保存的条件。按其本质来看，强力意志就是设定价值的意志。价值乃是存在者之存在范围内的保存和提高的条件。一旦强力意志在其纯粹的本质中合乎本己地显露出来，则它本身就是价值设定的根据和领域。强力意志的根据并不在某种匮乏感中，而不如说，强力意志本身就是最充沛的生命的根据。这里，生命意味着求意志的意志。“‘年命’，这说的就是‘评价’。”（同上）

只要意志意愿征服它自己，它便不会安于生命的任何一种丰富。意志在呈献中——也即呈献出它自己的意志——发挥其力量。这样，意志不断地作为同一个意志返回到作为相同者的自身那里。存在者整体的essentia[本质〕乃是强力意志；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即它的existentia[实存〕，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尼采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词语是“强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它们从自古以来对形而上学起着指导作用的方面来规定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也即在essentia[本质]和existentin[实存]意义上来规定ens qua ens[存在者作为存在者]。

“强力意志”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之间的本质关系就要这样来思考，但这种本质关系在此还不能直接描述出来，因为对于essentia[本质]与面stentia[实存]之区分的来源，形而上学既没有作过思考，甚至也没有稍事探问。

如果形而上学把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思考为强力意志，那么，它就势必要把存在者思考为设定价值的东西。形而上学在价值、价值作用、价值废黜和价值重估的视界中来思考一切。现代形而上学由此发端，其本质在于：它探求绝对不可怀疑的东西、确定可匆时东西、确定性。以笛卡儿的话来讲，firmum et mansurum quid stabilire，意思就是：把某种固定的、持存的东西带向持留。这种持续的东西作为对象，符合于作为持续在场者的存在者的自古以来起支配作用的本质，而存在者作为持续在场者乃是处处已经摆在眼前的东西（即[基体、基底]，subiectum[一般主体]）。就连笛卡儿也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追问的是这个[基体、基底]。只要笛卡儿是在先行规定的形而上学的轨道中来探求这个subiectuln[一般主体]的，那么，他在思考作为确定性的真理之际就会发现作为持续在场者的ego cogito[我思]。于是，ego[我]就成了subiectum[一般主体]，也就是说，主体就成了自我意识。主体的主体性取决于这种意识的确定性。

由于强力意志把保存，即对它本身的持存保证，设定为一种必然的价值，它同时也就为这种对一切存在者的保证的必然性作了辩护；而这一切存在者作为一种本质上表象着的存在者始终也是持以为真的存在者。对这种持以为真的保证被叫做确定性。所以，按照尼采的看法，作为现代形而上学的原则，确定性惟有在强力意志中才真正推到了根据；当然，这里假定了一点，即，真理是一种必然的价值，确定性是真理的现代形态。这就表明，何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尼采关于作为一切现实的“本质”（Essenz）的强力意志的学说那里，现代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达到了完成。

因此，尼采能够说：“价值问题比确定性问题平汐早夺：因为后者只有在价值问题得到解答的前提下才达到其严格性。”（《强力意志》，第588条，1887-1888年）

然而，即便强力意志已经被认作价值设定的原则，价值问题也必须首先去考虑，何者是根据这一原则来看必然的价值，何者是合乎这一原则的最高价值。只要价值的本质显示为在强力意志中被设定的保存和提高的条件，那么，对一种关于决定性的价值构造的特性刻画来说，就有适当的角度开启出来了。

对意志当下所达到的强力等级的保存就在于，意志用一个它能够随时并且牢靠地动用的东西的圆周区域把自己包围起来，以便从中争得它自身的可靠性。这一圆周区域界定了对意志来说直接可支配的在场者之持存（Bestand）（根据这个词在希腊人那里的日常含义）。但这一持续的东西只有当它被一种摆置（stellen）带向状态时，才成为一个持久的东西，也即成为那种总是可支配的东西。这种摆置具有表象性制造的特性。[l]以这种方式持续的东西乃是持留者（dasBleibende）。尼采把这个持续的东西称为“存在者”，完全符合于在形而上学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存在之本质（存在二持续的在场状态）。他往往也把这种持续的东西称为“存在”，也还是完全符合于形而上学思想的说法的。自西方思想的开端以来，存在者就被当作真实的东西，当作真理，而同时，“存在着”（seiend）[2]和“真实”（wahr）的意义却是变化多端的。尽管尼采对形而上学做了彻底的颠倒和重估工作，但当他把在强力意志中为意志的保存而固定下来的东西径直叫做存在或存在者或真理时，他还是停留在形而上学传统百折不挠的道路中。因此，真理就是一个在强力意志之本质中被设定的条件，也即强力之保存的条件。作为这样乙种条件，真理乃是价值。不过，由于意志只能根据那种对持续的东西的支配进行意愿，所以，真理就是从强力意志之本质而来对这种意志来说必然的价值。在这里，“真理”这个名称既不意味着存在者之无蔽状态，也不是指知识与对象的符合一致，也不是指那种作为明白易解的对被表象者的投送和确保（Zu-und Sicherstallen）的确定性。这里，而且在一种从前面所指出的真理之本质的方式而来的本质历史的渊源中，真理乃是对强力意志由之而得以意愿自身的那个圆周区域的持续的持存保证。

[l]此句的德语原文为“Dieses Stellen hat die Art des vor-stellenden Herstellens”。——译者

[2]德语系动词sein的分词形式。——译者

从那种对当下达到的强力等级的保证来看，真理乃是必然的价值。但真理不足以去达到某个强力等级；因为就其本身来看，持续的东西决不能给出那个东西，即，意志为了作为意志超出自身也即为了进入命令之可能性中而首先就需要的那个东西。命令之可能性只有通过一种为强力意志之本质所包含的有所洞察的前瞻才表现出来；因为，作为求更大强力的意志，强力意志本就是向可能隆透视的。对这些可能性的开启和提供乃是对强力意志之本质而言的那种条件，这种条件——作为在词面意义上先行的条件——高于前面所说的条件。因此之故，尼采说（《强力意志》，第853条，1887-1888年）：“但真理不是最高的价值尺度，更不是最高的强力。”

强力意志只有从意志之可能性而来才向其本身开放；而对尼采来说，意志之可能性的创造乃是艺术的本质。与这一形而上学概念相应，尼采在“艺术”这个称号下所思索的不只是艺术家的审美领域，甚至并不首先是这种审美斌域。艺术乃是所有开启并且占有透视角度（dasperspektiven）的意愿的本质：“艺术作品，在俘有艺术家情况下出现的艺术作品，譬如作为肉体、作为组织（普鲁士军官团、耶稣教团）等。何以艺术家只是一个初步阶段。世界乃是一件自我生殖的艺术作品——。”（《强力意志》，第796条，1885-1886年）

根据强力意志来理解的艺术的本质乃在于：艺术激发强力意志首先成其本身，并且激励强力意志去超出自身。由于尼采在对早期希腊思想家的[生命]和[涌现、自然]的隐隐回应中，往往也把作为现实之现实性的强力意志称为生命，所以尼采能够说，艺术乃是“生命的最大兴奋剂”（《强力意志》，第851条，1888年）。

艺术是在强力意志之本质中被设定起来的条件，就是强力意志作为它所是的意志能够提升人强力之中、并且能够提高强力这样一回事情的条件。因为艺术是这样一种条件，所以它便是一种价值。作为那种条件，那种在持存保证之决定作用的等级中先行的、并因而先行于一切决定作用的条件，艺术乃是开启着一切上升高度的价值。艺术是最高的价值。与真理之价值相比，艺术是更高的价值。一方以常新的方式召唤着’另一方。两种价值在它们的价值关系中规定着在自身中设定价值的强力意志的统一本质。这种强力意志乃是现实之现实性，或者，用比尼采通常所采用的更宽泛一些的词语来讲，就是存在者之存在。如果形而上学必须着眼于存在来言说存在者，如果它借此以其方式道出存在者之根据，那么，强力意志形而上学的根据律[l]就必定说出了这个根据。这种形而上学的根据律言说的是，何种价值合乎本质地被设定起来，并且是在设定价值的强力意志的本质范围内的何种价值等级中作为存在者的“本质”（Essenz）被设定起来。这个根据律就是：“艺术半真理卑亨价值。”（《强力意志》，第853条，1887-1888年）

[l]此处“根据律”原文为Grund-Satz，或可按字面直译为“根据一定律”。——译者

强力意志形而上学的根据律是一种价值律（Wertsatz）。

从这一最高的价值律可以清楚地看出，价值设定本身根本上是双重的。在价值设定中，无论是明确的还是不明确的，总有一种必然的价值和一种充分的价值被设定起来，而这两者乃是从它们相互的居支配地位的关系而来被设定的。价值设定的这一双重性符合于它的原则。这个贯穿并且引导着价值设定本身的原则就是强力意志。从其本质的统一性而来，强力意志渴求并且满足于它本身的提高和保存的条件。对于价值设定之双重本质的考察特别地能使思想直面于强力意志的本质统一性问题。只要强力意志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本质”，而形而上学的真实就是对存在者的言说，那么，当我们思考强力意志的本质统一性时，我们就是要追问这种真实的真理性。我们借此就达到这种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极点。但在此何谓极点呢？我们要就强力意志的本质来解说其意思，并且同时保持在眼下的讨论所划定的界线之内。

强力意志的本质统一性无非是强力意志本身。这种本质统一性乃是强力意志作为意志直面自身的方式。它把强力意志本身置人其本己的考验中，并使之接受考验，结果，强力意志在这样一种考验中才纯粹地、从而以其最高的形态再现出自己。但这种再现在此绝不是一种事后追加的表现，而不如说，由这种再现所决定的在场乃是强力意志的存在的方式，并且，强力意志就是作为这种方式而存在的。

然而，强力意志的存在方式同时也是它置自身于其本身的无蔽领域中的方式。强力意志的真理即植根于此。强力意志之本质统一性问题就是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强力意志在其中存在的那个真理的方式问题。而这种真理同时也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形而上学就是作为这种真理而存在的。照此看来，现在所追问的真理并不是强力意志本身作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必然条件所设定的那种真理，而是设定条件的强力意志本身已经在其中成其本质的那种真理。强力意志在其中成其本质的这个一（dieses Eine），即它的本质统一性，关涉到强力意志本身。

然则存在者之存在的这一真理具有何种方式呢？此种方式只能取决于那种东西，后都镇理就是此种方式。但是，只要在现代形而上学的范围内存在者乏存在被规定为意志，并因而被规定为自我意愿（sichwollen），而自我意愿本身是自我认识（Sich-selbst-wissen），那么，存在者，即[基体、基底]、subiectum[一般主体]，就以自我认识的方式成其本质。存在者（即subicctum[一般主体]）自行呈现出来，而且是以ego cogito[我思]方式向其自身呈现出来。这种自行呈现，即再现（也即表象），就是quasubiectum[作为一般主体]的存在者之存在。自我认识便成了绝对主体（Subjekt schlechthin）。在自我认识中聚集着一切认识及其可认识的东西。它是认识的聚集，犹如山脉是群山的聚集。主体的主观性作为这样一种聚集就是co-goatio（即cogitatio[思维]），是conscientia[意识]，是认识之聚集（Ge-wissen），即意识（conscience）。[1]但co-agitatio[思维]夺拿就是Velle，即意愿。在主体的主体性中，作为主体性之本质的意志得以显露出来。作为主体性形而上学，现代形而上学是在意志意义上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

[l]这里的conscientia和conscience分别是拉丁文和法文中的“意识”。而德文Ge- wissen在此并非“良知”（Gewissen），而是取其前缀Gc-的“聚集”意，故我们权译之为“认识之聚集”。——译者

主体性所具有的第一个本质规定是，表象着的主体保证其自身，并且始终也保证它所表象的东西本身。根据这种保证，作为确定性的存在者之真理就具有可靠性（即certitudo）之特性。确定性在其中成其本身的那种自我认识，就它而言始终是迄今为止的真理之本质，也即表象之正确性（即rectitudo）的本质的变种。但是，正确性现在不再在于与某个在其在场性方面未曾被思考的在场者的相应。在这里，正确性乃在于对一切有待表象的东西的设置，这种设置符合于那种在表象着的res cogitans sive mens[思维体或心灵]的认识要求中被设定起来的标尺。这种要求指向可靠性，而可靠性的要义在于，一切有待表象的东西和表象一道被逐人数学观念的清晰性和明确性之中，并在那里被聚集起来。Ens[存在者]乃是ens co-agitatum perceptinnis[在知觉中一起活动的存在者]。现在，如果表象合乎这一可靠性要求，那它就是正确的。如此这般被表明为正确的，它——作为被恰当地制作的和可支配的——就是被合法地制作或辩护了。[1]主体性的自身确定性意义上的存在者之真理，作为可靠性（即certitudo），根本上乃是对在它自己的光亮面前的那种表象及其所表象者的合法制作或辩护。这种辩护（即instificatio）乃是对iustitia[公正]的实行，从而就是公正（Gerechtigkeit）本身。既然主体向来是主体，它便得以为自己确定可靠性。它在为其本身所设定的公正要求面前自我辩护。

[1]在此注意“正确的”、“被恰当地制作”与“被合法地制作或辩护”三词之间的字面的和意义的联系，三者均出于词根recht（合法的、正确的、正当的）。——译者

在现代的开端，人们重新提出了下述问题：在存在者整体中，也即在一切存在者的最具有存在特性的根据（即上帝）面前，人如何能够确定他本身的持久性，也即确定他的得救（Heil）。这个得救确定性的问题就是辩护问题，也就是公正（即iustitia）问题。

在现代形而上学范围内，莱布尼茨首先把subiectum[一般主体]思考为ens percipiens et appetens[知觉和欲望的存在者]。他在ens[存在者]的vis[力]之特性中首次清晰地思考了存在者之存在的意志特征。他以现代的方式把存在者之真理思考为确定性。在其关于形而上学的二十四个论题中，莱布尼茨说（第二十个论题）：iustitia nthil alind est quam ordo seu perfeetio circa mentes[公正无非是心灵获得的秩序和完善]。照第二十二个论题看，mentes[心灵]，即rescogitantes[思维体]就是primae Mundi unitates[原初的世界统一体]。作为确定性的真理是对可靠性的保证，是秩序（即ordo）和普遍的确定，也就是完全的和彻底的完成（即per-feclio[完善]）。对首先和真正地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的保证之特性乃是iustitia（公正）。

在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性奠基中，康德把先验主观性的终极的自身保证思考为先验演绎的quaestio iuris[合法问题]。它就是表象着的主体的辩护的公正问题，这个表象着的主体把其本质固定在它的“我思”的自身公正中了。

在作为确定桂的真理中——这种确定性被思为主体性的真理，而主体性被思为存在者之存在——隐含着根据可靠性的辩护而被经验的公正。它虽然是作为主体性之真理的本质而起作用的，但在主体性形而上学范围内却并没有被思考为存在者之真理。而另一方面，一旦存在者之存在显现为强力意志，则公正——作为自我认识着的存在者之存在——就必然要来到现代形而上学思想面前。强力意志认识到自己是本质上设定价值的意志，它在设定价值即设定它自己的本质持存的条件之际保证自己，从而不断地正确对待自己，并且在这种正确对待中成为公正。在公正中并且作为这种公正，强力意志的特有本质必定再现出来，而以现代形而上学的方式来思考，再现也就是：存在（sein）。正如在尼采形而上学中的价值思想比笛卡儿形而上学中关于确定性的基本思想更为基本，因为确定性只有在被看作最高价值时才能被看作公正；同样地，在西方形而上学达到完成（在尼采那里）的时代里，主体性的明白可解的自身确定性便表明自己是强力意志的辩护，这种辩护是按照在存在者之存在中起支配作用的公正来进行的。

早在一部早期的、也是众所周知的著作中，即在第二个不合时宜的考察“论历史学对于生命的利与弊”（1874年）中，尼采就用“公正”取代了历史科学的客观性（第6章）。但在一般情形下，尼采对于公正是保持沉默的。只是到关键的1884-1885年间，当时尼采洞识到“强力意志”乃是存在者的基本特征，他才写下了两段关于公正的思想的文字，但没有予以发表。

第一段笔记（1884年）的标题为“自由的道路”。这个笔记如是说：“公正作为构造着的、离析着的、消灭着的思想方式，是从评价出发的；牛命个身的最高诊表。”（大八开本，第13卷，第98节）

第二段笔记（1885年）说：“今平，作为一种全景式眺望着的强力的作用，它超越善与恶的细小视角向外观看，因而具有一个广大的体势境域——其意图是保存比这个和那个个人束多的某物。”（大八开本，第’4卷，第158节）

对这一思想的准确解释超出了我们这里所尝试的沉思的范围。在此我们只对尼采思考的公正所归属的那个本质领域作一提示。为了能够理解尼采所见的公正，我们必须排除所有关于公正的观恕，来自基督教道德、人道主义道德、启蒙运动道德、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道德的种种公正观念。因为，尼采根本没有首先把公正理解为伦理和法律领域的一种规定。毋宁说，他是根据存在者整体之存在，也即根据强力意志来思考这种公正的。公正的东西就是那种依法的。但什么是依法的，这取决于作为存在者而存在的东西。因此，尼采说（大八开本，第13卷，第462节，1883年）：“法＝意志，一种使当下强力关系永存的意志。前提是满足于这种强力关系。一切令人敬畏的东西被吸引，其任务是让法显现为永恒的东西。”

次年写的一则笔记也说：“兮平问题。就是说，第一性的和最强大的东西正是寻求优势的意志和力量。惟统治者随后来确定‘公正’，也就是说，统治者根据其尺度来衡量事物．如果他士分强木，他就能十分广泛地雄年和承认木胆常举的个体。”（大八开本，第14卷，第181节）可想而知，尼采关于公正的形而上尝概念是与通常的观念格格不人的，但是，它依然没有触及公正的本质；这种公正在现代之完成的开端处，在围绕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的范围内，已经是历史性的，并且因此明确或不明确地，隐蔽地或公开地，决定了人在这个时代里的一切行动。

尼采所思的公正乃是以强力意志方式存在的存在者之真理。不过，尼采本人既没有明确地把这种公正思考为存在者之真理的本质，也没有根据这一思想把完成了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诉诸语言而表达出来。但公正乃是由存在本身所规定的存在者之真理。作为这种真理，公正就是在其现代的完成中的形而上学本身。在如此这般的形而上学中隐含着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何以尼采尽管在形而上学上把虚无主义经验为价值设定的历史，但却未能思考虚无主义的本质。

我们不知道厂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保持有何种隐蔽的、由作为其真理的公正之本质所注定的形态。它第一性的根据律几乎还未曾被道出，即使曾被道出，它也不是作为具有这种形式的定律。当然，这一定律的定律特性在这种形而上学范围内具有自己的方式。第一性的价值律确实不晕一个演绎的定律系统的最高定律。如果我们谨慎地来理解“形而上学的根据律”这个名称，就是把它理解为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本质根据的命名，也即对存在者的本质统一性的命名，那么，它就还是十分宽泛和复杂的，足以随时对形而上学关于根据的言说方式作形而上学式的规定。

尼采还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强力意志形而上学的第一价值律：“我们拥有艺本，是为了我们不甲享浮西招致毁零。”（《强力意志》，第822条，1888年）

我们当然不熊根据我们关于真理与艺术的日常观念，来了解这一关于艺术与真理之间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关系即价值关系的命题。否则的话，一切都会变得陈腐乏味，而后果十分严重的是，我们便失去了那种可能性，即，尝试与这个时代的正在自行完成的形而上学的隐蔽立场作一种本质性的争辩，以便把我们自己的历史性本质从历史学和世界观的蒙蔽中解放出来。

在刚才提到的强力意志形而上学的根据律的公式中，艺术与真理作为强力意志的第一性的占统治地位的构成物，乃是在与人的关系中被思考的。存在者本身的真理与人之本质的本质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在形而上学范围内根据形而上学的本质来思考，这对我们的思想来说还是蔽而不显的。这个问题几乎还没有得到追问，就已经被风靡一时的哲学人类学不妙地混淆起来了。但无论如何，倘若我们想把价值律公式当作一个证据，来说明尼采所从事的是实存论上的哲学思考，那就是错误的。尼采从来没有做过实存论的哲学思考，而是做了形而上学的思考。我们还没有成熟，还不能去理解下面这种思想的严格性，这种思想是尼采在构思他的主要著作《强力意志》记录下来的：

“在英雄周围一切都变成悲剧，在半神周围一切都变成滑稽剧；在上帝周围一切都变成——什么呢？也许都变成‘世界’么？——”（《善与恶的彼岸》，第150节，1886年）

可是，确实到时候了：我们要学会去认识，尼采的思想——尽管从历史的角度并且就其名称看来必然显示出另一种情态——并不比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更少实际性和严格性；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第4章中把矛盾律思考为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第一真理。那种把尼采和克尔恺郭尔相提并论的看法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但并非因此就是无可置疑的了；这种看法没有认清这样一回事情，即，尼采作为形而上学思想家保持着与亚里士多德的亲近——而之所以没有认清，乃是由于对思想之本质的误解。克尔恺郭尔与亚里士多德本质上是疏远的，尽管他常常提到后者。因为克尔恺郭尔不是思想家，而是一位宗教作家，而且不是二般宗教作家中的一员，而是与他的时代的命运相适应的独一无二的宗教作家。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如果我们这样说并非一种误解的话。

在尼采形而上学的根据律中，强力意志的本质统一性是以艺术与真理的价值的本质关系来命名的。根据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这一本质统一性，价值的形而上学本质得到了规定。价值乃是在强力意志中、并且为强力意志而设定起来的强力意志自身的双重条件。

由于尼采把存在者之存在经验为强力意志，故他的思想必定针对价值而展开。所以就需要普遍地并且先于一切地把价值问题提出来。这种追问把自身经验为历史性的追问。

迄今为止的最高价值的情形如何？着眼于对一切价值的重估，这些最高价值的废黜意味着什么？因为对价值的思考植根于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中，所以尼采的解释——即把虚无主义解释为最高价值的废黜和一切价值的重估的过程——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解释，而且是在强方意志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解释。但是，只要尼采在虚无主义的真正完成意义上来理解他自己的思想，即，作为“新的价值设定之原则”的强力意志之学说，那么，他就不再只是消极地把虚无主义理解为最高价值的废黜，而是同时也积极地来理解虚无主义，也即把它理解为虚无主义的克服；因为现在明确地被经验的现实之现实性，即强力意志，成了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本源和尺度。其价值直接规定着人的表象，并同时激励着人的行为。人的存在被置人另一个发生维度之中。

在上文所引述过的《快乐的科学》第125节中，那个疯子对于杀死了上帝也即废黜了超感性世界的人们的行为说了这样的话：“再也没有更伟大的行为了——而因此之故，我们的后人将生活在前所未有的更高的历史之中！”

随着“上帝死了”这样一种意识，也就开始了关于以往最高价值的彻底重估的意识。人本身按照这种意识而转人另一种历史中，那是更高的历史，因为在其中，一切价值设定的原则，即强力意志，特别地被经验和接受为现实的现实性，也即存在者之存在。借此，作为现代人的本质之居所的自我意识完成了它的最后一步。它意愿本身成为无条件的强力意志的实行者。决定性价值的没落就要到尽头了。虚无主义，亦即“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被克服了。那个人类一它意愿其本己的作，为强力意志的人之存在，并且把这种人之存在经验为归属于那种由强力意志整体所规定的现实性的人之存在——被一种人的本质形态所规定，而这种本质形态超出了迄今为止的人。

这个超出迄今为止的人种的人类之本质形态，尼采用“超人”这个名称来表示。以尼采的理解，“超人”并不是某种个别的人的标本——在这种标本中，通常所见的人的能力和意图被扩大和提高到巨大的地步。“超人”也不是通过把尼采哲学应用到生活中去才出现的那样一种人。“超人”这个名称命名的是那个人类的本质，这个人类作为现代人开始进入其时代的本质完成过程之中。“超人”是那种根据由强力意志所规定的现实性、并且对这种现实性来说才存在（ist）的人。

其本质是从强力意志而来被意愿的本质，这样的人就是超人。对这种如此这般被意愿的本质的意愿必然符合于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强力意志。因此，与思考强力意志的那种思想一体的，就必然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从存在者之存在而来被意愿的人的本质必然以何种形态表现和展开出来，从而得以满足于强力意志、并因此能够承担对存在者的统治？不知不觉地，而且首先就是不知不觉地，人从存在者之存在而来发现自己面临了承担大地之统治地位的任务。以往的人已经充分思考了存在者之存在是以何种方式显现的吗？对于他的本质是否已成熟并且是否具有力量去响应这一存在的要求，以往的人有了确信吗？或者，以往的人不得不借助于那些权宜之计和曲折弯路——它们总是一再让他不能去经验所是的东西？以往的人想要保持为以往的人，同时已经是其存在开始显现为强力意志的那个存在者所意愿的东西。以往的人就其本质来看根本还没有对始终贯通存在者而起支配作用的存在作好准备。在存在者那里起支配作用的是这样一种必然性，即，人之超出以往的人，并不是出于一种单纯的兴趣，也不是为着纯粹的任性，而只是为了存在的缘故。

尼采关于超人的观点起于这样一种思想，这种思想从存在学上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从而适应于形而上学的本质，但却不能在形而上学范围内经验这种本质。因此之故，恰如在尼采之前的一切形而上学那里，对尼采来说也依然蔽而不显的是，形而上学的本质如何是根据存在之本质而得到规定的。所以，在尼采的形而上学中，强力意志与超人的本质之间的本质关系的根据必然是掩蔽着自己的。但在任何一种掩蔽中，都同时有一种显现在起支配作用。存在者之essentia[本质]即强力意志所具有的existentia[实存]，乃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在这种永恒轮回中被思考的存在包含着与超人之本质的关联。可是，这种关联在其合乎存在的本质方面必然是未曾被思考的。所以，对尼采本人也模糊不清的是：思考超人（以查拉图斯特拉为形象）的思想与形而上学的本质处于何种关系之中。因此，《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著作的特性始终是蔽而不显的。只有当一种未来的思想已经到位，能够把这本“写给所有人的书又是无人能读的书”与谢林的《关于人类自由的本质的探究》（1809年），同时也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l807年），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1714年），漩一起加以思考，并且不仅是以形而上学方式思考这本著作，而是从形而上学之本质而来思考这部著作，这时候，一种争辩的权利和义务也好，一种争辩的基础和视界也好，才被确立起来了。

要对超人的观念和形象——它们已经蒙受了特有的误解——生出愤怒，并且把这种愤怒假装为一种反驳，这是轻而易举的，但却是不负责任的。困难的、但对未来的思想来说不可避免的，乃是达到那种高尚的职责，正是出于这种职责，尼采思考了那种在强力意志的存在命运中注定要去承受对大地的统治的人类的本质。超人的本质并不是一种任意的癫狂症的通行证。它是一个由至高的自我克服过程构成的长链条的植根于存在本身的法则，这些至高的自我克服过程才使人游刃于存在者——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归属于存在，而存在作为强力意志使它的意志本质显现出来，并且通过这种显现而开创一个时代，也即开创形而上学的最后时代。

根据尼采的形而上学，以往的人之所以被叫做以往的人，是因为他的本质虽然是由作为一切存在者的基本特征的强力意志所决定的，但他并没有把强力意志当作这一基本特征来经验和接受。超出以往的人的人则把强力意志当作一切存在者的基本特征，把它接受到他本己的意愿之中，并且因此在强力意志意义上来意愿自身。一切存在者作为在这种意志中被设定的存在者而存在。先前以目的和尺度的方式限定和规定了人之本质的东西，已经失去了它无条件的、直接的、首先普遍地不可或缺地起作用的力量。那种超感性的目的和尺度世界不再来唤起和支撑生命。那个世界本身成了无生命的——死了。基督教信仰还将在这里那里存在。但在这样的世界里起支配作用的爱并不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的具有活生生效果的原则。超感性世界的超感性根据曾经被看作一切现实的有效的现实性，但它已成为非现实的了。这就是在形而上学上被思考的“上帝死了”这句话的形而上学意义。

我们还想继续对尼采这句话的必须以上述方式来思考的真理视而不见吗？如若我们还想这样做，那么，无疑地，这句话通过这一奇特的蒙蔽并不就成为非真实的了。上帝还不是一个活的上帝一如果我们继续致力于控制现实，而没有首先严肃地对待其现实性，追问其现实性，也没有去考虑，人是否如此游刃于他从存在而来被卷入其中的那个本质，以至于他能够根据其本质而不是借助于单纯措施的虚假帮助来经受这一命运。

毫无错觉地去经验尼采这句关于上帝之死的话的真理性的尝试，与对尼采哲学的信奉不是一回事情。如果我们竟认为这是一回事，那么，凭这样一种同意是无助于思想的。我们只有通过思想才能关注一位思想家。这就要求我们去思考在这位思想家的思想中得到思考的一切本质性的东西。

如果上帝和诸神在上面所解释的形而上学经验的意义上已经死了，如果强力意志蓄意要成为对存在者之条件的一切设定的原则，也即一切价值设定的原则，那么，那种以对大地的统治为形态的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统治，便转向新的、为强力意志所规定的人的意愿了。《快乐的科学》是在1883年出版的，一年之后，尼采出版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后书的第一部分：“所有的神都已死了：现在我们要使超人活起来！”

粗粗一想，人们也许会认为，这话说的是：对存在者的统治从上帝转到人那里了；或者，更粗泛地看，似乎尼采用人取代了上帝。当然，有这样看法的人们很少神性地看待上帝的本质。人是决不能取代上帝的位置的，因为人的本质达不到上帝的本质领域。相反地，与这种不可能性相比较，倒是可能发生某种更为阴森可怕的东西，而对这种东西的本质，我们几乎尚未开始作出思考。从形而上学上看，上帝所居有的位置，乃是对作为被创造者的存在者的产生作用和保存作用的位置。这个上帝的位置是不能空着的。取代这个上帝的位置，就会有另一个在形而上学上相应的位置开启出来，后者既不是上帝的本质领域，也不是人的本质领域，但人又能进入一种与这个位置的优先的关系之中。超人并没有取代上帝，绝没有取代上帝，而不如说，超人的意愿所关心的那个位置乃是另一个领域，即，对在其另一种存在中的存在者作另一种根据说明的领域。这另一种存在者之存在这时已经成了主体性——而这一点正标志着现代形而上学的开始。

现在，一切存在者要么是作为对象的现实，要么是作为对象化的作用考一在这种对象化中对象之对象性得以构成自己。对象化在表象之际把对象投送给ego cogito[我思]。在这种投送（zustellen）中，自我表明自身为它自己的行为（即表象着的投送）的根据，也即表明自身为subiectum[一般主体]。主体自为地就是主体。意识的本质是自我意识。因此，一切存在者不是主体的客体，就是主体的主体。存在者之存在普遍地植根于那种“面对自身摆置自身”（sich-vor-sich-selbst-stellen）之中，从而植根于自身设置（Sich-auf-stellen）之中。在存在者之主体性范围内，人起立而人于他的本质的主体性中。人进入这种起立（Aufstand）之中。[l]世界成为对象。在这一暴动性的对一切存在者的对象化中，大地，即那种首先必然被带人表象和制造（Vor-und Her-stellen）之支配中的东西，被置人人的设定和辨析的中心中。大地本身只还能作为那种进攻的对象显示自身——这种进攻在人的意愿中设立自身为无条件的对象化。自然便普遍地显现为技术的对象，因为它出于存在之本质而被意愿。

[l]此处译为“起立”的Anfstand在日常德语中有“起义、暴动”的意思。——译者

在写作上面所引“疯子”一节的1881-1882年那阵子，尼采有这样一则笔记：“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的时代就要到了——这场斗争将打着哲学摹夺学谬的旗号。”（大八开本，第12卷，第44，页）

这话并不是说，为了使强力意志无条件地委身于其本质而围绕对作为原料领域的地球的无限制利用的斗争，以及围绕对“人的材料”的毫无幻想的应用的斗争，明确地要求助于一种哲学。相反地，我们可以猜测，作为学说的哲学消失了，作为文化构成物的哲学消失了，并且在眼下这种形态中的哲学也要消失了，因为哲学——只要它曾经是真正的哲学——已经把现实的现实性表达出来，并因此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带人其存在的历史中了。所谓“哲学基本学说”并不是指学究们的理论教条，而是指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的语言，这种真理乃是形而上学本身——以强力意志的绝对主体性的形而上学为形态。

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在其历史性的本质中已经是下面这个事实的后果，这个事实就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强力意志的方式显现出来，却没有被认识甚或理解为这种意志。随波逐流的行为学说和表象思想本来就决不去言说存在着的并因而发生着的东西。随着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的开始，主体性的时代被逐人其完成之中。这种完成的意思之一是，在强力意志意义上存在的存在者按其方式并且在任何一个方面，对它自己的关于它本身的真理都是确定的，因而也是有意识的。意识是那种根据强力意志来意求的意愿的一个必然工具。着眼于对象化来看，意识的发生采取了计划形态。它是在人通过对历史处境的不断分解而起立进入自我意愿这样一个范围里发生的。从形而上学上看，“处境”始终是主体行动的处境。任何一种对处境的分析都建立在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无论它是否知道这一点。

“伟大的正午”乃是最明亮的时代，也就是意识的时代；意识绝对地并且在每一个方面都意识到它自身是那样一种姚识；这种认识的要义在于：有意地去意愿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强力意志，并且作为这种意愿向着自身发起暴动，去经受世界之对象化的每一个必然阶段，从而为一种尽可能相同和均衡的意愿保证存在者的持续持存。但在这一意志的意愿中，人被一种必然性攫住，要一道去意求这种意愿的条件。这就是说：要设定价值并且按照价值来评价一切。这样，价值便决定着一切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这就使我们面临下述问题：

什么存在着（was ist）——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在强力意志的绝对统治公然到来，并且这种公然的东西及其公开性本身成为这种意志的一个功能的时代里？什么存在呢？我们并不是要追问每个人都能各按所需，随时在强力意志领域内为之提供证明和消除证明的那些事件和事实。

什么存在着？我们并不是要追问这个或那个存在者，而是要追问存在者之存在。更确地说，我们要追问：存在本身的情形如何：我们也不是无的放矢地做这种追问，而是要着眼于存在者本身之真理来追问——这种真理以强力意志形而上学为形态而诉诸语言。在这个正在兴起无条件强力意志的统治的时代里，存在的情形如何呢？

存在成了价值。对持存之持续状态的维持乃是一个必要的、由强力意志本身所设定的对它自身的保证的条件。而除了把存在特别地提升为价值，还能对存在作出更高的评价吗？不过，由于存在被尊为一种价值，它也就被贬降为一个由强力意志本身所设定的条件了。只要存在一般地被评价并从而被尊奉，则存在本身先就已经丧失了其本质之尊严、如果存在者之存在被打上价值的印记，并且借此就确定了它的本质，那么，在这一形而上学范围内，也即始终在这个时代的存在者本身之真理的范围内，任何一条达到存在本身之经验的道路就都被抹去了。在此作这一番谈论时，我们假定了也许我们根本不可作出的假定，即，总是有这样一条通向存在本身的道路，而且一种对存在的思想一向已经思考了存在之为存在。

自其开端以来，西方思想所思考的始终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而没有思及存在及其本己的真理。其间它只是以这样一种真理性思考了存在，以至于它十分笨拙地在一种未曾被经验、因而未经清理的多义性中把“存在”这个名称表达出来。这种始终未思及存在本身的思想乃是西方历史的简单的、包含一切的、从而神秘莫测的、未曾被经验的事件；而西方历史眼下就要扩张为世界历史了。最后，在形而上学中，存在沦为一种价值了。从中表明，存在并没有得以成为存在。这意味着什么呢？

存在之情形如何？存在无情形可言。[l]如果恰恰从这里才呈示出一直被掩蔽着的虚无主义的本质，那又如何呢？价值思想于是就是纯粹的虚无主义吗？但尼采却把强力意志形而上学理解为虚无主义的克服。实际上，只要虚无主义仅仅被理解为最高价值的废黜，而强力意志被思考为根据一种最高价值的重新设定而对一切价值的重估的原则，那么，强力意志形而上学就是一种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了。而在这种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中，价值思想却被提升为一个原则了。

然而，如果价值不能让存在成其为存在，[2]让存在作为存在本身而存在，那么，所谓的克服首先就是虚无主义的完成。囱为现在，形而上学不仅不思存在本身，而且这种对存在的不思还被掩盖在一种假象之中，仿佛它由于把存在评价为价值就以最隆重的方式思考了存在，以至于一切存在之问都变得多余的了。但如果就存在本身来看，那种按照价值来思考一切的思想就是虚无主义，那么，甚至连尼采对虚无主义的经验——即认为虚无主义就是最高价值的废黜——也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经验了。对超感性世界的解释，对作为最高价值的上帝的解释，并不是根据存在本身来思考的。对上帝和超感性世界的最后一击就在于，上帝，这个存在者之存在者（das Seiende des seienden），被贬低为最高价值了。对上帝的最猛烈的一击，并不是上帝被认为不可知的，也不是上帝的存在被证明为不可证明的，而倒是在于：被认为是现实的上帝被提升为最高价值了。因为这一击并非来自那些不信上帝的游手好闲之辈，而是来自那些信徒及其神学家们，这些人夸夸其谈，谈论一切存在者中最具存在特性的东西（das seiendsten alles Seienden），而向来不想去思考存在本身，以便从中能够认识到：从信仰方面看，这种思想和那种谈论，如果它们去干涉信仰神学的话，就都不外乎是一种渎神。

[l]这里两个句子的原文为：Wie ist es mit dem Sein？Mit dem Sein ist es nichts。——译者

[2]1950年第一版：在此何谓“存在”？——作者边注

至此，也只是有了一道微弱的光，稍稍照亮了那个幽暗的问题。我们在倾听那段关于疯子的话时就想向尼采提出这个问题了：人究竟如何能够杀死上帝？而显而易见，尼采思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因为在整段话中只有两句是特别加了着重号的。一句是：“我们把它杀死了”，即把上帝杀死了。另一句说：“虽然他们已经做了这件事”，也就是说，人们已经做了杀死上帝的行为，虽然他们至今还对此闻所未闻。

这两个加着重号的句子给出了对“上帝死了”这句话的解释。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没有上帝——仿佛是出于否定和庸俗的仇恨而说的。这句话意味着更凶狠的东西：上帝被杀死了。因此才显露出一个决定性的思想。但这当儿，理解却变得更为困难了。因为我们更愿意把“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意思理解为：上帝本身从自身而来已经远离它活生生的在场了。而要说上帝是被别的东西，甚至是被人杀死的，这是不可思议的。尼采本人对这一思想也惊奇不已。惟因此，紧接着“我们把它杀死了——你们和我！我们都是凶手！”这句关键的话之后，尼采就让疯子发问：“但我们是如何杀死上帝的呢？”尼采以三个形象来描绘问之所问，他通过重复这个问题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又如何能将海水吸光？是谁给我们海绵去把整个地平线拭掉？当我们把地球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之外时又该做些什么？”

对最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答说：当人们把地球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之外时，人们要做的就是去言说最近三个半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但在这一历史的根基中，与存在者一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尼采说出太，阳与地球的关系时，他所想到的不只是现代自然观中的哥白尼转向。“太阳”这个名称立即让我们想到柏拉图的譬喻。在他这个譬喻中，太阳和太阳光的领域是这样一个区域，在那里，存在者按其外观、外表（即理念）而显现出来。太阳构成并限定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在其中显示自身的那个视界。“地平线”意指作为真实存在者的超感性世界。它同时也是像大海那样拥抱一切、涵盖一切的整体。作为人的栖留之所的大地被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之外了。那个自在存在的超感性领域不再作为决定性的光亮照临人世。整个视界被拭掉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即大海，被人们吸干了。因为人起身而进入ego cogito[我思]的自我性中了。随着这一起立，一切存在者都成了对象。存在者作为客体而被汲人主体性的内在之中了。地平线不再自发地闪光。它无非是在强力意志的价值设定中被设定的观点。

以三个形象（太阳、地平线、大海）为引线（它们对思想来说也许还不同于形象），这三个问题解释了上帝被杀死这个事件的意思。此所谓杀死，是指人把自在存在的超感性世界消除掉了。杀死指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并没有彻底被消灭，而也许是在其存在中变了样。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变了样，而且首先是人变了样。人变成那个消除自在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者的人。人起立而人于主观性中的过程使存在者成了对象。但对象乃是通过表象而站立起来的。对自在存在者的消除，也即把上帝杀死，这是在那种持存保证中实现的；通过这种持存保证，人便为自己保证了质料的、身体的、心灵的和精神的持存——但这是由于他自己的确信的缘故，这种确信意求取得对作为可能对象的存在者的统治，目的是为了与存在者之存在即强力意志相符合。

作为确信之获得的保证植根于价值设定。这种价值设定控制了一切自在存在者，并因此把它们当作自为存在者而杀死了。杀死上帝过程中的这最后一击是由那种形而上学来提供的，后者作为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进行着价值思考意义上的思想。由这一击，存在被打倒在地，成了纯粹的价值。但尼采本人不再把这最后一击视为从存在本身来看的一击。可是，尼采不是说“我们都是凶手！——你们和我！”吗？确实如此。据此，尼采也还把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理解为虚无主义。不过，这对尼采来说仅仅意味着，作为在重估以往一切价值意义上讲的反动过程，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确定地、从而最显明地实行着那种先行的“对以往最高价值的重估”。

但恰恰是那种根据一切价值设定的原则而作的对价值的重新设定，是尼采不再能够思考为一种杀死和虚无主义的。在自我意愿的强力意志视界内，也即在价值和价值设定的视野中，这种重新设定不再是一种废黜。

然而，如果着眼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也即从存在的角度，来思考价值设定，则这种价值设定本身的情形又如何呢？那样的话，价值思考就是彻底的杀死了。它不仅是在其自在存在方面击倒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而是完全把荐在给干掉了。还需要存在的时候，存在也只能作为一种价值起作用。强力意志形而上学的价值思想在一种极端的意义上是致命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让存在本身进入涌现中，也即进入其本质的生命力中。根据价值的思想自始就不让存在本身得以在其真理中成其本质。

但是，这一斩草除根的杀死首先是、并且仅仅是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的方式吗？只有这种把存在解释为价值的做法才不让存在本身成为它所是的存在吗？情形若此，那么，在尼采之前的时代里的形而上学就必定已经经验、思考了存在本身，或者至少已经追问了存在本身。但我们哪儿也找不到这种对存在本身的经验。我们哪儿也看不到一种思想，是思存在本身的真理的，从而是把真理本身作为存在来思考的。甚至当作为西方思想之开端的前柏拉图思想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展开作准备时，也没有思存在本身。[因为存在是、存在存在][l]固然是命名存在本身的，但它恰恰不是把在场思为从其真理而来的在场。存在之历史始于、而且必然始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所以说到底，存在本身在其真理中始终未被思，这不能归咎于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进一步讲，这种奇怪的缺席只能归咎于作为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但什么是形而上学？我们知道形而上学的本质吗？形而上学本身能够知道它的本质吗？如果形而上学理解这一本质，那也只是在形而上学上理解它。但形而上学的关于形而上学的概念始终滞后于形而上学的本质。这也适合于任何一种逻辑，假定后者根本上还能思考[逻各斯]是什么的话。一切关于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和一切试图以某种方式超过形而上学的哲学逻辑，都最稳当地落到了形而上学下面，而不知道它们自身在这样做时掉到哪里去了。

[1]巴门尼德的残篇第6。——译者

这当儿，对我们的沉思来说，至少是虚无主义之本质的一个特性变得清晰一些了。虚无主义的本质植根于那种历史，根据这种历史，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显现中并没有发生存在本身及其真理，而且其情形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是由于存在之真理的缺席才适合于存在。诚然，尼采在虚无主义开始完成的时代里经验到了虚无主义的某些特性，同时对它们作了虚无主义式的解说，从而完全掩埋了它们的本质。不过，尼采就如同他之前的任何一种形而上学，根本没有认识到虚无主义的本质。

但如果虚无主义的本质植根于历史中，以至于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显现中存在之真理是缺席的，并因此而没有发生存在本身及其真理，那么，作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的历史，形而上学本质上就是虚无主义。此外，如果形而上学是欧洲的和由欧洲所决定的世界历史的历史根据，那么，这种世界历史就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是虚无主义的。

从存在之命运来思考，“虚无主义”的虚无（nihil）意味着：根本就没有存在。存在没有达到其本己的本质的光亮那里。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显现中，存在本身是缺席的。存在之真理失落了。它被遗忘了。

这样来看，虚无主义在其本质中就是一种与存在本身同时进行的历史。于是，在存在本身的本质中就包含着这样一卿事愉即，存在由于自行隐匿而始终未曾被思。存在本身自行隐匿人其真理中。它庇护自身进入这种真理中，并在这种庇护中遮蔽自身。

由于看到了这种对其本己本质的自行遮蔽的庇护，我们也许就触着了那种神秘的本质——存在之真理就是作为这种神秘而成其本质的。

据此，形而上学本身就不只是对一个还有待思考的存在问题的耽搁。它更不是一种错误。作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的历史，形而上学乃是从存在本身之命运而来成其大事的。形而上学在其本质中乃是被扣留着的、因而未曾被思的存在本身之神秘。要不然，则一种努力遵循有待思的东西（即存在）的思想就不能不停地去追问：什么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存在本身的历史的一个[l]时代。但在其本质中，形而上学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的本质归属于历史，而存在本身即是作为这种历史而成其本质的。然而，只要虚无（Nichts）无论如何指向存在，那么，对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的规定至少更能表明那样一个领域，在其中，虚无主义的本质变得可经验的，从而成为我们的思想所关心的某种被思考的东西。我们习惯于从“虚无主义”这个名称那里首先听出一个不谐和音。但如果我们来思考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的本质，则在对这个不谐和音的倾听中立即就出现了某种棘手的东西。“虚无主义”这个名称表示，它所指的东西根本上是nihil（虚无）。虚无主义意味着：在任何方面一切都是虚无。“一切”是指存在者整体。但如果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被经验了，那它就处在它的每一个方面中。因此，虚无主义就意味着：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是虚无的。但存在者从存在而来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地存在。假如一切“是”（ist）都系于存在（Sein），那么，虚无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存在本身是虚无的。存在本身乃是在其真理中的存在，而这种真理归属于存在。

[l]1950年第一版：这个（die）。——作者边注

如果我们在“虚无主义”这个名称中听到另一种音调，从中听出上面所说东西的本质，那么，我们也就以不同的方式听到那种形而上学思想的语言，这种形而上学思想已经经验到了虚无主义的某些东西，但又不能思考它的本质。也许终有一天，我们听到另一种音调，将以全然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思索这个虚无主义刚刚开始完成的时代。也许我们进而会认识到，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角度，无论是社会学的还是技术和科学的角度，甚至形而上学的和宗教的角度，都是不充分的，都不足以去思考在这个时代里发生的事情。给予思想以有待思的东西的，并不是某种深深地隐藏着的深层意义，而是某种平易近人的东西，是最平易近人的东西；因为它只是这样一种东西，所以我们往往就已经把它忽略不顾了。我们没有关注这种忽略，而是通过这种忽略不断地去实施那种在存在者之存在那里发生的杀害。

为了关注于此，并且学会这种关注，我们只消去思考一下那个疯子关于上帝之死所说的话以及他是如何说出这话的。也许我们现在不会再那么匆忙地放过上面解释过的那段话的开头几句，就是：那个疯子“不停地喊叫：我寻找上帝！我寻找上帝！”

此人何以是疯子？他发疯了。[l]因为他被移离出以往的人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那些已经成了非现实的超感性世界的理想被假装为现实的东西，而它们的反面则变成现实了。这个发疯的人被移到以往的人之外。但这样一来，他只不过是完全被移入以往的人的先行决定了的本质之中——即成为animal rationale[理性动物]。因此，这个如此这般发疯的人与那种“不信上帝”的公共游民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公共游民们之所以不信神，并不是由于上帝本身对他们来说变得不值得信仰了，而是由于这些游民本身不再能够寻找上帝，从而放弃了信仰的可能性。他们不再能够寻找，是因为他们不再思想。公共游民们废除了思想，以连篇累犊的废话取而代之；在这种废话以为它自己的意思受到危害之际，它往往嗅到了虚无主义的气息。这种总还在不断发生的对于真正的虚无主义的自我蒙蔽，试图以这种方式来为它对思想的畏惧制造借口。但这种畏惧乃是对畏惧的畏惧。

[l]此句中的“发疯”一词，与下文接着出现的“被移离出”、“被移到……之外”和“被移入”有着相同的词根，即（移、推）。——译者

相反地，从尼采这段话的开头几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而对那些能够倾听的人们来说，根据这段话的最后几句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疯子乃是叫喊着上帝而寻找上帝的人。在这里，莫非实际上是一位思想者在作歇斯底里的叫喊么？而我们思想的耳朵呢？我们思想的耳朵总还没有倾听这叫喊吗？只消它还没有开始思想，它就还听不到这种叫喊。而思想何时开始思想呢？惟当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最冥顽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





5 诗人何为？(1946)


“……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荷尔德林在哀歌《面包和葡萄酒》中如是问道。我们今天几乎不能领会这个问题了。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去把捉荷尔德林所给出的答案呢？

“……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在这里，“时代”一词指的是我们自己还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对于荷尔德林的历史经验来说，随着基督的出现和殉道，神的日子就日薄西山了。夜晚到来，自从赫拉克勒斯、’狄奥尼索斯和耶稣基督这个“三位一体”弃世而去，世界时代的夜晚便趋向于黑夜了。世界黑夜弥漫着它的黑暗。上帝之离去，“上帝之缺席”，决定了世界时代。当然，为荷尔德林所经验到的上帝之缺席，并不否认在个人那里和在教会中还有基督教的上帝关系继续存在着；荷尔德林甚至也没有轻蔑地看待这样一种上帝关系。上帝之缺席意味着，不再有上帝显明而确实地把人和物聚集在它周围，并且由于这种聚集，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栖留嵌合为一体。但在上帝之缺席这回事情上还预示着更为恶劣的东西呢。不光是诸神和上帝逃遁了，而且神性之光辉也已经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世界黑夜的时代是贫困的时代，因为它一味地变得更加贫困了。它已经变得如此贫困，以至于它不再能察觉到上帝之缺席本身了。

由于上帝之缺席，世界便失去了它赖以建立的基础。“深渊”一词原本意指地基和基础，是某物顺势下降而落入其中的最深基地。但在下文中，我们将把这个“Ab-”看作基础的完全缺失。[l]基础乃是某种植根和站立的地基。丧失了基础的世界时代悬于深渊中。假定竟还有一种转变为这个贫困时代蔽开着，那么，这种转变也只有当世界从基础升起而发生转向之际才能到来，现在明确地说，也只有当世界从深渊而来发生转向之际才能到来。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且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须有人于深渊的人们。

[l]德文中的“深渊”（Abgrulld）一词由前缀Ab-和名词Gnllld（基础）构成。前缀Ab-表示“除去、减少、取消”等。——译者

世界时代之转变的发生，并非由于什么时候有某个新上帝杀将出来、、或者，有一个老上帝重新自埋伏处冲出来。如若人没有事先为它准备好一个居留之所，上帝重降之际又该何所往呢？如若神性之光辉没有事先在万物中开始闪耀，上帝又如何能有一种合乎神之方式的居留呢？

“曾经在此”的诸神惟在“适当时代”里才“返回”；这就是说，惟当时代已经借助于人在正确的地点以正确的方式发生了转变，诸神才可能“返回”。因此，在哀歌《面包和葡萄酒》稍后写的未竟的赞美诗《回忆》（海林格拉特版本，第4卷，第225页）中，荷尔德林写道：

……天神之力并非万能

正是终有一死者更早达乎深渊

于是转变与之相伴

时代久远矣，而真实自行发生。

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久矣。既已久长必会达到夜半。夜到夜半也即最大的时代贫困。于是，这贫困时代甚至连自身的贫困也体会不到。这种无能为力便是时代最彻底的贫困了，贫困者的贫困由此沉人暗冥之中。贫困完全沉入了暗冥，因为，贫困只是一味地渴求把自身掩盖起来。然而，我们理当把世界黑夜看作一种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此岸发生的命运。也许世界黑夜现在正趋向其夜半。也许世界时代现在正成为完全的贫困时代。但也许并没有、尚未、总还尚未如此．尽管有不可度测的困境，尽管有一切煎熬痛苦，尽管有这种无名的痛苦，尽管有不断滋长的不安，尽管有持续扩张的种种混乱。这时代久而久之了，因为甚至那种被看作是转变之基础的惊恐，只要还没有伴随出现人的转向，它便无所作为了。不过，人的转向是在他们探人本己的本质之际才发生的。这一本质在于，终有一死的人比天神更早地达乎深渊。当我们思人的本质时，人依然是更接近于不在场（Abwesen）的，因为他们被在场（Anwesen）所关涉。此处所谓在场，自古以来被称作存在（Sein）。然则在场同时也遮蔽自身，所以在场本身即不在场。荷尔德林在赞美诗《泰坦》（第4卷，第210页）中把“深渊”称为“体察一切的”。在终有一死的人中间，谁必得比其他人更早地并且完全不同地人乎深渊，谁就能够经验到那深渊所注明的标志。对诗人而言，这就是远逝诸神的踪迹。从荷尔德林的经验来看，是狄奥尼索斯这位酒神把这一踪迹带给处于其世界黑夜之黑暗中的失去了上帝的众生。因为酒神用葡萄及其果实同时为人和神保存了作为婚宴之所的大地和天空之间的本质性的共济并存。无论在哪里，都只有在这样一个婚宴之所的范围内，还可能为失去上帝的人留存着远逝的诸神的踪迹。

……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

荷尔德林不无惶惑地借他在哀歌中提到的诗友海因茨之口回答道：

你说，但他们如同酒神的神圣祭司，

在神圣的黑夜里走遍大地。

作为终有一死者，诗人庄严地吟唱着酒神，追踪着远逝诸神的踪迹，盘桓在诸神的踪迹那里，从而为其终有一死的同类追寻那通达转向的道路。然而，诸神惟在天穹之中才是诸神，天穹乃诸神之神性。这种天穹的要素是神圣者，在其中才还有神性。[l]对于远逝的诸神之到达而言，也即对于神圣者而言，天穹之要素乃是远逝诸神的踪迹。但谁能追寻这种踪迹呢：踪迹在在隐而不显，往往是那几乎不可预料的指示之遗留。在贫困时代彝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的踪迹。因此，诗人就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者。因此，用荷尔德林的话来说，世界黑夜就是神圣之夜。

[l]后期海德格尔提出了“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世界游戏”（weltspiel）说，这里的“天穹”（Ather）即指“四方”中的一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所思的“神圣者”（das Heilige）是高于“神性”（dieGottheit）的，是超出“诸神”的，当然也是超出基督教的“上帝”（Gott）的。——译者

在这样的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还在于，诗人职权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因此之故，“贫困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地诗化（dlchten）诗的本质。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猜测到一种顺应世界时代之命运的诗人职权。我们旁的人必须学会倾听这些诗人的道说，假使我们并不想仅仅出于存在者，通过分割存在者来升鼻时代，从而在这个时代里蒙混过关的话————芍文个时代由于隐藏着存在而遮蔽着存在。

世界黑夜愈是趋近夜半，贫困就愈是隐匿其本质，愈是占据了更绝对的统治。不光是神圣者作为通往神性的踪迹消失了，甚至那些导向这一消失了的踪迹也几乎消失殆尽了。这些踪迹愈是消失殆尽，则个别的终有一死的人就愈加不能达乎深渊，去摸索那里的暗示和指引。那么，愈加严格的事情乃是，每个人只要走到他在指定给他的道’路上所能达到的那么远，他便到达最远的地方了。提出，“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这个问题的那首哀歌的第三节，道出了支配贫困时代的诗人的法则：

有一件事坚定不移：

无论是在正午还是夜到夜半，

永远有一个尺度适用众生。

而每个人也被各各指定，

我们每个人走向和到达

我们所能到达之所。

1802年12月2日，荷尔德林在给波林多夫的信中写道：“萦绕在我窗口的哲学之光，眼下就是我的欢乐，但愿我能够保持它，一如既往！”

诗人思入那由存在之澄明所决定的处所。作为自我完成的西方形而上学之领域，存在之澄明已达乎其印记。荷尔德林的运思之诗也一起给这一诗性思想的领域打上了烙印。荷尔德林的作诗活动如此亲密地居于这一处所之中，在他那个时代里任何别的诗人都不能与之一较轩轾。荷尔德林所到达的处所乃是存在之敞开状态；这个敞开状态本身属于存在之命运，并且从存在之命运而来才为诗人所思。

然而，这一存在的敞开状态在业已完成了的形而上学范围内也许同时就是存在的最极端的被遗忘状态。但如果这种被遗忘状态竟是时代之贫困的贫困性的隐含本质，那又如何呢？那样的话，我们当然无暇审美地逃遁到荷尔德林的诗歌中去了。那样的话，我们当然无暇根据诗人的形象来制作一个人造的神话了。那样的话，我们也就无机可乘，把他的诗滥用为一种哲学的丰富源泉了。相反，冷静地运思，在他的诗所道说的东西中去经验那未曾说出的东西，这将是而且就瘫一的急迫之事。此乃存在之历史的轨道。如若我们达乎这一轨道，那么它就将把思带人一种与诗的对话之中。这是一种存在历史上的对话。文学史研究势必会认为这种对话对它所认定的事实作了非科学的歪曲。哲学会把这种对话看作一条堕入幻想的迷惘之中的邪路。然而，命运无视于这一切，’而伸展着它的轨道。

我们今天在这一轨道上遇到了一位现代诗人吗？我们遇到一位现在往往匆匆忙忙地被硬拉入思之近旁，却又被极其浅薄的哲学掩盖起来的诗人了吗？还是让我们以恰当的严格性，更清晰地来追问这个问题吧。

里尔克是一位贫困时代的诗人吗？他的诗与这时代的贫困有着何种关系呢？他的诗达乎深渊有多深？假如这位诗人走向他能达到的地方，那么，他去往何处飞气

里尔克的那音有效诗歌浓缩在精心汇集的薄薄的两卷《杜伊诺哀歌》和《致俄尔甫斯十四行诗》之中。[l]走向这首诗歌的漫长道路本身乃是诗意地追问的道路。里尔克在途中渐渐清晰地体会到时代的贫困。时代之所以贫困不光是因为上帝之死，而是因为，终有一死的人甚至连他们本身的终有一死也不能认识和承受了。终有一死的人还没有居有他们的本质。死亡遁入谜团之中。痛苦的秘密被掩蔽起来了。人们还没有学会爱情。但终有一死的人存在着。只要语言在，他们就存在。歌声依然栖留在他们的贫困的大地之上。歌者的词语依然持有神圣者的踪迹。《致俄尔甫斯十四行诗》中的一首歌（第1部，第19首）道说了这一切：

尽管世界急速变化

如同云形之飘忽，

但完成了助一切

都归本于原初。

在变化和运行之上，

更宽广更自由，

还有你的序曲歌唱不息，

带着七弦琴的上帝。

没有认清痛苦，

也没有学会爱情，

凡在死亡中远离我们的，

都不曾揭开面纱。

惟有大地上的歌声

在颂扬，在欢庆。

[1]海德格尔认为每个伟大的诗人都只有一首“独一的诗歌”，故在此说里尔克“那首有效诗歌”。此说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的《诗歌中语言》一文。——译者

然而，甚至连神圣者的踪迹也已经变得不能辨认了。未曾决断的事情依然是，我们是否还把神圣者经验为导向诸神之神性的踪迹，或者，我们是否还只是遇到了那导向神圣者的踪迹。尚未明了的事情依然是，导向踪迹的踪迹会是什么。至于这样一种踪迹如何向我们显示出来，也还是一个疑问。

时代之所以贫困，乃是由于它缺乏痛苦、死亡和爱情之本质的无蔽。这种贫困本身之贫困是由于痛苦、死亡和爱情所共属的那个本质领域自行隐匿了。只要它们所共属一体的领域是存在之深渊，那么就有遮蔽。但是歌唱依然。歌唱命名着大地。歌唱本身是什么呢？终有一死的人如何能够歌唱？歌唱从何而来？歌唱在何种程度上达乎深渊？

为了揣度里尔克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位贫困时代的诗人，从而也为了洞晓诗人究竟何为，我们试图找出通往深渊的小径上的一些标志。我们把里尔克主要诗作中的一些基本词语当作标志。这些基本词语只有在它们被说出的那个领域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这个领域就是存在者之真理。自从尼采完成了西方形而上学以来，这种真理获得了展开。里尔克以他自己的方式，诗意地经验获具承受了那种由形而上学之完成而形成的存在者之无蔽状态。我们要来看看，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如何向里尔克显示自身。为了把这一领域收人眼帘，我们将留心考察里尔克的一首诗，这首诗比较晚出，但仍属于里尔克顶峰时期的诗篇。

我们不准备解释那些哀歌和十四行诗；因为它们由之得以言说的那个领域，在其形而上学的机制和统一性上，还没有充分地根据形而上学的本质而获得深思。作这种深思是困难的。原因有二：首先是因为里尔克的诗在存在历史之轨道中还没有达到荷尔德林的位置和起点。其二是因为我们对形而上学之本质几乎一无所知，并且我们也没有精通于存在之道说。

我们不但不准备解释那些哀歌和十四行诗，而且，我们也无权作这种解释，因为我们只能缓缓地揭示、通达和深思诗与思在其中进行对话的那个本质领域。今天谁能妄称他已经同诗与思的本质一并安居于家中，并且还有足够的力量把两者的本质带人最极端的争执之中，从而来建立它们的和谐呢？

我们下面要阐释的这首诗是里尔克生前没有公开发表的。它刊载于1934年出版的《诗集》第118页和1935年出版的《后期诗》第90页上。这首诗没有标题，是里尔克在1924年6月写的。1924年8月15日，里尔克在慕佐写信给克拉拉·里尔克夫人，信中写道：“但我尚未在所有方面变得如此拖沓和懒散；何其幸运，还是在我六月份离开之前，巴龙·卢修斯就收到了精美的《马尔特札记》。他的感谢信早已准备寄给你了。我也给你附上即兴诗几行。这几行诗，是我为他写在精致的皮面精装本第一卷上的。”

据《慕佐书简》编辑者做的说明（第404页），里尔克这里所提到的即兴诗就是下面这首诗：

正如自然一任万物

听其阴沉乐趣的冒险摆布，而绝没有

以土地和树枝给予特殊保护，

同样，我们对自己存在的原始基础

也不再喜好；它使我们冒险。不过我们

更甚于植物或动物

随这种冒险而行，意愿冒险，有时甚至

冒险更甚（并非出于贪营私利）,

甚于生命本身，更秉一丝气息……

这就为我们创造安全，在保护之外，

那是纯粹之力的重力的统辖之所；

最终庇护我们的，是我们的无保护性，

而且当我们看到它逼近时，

我们已改变了它，使之进入敞开者中，

为的是在最宽广轨道中，

在法则触动我们的某个地方，来把它肯定。

里尔克称这首诗为“即兴诗”。但它的意外之旨却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视界，在那里我们得以更清晰地思里尔克的诗。我们必然是在这一世界瞬间中才学会，作诗无疑也是一件运思的事情。我们且把这首诗看作一番诗意的冥思。

诗的结构很简单。起承转合亦很清楚。它分成四个部分；第1-5行，第5-10行；第10-12行；第12-16行。第4行的“同样，我们……”对应于开头第一句的“正如自然……”。第5行的“不过”承接上面的那个“我们”。这个“不过”有所限定，却是用对照方式来限定的。这种对照由第5-10行刻画出来。第10-12行道出这种对照的结果。第12-16行道出这种对照的真正旨趣。

通过开头的“正如……同样”，人的存在便进入诗的主题。这一番比较把人的存在突出在芸芸众生中，也即把人的存在与动植物生命体区别开来了。在《杜伊诺哀歌》第八首的开头也代子向样的比较，在那里，里尔克把芸芸众生称为“造物”。

所谓比较，就是用相同的东西来衡量不同的事物，从而揭示出差异。在这里，不同的事物，一方面是植物和动物，另一方面是人；就它们在同一者（das Selbe）中达到一致而言，它们是相同的（gleich）。这个同一者就是它们作为存在者所具有的与它们的基础的关系。芸芸众生的基础乃是自然。人的基础与植物和动物的基础不光是相同的。这个基础在人那里和动植物那里是同一的。此乃自然，乃“完满的自然”（《致俄尔甫斯十四行诗》第2部，第8首）。

我们在这里必须在宽广的和根本的意义上来思自然，也即在莱布尼茨所使用的大写的Natura一词的意义上来思自然。它意味存在者之存在。存在作为vis primitiv activa[原始作用力]其本质。这是一种开端性的、集万物于自巅力量，它在女口此这般聚集之际使每一存在者归于本身而开放出来。存在者之存在乃是意志。这个意志是自行集中的使每一ens[存在者1成其本身的聚集。每一存在者作为存在者乃在意志之中。存在者是被意求的存在者。这意思是说，存在者并非首先和仅仅作为被意愿的东西存在，相反，就存在者存在而言，它本身便以意志之方式存在。只是作为被意求的东西，存在者才是在意志中具有自己的方式的意愿者。[l]

[l]在此注意“被意求的东西”（Gewilltes）、“意愿者”（Wollende）和“意志”（Wille）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者

里尔克所谓的“自然”并不对立于历史。首先，它并不是指自然科学的对象领域。“自然”也并非对立于艺术。“自然”乃是历史、艺术和狭义的自然的基础。在这里所说的“自然”一词中，还回响着早期的希腊词语[涌现、自然]的意义，也与我们译为生命的相当。但在早期思想中，生命的本质并不是在生物学上被表象的，而是作为[涌现、自然]的涌现者。里尔克这首诗的第9行也把“自然”称作“生命”。在这里，“自然”，也即生命，指的是存在著整体意义上的存在。在1885-1886年的一则笔记中，尼采曾写道（《强力意志》，第582条）：“存在——除‘生命’外，我们没有别的关于存在的观念。某种死亡的东西又怎么能‘存在’呢？”

就自然是我们人本身这个存在者的基础而言，里尔克称自然为原始基础。这表明，人比其他存在者更深地进入到存在者的基础之中。自古以来，人们就把存在者的基础称为存在。无论在人那里，还是在植物和动物那里，建基的存在与被建基的存在者的关系都是相同的。原因在于，存在总是“一任”存在者“听冒险摆布”。存在让存在者放纵于冒险中。这一抛掷着的放纵乃是真正的大胆冒险。存在者之存在就是这种与存在者的抛掷关系。当下存在者都是所冒险者。[l]存在是绝对冒险。[2]存在冒我们人类之险。存在冒生物之险。[3]存在者一存在，因为它始终是所冒险者。但是，存在者总是被冒险而人于存在、也即人于一种大胆冒险。因此之故，存在者本身就是冒险着的，它一任自己听冒险摆布。存在者存在，因为它随自身放纵于其中的冒险而行。存在者之存在是冒险。这种冒险基于意志中。自莱布尼茨以降，意志日益清晰地表明自身是在形而上学中被揭示出来的存在者之存在。这里我们思考的意志，并不是对心理学上所谓的意愿（Wonen）的抽象概括。而毋宁说，在形而上学上了解的人的意愿，始终只是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意志的被意求的对立面。里尔克把自然表象为冒险，就此而言，他是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根据意志的本质来思考自然的。这一意志的本质依然蔽而不显，无论是在求强力的意志中还是在作为冒险的意志中。意志是作为求意志的意志而成其本质的。

[l]此处“所冒险者”或译为“被冒险者”、“所冒之险”。存在是“冒险”，而存在者是受存在这种“冒险”摆布的东西，也即“被（所）冒险者”,存在是“或可以说，是被存在拿来冒险的东西。——译者

[2]此句原文为：Das Sein ist das Wagnis schleehthin。——译者

[3]或译“存在使我们人类冒险。存在使生物冒险”。——译者

里尔克这首诗根本就没有直接道说存在者的基础，也即没有直接道说作为绝对冒险的存在。但如果作为冒险的存在乃是抛掷关系，并因此甚至把所冒险者扣留于抛掷中，那么，这首诗就是通过谈论所冒险者而间接地告诉我们有关冒险的东西。

自然使生物冒险，“决没有特殊保护”。回样，我们人类作为所冒险者也“不再喜好”使我们冒险的那种冒险（das Wagnis）。这两者意味着：冒险包含着抛掷人于危险中这回事情。冒险乃是投人游戏。[1]赫拉克利特把存在思为世界时间（Weltzeit），把世界时间思为儿童的游戏（残篇第52）：“世界时间是儿童的游戏，是游戏的跳棋；王权乃儿童的游戏”。倘若那被抛掷者保持在危险之外，那么它就没有冒什么险。而倘若存在者已经受到保护了，那它就在危险之外了。在德语中，“保护”、“射手”和动词“保护”属于动词“发射”一类，犹如“弓形物”、“弯腰”属于动词“弯曲”。“发射”意味着“推、插、伸”，如插上一个门闩，屋顶伸出墙外。在乡下，我们还说：农妇“把……推入”，她把成形了的生面团推人炉灶中烘烤。保护乃是被推出来和被推到前面的东西。它阻止那种危险去伤害甚至攻击受威胁的东西。被保护者委身于保护者。我们的更古老、更丰富的语言曾用verlatlbt,verlobt这样的词语，意即“喜好”。相反，未被保护者则是不再“喜好的”。就它们根本上都是存在者即所冒险者而言，植物、动物和人有一致之处，即，它们都没有受到特别保护。不过，因为在它们的存在中它们是彼此相异的，所以，在他们的无保护性方面也是有某种差异的。

[l]这里的“投入游戏”是德文auf das Spiel setzen的字面直译，在日常德语中，此短语意谓“拿某事冒险，孤注一掷”。——译者

然而，作为所冒险者，那些不被保护者却没有被抛弃。倘若它们被抛弃了，那它们就会像受到保护那样没有冒什么险。倘若它们仅只被消灭了，那它们就不再在天平中了。在中世纪，“天平”一词还差不多是“危险”的意思。那是某物在其中能够这样或那样出现的位置。因此，那个以这样或那样倾斜的方式移动的仪器被称为“天平”。它游戏并且渐趋平衡。在“危险”的含义上，并作为这种仪器的名称，Wage一词源出于Wagen、Wagen，后者的意思是“上路”，也即“行走”、“处于活动中”。所谓Be-wagen，就是“使上路并因而带入活动中”,即：“摇摆”（wicgen）。某物摇摆，这可说是因为它能够使天平这样或那样地进入运动游戏。摇摆的东西具有重量。“衡量”（wagen）意味着：“带入游戏活动中，放到天平上去，放纵于危险之中。”由此看来，所冒险者当然是无保护的；但由于它置于天平上，所以被扣留在冒险之中。它是被支撑的。从其基础方面看，它始终隐蔽于冒险中。作为存在者的所冒险者是一个被意求者（ein Gewilhes）；它被扣留于意志之中，本身始终在意志的方式中，并且自我冒险。所冒险者因此是无忧烦的，是无忧无虑的，是sinecura,secunlln，也即是安全的（sicher）。只是就所冒险者安全地居于冒险之中，它才能追随冒险，也即进入所冒险者的无保护之中。所冒险者的无保护性不仅没有排除在其基础中的安全存在，而且必然包括这种安全存在。所冒险者随此冒险而行。

把一切存在者保持在天平中的存在，因此总是将存在者引向自身，引向作为中心的自身。作为冒险的存在把作为所冒险者的一切存在者保持在这种牵引之中。但是，这个有所吸引的牵引的中心同时也从一切存在者那里退隐。以这种方式，这个中心一任存在者听冒险摆布，而存在者就是作为这种冒险而被冒险的。在这种有所聚集的放纵中，隐藏着形而上学的、根据存在来思考的意志的本质。吸引着的、对一切起中介作用的存在者中心，即冒险，乃是一种能力，它赋予所冒险者一种重量，也即一种重力。冒险是重力。里尔克后期的一首诗的标题就叫《重力》。这首诗道说了重力（《后期诗》，第156页）：

重力

中心，你怎样从万物中引出自身，

甚至从飞翔之物中复得自己：

中心，万物之中最强大者！

站立的人们：如同酒水穿透了渴望，

重力穿透了他。

但是从沉睡者那里，

如同从低垂的云那里，

降下丰厚的重量之雨。

这首诗中所说的重力乃是存在者整体的中心，与我们通常听说的物理学的重力是大相径庭的。因此，里尔克才把它称为“闻所未闻的中心”（《致俄尔甫斯十四行诗》，第2部，第28首）。它是一个基础，作为“中介”（Mit），它保持存在者相互调节，并在冒险之游戏中聚集一切，这个闻所未闻的中心乃是在存在之世界游戏中的“永恒的游戏者”。把存在当作冒险来咏唱的同一首诗（第11、12行）也把起中介作用的牵引称为“纯粹之力的重力”。纯粹的重力、一切大胆冒险的闻所未闻的中心、存在之游戏中的永恒游戏者，就是冒险。

由于冒险抛掷所冒险者，它就同时把所冒险者置于天平中。冒险放纵所冒险者，而且实际上，它放纵被抛掷者，使之进入某种趋向中心的吸引（zugzurMitte）中，而非进入别处。所冒险者被授予这种趋向中心的吸引。在这种吸引中，冒险总是时时把所冒险者导人自身。从某处引出、获得某物，使某物出现——就是我们所谓的“牵引某物”。这是“牵引”（Bezu乡一词的原始含义。我们还在谈论商品收购、薪水收人和电流配给，其中都有这个Bezug。[l]作为冒险的吸引引入并涉及一切存在者，并使它们保持于趋向自身的吸引中．此吸引乃是绝对牵引。“牵引”一词是里尔克主要诗作中的一个基本词语，而且往往以下面的组合出现，如：“纯粹的牵引”、“整体的牵引”、“现实的牵引”、“最清晰的牵引”、“另一种牵引”（也即同一牵引的另一面）。

[1]德文的Bezug日常含义是“得到、购进、联系、关系”等，海德格尔在此强调其“引得”之意，故我们权译之为“牵引”。——译者

假如我们仅仅从“关系”一词出发来把捉“牵引”，并且在“联系”的意义上来把握“关系”,[l]那么，我们就只是半通不通地——在此情形中也即根本就没有——理解里尔克的牵引一词。假如我们把这种“关系”看作是自我与对象的“自身关涉”的话，我们就在误解中更搀入了另一些东西了。“自身关涉于”这一含义在语言历史上是较晚出现的含义。里尔克的“牵引”一词虽然也是在这一含义上使用的，但它首先并不指这一含义，而只是在其原始含义的基础上使用的。如果我们把牵引看作单纯的联系，那么，“整体的牵引”这个词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纯粹之力的重力、闻所未闻的中心、纯粹的牵引、整体牵引、完满的自然、生命、冒险一它们是同一的。

上面列举的所有名称都是命名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形而上学的通常说法也称之为“存在”。里尔克的这首诗则把自然思为冒险。“冒险”一词在这里既指大胆冒险的基础，也指所冒险者整体。这种歧义既非偶然，也不足以让人对此大惊小怪。形而上学的语言明显是以这种歧义说话的。

任何一个所冒险者，作为如此这般的存在者，得以进入存在者整体之中，并居留于这个整体之基础中。当下如此这般的存在者，乃根铎一种引力而存在，由此种引力，它才被保持于整体牵引的吸引之中。在牵引范围内的引力的方式乃是那种与纯粹重力这个中心的关系的方式。因此，当我们说，所冒险者总是以何种方式被引入趋向中心的吸引之中时，自然就得到了表达。根据那种方式，所冒险者就始终处于存在者整体之中。

[l]海德格尔在此把“牵引”与“关系”、“联系”区别开来，而这三者在日常德语中并没有严格的区分。——译者

里尔克喜欢用“敞开者”一词来命名那种整体牵引，即每一存在者作为所冒险者始终被交托于其中的那种整体牵引。“敞开者”一词是里尔克诗中又一个基本词语。用里尔克的语言来说，“敞开”意指那个没有锁闭的东西。它没有锁闭，因为它没有设立界限。它没有设立界限，是因为它本身摆脱了所有界限。敞开者乃是那一切没有界限的东西的伟大整体。它让进入纯粹牵引中被冒险的芸芸众生作为被吸引者而吸引，以至于它们继续多样地相互吸引，而没有碰到任何界限。如此这般被吸引地吸引着，它们便融人无界限的东西之中，融人无限的东西之中。它们并非化为空洞的虚无，而是兑现为敞开者整体。

里尔克以“蔽开者”这个词所指说的东西，绝对不是由存在者之无蔽状态意义上的敞开状态来规定的；这种敞开状态让存在者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而在场。倘若我们想在无蔽状态和无蔽领域的意义上来解释里尔克所说的敞开者，那么，或许就可以说：里尔克所经验的敞开者，恰恰就是被锁闭者，是未被照亮的东西，它在无界限的东西中继续吸引，以至于它不能遇到什么异乎寻常的东西，根本上也不能遇到任何东西。某物照面之处，即产生界限。哪里有限制，被限制者就在哪里退回到自身那里，从而专注于自身。这种限制扭曲、关闭了与敞开者的关系，并使这种关系本身成为一种扭曲的关系。无界限的东西中的限制，是在人的摆置中被建立起来的。对置的对立并没有让人直接处于敞开者之中。它以某种方式把人从世界中排除，并把人置于世界面前————在这里，“世界”意指存在者整体。相反地，世界性的东西乃是敞开者本身，是非对象性的东西的整体。但是，即便是“敞开者”这一名称，也如同“冒险”一词一样，作为形而上学的概念是有歧义的。它既指纯粹牵引的无界限的牵引之整体，也指那种在普遍地起支配作用的摆脱限制意义上的敞开性。

敞开者允许进入。但这种“允许进入”却并不意味着：准许……进入和通达那被锁闭者，仿佛那遮蔽者能够自行解蔽而作为无蔽者显现出来似的。“允许进入”意味着：引入和嵌入到那纯粹牵引之吸引的未被照亮的整体中去。作为敞开者的存在方式，“允许进入”具有那种以纯粹之力的重力的方式“把……吸引包括在内”（Einbeziehen）的特征。所冒险者愈少被阻止进入纯粹的牵引之中，它就越是属于敞开者的伟大整体中。因此之故，里尔克把直接进入这一伟大整体中被冒险、并在其中自行衡量的芸芸众生，命名为“伟大的寻常之物”（《后期诗》，第22页）。人不属于这里所说的芸芸众生。《杜伊诺哀歌》第8首就是咏唱万物和人对于敞开者的这一不同关系的诗篇。这种不同在于意识的等级不同。按照这个方面来区分存在者，这对从莱布尼茨以来的近代形而上学来讲，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里尔克以“敞开者”一词所思考的东西，可以从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所写的一封信中找出证据，这封信是他1926年2月25日写给一位向他询问第8首哀歌的俄国读者的（参看M·贝茨：《里尔克在法国。回忆录·书信·文稿》，1938年，第289页）。里尔克在其中写道：“对于我试图在哀歌中提出来的‘敞开者’这个概念，你必须作如是理解，即，动物的意识程度把动物投人世界，但动物没有每时每刻都把自身置于世界的对立位置（我们人却正是这样做的）。动物在世界中存在；我们人则站在世界面前，而这依靠的是我们的意识所作的特有的转折和强化。”里尔克继续写道：“因此，我所说的‘敞开者’，并不是指天空、空气和空间，对于观察者和判断者而言，官仰也还是‘对象’，因此是‘opaque’[不透明的]和关闭的。动物、花朵，也许就晕这一切，无须为自己辩解；它在自身之前和自身之上就具有那种不可描述的敞开的自由——这在我们人这里也有等价的东西（极度短暂），但或许只是在爱情的最初瞬间，那时，人在他人身上，在所爱的人身上，在向上帝的提升中，看到了他自己的广度。”

植物和动物被允许进入敞开者之中。它们是“在世界之中”。这个一在……之中”意味着：未被照亮地被包括、吸引人纯种牵引的牵连之中。与敞开者的关系——如果在这里竟还谈得上一种“与”的话——是一种无意识的关系，即那个仅仅争求着和吸引着的人于存在者整体中的支撑过程的无意识的关系。随着意识——意识的本质对于现代形而上学来说就是表象——的提高，对象之站立和对立状态也提高了。意识越是提高，有意识的生命也就越是被排除出世界。因此之故，按里尔克信中的话来说，人是“在世界面前”。人没有被允许进入敞开者之中。人相对世界而立。人没有直接栖居于整体牵引的吸引和牵引之风中。上面这一段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领悟“敞开者”，尤其是因为，里尔克在信中明确地否认人们从天空和空间的被开启者意义上去思考“敞开者”。不过，只有我们关于在本质上更原始的存在之澄明意义上的敞开者的思想，才真正超出了里尔克的诗的范围；而里尔克时诗依然笼罩在尼采式的调和的形而上学的阴影中。凡是直接归属到敞开者中去的东西，总是被敞开者接收入中心之吸引的牵引中去的。因此，在所有的所冒险者中，总是那种所冒险者最能归属到敞开者中去，这种所冒险者是按自己的本质而被收取的，因而它在这种被收取状态中绝不追求可能与它对立的任何东西。凡是如此这般成其本质的东西，就“在阴沉乐趣中”。

正如自然一任万物

听其阴沉乐趣的冒险摆布……

“阴沉”在此的意思是“镇静”：不冲破那无界限的继续吸引的牵连；这种无界限的继续吸引是不会被扰攘不宁的来回吸引扰乱不宁的，而有意识的表象却正是作为此种扰攘不宁的来回吸引而忙乱着。“阴沉”的意思还有如阴沉的音调，是指其根甚深而有承担者的特性的东西。“阴沉”的意思并不是指阴郁沉闷的消极意义。里尔克并不是把阴沉乐趣思为低贱的东西。阴沉乐趣确证了自然之伟大的寻常之物归属于纯粹牵引之整体中。因此，里尔克能够在一首后期诗中说：“花之存在对我们来说是伟大的”（《后期诗》，第89页；参看《十四行诗》，第2部，第14首）。上面所引的信中那段话是从意识方面去看出人和生物对于敞开者的关系之不同，并且从此看法中去思人与生物；与此情形一样，这首诗也是着眼于人和万物对冒险的关系之不同（第5行以下）去写“万物”与“我们”的：

……不过我们

更甚于植物或动物

随这种冒险而行，……

人更甚于动植物即随此冒险而行——这首先可以意味着，人比那些万物还更无阻拦地被允许进入敞开者中。即使这个“随”（mit）字没有被加上着重号写出来，这个“甚”（mehr）也必然是这个意思。强调这个“随”字，并不意指无拦阻的随行提升了，而是指：随冒险而行是特别为人而设想的，而且是作为在人的高位中被提高的东西来设想的。冒险及其所冒险者，自然、存在者整体、世界，都是为了而摆出来的，都是从摆脱限制的牵引之镇静了的东西中摆出来的。但是，如此这般被摆置的东西摆置到哪里去，并且是通过什么来摆置的呢？自然通过人的表象（Vor-stellen）而被带到人面前来。人把世界作为对象整体摆到自身面前并把自身摆到世界面前去。人把世界摆置到自己身上来并对自己制造自然。这种制造，我们须得从其广大的和多样的本质上来思考。人在自然不足以应付人的表象之处，就订造自然。人在缺乏新事物之处，就制造新事物。人在事物搅乱他之处，就改造事物。人在事物使他偏离他的意图之处，就调整事物。人在要夸东西可供购买或利用之际，就把东西摆出来。在要把自己的本事摆出来并为自己的行业作宣传之际，人就摆出来。在如此多样的制造中，世界便被带向站立并被带人站立位置中。敞开者变成对象，并因此转到人的本质上去了。人把世界当作对象，在世界的对面把自身摆出来，并把自身树立为有意来进行这一切制造的人。[l]

[1]注意在这段话中的“表象”、“制造”、“订造”、“改造”、“调整”（或译“伪造”）和“摆出来”等动词，均以“摆（置）”为词根。海德格尔后来以“集置”一词来表示技术的本质，即技术对于自然的多样摆置方式。——译者

把某物带到自身面前来，而在带的时候，这种被带到面前来的东西作为事先被表象的东西在任何方面都规定着制造的一切方式；这样地把某物带到自身面前来，就是我们称为意愿的这种行为的基本特征。这里所谓的意愿就是制造，而且是在有意贯彻对象化的意图的意义上的制造。植物和动物毫无意愿，因为他们被镇静在乐趣之中，绝不把敞开者作为对象摆到自身面前来。它们不能把冒险作为一种被表象的东西而随之而行。因为它们被允许进入敞开者中，所以，纯粹牵引也绝非它们本身之外的对象性的其他东西。反之，人“随”冒险而行，因为人是上述意义上的有意愿的东西。

……不过我们，

更甚于植物或动物

随这种冒险而行，意愿冒险……

这里所谓的意愿就是贯彻，这种贯彻的意图已经把世界作为可制造的对象之整体设定起来了。这种意愿规定着现代人的本质，而现代人起先却对此种本质的深远作用毫无所知；这种意愿究竟是从什么样的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意志中发出来的，这是现代人迄今尚未能够知道的。现代人在这种意愿中把自身作为这样一种人摆出来，这种人在对一切存在者的一切关系之中，因而也在对他自身的一切关系之中，都作为贯穿自身意图的制造者而站立起来了，而且把此种站立建立为无条件的统治。世界是作为对立的持存显现出来的，这种对立的持存整体听凭贯穿自身意图的制造的摆布与处理，并因此处于他的命令之下了。意愿在自身中就具有命令的特性，因为有意的贯彻就是一种方式，在此方式中，制造活动的状况和世界的对象特性会合成一个无条件的、因而是完满的统一体了。在此会合中，意志的命令性质就透露出来了。凭着这样一种透露，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历程中，那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早就成其本质的意志的久久隐蔽着的本质就显露出来了。

与此相应，人的意愿也只能是这样地以自身贯彻的方式，即，人的意愿事先就把一切（虽尚不能遍览一切）逼入它的领域之内。一切都自始而且不可遏止地要变成这种意愿的自身贯彻的制造的材料。地球及其大气都变成原料。人变成被用于高级目标的人的材料。把世界有意地制造出来的这样一种无条件自身贯彻的活动，被无条件地设置到人的命令的状态中去，这是从技术的隐蔽本质中出现的过程。这种情形只是到了现代才开始作为存在者整体之真理的命运展现出来，虽然存在者整体之真理的零星现象与尝试，一向始终散见于文化和文明的广泛领域之内。

现代科学和极权国家都是技术之本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技术的随从。在为组织世界公众意见与人们的日常想法而准备的各种手段和形式中，也有同样的情形。不仅生命体在培育和利用中从技术上被对象化了，而且，原子物理学对各种生命体现象的进攻也在大量进行当中。归根到底，这就是要把生命的本质交付给技术制造去处理。今天，人们极其严肃认真地在原子物理学的各种成就和状况中去寻找证明人的自由和建立新价值学说的各种可能性，这正是技术观念占了统治地位的标志。而在技术观念的统治展开来的时候，个体的个人看法和意见的领域早就被弃之不顾了。甚至当人们在可以说较不重要的地区还试图凭借过去的价值观念来掌握技术，而在进行这种努力时已经运用了技术手段，而所运用的技术手段已非仅存外貌而已，在这种时候，技术之本质的威力还是表现出来了。因为利用机器和机器生产都根本上并不就是技术本身，而只是把技术的本质在技术原料对象中设置起来的过程中适合于技术的一种手段而已。甚至，人变成主体而世界变成客体，也是自行设置着的技术之本质的结果，而不是倒过来的情形。

当里尔克体会到作为完满自然的非对象性的东洒的敞开者的时候，有意愿的人的世界就必定与此相反地、并且以相应的方式作为对象性的东西显露于里尔克面前。反过来，洞察那美妙的存在者整体的一瞥倒可从正在出现的技术之现象那里获得一种暗示，指示出一些范围的内幕，从这些范围中也许可能出现一些更深远地形成起来的克服技术的办法。

技术生产的不伦不类的产物涌现于纯粹牵引的敞开者面前。旧日成长的事物迅速消逝。这些事物一经对象化之后就不再能够显示自身的特色了。里尔克在1925年11月13日的一封信中写道：

对我们祖父母而言，一所“房子”，一口“井”，一座他们熟悉的塔，甚至他们自己的衣服，他们的大衣，都还是无限宝贵，无限可亲的。几乎每一事物，都还是他们在其中发现人性的东西和加进入性的东西的容器。现在到处蜂拥而来的美国货，空乏而无味，似是而非的东西，是生命的冒牌货……一座美国人所理解的房子，一个美国苹果或一棵美国葡萄树，都与我们祖先的希望和沉思所寄的房子、果实、葡萄毫无共同之处……

（《慕佐书简》，第335页以下）。

但就欧洲而论，至少在尼采完成形而上学之际，一个在其中作为求意志的意志的存在开始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的本质上值得追问的许多方面，无疑都是先已想到了的，而美国的东西已经只是欧洲的东西的被意求的现代本质对欧洲的集中反击而已。并不是美国的东西现在才来威胁我们现代人，不如说，技术的未被体会到的本质早已威胁我们的祖先及其事物了。里尔克的沉思给人启发之处，并不在于他还企图挽救我们祖先的事物。我们必须更有所先行思考，去认识在物之物性中值得追问的东西是什么。里尔克也在更早些时候（1912年3月1日）自杜伊诺写道：“世界在收敛；因为事物也在收敛，事物日益将其存在置人金钱的震动之中，并且在此发展出一种精神性，此精神性现在已经超过了其可捉摸的实在性。在我现在正在涉猎的时代（里尔克指的是14世纪），金钱还是金子，还是金属，是美好的东西，是一切东西中最贴手、最可理解的东西。”（《书信》，1907-1914年，第213页以下）差不多更早十年，里尔克就在《时辰书》第2部，即《朝圣书》（1901年）中，发表了预见甚远的诗句（《全集》，第2卷，第254页）：

世界君王皆衰老，

将无人继承王位。

王子哥儿早夭折，

憔悴的公主小姐呵

把破烂王冠委于暴力。

暴民们把它捣成钱币，

趋时的世界主人

把它锻造成了机器，

隆隆机器效力于人欲；

却未见带来福祉。

矿石怀着乡愁，

生机渺渺无踪迹，

一心离弃钱币和齿轮，

离开工厂和金库，

回归到敞开群山的脉络中，

群山将在它身后幽然自闭。

技术统治之对象事物愈来愈快、愈来愈无所顾忌、愈来愈完满地推行于全球，取代了昔日可见的世事所约定俗成的一切。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存在者设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人之雄和物之物性，都在自身贯彻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不仅作为世界市场遍布全球，而且作为求意志的意志在存在的本质中进行买卖，并因此把一切存在者带人一种计算行为之中，这种计算行为在并不需要数字的地方，统治得最为顽强。

里尔克的诗把人思为一种已冒险而深人一种意愿中的东西，这种东西在求意志的意志中受到意求而并不自知这一点。人如此这般地意愿着，就能随冒险而行，此时他就把自己作为自身贯彻者置于其一切所作所为之前。因此，人比植物和动物更加冒险。与此相应，人处于危险中的情形也与动植物不同。

在万物（植物和动物）中，也无任何物被特别保护，虽然它们被允许进入敞开者之中而且安然于敞开者中。反之，人作为自身意愿者，不仅不受存在者整体特别保护，而且是无保护的（第13行）。人作为表象者和制造者处于被伪装过的敞开者面前。因此，人本身及其事物都面临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就是要变成单纯的材料以及变成对象化的功能。自身贯彻的规划又更扩大了这个危险的范围，人有在无条件的制造这回事情上失掉他自己的危险。落在人的本质上的威胁是从这种本质本身中增长起来的。而人的本质基于存在对人的关联。因此，人由于他的自身意愿而在一种本质性的意义上被威胁着，也就是说，人需要保护，但又由于同一个本质特性而同时是无保护的。

这种“我们的无保护性”（第12行）始终与动植物的不被特别保护不同，正如动植物的“阴沉乐趣”不同于人的以自身为意愿的情形。这种区别乃一种无限的区别，因为从阴沉乐趣不能过渡到自身贯彻的对象化。但这种自身贯彻活动不仅把人置于“保护之外”，而且，世界对象化的贯彻还日益坚决地甚至把保护的可能性都消灭了。当人把世界作为对象，用技术加以建设之际，人就把自己通向敞开者的本来已经封闭的道路，蓄意地而且完完全全地堵塞了。自身贯彻的人，不管他作为个别的人是否知道和愿意知道这一点，总之就是技术的活动家。这种人不仅处于敞开者之外而在敞开者面前，而且由于把世界对象化之故，他更加远离了“纯粹牵引”。人与纯粹牵引告别了。技术时代的人在这种告别中对立于敞开者。这种告别不是“向……告别”，而是一种“反对……告别”。[l]

[l]此处“向……告别”或可译“从……而来告别”，是非对象性的态度；“反（对）……告别”：则标识人的对象性态度。——译者

存在者的闻所未闻的中心作为纯粹牵引把一切纯粹之力集中于自身，在一切对象性中总是要远离这种纯粹牵引的，而技术就是以远离此种纯粹牵引为前提的一种无条件的设置，一种在人的自身贯彻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无条件的无保护存在的无条件设置。技术的生产就是这种告别的组织。在刚才所概述的意义上的“告别”（Abechied）一词，乃是里尔克主要诗作中的另一个基本词语。

人们大谈特谈的具有特别杀伤威力的原子弹，并不是致命的东西。早已用死而且是用人的本质之死来威胁着人的，乃是在有意在一切中自身贯彻之意义上的单纯意愿的无条件的东西。在人的本质中威胁着人的，是这样一种出自意志的意见，即认为：依靠对自然能源的和平解放、改造、储藏和控制，就能使人人都觉得做人是可以忍受的、而且是完全幸福的。但这种和平事业中的和平，只不过是那种有意只以自身为目标的自身贯彻之天翻地覆的忙乱毫不被搅乱地继续扰攘不休而已。在人的本质中威胁着人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贯彻制造的工作可以没有危险地大胆进行，只要此外还有别的兴趣，也许是一种信仰的兴趣仍然起作用的话。仿佛还可以在一座附属建筑中，为人受技术意愿摆布而与存在者整体发生的那种本质关系安设一个特别的居留之所似的，仿佛这个居留之所可能比时常逃向自欺的出路有更多的办法似的，而逃向希腊诸神也就属于这种自欺的范围之内。在人的本质中威胁着人的，是这样一种意见：技术的制造使世界井然有序。其实恰恰是这种井然有序把任何一种ordo[秩序]即任何一种等级都拉平为制造的千篇一律，从而自始就把一个从等级和出于存在的承认而来的可能渊源的领域碑坏掉了。

并非意愿的总体性才是危险，而是在只准许作为意志的世界范围之内以自身贯彻的形态出现的意愿本身才是危险。这种从此种意志而来被意求的意愿已经决定执行无条件的命令了。这种意愿一经这样决定就已经听凭总体的组织摆布了。但首先是技术本身阻碍了对技术之本质的任何体会。因为当技术充分展开的时候，技术就在诸门科学中发展出一种知识（Wissen），这种知识始终无法达到技术的本质领域，更不消说追溯技术的本质来源了。

技术之本质只是缓慢地进入白昼。这个白昼就是变成了单纯技术的白昼的世界黑夜。这个白昼是最短的白昼。一个惟一的无尽头的冬天就用这个白昼来进行威胁。现在不仅人失却了保护，而且整个存在者的未受伤害的东西也仍在黑暗之中。美妙事情隐匿自己。世界变得不美妙了。这样一来，不仅种圣者作为通向神性的踪迹仍遮蔽着，而且甚至连通向神圣者的踪迹，即美妙事情，也似乎灭绝了。[l]除非还有一些终有一死的人能够看到不妙事情（das Heillose）作为不妙事情正在进行威胁。他们急需看清何种危险正落到人身上。这个危险就在于这样一种威胁，它在人对存在本身的关系中威胁着人的本质，而不是在偶然的危难中威胁着人的本质。这种危险才确实是危险。这种危险隐藏在一切存在者的深渊之中。为了看见并且指出这种危险，就必须有较早达乎深渊的终有一死的人。

[l]注意这里的“神圣者”与“美妙事情”之间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者

但哪里有危险，

哪里也生出拯救。

（荷尔德林：《全集》，第4卷，第190页）

也许任何不是从危险所李冬琴而来的其他拯救都还无救。用无论多么好的补救方法来进行的任何拯救，对于本质上遭受危害的人，从其命运的长远处看来，都是一种不耐久的假象。拯救必须从终有一死的人的本质攸关之处而来。是那些较早达乎贫困的深渊的终有一死者么？那么，终有一死者当中的这些佼佼者就会是最大胆冒险者了。人的本质已比动植物冒险更甚，而这些佼佼者就会比这些自身贯彻的人的本质冒险更甚。

里尔克的诗第5行以下说：

……不过我们

更甚于植物或动物

随这种冒险而行，意愿冒险……

紧接着，里尔克说：

……有时甚至

冒险更甚（并非出于贪营私利）,

甚于生命本身，更秉一丝气息……

人不仅是在本质上比动植物冒险更甚。人甚至有时大胆冒险更甚于“生命本身”。“生命”在此意味着：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即自然。人有时比冒险更大胆冒险，比存在者的存在更具有存在特性。但是，存在乃是存在者的基础。凡比基础更加冒险者，就冒险人于一切基础破碎之处，即进入深渊。但如果人是意愿冒险而随冒险而行的被冒险者，那么，有时冒险更甚的人们也必须是意愿更甚。然而，这种意愿的提高会超出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的无条件东西吗？不会。那么，那些有时冒险更甚的人们，惟当他们的意愿在本质上不同时，才能意愿更甚。那样的话，意愿与意愿就不会马上同一。那出于意愿之本质而意愿更甚者，遵从意志更甚于遵从存在者之存在。他们更快地回应着那显示为意志的存在。他们意愿更甚，在于他们更具有意志。谁是那冒险更甚的更具有意志者呢？对此问题，里尔克的诗看来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

诚然，第8-11行诗否定地并且约略谈到了那冒险更甚者。那冒险更甚者并非出于私利和为个体本己之故而冒险。他既非试图获得好处，也非沉溺于自私自利。尽管他们冒险更甚，但他们也不夸张任何显著功绩。因为他们冒险更甚只是凭这么一点点，即他们“……更秉一丝气息……”。他们在冒险方面的“更”就有如游丝般难察的气息那样微少。从这种提示中不难得出谁是冒险更甚者。

然而，诗的第10-ll行道出了这种敢于超出存在者之存在的大胆冒险所带来的东西：

……这就为教们创造安全，在保护之外，

那是纯粹之力的重力的统辖之所；

如同一切万物，我们也只是在存在之冒险中被冒险的存在者。但由于我们作为有意愿的东西随冒险而行，我们就更加冒险了，从而更早地面l净危险。当人自身固执于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并且通过无条件的对象化把自身置于反敞开者的告别中之际，他本身就助长了自己的无保护性。

可是，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却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安全。当然，这事情的发生并不是由于这种大胆冒险在无保护者周围树立起保护防线；因为倘若这样的话，就只是在缺少保护的地方建立起一个保护者而已。为此又需要一种制造。这种制造惟有在对象化中才可能。然而对象化却把我们锁闭起来而与敞开者对立。这种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没有制造出任何保护。但它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安全。安全的，即securus,sine cura，意思就是：无忧烦的。在这里，忧烦具有凭借无条件的制造之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的特性。惟当我们没有完全彻底地把我们的本质设立于制造和订造的区域中、可利用者和可保护者的区域中之际，我们才无这种忧烦而存在。惟当我们既不计算无保护者，也不计算在意愿中树立起来的保护之际，我们才安全地存在。惟在超出那远离敞开者的对象化，“在保护之外”，超出那反纯粹牵引的告别，才有一种安全存在。纯粹牵引乃是一切吸引的闻所未闻的中心，这种吸引把万物吸人无界限之中，而且是为一中心吸引万物。这一中心乃是纯粹之力的重力起作用的“处所”。安全存在乃是在整体牵引之吸引中的隐蔽的安居。

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比任何自身贯彻活动更有意愿，因为它是有意志的，为我们“创造”了在敞开者中的安全存在。“创造”意味着：汲取（schopfen）。“从源泉中汲取”意思就是：接受喷涌出来的东西并且把所接受的东西带出来。有意志之意愿的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并不制作任何东西。它接受并给出所接受者。它通过展开所接受者的全部丰富性而把所接受者带出来。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完成着，但它并不制造。只有一种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就其是有意志的而言——才能在接受中完成。

第12-16行诗界定了那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之所在，这种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大胆进入对保护的超出，并且在那里把我们带人安全存在。这种安全存在绝不消除无保护性，后者乃是凭借于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而被设立起来的。当人的本质完全献身于对存在者的对象化之际，人在存在者中间就是无保护的。如此这般地不受保护，人依然总是以缺乏的方式相关于保护，并因此处于保护之内。相反，安全存在超出任何与保护的关系之外，即“超出保护”之外。

相应地，看来仿佛是安全存在和我们对安全存在的获得这回事情要求一种大胆冒险，一种放弃任何与保护和无保护性的关系的大胆冒险。但也只是仿佛如此而已。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整体牵引的被锁闭的东西方面来思考，那么，我们最终就体会到，是什么最后——这也就是：预先——把我们从无保护的自身贯彻的忧烦中解放出来（第12行）：

……最终庇护我们的，是我们的无保护性……

如若只有敞开者才提供庇护状态，而无保护性却处于持续不断的反敞开者的告别之中，那么，无保护性将如何庇护我们呢？惟有当那种反敞开者的告别被颠倒过来，从而使无保护性转向敞开者并且进入敞开者中，无保护性才能庇护我们。因此，无保护性颠倒过来，就是庇护者。在这里，“庇护”一方面意味着：对那种告别的颠倒实行着庇护；另一方面，无保护性本身以某种方式允许一种安全。那庇护我们的，

是我们的无保护性，

而且当我们看到它逼近时，

我们已改变于它，使之进入敞开者中，

这里的“而且”过渡到一种说明，它告诉我们，这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即，我们的无保护性超出保护之外允诺我们一种安全存在这件事情，以何种方式是可能的。当然，无保护性从来都不是由于我们总是在它逼近我们时改变它而来庇护我们的。无保护性之庇护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已经改变了它。里尔克说：“我们已改变了它，使之进入敞开者中。”在已经改变这回事中，含着改变的一种特别方式。在我们已经把它改变之际，无保护性自始就作为整体在其本质上被改变了。这种改变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已经看到了向我们逼近的无保护性。惟有这样一种已经看到才看到危险。它看到，无保护性本身拿丧失对敞开者的归属性这回事情来威胁我们。在这种已经看到中必定有已经改变这回事情的根据。于是，无保护性被改变而“进入敞开者中”。由于已经看到了本质的危险，我们必定已经完成了对那种反敞开者的告别的颠倒。这是因为：敞开者本身必定已经以那种我们得以把无保护性转向它的方式转向我们了。

为的是在最宽广轨道中，

在法则触动我们的某个地方，来把它肯定。

什么是最宽广之轨道呢？或许里尔克想的是敞开者，而且是根据一个特定方面来思考的。最宽广之轨道包括着全部存在者。这种环行把所有存在者围成一体，而且是这样，即，在具有统一作用的一中，环行就是存在者之存在。而什么叫“存在着”（seiend）呢？虽然诗人以“自然”、“生命”、“敞开者”、“整体牵引”等名称来命名存在者整体，甚至按形而上学的语言习惯把这一圆满的存在者整体命名为“存在”，但我们却经验不到存在的本质是什么。可是，当里尔克把存在命名为敢冒一切之险的冒险时，他难道于存在之本质无所道说么？确然！据此，我们也曾试图把这种被命名的东西追溯到存在者之存在的现代本质中，追溯到求意志的意志之中。不过现在，当我们试．_图把这样被命名的东西思考为整体存在者，把环行思考为存在者之存在时，关于最宽广轨道的谈论却根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明确的东西。

作为思想者，我们理当记得，最早人们就是着眼于环行来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但如果我们不是已经追问和经验到存在者之存在原初是如何发生的，那么，我们对存在的这种球形特性的思考就难免太草率马虎，始终只是表面化的。即存在者整体的存在，被称为Ev[一]，即具统一作用的一（dasemende Eine）。但是，这个作为存在之基本特征的环行的一是什么呢？什么叫存在？即存在着（seiend），意思就是：在场着（？esend），而且是在无蔽领域中在场着。但在在场中遮蔽着对那种让在场者作为这样一个在场者成其本质的无蔽状态的显示。而真正在场着的只是在场本身；在场本身处处作为自身处于它本己的中心之中，并且作为这个中心，在场就是球体。球形特性并不在于无所不包的循环，而在于那个照亮着庇护在场者的解蔽着的中心。一的球形特性和这个一本身，是具有解蔽着的照亮之特征的，在此照亮范围内，在场者才能在场。因此之故，巴门尼德（残篇第8，第42行）把在场者之在场，命名为[圆满的球体〕。洛帼满的球体必须被看作是在解蔽着和照亮着的一的意义上的存在者之存在。这个普遍地如此这般起作用的统一者促使我们把它称为照亮着的球壳．它作为解蔽着的球壳恰恰并没有无所不包，而是本身照亮着释放到在场之中。对这一存在之球体及其球形特性，我们决不可以对象性地加以表象。那么，它是非对象性的吗？非也。这样说无非是遁入空话而已。我们必须根据在解蔽着的在场意义上的原初存在之本质来思考这一球形特性。

里尔克关于最宽广之轨迹的话语指的是存在的这一球形特性吗？我们不仅毫无依据对此作肯定的回答，而且，把存在者之存在标画为冒险（意志），这完全对此作了一个否定的回答。但里尔克本人有一次也谈到“存在之球体”，而且是在直接关涉到对“最宽广轨道”这个说法的解释的语境中来谈论的。里尔克在1923年三王来朝节（l月6日）的一封信（参看《孤岛文学年鉴》，1938年，第109页）中写道：“如同月亮一样，生活确实有不断规避我们的一面，但这并不是生活的对立面，而是对它的完满性和丰富性的充实，是对现实的美妙而圆满的空间和存在之球体的充实。”尽管我们不应强行把这种比喻关系套到对象性地加以描述的天体上去，但依然明显的是，里尔克在此并非从照亮着和统一着的在场意义上的存在方面来思考球体，而是根据其所有面相的完备性意义上的存在者来思考的。这里所谓的“存在之球体”，也即存在者整体的球体，乃是敞开者，是无限制地相互充溢并且因此相互作用的纯粹之力的被锁闭者。最宽广之轨道乃是吸引的整体牵引之整体性。这个最宽广的圆周相当于最强大的中心，纯粹之力的“闻所未闻的中心”。

把无保护性改变而使之进入敞开者之中，这说的是在最宽广之轨道中“肯定”无保护性。只有在轨道整体在各个方面不仅是完满的而且是均等的，且本身已摆在我们面前，因而就是实在——惟在这种地方，上述这种肯定才是可能的。惟有一种肯定而决非一种否定才能适应它。即便是生命的规避我们的诸方面，只要它们存在，就必须肯定地予以看待。在上文已提及的1925年11月13日的信中，里尔克有这样的话：“死亡乃生命的一面，它规避我们，被我们所遮蔽。”（《慕佐书简》，第332页）死亡和死者的领域是存在者整体的另一面相。这一领域是“另一种牵引”，也即敞开者之整体牵引的另一面相。在存在者之球体的最宽广轨道中存在着这样一些领域和位置，它们作为离开我们的东西看起来是某种否定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深人思考，看到一切都在存在者的最宽广轨道之内的话，那么，它们就不是某种否定的东西了。

从敞开者方面来看，无保护性作为反纯粹牵引的告别，似乎也是某种否定的东西。对象化的告别性的自身贯彻活动所到之处都意愿所制造的对象的持续因素，并且仅仅把这种持续因素当作存在者和肯定的东西。技术对象化的自身贯彻活动是对死亡的持久否定。通过这种否定，死亡本身成为某种否定的东西，成为绝对非持续的东西和虚无的东西。但是，当我们改变无保护性而人于敞开者之中时，我们便把它改变而人于存在者之最宽广轨道中一在此轨道范围内我们只能肯定无保护性。转变人于敞开者之中，这乃是放弃对存在者的否定性读解。但与死亡相比，还有什么更具存在者特性的呢？一刊凌现代的说法，还有什么更确定的呢？在上面引用过的1923年1月6日的信中，里尔克说，关键是“不带否定意味地来读解‘死亡’这个词语”。

当我们把无保护性本身改变而入于敞开者之中，我们就在其本质上（即作为反整体牵引的告别）把它朝向最宽广的轨道。这里留给我们的只是肯定如此这般颠倒过来的东西。但这种肯定并不是把一种否定颠倒为一种肯定，而是把肯定的东西认作已经摆在眼前的东西和在场的东西。这样做，是由于我们使在最宽广之轨道中颠倒过来的无保护性归属到“法则触动我们的某个地方”。里尔克没有说“一个法则”。他也并非意指一个规则。他想的是“触动我们’，的东西。我们是谁人？我们就是那意愿者，是以有意的自身贯彻的方式把世界设立为对象的意愿者。当我们从最宽广之轨道那里被触动时，这种触动关涉到我们的本质。“触动”意味着：带人运动之中。我们的本质被带人运动之中。在触及中，意愿受到动摇，以至于只有意愿的本质才显现出来并早进入运动之中。于是乎，意愿才是一种有意志的意愿。

然而，那从最宽广轨道而来触动我们的是什么呢？在我们自己对世界进行对象化的日常意愿中，什么东西把我们锁闭起来、并且禁止我们昵？那是另一种牵引——死亡。死亡乃是触及终有一死的人的本质的东西；死亡因而把终有一死的人投人通往生命之另一面相的途中，从而把他们设人纯粹牵引的整体之中。死亡由此把终有一死者聚集人于已经被设定的东西的整体之中，人于整体牵引之实在（Positum）中。作为这种设定（Setzen）的聚集，死亡就是法则（Ge-setz），正如山脉乃是使群山进入它们的形态之整体的聚集一样。[l]法则触及我们之处，乃是最宽广之轨道范围内的这样一个地方——我们能够进入其中，肯定地使颠倒过来的无保护性进入存在者整体之中。这样改变过来的无保护性最终庇护我们超出于保护之外而进入敞开者之中。但这种改变是如何可能的呢？对那种告别性的反敞开著的背离的颠倒，以何种方式才能进行呢？也许仅仅是这样：这种颠倒首先使我们转向最宽广之轨道，并且使我们本身在我们的本质中朝向和进入这个轨道。安全存在的领域首先必须已经向我们显明，它作为颠倒之可能地带必定事先是可以通达的。但是，给我们带来一种安全存在的东西，以及随之而来的一般安全性之维度，乃是那种有时比生命本身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

[l]“山脉”把“群山”聚集起来，类似地，死亡这种“法则”把“设定”活动聚集起来。海德格尔在此从字面上强调了前辍“Ge-”的“聚集”之义。——译者

不过，这种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并不是间或对我们的无保护性忙碌一番。它并非试图改变对世界的对象化的这种或那种方式。而毋宁说，它转变无保护性本身。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根本上是把无保护性带人它自己的领域中。

如果无保护性在于那种以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为基础的对象化之中，那么，无保护性的本质又是什么呢？世界的对象之物在表象着的制造中变成持续的。这种表象有所呈现。但呈现出来在场的东西是在一种具有计算方式的表象中呈现的。这种表象不知道任何直观的东西。物之外观的可直观因素消失了，即，提供给直接的感性直观的形象消失了。技术的计算性制造是一种“无形象的活动”（《杜伊诺哀歌》，第9首）。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在它的种种筹划中，把对一味被计算的产物的计划置于直观形象之前。当世界进入由思想杜撰出来的产物的对象领域时，世界就被摆置到非感性的东西和不可见的东西中去了。这种持续的东西的在场归功于一种摆置（Stellen），这种摆置的活动属于rescogitans[思维体]，也即意识。对象之对象性领域处于意识之中。对象领域中的不可见的东西归属于意识内在性的内在领域之中。

但是，如果无保护性是反敞开者的告别，而告别乃是植根于对象化的，此对象化归属于计算性意识的不可见东西和内在东西之中，那么，无保护性的本质范围就是意识的不可见东西和内在东西了。

不过，既然无保护性之被颠倒而入于敞开者之中的过程自始关涉到无保护性的本质，则这种对无保护性的颠倒就是一种对意识的颠倒，而且是在意识范围之内的颠倒。不可见东西和申在东西的范围规定了无保护性的本质，但也规定了把无保护性改变而人于最宽广轨道之中的方式。因此，那本质上内在的东西和不可见的东西，必须转向那样一种东西去寻获它本身，这种东西自身只能是不可见东西中最不可见的东西和内在东西中最内在的东西。在现代形而上学中，不可见的内在东西的范围被规定为计算对象的在场领域。笛卡儿把这一内在范围称为ego cogito[我思]的意识。

几乎与笛卡儿同时，帕斯卡尔发现了对立于计算理性之逻辑的心灵之逻辑。心灵世界的内在东西和不可见东西，不仅比计算理性的内在东西更内在，因而也更不可见，而且，它也比仅仅可制造的对象的领域伸展得更为深广。在心灵的不可见的最内在深处，人才切近于为他所爱者：祖先、死者、儿童、后人。这一切都属于最宽广之轨道，这个轨道现在显示自身为整个美妙的牵引的在场范围。虽然这种在场与那种计算性制造的习惯意识一样，也是一种内在性的在场。但是，非习惯意识的内在东西保持着一个内心世界，在此内心世界中，万物对我们来说超出了计算的数字性，并且能挣脱这种束缚而充溢地流人敞开者的无界限的整体之中。这种超出计数的流溢，就其在场方面来说，乃源出于心灵的内在东西和不可见东西。《杜伊诺哀歌》吟唱人如何归属于敞开者，其第9首最后一句话就说：“过剩的此在，源于我内心。”

存在者之最宽广轨道在心灵的内在空间中在场。世界整体在这里以其全部的吸引而进入同样本质性的在场中。对此，里尔克用形而上学的语言“此在”（Dasein）来加以表达。世界的整体在场乃是这个最广义的“世界此在”（weltischeDasein）。这是表示敞开者的一个不同名称，其不同是由于不同的命名方式，这种命名现在是就那种表象着和制造着的反敞开者的告别已经从计算意识的内在性倒转为心灵之内在空间而言，来思考敞开者。因此，适合于世界实存的心灵的内在空间也被叫做“世界的内在空间”（Weliinnenrauln）。“世界的”意指存在者整体。

里尔克在1924年8月11日寄自慕佐的一封信中写道：

不管“外部世界”多么广大，所有恒星间的距离也无法与冬们咖宁冬琴尽维摩相比拟，这种深不可测甚至连宇宙的广袤性也难以与之相匹敌。因此，如果死者和后人都必须有一个居留之所，那么，还有何种庇护之所比这想象的空间更合适、更宜人呢？在我看来，似乎我们的习惯意识越来越局促于一座金字塔的顶尖上，而这金字塔的基础却在我们心中（并且以某种方式在我们底下）如此充分地扩展着，以至于我们越是深远地看到我们自己有能力进入这个基础，我们就越是普遍地显得被包括进入了那些独立于时空的事情中，即尘世的、在最广义的理解上就是世界此在的事情中。

相反地，世界之对象领域仍然在表象中被计算，这种表象把时间和空间当作计算的量，并且对时间的本质和对空间的本质同样一无所知。即便是里尔克，也没有对世界内在空间的空间性作更为深人的思考，甚至也没有追问，给予世界之在场以居留之所的世界内在空间究竟是否随着这种在场而建基于一种时间性，这种时间性的本质性的时间与本质性的空间一起，构成了那种时一空的原始统一体，而存在本身就是作为这种时一空成其本质的。

然而，里尔克试图在现代形而上学的球形特性的范围内，也即在作为内在的和不可见的在场领域的主体性领域的范围内，去理解由人的自身贯彻的本质建立起来的无保护性，认为这种无保护性本身作为颠倒了的无保护性，庇护着我们进入最宽广之世界内在空间的最内在和最不可见的东西之中。无保护性本身有所庇护。因为，作为内在和不可见的东西，它给予其本质以一个暗示，即关于反敞开者的告别的一种颠倒的暗示。这种颠倒指向内在东西之更内在的东西。对意识的颠倒因而就是一种内在回忆，即，使表象之对象的内在性进入心灵空间内的在场之中的内在回忆。[l]

[1]以字面直译，此处“内在回忆”可作“使内在化”。——译者

只要人一味地献身于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那么，就不光人本身是无保护的，而且物也是无保护的，因为物已经成了对象。虽然这里也有一种使物人于内在的东西和不可见的东西之中的转换，但是，这种转换是用被计算的对象的在思想上杜撰出来的产物来取代物的衰弱。这些对象为了使用的目的而被制造出来。对象愈是快速地被使用，就愈是有必要更急速和更轻便地去取代它们。那在对象性的物的在场中持留的东西（das Bleibende），并非物在它们自身特有的世界之中的自持（das InisichberLthen）。作为单纯的利用对象，被制造的物中的持续的东西乃是替代品（Ersatz）。

正如在对象性居有优势地位的情况下，我们熟悉的物的消失归因于我们的无保护性，同样地，我们的本质的安全存在也要求把物从单纯的对象性中拯救出来。这种拯救乃在于：让物能够在整体牵引的最宽广之轨道范围内居于自身之中，也即能够无限制地居于相互之中。也许连对我们的无保护性的改变也必须开始进入处于世界内在容间之内的世界此在之中，这样做所凭借的是，我们把对象嘿的物的易逝的、因而短暂的因素，从一味制造着的意识的内在领域和不可见领域，转变而人于心灵空间的真正内在领域之中，并且使它在那里不可见地产生出来。因此，在1925年11月13日的信中（《慕佐书简》，第335页），里尔克写道：

……我们的任务是使这一短暂易逝的大地如此深刻、如此痛苦和如此热情地依存于我们自身，从而使它的本质重新在我们身上‘不可见地’产生。我们是不可见者的蜜蜂。Nous butinons é perdument le mile du visible，pour l’accumuler dans la srande ruche d’or de l’Invisible。（我们不息地采集可见者的蜂蜜，将它储入不可见者的一只巨大的金色蜂箱之中。）

内在回忆把我们的惟求自身贯彻的本质及其对象转变人心灵空间之最内在的不可见领域中。在这里，一切都是内向的：不仅一切都始终转向了意识的这个真正内在领域，而且在这个内在领域内，每一物都毫无限制地转向我们而进入另一物之中。世界内在空间的内向性（das Inwendige）为我们清除了对敞开者的限制。惟有我们如此这般内向地（inwendig）——即从心里（par coeur）持有的东西，才是我们真正外向地（auswendig）知道的。[l]在这个内向领域中，我们才是自由的，才超出了与那些仅仅在表面上具有保护作用的、在我们周围被摆置的对象的关系之外。在世界内在空间的内向领域中，有一种超出保护之外的安全存在。

[l]这里取直译。在日常德语中，etwas inwendig und aus-wendig wissen有“清楚地知道某事”之意。注意“内向的”、“外向的”与动词wenden（转向、转变）的字面联系。——译者

可是，我们总是要问：那种使意识的业已内在的对象进入心灵的最内在领域中的内在回忆是如何可能发生的？内在回忆关涉到内在的东西和不可见的东西。因为无论是被回忆者，还是被回忆者之所向，都具有这样一种本质。内在回忆乃是颠倒那种告别而达于敞开者的最宽广之轨道中。而在终有一死的人中间，谁能够作这种颠倒着的回忆呢？

诚然，里尔克在诗中说道，我们的本质的安全存在之被带向我们，是由于人“有时喜好冒险……甚于生命本身，更秉一丝气息……”。

但是，这些冒险更甚者所冒何险？看来，这首诗没有为我们给出答案。因此，我们试图在运思之际直面这首诗；同时，我们要另外引用一些诗作，从中求得援助。

我们要问：比生命本身即比冒险本身或存在者之存在本身冒险更甚的冒险者，还能冒何种险呢？无论在何种情形下，无论在哪一方面，所冒险者必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即，就它是一个存在者而言，它关涉到每一个存在者。具有这种方式的乃是存在（das Sein），而且，这个存在不是其他方式中的任何一种特殊方式，而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方式。

如果存在是存在者的惟一性质，那么，存在还能被什么超过呢？只能被它自身，只能被它本己的东西，而且是以它特别地进入其本己之中的方式。那么，存在就是绝对超出自身的惟一性质了（即transcendens schlechthin[绝对超越者]）。不过，这种超越并不是越过去和转向另一东西，而是回归到它本身，并且归人其真理的本质之中。存在本身穿越这一回归，并且存在本身就是这一回归的维度。

当我们思及这一点之际，我们便在存在本身中体会到：在存在中有一个为存在所固有的“更甚”（mehr），因而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存在被思为冒险之处，那冒险更甚者也能比存在本身冒险更甚一只要我们通常是从存在者方面来表象存在的。存在作为存在本身穿越它自己的区域，此区域之被标划，乃由于存在是在词语中成其本质的。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之圣殿（templum）；[l]也就是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的本质既非意谭所能穷尽，语言也决不是某种符号和密码。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们是通过不断地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者的。当我们走向一口井，当我们穿行于森林中，我们总是已经穿过“井”这个词语，穿过“森林”这个词语，哪怕我们并没有说出这些词语，并没有想到语言方面的因素。从存在之圣殿方面来思考，我们就能够猜断，那些有时冒险更甚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冒险者所冒何险。他们是冒存在之区域的险。他们是冒语言之险。一切存在者，无论是意识的对象还是心灵之物，无论是自身贯彻的人还是冒险更甚的人，或者所有的生物，都以各自的方式作为存在者存在于语言之区域中。因此之故，无论何处，惟在这一区域中，从对象及其表象的邻喊到心灵空间之最内在领域的回归才是可完成的。

[1]拉丁文templum一词有“界限、划界、场所、圣殿”等义。——译者

就里尔克的铸而言，存在者之存在是在形而上学上被规定为世界性在场的，这种在场始终关涉于意识中的再现，不论此种意识是具有计算着的表象的内在性特性，还是具有那种进入心灵可通达的敞开者之中的内在转向的特性。

整个在场范围是在道说中现身的。制造活动的对象事物处于理性的计算性命题和原理的陈述之中。此理性从命题到命题不断延续。自身贯彻的无保护性领域被理性统治着。理性不仅为其道说，为作为说明性谓词的 [逻各斯]，建立了一个独特的规则系统，而且理性的逻辑本身就是对在对象领域中进行的有意自身贯彻活动的统治的组织化。在对对象性表象的颠倒中，心灵的逻辑吻合于内在回忆之道说。这两个领域都被形而上学所规定，其中都是由逻辑起着支配作用，因为内在回忆大抵是要出于无保护性本身、并且超出保护之外而创造一种安全存在。这种庇护关涉人，关涉人这种具有语言的生物。人具有语言。在被形而上学打上烙印的存在范围内，人以这样一种方式拥有语言，即，人自始而且一味地只把语言当作一种所有物，从而把它当作人的表象和行为的依据。正因此，[逻各斯]，作为推理工具的道说，就需要逻辑来加以组织。惟在形而上学中才有逻辑。

而当人在创造一种安全之际被整个世界内在空间所触及时，人本身就在其本质上被触及了，这是因为，作为自我意愿者的人已经是道说者了。然而，就一种安全存在的创造出于那冒险更甚者而言，那冒险更甚者必定是带着语言而冒创造之险的。冒险更甚者冒道说之险。可是，如果这一冒险的区域，即语言，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属于存在，超出存在和在存在之外不可能有其他方式，那么，那道说者必须道说的东西应该向着何处被道说呢？这些道说者的道说关涉到对意识的回忆性颠倒，此种颠倒使我们的无保护性转人世界内在空间的不可见领域。他们的道说因为关涉着颠倒，所以不仅从两个领域中说出来，而且从这两个领域的统一性中说出来——只要两者的统一性已经作为救渡的一体化发生出来。因此，在存在者之整体被思为纯粹牵引的敞开者之际，那回忆性颠倒必定是一种道说；这种道说向一个生灵道说它要道说的，那个生灵已经在存在者之整体中安全地存在，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对被表象的可见领域向心灵中不可见领域的转换。这个生灵被吸人存在之球的这一面和另一面的纯粹牵引之中。对于这个生灵来说，几乎不再有牵引之间的界限和差异；这个生灵掌握了最宽广之轨道的闻所未闻的中心，并且让这个中心显现出来。在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中，这个生灵乃是天使。“天使”这个名字是里尔克诗中又一个基本词语。这个名字与“敞开者”、“牵引”、“告别”、“自然”一样，也是一个基本词语，因为在这个名字中所说出的东西，乃是从存在方面来思考的存在者整体。在1925年11月13日的一封信中，里尔克写道：

《哀歌》中的天使乃是这种一样造物，在他身上，我们所做的把可见领域转化入不可见领域的工作，看来已经完成了……。《哀歌》中的天使是这样一种生灵，它保证我们在不可见领域中去认识现实的更高秩序。

《慕佐书简》，第337页）

惟有根据一种对主体性之本质的更原始的阐喊我们才能表明：在现代形而上学之完成过程中，与这样一种生灵的关系如何属于存在者之存在，以及里尔克的天使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形象，如何在内容上尽管有诸多差异，但在形而上学是却是同一个东西。

里尔克这首诗把存在者之存在，亦即自然，思为冒险。任何存在者皆进入一种冒险而有所冒险。作为所冒险者，任何存在者都处于天平之上。这一天平乃是存在时时衡量存在者的方式，也即存在把存在者保持在衡度的运动中的方式。任何所冒险者都处于危险中。存在者的领域，可以按它们对天平的关系的种类来加以区分。着眼于天平方面，天使的本质也必定可得到明确的说明一月民如它在整个领域中是更高级的存在者的话。

动植物在“其阴沉乐趣的冒险”中被无忧烦地保持到敞开者之中。动植物的形体并没有使它们迷惘混乱。这些生物为它们的本能所衡度而进入敞开者之中。虽然它们也始终遭受到危险，但并非在它们的本质上遭受到危险。动植物如此这般处于天平之上，以至于这个天平始终处于一种安全存在的宁静之中。动植物冒险人于其中的天平，还没有到达那个本质性的、因而持久的非镇静领域。即使是天使在其中冒险的天平，也仍然外在于那个非镇静领域；但这并非因为天使尚未属于非镇静领域，而倒是因为天使不再属于非镇静领域。根据天使之无形体的本质，可能的迷乱就由于可见的感性因素而转化为不可见的东西。由于在世界内在空间范围内的那两个领域得到平衡的统一体的已镇静的宁静，天使才成其本质。

与之相反，人作为有意的自身贯彻者，已经冒险进入无保护性之中。在如此这般冒险的人的手中，危险的天平本质上是非镇静的。以自身为意愿的人处处把物和人当作对象事物来计算。被计算的东西成了商品。万物不断地被改换入新的秩序之中。反纯粹牵引的告别在不断衡量着的天平的非镇静中建立自身。在对世界的对象化中，告别违背自身的意图而推动了那种反复无常的事情。如此这般进入无保护者而冒险，人就活动于“商业”和“交换”的媒介中。自身贯彻的人靠投人他的意愿这种赌注为生。人根本上是在金钱和通用价值的变化中拿他的本质冒险。作为这种持久的交易者和中介者，人就是“商人”。他不断地衡量和度量，却不知道物的真正重量。他也从不知道他本身的真正重量和优势。里尔克《后期诗》中的一首诗（第21页以下）这样说道：

呵，有谁知道他自身中的优势！

是温存？是畏惧？

是目光？是声音？还是书本？

但同时，由于人把无保护性本身转变人于敞开者之中，并把它转换人不可见者的心灵空间中，所以人能外在于保护，创造“一种安全存在”。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则无保护性的非镇静的东西就转向那种地方，在那里，有一个生灵在世界内在空间的平衡了的统一性中显现出来，这个生灵使那个统一体的统一方式显露出来，并因此把存在表现出来。于是，危险的天平就出于计算性意愿的领域而转向天使。在里尔克晚年，有四句诗显然是为着手筹划一首较长的诗而写的。眼下我们无需对这四句诗说更多的话。这四句诗是这样的（《全集》，第3卷，第438页）：

当天平挣脱商人之手

移交给那个天使

天使便用空间的均衡

在天空中使它镇静和安定……

均衡的空间乃是世界内在空间，因为它给予世界性的敞开者整体以空间。因此，它就允诺此一牵引和彼一牵引，使它们的具有统一作用的统一体显现出来。这个统一体作为存在的美好球体，包围了存在者的一切纯粹之力，因为它绕遍一切生灵，无限地解放侧叮当天平移交时，这种事情就出现了。天平何时移交呢？谁使天平从商人那里移交给天使呢？如若这样一种移交根本上实现了，那么，它就是在天平的区域中发生的。天平的要素乃是冒险，是存在者之存在。我们曾专门将存在之区域思为语言。

当代人的习惯生活，乃是交换者在无保护的市场上进行自身贯彻活动的寻常生活。相反，把天平移交给天使的过程却是非同寻常的。它甚至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非同寻常，即，它不光是任何规则的例外，而且它着眼于人的本质，把人置于保护和无保护的规则之外。正因为如此，这种移交只是“有时”发生而已。在这里，“有时”一词绝不意味着偶然和任意。“有时”的意思是：罕见地，在一正确时向、在惟一的场合以惟一的方式。天平从商人那里转向天使，也即对告别的颠倒，是作为进入世界内在空间的内在回忆来发生的，在那时，那些“有时喜好冒险……，更秉一丝气息……”

因为这些冒险更甚者随存在本身大胆冒险，并且因而自身大胆冒险逃人存在之区域，即语言之中，所以他们就是道说者。不过，难道不正是人才按其本质具有语言，而且不断地随语言大胆冒险吗？确然！那么，甚至在去喷常方式中的意愿者也已经在计算着的制造中冒道说之险了。当然锣！但这样一来，冒险更甚者却不可能仅只是道说者而已。冒险更甚者的道说必须特别地冒道说之险。[l]只有当他们是道说更甚者之际，冒险更甚者才是其所是。

[l]前一“道说”为动名词，后一“道说”则为名词。海德格尔后期以名词“道说”来命名“存在一本有”意义上的语言。——译者

如果我们在表象着和制造着的对存在者的关系中同时采取陈述的态度，那么，这样一种道说就不是所意愿的东西。陈述始终是途径和手段。与此相区别，有一种道说真正进入道说之中，但却没有对语言进行反思——芍大种反思甚至也要把语言当作一个对象。进入道说之中，乃是一种道说的标志，这种道说跟随那有待道说的东西，目的只是为了去道说此种东西。如此看来，那有待道说的东西理当是那种本质上属于语言之区域的东西。在形而上学上看来，这种东西乃是存在者整体。存在者整体的整体性乃是纯粹牵引的完好无损，乃是敞开者的美妙，因为它为人设置空间。这事情发生在世界内在空间中。当人在颠倒着的内在回忆中转向心灵空间时，这个世界内在空间便触及于人。冒险更甚者把无保护性的不妙的东西转变人世界此在的美妙之中。美妙的世界此在就是有待道说的东西。在道说中，这种有待道说的东西自身朝向了人。冒险更甚者乃是那些具有歌者之方式的道说更甚者。他们的吟唱背离了一切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这不是什么欲望意义上的意愿。他们的歌唱并不谋求任何被制造的东西。在歌唱中，世界内在空间为自己设置空间。这些歌者的歌唱既非任何招徕张扬，亦非任何手艺行业。

那些冒险更甚者的道说更甚的道说乃是歌唱。但是——

歌唱即此在。

《致俄尔甫斯十四行诗》第3首的第一部分如是说。这里，“此在”（Dasein）一词是在“在场”（Anwesen）这一传统意义上作为“存在”（女访）的同义词来使用的。吟唱，真正去道说世界此在，是从整体的纯粹牵引的美妙方面去道说，而且只是道说这种美妙。吟唱意味着：归属到存在者本身的区域中去。这一区域作为语言之本质乃是存在本身。唱歌意味着：在在场者本身中在场，意味着此在。

但是，道说更甚的道说也只是有时发生，因为只有冒险更甚者才能作这般道说。因为这种道说始终是艰难的。其艰难就在于：去完成此在。其艰难不仅在于难以构成语言作品，而且也在于，难以从对事物的一味贪婪的观看的言说作品，从视觉作品，转向“心录的作品”。歌唱是艰难的，因为吟唱不再可以是招徕张扬，而必簇哆此在。对于无限地栖留于敞开者中的俄尔甫斯神来说，歌唱唾手可得，但对于我们人来说却并非轻巧之事。因此之故，上面所说的那首十四行诗的第2节问道：

但我们何时存在？

这诗句的重音放在“存在”上，而没有放在“我们”上。我们无疑也是一个存在者，而且就此而言，我们在场着，这是不成问题的。但依然值得追问的是：何时我们如此这般存在，以至我们的存在就是歌唱，而且此种歌之吟唱并非四处轰响，而倒真正地是一种吟唱，它的实现并不依赖于一个最终才达到的东西，而是在唱出之际已经毁灭自身，从而J唯有那被吟唱者本身才成其本质。当人是比存在者本身冒险更甚的冒险者时，人才是如此这般的道说更甚者。据里尔克的诗，这些冒险更甚者乃是“更秉一丝气息……”。我们引用的那首十四行诗的结尾写道：

在真理中吟唱，乃另一种气息。

此气息无所为。它是神灵，是风。

赫尔德尔在《人类历史哲学之观念》一书中写道：“我们口中的一种气息变成世界的图画，变成我们思想的类型和进入另一个灵魂的情感的类型。在一丝流动的空气中，寄托着人性的一切，那在大地上的人所曾思考过和意欲过的一切，做过和将做的一切；因为，要不是这种神圣的气息已经在我们周围吹拂，要不是它已经像魔音一般回旋于我们的唇际，我们所有的人恐怕还在森林中游荡呢”（《全集》，苏弗安编，第13卷，第140-141页）。

那冒险更甚者所凭借的气息，并非仅仅、而且并非首先意指一种因为稍纵即逝而几乎不能觉察的区别尺度，而倒是直接意味着词语和语言乏本质。：。些更秉一丝气息而大胆冒险者，是随语言而大胆冒险。他们是道说更甚的道说者。因为那些冒险更甚者所秉有的这一丝气息，不仅仅是一般道说，而不如说，这一丝气息是与其他的人类道说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气息，另一种道说。这另一种气息，不再追求这种或那种对象事物，它是一种无所求的气息。歌者之道说道说着世界此在的美妙整体，此世界此在在心灵的世界内在空间中无形地为自己设置空间。这歌唱甚至并不首先追随那有待道说的东西。歌唱乃是人于纯粹牵引之整体的归属。吟唱是由完满自然之闻所未闻的中心的风的吸引来引发的。歌唱本身乃是：“一种风”!

因此，里尔克这首诗毕竟诗意地道明了，谁是那种冒险更甚于生命本身的冒险者。他们是“更秉一丝气息……”而更冒险的人。在诗中，“更秉一丝气息”这句诗后面加了六个点。这六个点道出默然不表的东西。

冒险更甚者是诗人，而诗人的歌唱把我们的无保护性转变人敞开者之中。因为他们颠倒了反敞开者的告别，并且把它的不妙东西回忆人美妙整体之中，所以，他们在不妙（das Unheile）中吟唱着美妙（das Heile）。回忆性的颠倒已经超过了反敞开者的告别。这种回忆性颠倒乃在“一切告别之前”，并且在心灵的世界内在空间中战胜了一切对象事物。颠倒着的内在回忆乃是大胆冒险，它出于人的本质而自行冒险，因为人具有语言而且是道说者。

但是，现代人却被称为意愿者。冒险更甚者意愿更甚，因为他们是以一种与世界对象化的有意自身贯彻活动不同的方式意愿着。他们的意愿决不意愿前一种方式。如若意愿依然只是自身贯彻，他们就无所意愿。在此意义上，他们无所意愿，因为他们更有意志。他们更快地响应于意志；而意志作为冒险本身，把一切纯粹之力吸引到自身那里——作为敞开者的纯粹整体牵引的自身那里。冒险更甚者的意愿乃是道说更甚者的意志；道说更甚者是决断的，不再在反对意志——作为这种意志，存在意愿着存在者——的告别中锁闭起来。[l]冒险更甚者的有意志的本质道说更甚地去道说（用《杜伊诺哀歌》第9首的话讲）：

大地，你所意愿的难道不是——

不可见地在我们心中苏醒？

你的梦想，难道不是想有朝一日成为不可见的？

大地！不可见的！

要不是这种转变，

你急切的使命又是什么？

大地，亲爱的大地！我要！

〔1〕此处“决断的”（ent-schlossen）或可译为“展开的”；注意它与“锁闭的”的词根联系。——译者

在世界内在空间的不可见的东西中一天使就是作为这空间的其世界性统一体而显现出来的——世界性存在者的美妙成为可见的。惟有在美妙事情的最宽广之轨道中，神圣者才能显现出来。作为冒险更甚者，诗人在走向神圣者之踪迹的途中，因为他们能体会不妙之为不妙。他们在大地之上歌唱着神圣者。他们的歌唱赞美着存在之球的完好无损。

不妙之为不妙引我们追踪美妙事情。美妙事情暗示着招呼神圣者。神圣者联结着神性。神性将神引近。[l]

[l]此处中译文未能显明“不妙（事清）”、“美妙（事情）”与“神圣者”诸词语之间的联系。“不妙”与“美妙”显然还与“得救、救恩”相关。在此并可注意“神圣者”、“神性”和“神”（或“上帝”）之间的“秩序”关系。——译者

冒险更甚者在不妙事情中体会着无保护性。他们为终有一死的人带来消逝诸神的踪迹，即，消逝在世界黑夜之黑暗中的诸神的踪迹。作为美妙事情的歌者，冒险更甚者乃是“贫困时代的诗人”。

这种诗人的标志在于：诗的本质对他们来说是大可追问的，因为他们诗意地追踪着他们必须道说的东西。在对美妙事情的追踪中，里尔克得以达到诗人的问题：何时才有本质性的歌唱？这个问题并不在诗人道路的开端处，而是在里尔克的道说达到诗人职权的诗人天职之际——这‘个诗人职权应合着正在临近的世界时代。这个世界时代既非一种沉沦，亦非一种没落。作为命运（Geschick），这个世界时代基于存在中，并且要求着人类。

荷尔德林是贫困时代的诗人的先行者。因此之故，这个世界时代的任何诗人都超不过荷尔德林。但先行者并没有消失于未来，倒不如说，他出于未来而到达，而且，惟有在他的词语之到达中，未来才现身在场。到达越是纯粹地发生，持留就越是成为本质性的。到来者越是在先行道说中隐藏自己，到达就越是纯粹。因此，那种看法——即认为，惟当有朝一日“全世界”都听到他的诗歌时，荷尔德林的时代才会到来——恐怕是错误的。在这种畸形的看法中，荷尔德林的时代是永远不会到来的；因为，正是世界时代自身的贫困给世界时代提供了力量，凭着这种力量，它——不知其所为地一阻碍荷尔德林的诗成为合乎时代的诗。

先行者是不可超越的，同样地，他也是不会消逝的；因为他的诗作始终保持为一个曾在的东西。到达的本质因素把自身聚集起来，返回到命运之中。以此方式永不陷人消逝过程中的东西，自始就克服了任何消逝性。那一味地消逝的东西甚至在它消逝之前就是无命运的东西。相反地，曾在的东西则是有命运的。在被认为是永恒的东西中，无非是隐匿着一个被悬置起来的消逝者，它被悬置在一种停滞的现在的虚空之中。

如果里尔克是“贫困时代的诗人”，那么，也只有他的诗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诗人何为？诗人的歌唱正在走向何方？在世界黑夜的命运中，诗人到底何所归依？世界黑夜的命运决定着：在里尔克的诗中，什么东西保持为命运性的。





6 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1946)


这个箴言被视为西方思想中最古老的箴言。相传，阿那克西曼德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的萨摩斯岛上。

根据通行的文本，这个箴言如是说：

万物由它产生，也必复归于它，都是按照必然性；因为按照时间的程序，它们必受到惩罚并且为其不正义而受审判。

（尼采：《全集》，第10卷，第26页）。

这个译文是青年尼采在1873年为他的题为《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的论文所作的笔记中翻译的。这篇论文在30年之后的1903年才公开出版，当时尼采已经去世了。该论文的蓝本是一个讲座，即尼采在19世纪70年代初多次在巴塞尔所作的一个讲座，其标题为：《前柏拉图哲学家与残篇选释》。

在尼采关于前柏拉图哲学家的论文首次公之于世的同一年，即1903年，海尔曼·第尔斯出版了《前苏格拉底残篇》一书。第尔斯的著作按当时经典语文学方法来编纂，在校勘上更为可靠，并附有译文。该著作题献给威廉姆·狄尔泰。第尔斯对阿那克西曼德的箴言作如下翻译：

但万物由它产生，毁灭后又复归于它，这都是按照必然性；因为它们按照固定的时间为其不正义受到惩罚并相互补偿。

尼采的译文和第尔斯的译文起于不同的动机和意图。但这两个译文仍然很难相互区别开来。第尔斯的译文有几处在字面上更严格些。但只要一个译文仅只是按字面直译的，那么，它就未必是忠实的。只有当译文的词语是话语，[l]是从实事本身的语言而来说话的，译文才是忠实的。

[l]“词语”、“话语”在德文中为的两个不同的复数形式。——译者

比两个译文的共同一致性更为重要的，乃是在这两个译文中所蕴含的对阿那克西曼德的理解。尼采把阿那克西曼德列于前柏拉图哲学家之中，第尔斯则把他视为一个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两个名称说的是同万回事情。对早期思想家的解说和判断有一个不曾道破的标准尺度，那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这两位哲学家被视为具有继往开来之决定性作用的希腊哲学家。此种看法通过基督教神学而固定为一种普遍的、直到今天都没有动摇过的信念。诚然，在此期间，人们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哲学家所做的语文学和历史学研究已绎相当深人了；但即使在那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和概念——经过了现代的转换之后——也依然是阐释工作的指导线索。甚至当人们响应古典考古学和文学史研究，试图在早期思想中找出上古因素时，情形也是一样。古典的和古典主义的观念风行一时。人们谈论上古逻辑学，却无视于一个事实，即：惟有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院活动那里，才有一门逻辑学。

如若我们不是先行看清，那个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中被转渡的实事的情形如何，那么，单纯地撇开那些晚出的观念，就会一无所获的。但在此，实事乃是思想的实事。在极其谨慎地对待语文学上得到澄清雨语言的同时，我们在翻译中首先必须对这个实事有所思考。因此之故，要翻译阿那克西曼德这位早期思想家的箴言，只有思想家才能帮助我们。而当我们寻找这样一种帮助时，我们实际是在做徒劳无功的寻求。

诚然，青年尼采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了与前柏拉图哲学家们的个性的活生生的关系；但他对那些文本的解释却完全是传统式的，尽管并没有完全流于表皮。在思想上了解了思想史的惟一一位西方思想家，乃是黑格尔。可是，恰恰黑格尔对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不置一词。此外，黑格尔同样也持有那种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古典品格的流行信念。甚至，正是由于黑格尔把早期思想家理解为前亚里士多德哲学家，他才为下面这种意见提供了根据，这种意见认为，早期思想家乃是前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

在他关于希腊哲学史的演讲中，当他论及最早期的哲学知识的来源时，黑格尔说道：“亚里士多德是最丰富的源泉。他明确而填密地研究了那些古代哲学家，尤其在他的《形而上学》开篇处（当然在别处也常常地）按历史顺序讨论了这些古代哲学家。他是如此深思熟虑，富有教益；我们满可以信赖他。要研究希腊哲学，最好的做法就是去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1卷。”（黑格尔：《全集》，第13卷，第189页）[l]

[l]参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1995年，第173-174页。——译者

黑格尔在此向他19世纪初期的听众所提的建议，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早已由亚氏的弟子和逍遥学派的第一位后继领袖泰奥弗拉斯托做过了。泰奥弗拉斯托死于公元前286年左右。他撰写的一部著作题为[《自然学说》]，即，“那些讨论[自然存在者]的人们的意见”。亚里士多德也把他们称为[自然学家]，指的是那些探讨自然万物的早期思想家。[自然]意指天、地、植物、动物，在某种程度上、也意指人。这个词表示着一个特殊的存在者领域，该领域在亚里士多德以及柏拉图学派那里，一般是与[习俗、气质]和[逻各斯]相区别的。在那里，[自然]不再具有存在者之总体（das All des Seienden）这一宽广含义。在物理学亦即关于[自然存在者]之存在学的专题考察的开始处，亚里士多德把这种在[自然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者与[技术存在者]区划开来。前者是在其自行涌现中自己产生出来的东西，后者则是通过人的表象活动和制造活动而产生的东西。

当黑格尔说亚里士多德是如此深思熟虑、富有教益时，他的意思是说：亚里士多德是在历史的视界中并且以他的物理学为尺度，来看待那些早期思想家的。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黑格尔把前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理解为前亚里士多德学者。随后，由此而来，一个双重的看法就固定为关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前的哲学的普遍观点了：一、当早期思想家追问存在者的第一开端时，他们首先并且常常只是把自然当作他们的表象的对象。二、与后来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那里，在斯多葛学派和医生学派那里发展的自然知识相比，早期思想家关于自然的陈述还是粗糙的和不充分的。

泰奥弗拉斯托的[《自然学说》]成了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史教本的主要来源。这些教本同时规定了人们对当时还保存下来的早期希腊思想家的原著的解释，并且构成了哲学后来的史料编目学的传统。不仅是这一传统的内容，而且包括这一传统的风格，共同塑造了后来的、直至黑格尔以后的思想家与思想史的关系。

公元530年左右，新柏拉图主义者辛普里丘撰写了一部篇幅浩大的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注释。在这部注释著作中，辛普里丘收人了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原文，从而使这个箴言为西方世界所接受，他是从泰奥弗拉斯托的[《自然学说》]一书中转录这一箴言的。从阿那克西曼德道出这句箴言以来——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哪里，怎样和对谁说的——到辛普里丘把这个蔑言收人他的注释著作中，之间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而从辛普里丘的记录到现在，又有一千五百年的时间过去了。

阿那克西曼德的这个箴言，从这两千五百年的年代学和历史学距离来看，还能对我们道说些什么吗？凭何种权威它可以有所言说呢？只是因为它是最古老的箴言吗？古代的和古老的事物本身并不具有任何量要性。再者，此箴言虽说是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一个箴言，但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否也是西方思想中按其本性而言最早的溉言。假如我们首先根据早期箴言所言说的东西来思考西方的本质，我们便能够对此作出猜断。

但是，早先具有何种要求在呼吁着我们——我们这些或许是哲学最后的末代子孙？我们是那种现在正在急速地走向其终结的历史的末代子孙吗？——这个终结（das Ende）结束了一切，并把一切带人一种越来越空虚荒疏的千篇一律的秩序之中。或者，在这个箴言的年代学和历史学的疏远过程中，竟隐藏着它的将向后世道出的未曾言说者的历史性趋近？

根本上，我们是处于整个地球最巨大的变化的前夜中，处于地球悬于其中的那个历史范围之时代的前夜之中吗？我们正面临着那个走向另一个拂晓的黑夜之傍晚吗？[l]为了进入地球的这个傍晚（Abend）的历史疆域之中，我们才刚刚启程吗？这个傍晚的疆域才刚刚兴起吗？这个傍晚

[l]此处“拂晓”或可译为“早先”。注意此句中的“黑夜”与“傍晚”之分别。——译者

之疆域越过西方和东方，并且超越欧洲，才成为即将到来的、却又更开端性地被命运发送出来的历史的处所吗？[l]在一种通过我们向世界黑夜的过渡才出现的意义上，我们今人已然是西方的吗？所有仅只以历史学方式算计出来的历史哲学可以为我们作出什么样的历史说明一如若它们只是凭着对历史学上提供出来的材料的概观来向我们炫耀，如若它们向来不是从历史的本质出发来思考它们的说明理由的基础，向来不是从存在本身方面来思考这种历史的本质？我们是我们所是的末代子孙吗？但我们同时却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时代——这个世界时代已经抛弃了我们今天关于历史的种种历史学观念——的早先的早产儿吗？

施本格勒从对尼采哲学的太过毛糙的理解出发，得出了西方的没落的结论；他这里所谓西方乃是指西方的历史世界。尼采本人在他于1880年发表的著作《漫游者及其阴影》（第125个格言）中写道：“当诸民族的欧洲已成为一种暗冥的遗忘，而欧洲却还在30本十分古老的、永不过时的书籍中生活之际，人类的一个高级状态才是可能的……。”（《全集》，第3卷）

一切历史学都是根据它们被当代所规定的关于过去的图景来计算未来。历史学是对未来的不断摧毁，是对那种与命运之到达的历史性关联的不断摧毁。[2]在今天，历史主义不仅没有被克服，而且它正在进入它的扩张和稳固阶段。通过无线广播和已然落伍跛行的报刊对世界舆论的技术组织化，乃是历史主义的真正统治形式。

[l]德文Abend-Land由Abend（傍晚）L别ld（土地、疆域）连结而成，故译为“傍晚之疆域”。又，日常德语中有Abendland（西方）一词。——译者

[2]德文Histone意谓“历史学”或“沥史学上的）历史”，可说是被记录下来的“历史”，是“显”出的“历史”，而非本真的历史，本真的、真实发生的历史是Geschichte,是亦“显”亦“隐”的，与“命运”相关联的。——译者

然而，我们竟还能以不同于历史学方式的别的方式，来表现和描述一个世界时代的早先吗？也许对我们来说，历史学依然是回想历史的一个必要手段。但这绝不意味着，历史学本身能够在历史范围内构成那种在严格意义上充分的与历史的关联（Bezug zur Geschichte）。

决定着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古代，乃属于傍晚之疆域[l]的早期的早先。但如果这个早先的东西超出了一切晚近的东西，甚至根本上最早先的东西竟最远地超过了最晚近的东西，则情形又如何呢？那样的话，命运之早先的往昔就会作为往昔而走向终极，亦即走向与迄今一直被掩蔽于的存在之命运的分离。存在者之存在聚集自身[2]入于存在之命运的终极之中。以往的存在之本质[3]一直湮没于它依然被掩蔽了的真理[4]之中。存在之历史聚集自身入于这种分离。人于这种分离的聚集，作为对以往存在之本质的极端情形的聚集，乃是存在之末世论。存在本身作为命运性的存在，本来就是末世论的。

[1]原文为Abend-Land，或译为“西方”。——译者

[2]希腊文为动态动词形式，是相应的名词形式。海德格尔认为它们不光意味着“言说”，而且更有“聚集”之义。——译者

[3]1950年第一版：在场状态——让在场：在场者。——作者边注

[4]1950年第一版：自行遮蔽之澄明。——作者边注

但我们并不把“存在之末世论”这个称号中的“末世论”一词理解为一门神学或者哲学学科的名称。我们是在相当的意义上来思考存在之末世论的，亦即，我们是在存在历史性地思考精神现象学这一意义上，来思考存在之末世论的。精神现象学本身构成存在之末世论的一个阶段，因为作为无条件的求意志之意志的绝对主体性，存在聚集自身人于它以往的、为形而上学所烙印的本质的终极之中。

如果我们从存在之末世论方面来思考，那么有朝一日，我们就不得不在未来的将来之物中期待早先的将来之物，并且在眼下必须学会，由之而来思考这种将来之物。

如果我们一旦能够倾听这个箴言，那么，它就不再作为一个在历史学意义上早已过去了的意见向我们说话了。这样，它也就不能把我们引诱到一个徒劳无功的意图中去，该意图就是：要在历史学上亦即在语文学一合理学上清算出，在从前米利都地方的一个名叫阿那克西曼德的人那里，作为他的世界观而实际地存在过的东西是什么。但假如我们一旦倾听到这个箴言之所说，那么，是什么东西驱使我们力图去翻译此箴言呢？我们如何通达这个箴言之所说，以使我们的翻译免去任意之虞？

我们系缚于箴言的语言。我们系缚于我们自己的母语。就此两者而言，我们根本上乃是系缚于语言和对语言之本质的经验。较之于一切语文学和历史学事实的尺度——这些事实惟有从此尺度中才获得了它们的事实性——，后面这种来自语言方面的约束力范围更广、更为严格，但也更不显著。只消我们还没有经验到这种约束力，那么，任何一种对箴言的翻译就都必然表现为纯粹的任意独断。不过，即便当我们系缚于箴言之所说时，不仅翻译，而且这种系缚，也仍旧保持着强行占有的印象。仿佛我们这里要倾听和道说的东西，是必然要忍受暴力的。

思想之箴言惟有在思想与箴言之所说的对话中才能得到翻译。而思想乃是作诗，[l]而且，作诗并不是在诗歌和歌唱意义上的一种诗。存在之思乃是作诗的原始方式。在思想中，语言才首先达乎语言，也即才首先进入其本质。思想道说着存在之真理的口授。[2]思想乃是原．蜻的[口授]。[3]思想是原诗；它先于一切诗歌，却也先于艺术的诗意因素，因为艺术是在语言之领域内进入作品的。无论是在这一宽广的意义上，还是在诗歌的狭窄意义上，一切作诗在其根本处都是运思。思想的诗性本质保存着存在之真理的运作。由于它运思着作诗，因而那种想让思想的最古老之箴言道说出来的翻译，必然表现为暴力性的。

[l]此处“思想”也简译“思”，“作诗”（Dichlen）也简译“诗”。在海德格尔那里，“思”（思想）与“诗”（作诗）是本真的“道说”的两个方式，两者之间有着“近邻关系”——“亲密的区分”的关系。——译者

[2]1950年第一版：亦即说，思想乃是失言，居有之道说。——作者边注

[3]德语的das Dhaat和拉丁文的dictare有“口授、口述、命令”等义。——译者

我们试图来翻译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这就要求我们把一个以希腊文道说出来的东西翻译到我们的德语中去。为此，我们的思想在翻译之前就必需转渡到那个以希腊文道说出来的东西那里。[l]运思着转渡到那在箴言中达乎其语言的东西那里，这乃是跳越一个鸿沟。此鸿沟绝不仅仅是二千五百年之久的年代学，历史学的距离。此鸿沟更宽更深。首先是因为我们濒临其迈缘而立，此鸿沟才如此难以跳越。我们是如此紧临此鸿沟，以至于我们得不到足够的助跑来做此种间距的跳越；我们因此容易作太短的跳越——如果在缺乏一个充分坚固的基地的情况下竟还允许起跳的话。

[l]德文中?bersetzen一词作为可分动词，意谓“转渡、摆渡”等；作为不可分动词，意谓“翻译、改写”等。——译者

什么东西在此蔑言中达乎语言呢？这个问题还是模棱两可的，因而是不确切的。它可能问的是箴言对之有所道说的那个东西。它也可能意指这个蔑言所道说出来的东西本身。

在字面上作严格的翻译，这个箴言就是：

Aus welcheln aber das Entstehen ist den Dingen,auch das Entgehen zu diesern entsteht nach dem Notwendigen；sie geben n?mlich Recht und BuBe einander für die Ungerechtigkeit nach der Zeit Anordnung.

但万物的产生由它而来，又根据必然性复归于它的毁灭；因为它们根据时间程序为不正义而赋予正义并且相互惩罚。

根据流行之见，这句话说的是万物的产生和消失。它描绘了这个过程的特性。产生和消失返归于它们所从出的地方。万物生生灭灭。万物生生灭灭之际，在自然的保持不变的财政收支中，显示出一种交换经济方式。当然，建造和毁灭过程的交换只是大体上被确定为自然事件的普遍特征。因此，还没有根据万物的确定的质量关系，在其运动方式上精确地把万物的变化表象出来，更没有某个运动规律的相应公式。这种在后世的进步时代所做的评价是足够宽容的，目的是为了不对这一原初的自然研究加以指摘。人们甚至顺理成章地发现，一种刚刚开始的自然考察就是根据人类生活中常见的事件来描述万物过程。因此之故，阿那克西曼德这句话才谈到万物中的正义和不正义、惩罚和补偿、赔偿和清还。道德的和法律的概念搀和到关于自然的图景之中。所以，泰奥弗拉斯托就已经批评了阿那克西曼德，指出后者是，亦即认为，后者是用十分诗意的名称来道说他所探讨的事情的。泰奥弗拉斯托指的是等词语。现在首先要搞清楚这个箴言所道说的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这个箴言对它所道说的东西说了些什么。

从语法上看，这个箴言由两个句子组成。第一句开头说：……。此句谈的是

:在字面上翻译，的意思是“存在者”（das Seiende）。这个中性名词的复数是，即，存在者之多样性意义上的“多”。但并非意指一种任意的或无界限的多样性，而是指，即存在者之总体。故[存在者1意味着多样性存在者整体。第二句的开头说：

。这个[它们]又承接第一句中的。

这个箴言谈论多样性存在者整体。但是，存在者不仅包括物。而且物也不只是自然物。人、人所制造的物、受人的所作所为影响而致的状态和事态，也属于存在者。魔鬼的和神性的物也是存在者。所有这些东西不仅也是存在者，而且比纯粹之物更具有存在者特性。亚里士多德一泰奥弗拉斯托的假设认为，[存在者]是，即狭义的自然物。这个假设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个假设对我们的翻译来讲是失效了。但即便用“万物”（die Dinge）来翻译：[存在者]，也还没有切中在这个箴言中达乎语言的事情。

然而，如果这个认为箴言所做的乃是对自然物的陈述的假设失效了，那么，以下断言的全部基础也就崩塌了，这个断言主张：必须严格地按照自然科学方式表象出来的东西，还可以在道德上和法律上得到说明。这个假设认为箴言所追求的是一种科学知识，即关于被界定了的自然领域的科学知识。而随着这个假设的废除，则以下假定也就失效了，此假定才唠：在那个时代，道德和法律方面的事情是根据伦理学和法学等荀1学科而得到思考的。对这样一些界限的否定决不是要主张，早期的人们是不知道法和道德的。但如果说这种在专业（诸如物理学、伦理学、法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视界中为我们所习见的主张在此不具有任何位置，那么，在没有专业界限的地方，也就不存在任何超越界限的可能性，不存在从这个领域到那个领域的不当的观念移植的可能性。而在没有出现专业界限之处，也并非必然地只有无界限的不确定的东西和变动不居的东西横行称霸。也许正好相反，那纯粹地被思考的事情的本己构造，由于摆脱了任何专门化，倒是能够达乎语言了。

[正义]、[不jE义]和[补偿]等，这些词语一概没有任何专业上界定的含义，而是具有宽广的含义的。“宽广”在此并不意味着：被扩大了的、被弄平了的、变稀薄了的；而是意指：范围广的、丰富的、隐含着先行被思考的东西。恰恰因此之故，这几个词语才适合于把在其统一体之本质中的多样性整体形诸语言而表达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点，无疑地，思想必须完全据其本身去觉知（vemehmen）多样性之统一整体及其独有的特性。

这种让多样性存在者一体地进入本质洞察之中的方式，可以是一切其他的方式，惟独不是那种原始蒙昧的和神人同形同性论的表象方式（anthropomorphes Vorstellen）。

为了我们竟能在所有翻译之前转渡到在此箴言中达乎语言的东西那里，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抛弃所有不当的先人之见：其一是认为此箴言关乎自然哲学；其次是相信在此箴言中不切实际地搀杂了道德因素和法律因素；再者是认定在此箴言中有那种从自然、道德、法律等特殊领域而来的高度专门化的观念在起作用；最后是坚信在其中还有一种原始蒙昧的体验起着支配作用，此种体验不加批判地、以神人同形同性论的观点来解释世界，所以它乞灵于诗意的表达——以上种种，皆为不当的先人之见也。

不过，只消我们没有在聆听之际得以进入那在这个箴言中达乎语言的东西中，那么，甚至这种对我们前面专门考虑过的那些不当假设的抛弃，也还是不够的。惟出于这样一种倾听，与早期希腊思想的对话才能如愿以偿。这种对话之会话谈论同一东西，而且是出于与同一东西的归属性来说话的，这一点，乃是对话的属性。据其原文来看，这个箴言谈论[存在者]。它道出了存在者所包含的东西和存在者之所是的情形。通过道出存在者之存在，这个箴言谈论了存在者。存在作为存在者之存在而达乎语言。

在西方哲学之完成的极点处，有这样一句话：“给生成打上存在之特征的烙印——这乃是最高的强力意志”。尼采在他的一个题为《要点重述》的笔记中这样写道。根据手稿的风格特性，我们必须把这个笔记的写作年份定在1885年左右，当时，尼采已经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在计划他的系统的形而上学代表作。尼采在此所思的护存在”，乃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所谓“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乃是一种持续方式，强力意志本身即在其中意愿自身，并保证它自己的在场为生成之存在。在形而上学之完成的极端处，存在者之存在得以如是达乎言辞。

早期西方思想的早期箴言和晚期西方思想的晚期箴言都表达了同一者，但它们并非道说相同者。然而，哪儿能够根据不相同的东西来谈论同一者，那么在那里，晚期与早期的一种运思的对话的基本前提就已经由本身来满足了。

或者，这只是看来如此而已吗？在这一假象后面，隐藏着一道在我们的思想的语言与希腊哲学的语言之间的鸿沟吗？无论如何，只要Ta意味着“存在者”，而咖以无非是指“存在”，我们就能够越过任何鸿沟，尽管有时代的种种差异，我们仍与早期思想家一道在同一者之领域中。这个同一者保证我们，用“存在者”（das Seiende）和“存在”（sein）来翻译。或者，为了表明这一翻译的颠扑不破的正确性，我们才必须摆出希腊哲学家的详尽文本吗？所有对希腊哲学的解释都已经建基于这一翻译之上。每一部词典都为我们给出了有关这几个词的最为丰富的信息：咖a1意指“存在”（Sein），意指“是”（ist）,意指“存在着”（seiend）：指“存在者”（dasSeiende）。[l]

[1]此处四个希腊文词语分别是系动词不定式、系动词单数第三人称、系动词中性分词的名词形式及其复数。——译者

实际情形如此。我们也无意去怀疑这一点。我们不想问，用“存在着”（seiend）来翻译，用“存在”（sein）来翻译咖at是否正确。我们只是要问，在这一正确的翻译中，我们是否也正确地思想了。我们只是要问，在这一最常见的翻译中，究竟是否还有某种东西已经被思考了。

让我们做一番检验。让我们检验一下自己和他人。于是即可表明：在这一正确的翻译中，一切都还在飘浮不定的和不准确的含义中纠缠着。于是即可显明：常见的翻译往往带有匆忙的粗略性，而这种粗略性根本上不能被视为一种缺陷，它甚至也没有妨碍学术探究和描述。或许人们花了大力气，去挖掘希腊人在诸如[神]、[灵魂〕、[生命]、[天命]、[恩典]、[逻各斯]、[自然]和[湘]、[技术]和 [实现]等词语中真正表达出来的东西。然而，我们并没有认识到，只要此种努力以及类似的努力没有充分澄清这一所有领域的领域，即，没有充分揭示出在其希腊本质中的[存在着、存在者]和[存在、是]，那么，它们就难免落人空洞和漫无边际之中。但我们所说的作为领域的咖以[存在、是]，全然也不是按[种类]和[共性]的逻辑说明方式表象出来的普遍性和大全者意义上的领域。这种以表象性概念方式来进行的总括（即concipere），自始就被当作存在本身之思想的惟一可能的方式；甚至当人们遁入概念辩证法或神秘象征的非概念性之中时，上面这种方式也还是为人们所承认的。尤其是，人们完全遗忘了，概念的霸权和把思想解释为一种概念性把握的做法，已经而且仅仅建基于未曾被经验的、因而未曾被思的[存在着、存在者]和[存在、是]的本质之上。

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把词语彻和咖a1释为存在者和存在，就是以我们母语中相当的、但未经思的词语的意思来解释这两个希腊词语。准确地看来，我们甚至也不是用一种含义来解释这些希腊词语。我们直截了当地根据一种粗略的认识接受了这些词语，而此种粗略的认识已经把它自己的语言所具有的通常的解悟性赋予这些词语了。除了一种仓促意见的自命不凡的疏忽之外，我们没有把什么东西加给这些希腊词语。此种仓促意见往往会陷于窘境，举例说来，当我们在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中读到咖at和扬Tw，在索福克勒斯那里读到[1]就会有此窘境。

但是，如果说；[存在者]，[存在着]和[存在、是]是思想的基本词语，并且不只是某一种任意的思想的基本词语，而是作为整个西方思想的关键词语而在语言中发声的，那么，情形又如何呢？果如其然，则一种对翻译上的语言用法的考查就揭示了下述实情：

我们本身在我们自己的语言的词语“存在着”（Seiend）和“存在”（sein）中所思考的东西，是不清晰的和没有获得根据的；

我们一向所持的意见是否切中了希腊人在枷和咖at两个词语中谈论的东西，这也是不清晰的和没有获得根据的。

究竟6v和咖at在希腊思想中道说什么，是不清晰的和没有获得根据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也不能做出考查，看看我们的思想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于希腊人的思想。

[l]此句中的咖a1是系动词不定式，艺爪w是系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币是系动词过去时．单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老改al是系动词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译者

这些简单的苏索完全是令人迷惘的、未经思考的。而在这些关系之内和在这些关索之上，漂荡、蔓延着一种漫无边际的关于存在的闲谈。此种闲谈与那种把加和咖al翻译为“存在着”和“存在”的做法的形式上的正确性相联盟，持续不断地隐瞒了上述纷乱不清的J清况。不过，在这种纷乱不清中迷路的不只是我们今天的人们。在这独纷乱不清中着了魔的，乃是几千年来从希腊哲学流传下来的观念和表达。这种纷乱的原因既不在于语文学的纯粹疏忽，也不在于历史学研究的不足。这种纷乱来自那种关系之深渊——存在[l]已经具有了西方人的本质而使之人于此深渊中。所以，我们通过某种定义而赋予词语6v和咖at（即“存在着”和“存在”）以一个更准确的含义，是不能消除这种纷乱的。恰恰相反，不懈地关注这种纷乱，并以其顽强的力量去促成一种解决——一州这样的尝试有朝一日会成为一种诱因，唤起另一种存在之天命（Geschick des Seins）。为着此种诱发所作的准备已然十分急迫，为的是在那种依然持续着的纷乱之范围内推动一种与早期思想的对话。

[l]l950年第一版：作为本有之居有。——作者边注

如果说我们是如此执著地坚持要以希腊方式思希腊思想，那么，我们这样做绝不是要在某些方面更适恰地塑造出作为一个消失了的人群的希腊人整体的历史画像。我们寻求希腊的东西（das Griechische），既不是为希腊人的缘故，也不是为了完善科学，甚至也不只是为了达到一种更为清晰的对话，相反，我们惟独着眼于此种对话想表达出来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是从自身而来达乎语言的话。这个东西就是那个同一者，它命运性地以不同方式关涉到希腊人和我们自己。正是它把思想的早先（dieFrUhe）带人西方的命运之中。[l]依照这种命运，希腊人才成为历史性意义上的希腊人。[2]

以我们的讲法，“希腊的”并不是指一个民族的或者国家的特性，也决不意味着一种文化的和人类学的特性。“希腊的”乃是命运之早先，存在本身[3]作为此种命运在存在者中自行显明，并且要求着[4]人的本质，而人的本质历史性地展开为命运性的东西，被保存于“存在”中，被“存在”释放出来，但决不与存在分离开来。

希腊、基督教、现代、全球和上述意义上的西方——对于这一切，我们都是根据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来加以思考的；作为在[遮蔽]中的[无蔽]，存在更容易遮蔽这一基本特征，而不是揭示这一基本特征。但这一对它的本质和本质来源的遮蔽乃是存在原初的自行澄明的特征，虽然这样一来，思想恰恰莎不追随存在。存在者本身并没有进入这种存在之光中。存在者的无蔽，即那种被允诺给存在者的光亮，晦蔽着存在之光。

存在隐匿自身，因为存在自行解蔽而人于存在者之中。如此这般，存在在有所澄明之际以迷途来迷惑存在者。存在者已经发生出来进入迷途之中．在此迷途中，存在者簇拥着存在，使存在走投无路，并从而创建着迷误之领地（这是在侯爵领地或诗人领地意义上说的）。[5]迷误乃是历史的本质空间。在迷误中，历史性的本质因素迷失于类似于存在的东西当中。

[l]“西方的命运”或译“傍晚之班域的命运。——译者

[2]注意“命运”与“历史性的”两词之间的字面联系。只有在“历史性的”意义上才谈得上“命运”。——译者

[3]1950年第一版：本有。——作者边注

[4]1950年第一版：用——归本。——作者边注

[5]这里译为“迷误之领地”的der lrrtum一词由die lrre（迷途、迷误）加后缀-tum构成，类似于“侯爵领地”和“诗人领地”两词的构成。——译者

因些之故，那种历史性地出现的东西就必然被曲解。贯穿这种曲解，命运等待着从它的种子里生长出来的东西。命运把它所关涉的东西带人命运性和非命运性的东西的可能性中。命运着力于命运。[l]人之看错自身，相应于存在之澄明的自身遮蔽。

倘若没有迷途，也就不会有任何命运与命运的关系了，也就不会有历史了。年代学的距离和因果的排列虽然属于历史学，却并不是历史。[2]如若我们历史性地存在，那么，我们既不在一种与希腊的东西的大距离中，也不在一种与希腊的东西的小距离中。我们倒是存在于对希腊的东西的迷误中。

存在隐匿自身，因为存在自行解蔽而入于存在者之中。

如此这般地，存在便随其真理而抑制自身。这种自行抑制乃是存在之解蔽的早期方式。自行抑制的早期标志乃是[无蔽]。由于它带来存在者之非遮蔽状态，它才引发存在之遮蔽状态。而遮蔽却保持在自行抑制之拒绝的特性中。

我们可以把这种随其本质之真理的澄明着的自行抑制称为存在之阮。劝[悬搁]。这个词是从斯多葛派哲学家的语言用法中借来的，但它在此却不同于胡塞尔的用法，并不是指在对象化过程中对设定的意识行为的中止方法。存在之悬搁属于存在本身。这里，我们是根据对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经验来思这种悬搁的。

真正的世界历史在存在之命运中。存在之命运的时代本质来自存在之悬搁。[3]每每当存在在其命运中自行抑制之际，世界便突兀而出乎意表地发生了。世界历史的任何悬搁都是迷途之悬搁。

[1]此句原文为：Geschick versucht sichan Geschick。——译者

[2]注意Historie（历史学、历史学上的历史）与Geschichte（历史、真实发生的历史）的区分。——译者

[3]此句中的“时代本质”原文为das epochale wesen,“存在之悬搁”原文为die Epocbe des Sevns。中译未能显明”时代的”（epochal）与“悬搁”（Epoche）之间的字面联系。——译者

存在之时代本质归属于存在之被遮蔽了的时间特性，并且标志着在存在中被思考的“时间”之本质。[l]人们一向在“时间”这个名称中表象出来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虚幻时间的空洞，而这种虚幻时间乃是从被看作对象的存在者那里获得的。

然而，对我们来说，此之在的绽出特性乃是首先可得经验的与存在之时代特性的应合。存在之时代本质居有着此之在的绽出本质。人的绽出之实存忍受着绽出因素，因而保持着存在的时代因素；而存在之本质包含着这个“此”,[2]从而包含着此之在。[3]

[l]1950年第一版：作为自行遮蔽着的庇护之澄明的时间一游戏一空间。——作者边注

[2]1950年第一版：在自行遮蔽之澄明意义上。——作者边注

[3]此处“绽出之实存”是海德格尔对“实存”一词的特殊写法，意指人进入（归属于）存在之本质中。后期海德格尔把实存的人进入存在的澄明境界称为“此之在”，亦称“存在之澄明”。——译者

从时代上思考，存在之悬搁的开端就蕴含在我们所谓的希腊因素中。这一本身要在时代上思考的开端，乃是在存在中由存在而来的命运的早先。

重要的并不是我们关于过去所想象和描绘的一切，而倒是我们思念命运性的东西的方式。要是没有思想，我们竟能有这种思念吗？而要是出现了思想，我们就会放弃一种目光短浅的意见的诸种要求，并且向命运之要求开放我们自己。那么，在阿那克西曼德的早期箴言中，有这种命运的要求在说话吗？

命运之要求是否向着我们的本质说话，对此我们没有把握。依然大可追问的是，存在之闪耀——这也就是说，存在之闪电（赫拉克利特，残篇第46）——是否进入我们与存在之真理的关联中；或者，是否只还有一场早就消退了的雷雨的微弱闪光，把它的暗淡光亮带人我们关于曾在者的知识之中。

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向我们谈论了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吗？我们领悟到它之所说，即存在者之[存在、是]了吗？竟还有一线光亮穿透迷途之纷乱，告诉我们[存在者]和[存在、是]在希腊文中所道说的东西吗？惟有在这道光亮的明亮中，我们还能转渡到箴言之所说那里，从而得以在一种思想对话中翻译这个箴言。也许，贯穿于词语“存在者”和“存在”的用法中的纷乱，很少是因为语言不能把一切充分道说出来，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清晰地思考事情。莱辛曾说过：“语言能够表达我们清晰地思考的一切。”所以，对我们来说要紧的是去留心一个适当的时机，这个时机将允许我们清晰地去思考箴言所表达的事情。

我们想在阿那克西曼德之蔑言那里去发现我们所寻求的时机。而在此情形中，我们总还缺乏翻译的道路所要求的那种细心。

因为一方面，在解释箴言之前，而且并非首先凭借于箴言，我们必须转渡到箴言之所说由之得以达乎语言的那个东西上去，即，转渡到：[存在者]上去。这个词指的是箴言之所云，而不只是指箴言所表达出来的东西。箴言之所云在它的表达之前就已经是希腊语言在其日常低级和高级的用法中所说出的东西了。因此，我们必须事先在蔑言之外寻找让我们往那里转渡的时机，以便借机去经验[存在者]在希腊思想中所道说的东西。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还完全没有界定箴言的原文，所以我们也不得不首先停留在箴言之外。最终（在事情本身看，此最终也即首先），这种划界受制于一种知识，即，关于那种区别于后期的流行观念的、在早期诉诸语言的原文中被思的和可思的东西的知识。

上面所引用和翻译的文本取自辛普里丘的《物理学》注释，通常被当作是阿那克西曼德的箴言。然而，这部注释并没有十分清晰地引证此箴言，还不足以可靠地确定，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始于何处止于何处。即使在今天，希腊语的出色行家们所接受的箴言文本也还是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那个样子。

不过，早就有一位功勋卓著的希腊哲学著名专家约翰·布纳特，这位牛津柏拉图版本的编纂者，在他的《希腊哲学的开端》一书中提出了异议，怀疑这个来自辛普里丘的引文的已经被普遍接受的开头。与第尔斯的意见相左，布纳特写道（参看上书，第2版，1908年，德译本1913年，第43页，注4）：“第尔斯……使实际引文从……等词语开始。这种做法是违背把引文与文本交织在一起的希腊语用法的。一位希腊文作家直接从直接引文开始，这是十分罕见的。此外，更为可靠的是，我们不要把[产生]和[消灭〕这两个柏拉图专用的术语归到阿那克西曼德名下。”

根据这一怀疑，布纳特断定，阿那克西曼德的话仅从开始。布纳特关于希腊语引文所说的一般性意见，支持了他对这些词语前面的词语的删除。相反，他对[产生]和[消灭]这两个词语的术语用法的怀疑在此却是不可靠的。认为[产生]和[消灭]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是固定的概念词语，进而成了学院词语，这样一种看法是切合实际的。但另一方面，[产生]和[消灭]乃是荷马就已经知道了的古老词语。阿那克西曼德必定没有把它们当作概念词语来使用。他根本还不能这样来使用这两个词语，因为概念语言对他说来必然还是格格不人的东西。因为，概念语言只有基于对作为[相]的存在的解释才是可能的，从此以后，这种概念语言当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不过，根据结构和声调来看，在之前的整个句子与其说是上古的，还远不如说是亚里士多德的。在一般采用的文本的结尾上，也显示出同样的后期特色。谁同意删去布纳特所怀疑的那段文字，他也就不能坚持通常所来用的结尾一段。这样一来，阿那克西曼德的原话就只剩如下的文字了：

……根据必然性，因为它们为其不正义而相互惩罚并且相互补偿。

这些话也足以成为一种凭据，让泰奥弗拉斯托看到阿那克西曼德是以诗意十足的方式说话的。几年前，我又一次认真思考了整个在我的一些讲座中经常要论及的问题；自那以后，我倾向于仅仅把上面这些文字当作直接的、真正丽阿那克西曼德的文字，当然这是有前提的，其前提就是：我们并没肴简单地把前面的文本排除掉，而是根据他的思想的严格性和道说力量，把它确定为阿那克西曼德之思想的间接证据。这就要求我们，恰恰要像希腊的思考方式那样去理解[产生]和[消灭]这些词语，不管它们是前概念性的词语还是柏拉图一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词语。

据此,就绝不意味着现代人所设想的发展意义上的发生（das Genetische）；并非意指发展的对立现象，并非意指例如退化、萎缩和凋谢等。相反，我们必须根据[涌现、自然]，并且在[涌现、自然]范围内，来思考。把它们思为自行澄明着的涌现和消隐的方式。或许我们可以用产生（Entstehen）来翻译，但在这里，我们同时必须把产生思为逃脱，它使任何产生者逃脱遮蔽者并使其处于无蔽者中而出现。或许我们可以用消失来翻译。但我们同时必须把消失思为行进，它从无蔽者那里重又产生，人于遮蔽者而离去和脱离。

也许阿那克西曼德谈论了。他是不是以流传下来的句子的形式来谈论的，此点尚可质疑，虽然诸如我想如是读解之和“产生是 ”和“消失产生”这样的矛盾的句子结构又是为一种古老语言而说话的。是入于无蔽者之中而出现和到达。意味着：作为从无蔽者而来的已经到达者入于遮蔽者而离开和脱离。“入于……的出现”和“去向……的离开” 在遮蔽者和无蔽者之间的无蔽状态中成其本质。它们关涉到已经到达者的到达和离去。

[l]这里的两个句子“产生存在”和“消失产生”确乎自相矛盾。——译者

阿那克西曼德必定就所命名的东西谈论了一些什么。至于他是否同时专门命名了[存在者]，或许还是悬而未决的，尽管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否认此点。第二句中的[它们〕，从它所道出的东西的广度来看，并且根据第二句与的反向关系来看，不外乎是指出了那种以前概念的方式被经验到的存在者整体，即：“存在者”。对于[存在者]，我们总还是这样来说的，而从来没有澄清在希腊思想中[存在着]和[存在、是]命名着什么。不过，在此期间，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个更为自由的领域，得以来尝试这种澄清了。

我们是从人们通常所采纳的箴言文本出发的。在对它所作的暂时考察中，我们已经排除了那些决定着对此箴言文本的阐释的通常假定。同时，我们已经从文本所表达出来的东西那里，从[产生]和[消灭]那里，获得了一个暗示。这个箴言谈论的是那种东西，它出现之际在无蔽者中到达，已经到达这里之后又脱离无蔽者而离去。

然而，如此这般在到达和离去中有其本质的东西，我们宁可称之为生成者和消失者，也即短暂的东西，而并不称之为存在者；因为，我们久已习惯于把存在与生成对立起来，仿佛生成乃一种无，仿佛生成甚至并不属于长期以来仅仅被人们理解为单纯持存的存在。但是，如果生成存在着，那么，我们就必须如此这般从根本上来思存在：存在不仅在某种空洞的概念性意思包含着生成，而且，存在以合乎存在的方式在本质上承担和创造着生成[产生-一消灭]）。

因此之故，现在无须探讨的是，我们是否并且有何理由把生成者设想为短暂的东西；需要讨论的是，当希腊人在[存在者]领域中把出现和离去经验为到达的基本特征时，他们思存在的何种本质。

当希腊人道说[存在者]之际，什么东西达乎他们的语言呢？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之外，何处还有一种护送，可以把我们转渡到那里去？由于我们所追问的这个词语及其所有变式，[l]无所不在地充斥于语言之中（而且是在一种思想把这个词语专门遴选为它的基本词语之前），因此，就有必要察觉一个时机——从它的实情、时间箱范围来看，这个时机处于哲学之外，在任何方面都先行于思想之道说。

[1]为希腊文系动词（相当于英文的be，德文的sein）的变位形式，是主动语态现在陈述式单数第三人称，相当于英文的it is,是其过去式，是其将来式；是其不定式。——译者

在荷马那里，我们察觉到这个时机。通过荷马，我们拥有了一个段落，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段落，不是一个词典式地包含着词语的段落。而毋宁说，它是这样一个段落，它把[存在者]所命名的东西诗意地澎上出来。由于词汇上的一切[言语]都是以[所说]之所思为前提的，因此我们放弃了一种对出处的空洞堆积，这些出处在此类情形中常常仅只表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得到过深思。借助于这一人们乐意使用的方法，人们期望通过把一个未经澄清的段落与另一个同样未经澄清的段落堆积在一起，就会突然产生一种澄清。

我所解释的段落在《伊利亚特》第1章的开头，第68-72行诗。假如我们借助于诗人而能让自己摆渡到所道说的事情的河岸那里的话，这个段落就会给我们一个时机，让我们转渡到希腊人用[存在者]所命名的东西那里。

对于下面的提示，我们需要作一个语言历史上的先行说明。这种先行说明并不要求去击中甚或解决眼下所面临的语言科学问题。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遇到的[存在着]和[存在者]这两个词语乃是概念词语。后来的名称“ontisch”（存在者状态的）和“ontologisch”（存在学状态的）就是据此而构成的。但是，从语言上看来，[存在着]和[存在者]大致是这两个原始词语的经过某种锤炼之后的形式。只是在这些原始词语中，词里行间还回响着我们就[是]和[存在、是]所道出的东西。反之，看来好像是无词根的分词词尾，似乎它们本来并且专门来指示我们在那种被后来的语法学家解释为动词分词的词语形式中要思考的东西：亦即那种同时具有词语的动词含义和名词含义的词语形式。

因此，说的是“一个存在者存在”意义上的“存在着”；而同时，也指称一个存在着的存在者。在分词含义的分裂中，隐含着“存在着”和“存在者”之间的区别。初看起来，如此这般描述出来的东西好像是一种语法上的吹毛求疵，实际上却正是存在之谜。这个分词词语正适合于表示在形而上学中作为先验的与超验的超越者而显露出来的东西。

上古的语言，从而也包括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始终是使用这两个词的。

可是，“存在着”不仅是动名词（即“存在者”）的单数，而且不如说，指示着绝对单数，它在其单数中准一地是在一切数之前的惟一具有统一作用的-（das einillg einende Eine）。

我们不妨带些夸张、但也带着同样真理性的分量断言：西方的命运就系于对一词的翻译，假如这种翻译是基于那种转渡，即，那种向在中达乎言辞的东西的真理的转渡。[l]

荷马就这个词向我们说了些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史诗《伊利亚特》开头阿凯亚人兵临特洛伊城的情景。九天以来，阿波罗帝来的瘟疫肆虐于希腊人的兵营中。在聚集军队时，阿喀琉斯要求先知卡尔卡斯卜测神的愤怒。

[1]此句中的“翻译”的对应动词是不可分动词，而“转渡”的对应动词是可分动词?ber-setzen。——译者

福斯的译文如卞：

……重又站起

卡尔卡斯，忒斯托尔之子，最远视的鸟瞰者

他知道什么是，什么将是或者曾经是，

曾经凭预言的灵魂，太阳神阿波罗赏给他的灵魂，

把阿凯亚人的船队护送到特洛伊。

荷马在让卡尔卡斯说话之前，就把他描绘成一个先知。谁属于先知行列，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他已经知道了……”）；是完成式（即“他已经看到”）的过去完成式。惟当一个人已经看到之际，他才真正地看。看乃是“已经看到”。被看见的东西已经到达，并始终在他面前。一个先知总是已经看到了。因为事先已经有所看到，他才预见。他根据过去看见未来。如果诗人要把先知的看描述为“已经看到”，那么他就必须把“先知已经看到了”这回事情以过‘去完成时道说出来，即：他过去就已经看到了。先知事先看到了什么呢？显然只是那种在贯穿其视野的澄明光照之中在场的东西。这种看所看到的东西只能是在无蔽者中在场的东西。但什么东西在场呢？诗人指出一个三重的东西：即存在着的东西，又是将来存在的东西，又是过去存在过的东西。

我们从诗人的这段话中得出的第一点乃是：[存在者]是与[将来存在者]和[过去存在者]相区别的。据此看来，指的是当前事物意义上的存在者。当我们后人谈论“当前的”时，我们或者意指现在事物，并把它设想为某种时间内事物。现在被当作时间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者，我们把“当前的”与对象事物联系起来。对象事物作为客观物则被联系于具有表象作用的主体。然而，当我们把“当前的”这个词用于对的更切近规定时，我们还是坚持从的本质方面来理解“当前的”，而不是相反。但也是过去的东西和将来的东西。此两者乃是在场者的一种方式，也即非当前地在场的东西的一种方式。希腊人把当前在场的东西也明白地命名为；也即伴随着进入无蔽状态之中。“当前的”一词中的（反对）并非意指与某个主体的对立，而是指无蔽状态之敞开地带，伴随着到来的东西进入其中并在其中逗留。因此，“当前的”作为的特性，其意思无非是：已经到达而在无蔽状态之地带内逗留。那首先得到言说，从而得到强调言说的，因此特别地区别开来了；对希腊人来说，它指的是在场者——在上面已有所解释的意义上人于无蔽状态之地带内的逗留而已经到达的在场者。这种已经到达状态乃是真正的到达，是真正在场的东西的在场。连过去的东西和将来的东西也是在场者，也即在无蔽状态之地带之外的在场者。非当前在场的东西乃是不在场者。作为不在场者，它本质上依然关联于当前在场者，因为它或者人于无蔽状态之地带而出现，或者出于无蔽状态之地带而离去。连不在场者也是在场者，而且作为出于无蔽状态的不在场者，它人于无蔽状态而在孵即使过去的东西和未来的东西也是。因此，就意味着：人于无蔽状态而在场。从以上关于的解释可知，即便在希腊经验中，在场者也是有歧义的，而且必然是有歧义的。一方面，意指当前在场者，而另一方面，它也意指所有的在场者：当前的和非当前的现身事物。但是，我们决不可以按照我们的概念性意见的习惯，把广义的在场者设想为关于一种有别于特殊在场者（即当前在场者）的在场者的普遍概念；因为事实上，它恰恰就是当前在场者和在当前在场者中起支配作用的无蔽状态，而这种无蔽状态贯穿于作为非当前在场者的不在场者的本质。

先知面临着在场者及其无蔽状态，此无蔽状态同时已经照亮了不在场者本身的遮蔽状态。先知看，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作为在场者的一切东西；[并且]，只是因此之故，他才能把阿凯亚人的船队护送到特洛伊城前。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具有神所赋予他的[预言的灵魂]。先知。即疯狂者。但疯狂的本质在何处呢？疯狂者在自身之外。他已离开。我们要问：往何处而离开？从何处离开呢？从眼前现成事物的单纯涌逼那里离开，从仅仅当前在场的东西那里离开，去往不在场者那里而离开，因而同时也去往当前在场者，因为当前在场者始终只是某种在离开过程中到达的东西。先知人于以任何方式在场的东西的在场的某个区域之中，从而在自身之外。因此之故，先知能够从那种人于这个区域的“离开”过程而来，又回到正好在场的东西那里，譬如肆虐的瘟疫。先知的“离开之存在”的疯狂并不需要他狂叫一气，疯癫地翻动白眼，扭曲四肢。看的疯狂者可以与身体上的镇静的毫不显眼的安宁结伴而行。

对于先知来说，一切在场者和不在场者都被聚集和保持于丁秒在场中。我们德文的一个古老词语“war”意味着“庇护”（Hut）。我们在“察觉”（wallmehrrlen），也即“保持”（in die wahrn ehmen）中，在“发觉”（gewahren）和“保存”（verwahren）中，还可以看出这一点。“保护”（das Wahren）必须被思为澄明着一聚集着的庇护（Bergen）。在场保护在场者——当前和非当前的在场者——入于无蔽状态中。先知是从在场者的保护（diew咖）方面来道说的。先知乃是预言者。[l]

[1]此处“预言者”直译为“真实道说者”，而从海德格尔这里对词语的解释来看，更应译为“保护的道说者”。中译无法在字面上体现海氏的一语双关的原意。——译者

这里，我们是在澄明着一庇护着的聚集意义上来思考“保护”的．它本身就显露为迄今为止一直被掩蔽了的在场的基本特征，也即存在的基本特征。终有一天，我们将学会从保护方面来思我们所使用的真理一词，并且体会到，真理乃是存在之保护，而作为在场的存在就归属于这种保护。作为存在之庇护，保护乃是牧人的本色，这个牧人与一种田园般的放牧和自然神秘主义毫不相干，他只能成为存在的牧人，因为他始终乃是无的看守人。存在的牧人和无的看守人是同一回事。人只有在此之在的展开状态中才能成为此两者。

先知就是已经看到了在场中的在场者之大全的那个人．按拉丁语来讲，就是vidit；用德语来说，就是er steht im Wissen（他处于知道之中）。“已经看到”乃是知道的本质。在“已经看到”中始终已经起作用的东西不同于视觉过程的实行。在“已经看到”中，与在场者的关系已经退回到任何一种感官和非感官的把握方式之背后。由此，“已经看到”便关联于自行澄明的在场。看并非取决于眼睛，而是取决于存在之澄明。置于存在之澄明中的迫切性乃是人类全部感官的构造。作为“已经看到”，看的本质就是知道。这种知道保持着视野。知道始终挂念着在场。知道乃是存在之回忆。因此之故，[回忆]是缪斯之母。知道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知道乃是对存在之保护的运思着的保持。[l]

[1]此句原文为：Wissen ist das denkende Gewahren der Wabmis des Seins．——译者

荷马的诗句把我们转渡到哪里去了？到的vTa那里。希腊人把存在者经验为当前的和非当前的在场者，入于无蔽状态而在场的在场者。我们用来翻译枷的词语“存在着”（seiend），现在不再是麻木愚钝的了；作为对的翻译的“存在”（sein）一词，以及[存在、是]这个希腊词语本身，不再是被人们草率地使用的假名，也即关于某种不确定的普遍性的任意而模糊的观念的假名。

同时也已显明，作为在场者之在场的存在本身就是真理，假定我们是把真理之本质当作澄明着州氏护着的聚集来思考的；假定我们摆脱了后起的、在今天已然不言自明的形而上学的先人之见（它认为真理乃是存在者或存在的一个特性）。存在，用现在所思考的词语来说，即作为在场的[存在、是]，以隐而不显的方式，乃是真理的一个特性；这里所说的真理当然不是作为知识的一个特征的真理，无论它是神性的还是人性的，这蜿说的真理也绝不是某种性质意义上的特性。进一步得到了澄清的是：一词两义，既指当前在场者，也指非当前在场者；从前者方面来理解，后者就是不在场者。但是，当前在场者并不像一块被切割的东西那样处于不在场者之间。如若在场者预先处于视野之中，则一切都共同现身而成其本质：甲带着乙，乙使丙运行。在无蔽状态中当前在场者逗留于作为敞开地带的无蔽状态中。当前进入地带的逗留者进入地带而出于遮蔽状态，并于无蔽状态中到达。但逗留着到达的是（ist）在场者，因为在场者也已经离开无蔽状态而走向遮蔽状态了。当前在场者总是逗留着。它逗留在到来和离去之中。逗留乃是从“来”向“去”的过渡。在场者乃是始终逗留者。在过渡中逗留着，在场者还在到来中逗留，并且已经在去往中逗留。当下在场者，即当前在场者，出于不在场而现身成其本质。这一点恰恰必然是就真正在场者来说的，尽管我们通常的表象方式喜欢把真正在场者与一切不在场分划得径渭分明。

指的就是，始终逗留者的统一多样性。任何如此这般人于无蔽状态而在场的东西，总是以其方式，向着其他每个在场者而在场。

最后，我们从荷马这段诗中还引出一点：即所谓的存在者，根本就不是指自然事物。在眼前的情形中，诗人拿一词指的是阿凯亚人在特洛伊城前的情景、神之愤怒、瘟疫之肆虐、丧葬之火、王侯们的束手无策，等等。在荷马的语言中，决不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词语，而是一个业经思考并且在思考之际被道说出来的词语。这个词语不但不是指自然事物，而且根本上也不是指与人类表象纯然对峙的对象。人也属于；人是那样一个在场者，他在揭示着一领悟着并因而聚集着之际，让在场者作为一个在场者在无蔽状态中成其本质。如果说在对卡尔卡斯的诗意描绘中，在场者是在与先知的看的关系中被思考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以希腊方式来思考，先知作为“已经看到”的人乃是这样一个在场者，他在一种突出的意义上归属于在场者整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场者只不过是客体，完全依赖于先知的主体性。

当前在场者和非当前在场者，乃是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中得到特别表达的东西的毫不起眼的名字。这个词语所命名的东西作为尚未被说出的东西，在思想中没有被说出，但被归于一切思想。这一词语所命名的，乃是从此以后占有着全部西方思想的东西，且不论这东西是否被说出来了。

但是，在阿那克西曼德之后又过去了几十年，（即在场着）和（即在场）才通过巴门尼德而成为西方思想的未曾被说出的基本词语。而这个事情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巴门尼德从陈述命题及其系词出发对存在者作了“逻辑的”解释——一这乃是今天还在四处流行的错误意见。实际上，在希腊思想中，就连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走得那么远，后者是根据[范畴]来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亚里士多德把存在者看作那种对于陈述来说已经现成的东西，也即看作无所遮蔽地当下逗留的在场者。亚里士多德根本就用不着根据陈述命题帅主词来说明[基体、基底]即实体，因为实体的本乓郁希腊文的。仑城。[在场]的本质，在[在场着]意义上已经是显然的了。不过，甚至亚里士多德也不是根据命题对象的对象性来思考在场者之在场性的，而是把它思为[实现]，而后者却是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actus purus[纯粹现实]之actualitas[现实性]鸿沟相隔的。

然而，巴门尼德的却并非指作为命题之系词的“是”（ist）。它命名的是，即在场者之在场。[是]应合于存在之纯粹要求，这种应合还在有第一。[在场]与[在场]，[实存]与[本质]的区分之前。但在这里，无蔽状态的蔽而不显的丰富性方面被思考的，此丰富性乃是早期希腊人所熟稔的，他们用不着、也不必从所有方面去经验这种本质丰富性。

从关于以先概恙方式被道出的运思经验而来，早期思想道出它的基本词语：[涌现]和[逻各斯],[命运]和[斗争]，[无蔽]和[一]。[l]惟有通过必须回溯到基本词语领域之内而得思考的[一]，成为适合于在场者的被说出的基本词语。惟从作为[一]的存在之命运而来，经过一系列本质故变革，现代思想才进入了实体之单子论的时期，这种单子论在精神现象学中达到了完成。

[1]此句的六个希腊词语被海德格尔看作早期希腊思想的“基本词语”。其中的中通译为“自然”，而海德格尔思之为存在之“涌现”；不是后世的“逻辑”，而是存在之“聚集”；通译为“真理”的，海德格尔解之为“无蔽、解蔽”。——译者

并不是巴门尼德对存在作了逻辑的解释。恰恰相反，源出于形而上学并且同时支配了形而上学的逻辑，使得存在的隐含于早期基本词语中的本质丰富性始终被掩蔽着。这样，存在才得以上升到最空洞和最普遍的概念的不幸地位上去了。

但是，自早期思想以来，“存在”就是指澄明着一遮蔽着的聚集意义上的在场者之在场，而[逻各斯]就是作为这种聚集而被思考和命名的[逻各斯](读、聚集）是从[无蔽]方面被经验的，即从解蔽着的庇护方面被经验的。在[无蔽]的分裂本质中隐藏着[斗争]和[命运]的被思及的本质，而在[斗争]和[命运]这两个名称中，[涌现]同时也获得了命名。

在这些从在场之经验方面得到思考的基本词语的语言范围内，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中的一些词语[正义],[补偿]和[不正义] 等说话了。

在这些词语中说话的存在之要求规定着哲学，使哲学进入其本质中。哲学并非起源于神话。哲学只不过是从思想中产生，在思想中产生。但思想乃是存在之思想。思想并不产生——只消存在现身而成其本质，思想便存在。而思想之沉沦[l]为科学和信仰，乃是存在的恶的[2]命运。

[l]1950年第一版：在存在之遗忘状态中沉沦于存在者；参看《存在与时间》。——作者边注

[2]1950年第一版：但并非“糟糕的”。——作者边注

在存在之命运的早期，存在者即达乎语言。从如此这般到来的东西被抑制的丰富性来看，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把什么东西带人言辞中了呢？根据可能真实的文本，这个蔑言如是说：

通常的译文如下：

……根据必然性；因为它们为其不正义而相互惩罚和相互补偿。

这个箴言现在也还是由两个句子组成的；第一句只保留下来最后况个词。让我们着手来解说第二句。

[它们]与前一句子中所命名的东西有关。它所意指的只能是：即在场者整体，也即人于无蔽状态的当前的和非当前的在场者。至于这个在场者整体是否也明确地被冠之以这个词，按文本的不可靠性来看，这还是悬而未决的。指的是一切在场者，以始终逗留者的方式现身的一切在场者：诸神和人、神庙和城市、大海和国家、鹰和蛇、树和灌木、风和光、岩石和沙土、昼和夜。在场者在统一性的在场中共属一体，因为每个在场者在其逗留中与其他在场者一起逗留着而在场。这个“多”并非各不相干的对象的排列，仿佛在这些对象后面还有某种东西把这些对象涵括为一个整体似的。而毋宁说，在在场本身中起着支配作用的乃是一种被遮蔽的聚集的并存逗留。因此之故，当赫拉克利特在在场中洞察到聚集着一统一着并且遮蔽着的本质之际，他把”[一]（即存在者之存在）称为[逻各斯]。

但是，在此之前，阿那克西曼德是如何首先经验到总是相互并存地逗留、并且进入无蔽状态而到达的在场者之全体的呢？根本上是什么普遍地贯穿着在场者？这个蔑言最后一个词语说的就是这个。我们必须着手来翻译这个词。这个词指出了在场者的基本特征。人们在学面上用“不正义”来翻译这个词。但这种字面的翻译就是忠实可信的吗？也就是说：所译的这个词是专注于该箴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吗？也即始终逗留着人于无蔽状态的在场者整体，已经在我们眼前了吗？

何以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就在不正义之中呢？在在场者那里，什么是不正义的呢？难道在场者的正义不就是始终逗留着、持续着，从而实现它的在场吗？

一词首先说的是：缺席不在。人们习惯于用“正义”来翻译一词。在对这个箴言的种种翻译中，甚至有用“惩罚”来译这一个词的。如果我们撇开我们的法学一伦理的观念，如果我们坚持在该箴言所说的东西那里，那么，说的就是：它运作之处，事情不对头。这意思就是说：某物出于裂隙之外。[l]但这是就何而言的呢？是就始终逗留的在场者而言的。可是在在场者中，哪里有裂隙呢？何处有哪怕仅只一条裂隙（dieFu的呢？在场者如何能够是无裂隙的，也即是出于裂隙之外的？

[1]在日常德语中，“etwas ist aus den Fugen”这个短语的意思是“某物四分五裂，紊乱，乱了套”。我们这里据字面直译，以强调海德格尔所思的“裂隙”。——译者

该箴言说得明白，在场者在中，也即是出于裂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场者不再在场。但它也不仅是说，在场者偶然地，抑或从它的某一特性方面，出于裂隙。该箴言说的是：在场者作为它所是的在场者出于裂隙。在场本身必然包含着裂隙连同出于裂隙的可能性。在场者乃是始终逗留者。逗留作为进入离开的过渡性到达而成其本质。逗留在到来和离去之间成其本质。在这一双重的不在场之间，一切始终逗留者的在场成其本质。始终逗留者被嵌人这一“之间”中。这一“之间”乃是裂隙，而逗留者一向循此裂隙从来源而来、向离开而去被嵌入其中了。逗留者的在场向前移动进入来源的“来”，并且向前移动进入离开的“往”之中。在场按两个方向被嵌人不在场之中。在场在这种裂隙中成其本质。在场者从到来中出现，在离去中消失；而且，就在场者逗留着而言，其产生和消失两者是同时的。逗留在裂隙中成其本质。

然而，这样一来，始终逗留者就恰恰是在其在场的裂隙中，而绝不是——我们现在可以说————在非裂隙中，不是在中。但阿那克西曼德这个箴言却说它在非裂隙中。该蔑言出于一种本质经验来说话，即认为是基本特征。

始终逗留者在裂隙中成为逗留着的东西，这种裂隙把在场嵌入双重的不在场之中。不过，作为在场者，始终逗留者——恰恰是它并且只有它——能够同时在其逗留之际自行持留。已经到达的东西甚至能坚持其逗留，仅仅是为了由此保持更久的在场——持存意义上的在场。始终逗留者坚持于它的在场。如此这般地，它出离于其过渡性的逗留。它在坚持的固有意义中展开自身。它不再牵挂其他在场者。它固执于持续的持存性，仿佛这种固执就是持留。

在逗留之裂隙中成其本质之际，在场者出自裂隙，并作为始终逗留者在非裂隙之中。一切始终逗留者都处于非裂隙中。属于在场者之在场，属于。于是乎，处于非裂隙之中，或许就是一切在场者的本质。所以，在思想的早期箴言中，就显露出了希腊的存在经验的悲观主义因素——即使不说是虚无主义因素的话。

可是，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说“在场者的本质在于非裂隙”了吗？答曰：它既如是说了，又没有如是说。虽然这个箴言把非裂隙称为在场者的基本特征，但这只是为了去道说：

“它们必受到惩罚”，尼采如是译之；“它们受到惩罚”，第尔斯译道，“为其不正义”。但实际上，在这个箴言中哪儿也没有谈到“受到”，同样也没有谈到“惩罚”，没有谈到某物是受到惩处的，甚或必须按照那些把报仇看作公正的人们的意见而受到报复。

不过，根据已经被思及的始终逗留者的本质，漫不经心地道出的“物的不正义”已被澄清为逗留中的非裂隙。非裂隙就在于，始终逗留者寻求坚持于一味持存意义上的逗留。从逗留之裂隙方面来看，作为坚持的逗留乃是进入单纯持续的起立（Anfstand）。在使在场者人于无蔽状态之地带而逗留的在场本身中，持存过程起而立之。通过逗留的这一起立，始终逗留者坚持于单纯的持存状态。于是，在场者就是在没有逗留之裂隙和反对逗留之裂隙的情况下成其本质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并没有说，始终逗留的在场者自失于非裂隙之中。这个蔑言说的是，从非裂隙方面来看，始终逗留者，即给出裂隙。

在此何谓“给出”呢？在非裂隙中成其本质的始终逗留者如何能够给出裂隙？它能给出它所没有的东西吗？如果它给出，那么，它难道恰恰不是使裂隙消失吗？始终逗留的在场者往何处、又如何给出裂隙呢？我们必须更清晰地来做追间，也即必须从事情而来进行追问。在场者之为在场者如何给出它的在场的裂隙？这里所谓“给出”只能基于在场之方式中。“给出”（Geben）不仅是“使……离开而给出”（Weggeben）。更原始地，“给出”是“允许”或“添加”意义上的“给出”。这种给出把某物所固有的东西归属于另一物。归属于在场者的东西乃是那种把它嵌入到来和离开之中的逗留之裂隙。在裂隙中，始终逗留者保持其逗留。所以，它并没有力求进入单纯坚持的非裂隙中而消失。裂隙归属于始终逗留者，而始终逗留者又归属于裂隙。裂隙乃是嵌合。[l]

从作为在场的存在来看，乃是嵌缝着——接合着的嵌合。即非裂隙就是非嵌合。[2]只是，我们现在还有必要从其全部语言力量出发对这个大写的词语作宏大的思考。

[1]

“裂隙”（dio Fuge）与“嵌合”（der Fug）两个德文词语表面上仅有阴、阳性之差。——译者

[2]“非裂隙”（die Un-Fuge）和“非嵌合”（der Un-Fug）以及“裂隙”和“嵌合”，标明“在场-不在场”的差异运动。——译者

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在场，因为它逗留，逗留着产生和消失，逗留着经受从到来向离开的过渡的裂隙。这种一向逗留着的过渡之经受乃是在场者的嵌合的持存状态。它恰恰并不固守于单纯坚持。它并不落入非裂隙之中。它使非嵌合消失。逗留于其逗留之所之际，始终逗留者让嵌合归属于它的作为在场的本质。指的就是这种“让归属”。

当下在场者之在场并不在自为之中，并不在非嵌合之中，而是在之中，也即在于：在场者一向让嵌合归属。当前在场者并没有被切割开来而游移于非当前在场者之间。当前在场者之为当前的，是因为它让自身归属于非当前的在场者中：

——它们，这些相同之物，（在克服）非嵌合中让嵌合归属。

这里所表达出来的对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的经验并不是悲观主义的，也不是虚无主义的，但也不是乐观主义的。它始终是悲剧性的。这诚然是一个骄傲自大的词语。不过，对于悲剧性的本质来说，也许当我们不是在心理学上和美学上来解释它，而只是通过思考来思索它的本质方式，即存在者之存在时，我们才能发现它的踪迹。

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在场，因为它让接合着的嵌合归属。裂隙之嵌合归属于谁，归属何处？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何时给出嵌合？以何种方式给出？这个箴言对此没有直接说明，至少就我们眼下对此藏言的词语所作的思考来看是这样。但是，如若我们注意一下尚未翻译的那些词语，那么，这个箴言似乎明白地说出了，所指的是谁或什么：

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让嵌合相互归属。人们往往这样来阅读这段文字。如若人们要更清晰地来表象，并且像第尔斯那样专门把它命名出来（而尼采甚至在译文中忽略了它），人们就要联系起来。但在我看来，直接关系在语言上并非必然的，更重要地，在实情上也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我们只有从实情出发来才能追问，[相互]是否也直接关系到剐明v，是否它并非相反的倒是仅只关系到紧位于它前面。对这个问题的决断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翻译。而后者则取决于在此所说的意思。

人们往往用“惩处”来翻译。所以容易把解说为“受到”。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受到惩处，它清偿这一惩处而受到惩罚。法庭是完备的。它并不缺乏什么，甚至也并非没有非正义——尽管无疑地，对于这种非正义，没有人真正知道它的内容。诚然，认饥弓可以有惩处的意思，但它必然不是惩处，因为借此并没有道出这个词的本质性的和原始性的含义。因为，乃是“重视”。重视某物意味着：关注它，从而使受重视者在其所是中得到满足。重视的本质结果乃是“满足”，在善事中可以是善行，关涉到恶事时则是惩处。不过，如若我们不是已经像对待那样，从这个箴言所表达的事情本身来思考的话，那么，一种对词语的单纯解释就没有把我们带到该箴言的词语的事情那里。

根据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即始终逗留着在场者，处于非嵌合之中。由于它们逗留着，它们便持留着。它们固守着。了因为，在从到来向离去的过渡中，它们踌躇不定地贯穿着逗留之所。它们固守着，也即它们抑制着自身。就始终逗留者逗留着固守而言，它们固守之际也倾向于在这种固守中坚持，并且甚至坚持于这种固守。它们坚持于不断的延续而没有牵挂，即逗留之嵌合。

但这样一来，每个逗留者也就已经对着其他逗留者展开自身。任何一个都不去关心其他逗留者的逗留着的在场。始终逗留者毫无顾忌地相互反对，任何一个都出自在逗留着的在场本身中起支配作用、并且由这种在场引起的坚持之渴望。因此之故，始终逗留者并不消解于单纯的毫无顾忌。这种毫无顾忌本身把始终逗留者趋迫到坚持之中，以至于它们还是作为在场者在场。在场者整体并没有消解于一味无顾忌地个别化钓东西中，并没有消散于非持存之物中。相反地，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在此如是说：

它们，即始终逗留者，让一方归属于另一方：即相互顾视。我们用“顾视”（助cksicht）来翻译下iat弓，或许更好地切中了关注和重视的本质J性含义。这种翻译是从事情出发的，也即是从始终逗留者的在场出发来思考的。但“顾视”这个词对我们来说过于直露地指示着人类的特性，而妞。K则是中性的，因为更为本质性地，它是就一切在场者来说的。我们的“顾视”一词不仅缺乏必要的广度，而且首先是没有分量的，难以在该箴言范围内作为对译词而与作为嵌合的相吻合。

这里，我们的语言中有一个古老的词语，十分典型地，我们今人又仅仅识得其否定性形态，实际上只是在贬义形式中识得这个词，就像排嵌合”一词二祥。在我们的习惯上，“非嵌合”一词充其量仅只是表示一种无礼的和低级的行为，以粗俗的方式做出的事情。

与此类似地，我们在使用一词时也把其意思理解为“堕落的”和“可鄙的”，即：无顾虑（ohne Ruch）。我们根本不再知道，Ruch的含义是什么。在中古高地德语中，“ruoche”一词指的是谨慎、忧虑。忧虑就是牵挂于某物如何保持在其本质中。从始终逗留者出发并且联系于在场来看，这一牵挂就是牵系（Ruch）。[l]我们的“geruhen”一词归属于牵系（Ruch），而与宁静（Ruhe）毫无干系，笋汕即意味着：重视某物，同意某物而允许某物成其本身。我们对“顾视”一词所作的说明——即认为此词指的是人类关系——也适合于ruoche。但是，我们要利用词语的已经失落了的含义，重新把它纳人一种本质性的幅度之中，并且相应于作为嵌合，来谈论作为牵系。

[l]日常德语中没有Ruch一词，英译本译作reck，我们据海德格尔的解释，译之为“牵系”。——译者

因为始终逗留者并没有完全消散于向单纯坚持的持续而展开这样一个过程的无限制执拗中，从而得以在相同的渴望中出于当前在场者而相互排挤，它们就让嵌合归属。

就始终逗留者给出嵌合而言，它们因此也就已经一体地，在相互关系中，向来让一种牵系归属于另一种。惟当我们预先已经把为在场者，并且把在场者思为始终逗留者之整体之际，我们才得以思及[相互]在这个箴言中所指说的东西，即：在无蔽状态之敞开地带范围内每一个逗留者去向另一个逗留者而在场。只要我们没有思，那么，[相互]就始终是一个表示在模糊的多样性范围内某种不确定的交互关系的名称。我们越是严格地在[相互]中思考始终逗留者的多样性，必然关系就越是显明。这种关系越是显明地凸现出来，我们就愈加清晰地认识到。即一方给予另一方以牵系，根本上乃是作为在场者的始终逗留者的逗留方式，给出嵌合的方式。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只具有连接作用的“与”（und）。它意指一个本质性的过程。如果在场者给出嵌合，那么，这个过程就发生了：在场者作为始终逗留者相互给予牵系。非嵌合之克服根本上是通过牵系之让归属而进行的。这就是说：作为非牵系之非嵌合的本质性过程，无牵系之物处于中。

它们让嵌合相互归属，因而（在克服）非嵌合中让牵系相互归属。[l]

这一让归属，正如所说的，是一种双重的让归属，因为本质得到了双重的规定。始终逗留者出于到来和离开之间的裂隙而在场。它们在一种双重的不在场的少之间”（Zwischen）中在场。始终逗留者时时依照其逗留而在场。它们柞为当前在场者而在场。着眼于它们的逗留来看，它们给予牵系，而且是使一个逗留者牵系于另一个。但在场者让裂隙之嵌合归属于谁呢？

[l]这是海德格尔的德译文，原译如下：geh?ren lassen sie Fug somit auch Ruch eines dem anderen （im Verwinden）des Un-Fugs。——译者

我们眼下所解说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第二句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回答。但这个句子给予我们一个暗示；因为我们还忽视了一个词： “因为它们让归属……”。其中的“因为”，导出一种论证。无论如何，第二句是要解释在前面一句中说出的东西如何如其所说的那样。

这个箴言中已经译出的第二句说的是什么？它说在场者，说作为始终逗留者的在场者被释放到无牵系的非嵌合之中，以及作为如此这般的在场者，它如何通过让嵌合归属、并且让牵系一方归属于另一方来克服非嵌合。这种让归属乃是始终逗留者持留并因而作为在场者而在场的方式。这个箴言的第二句命名着在其在场方式中的在场者。这个箴言道说在场者，道出在场者之在场。它把在场者之在场置人思想之光亮（die Helle des Gedachten）中。这第二句给出关于在场者之在场的解释。

因此，第一句必然是命名在场本身的，而且是就在场规定着在场者本身而言来命名的；因为只有这样，并且只有在此意义上，第二句才可能反过来，在通过[因为]这个词表达出来的与第一句的逆向关系中，从在场者方面来解释在场。在与在场者的关系中，在场始终是在场者据以成其本质的那种东西。第一句命名着在场：“根据……”。第一句中只有最后三个词保留下来了：

人们把它译为：“根据必然性”。我们暂且不译。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已经可以从前面得到了解释的第二句、并从它与第一句的逆向关系的特性出发，对作出两种思考。其一，它命名在场者之在场．其二，如果它思考的是在场者之在场，那么，无论如何，在中已经思考了在场与在场者的关系．或者，它表明，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只能来自存在，只能基于存在之本质。

在前面还加了一个意味着：从上而下，从上而来。反过来指向某种东西，从这种高处的东西而来，一个低处的东西在它下面并且作为它的后果而出现。所指说的那个东西本身具有一个落差，它和其他东西都循此落差而在如此这般的情形中。

但是，如果不在在场的后果和在场的落差中，那么，在何种落差和在谁的后果中在场者才能成其为在场者呢？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逗留着。不论我们如何思考，这词语乃是表示我们前面已经思考过的最早名称。乃是思想借以把存在者之存在表达出来的一个最古老的名称。

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在场，因为它们克服了无牵系的非嵌合，即克服了作为一种根本可能性而在逗留本身中起支配作用的。在场者之在场乃是这样一种克服。这种克服的实行是由于始终逗留者让嵌合归属，从而让相互牵系。嵌合归属于谁？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已经有了。嵌合归属于那种东西，循着这种东西，在场才成其本质，也即克服才成其本质。在这里，本质得到了澄亮，尽管还只是一种很遥远而模糊的澄膏。如若它作为在场之本质从根本上关涉于在场者，那么，在这种关系中必然有这样一回事情，即，把嵌合接合起来，从而也把牵系接合起来。有所接合，在场者循着让嵌合和牵系归属。使在场者获得这种接合，并因此赋予在场者以其到达方式，作为始终逗留者之逗留的到达方式。

在场者通过克服非嵌合中的“非”而在场。在第二句中具有起承作用的[因为]拉开一条从一端到另一端的弧线。

到此为止，我们所尝试的只是按与之具有反向联系的箴言的第二个句子，来思考所命名的东西，而并没有追问这个词语本身。一词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最后才来解释这段箴言文字中的第一个词，是因为按实事来看，这个词乃是第一位的。在何种实事中呢？在在场者之在场对实事中。但存在之实事（Sache）[l]乃是存在者冬存在。[2]

这一神秘多义的第二格的语法形式[3]指示着一种发生，在场者的一个出自在场的来源（Herkimft）[4]。但是，凭着在场和在场者这两者的本质，这一来源的本质始终还是蔽而不显的。不但于此，而且甚至连在场和在场者的关系也始终未经思考。从早期起，在场和在场者就似乎是各各自为的某物。不知不觉地，在场本身成了一个在场者。从在场者方面来表象，在场就成了超出一切的在场者，从而成为至高的在场者了。只要在场得到命名，在场者就已经被表象出来了。根本上，在场本身就没有与在场者区分开来。它仅仅被看作在场者的最普遍的和至高的东西，从而被看作这样一个在场者。在场之本质，以及与之相随的在场与在场者的区分（Unterschied）,[5]始终被遗忘了。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乃是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分的被遗忘状态。

[1]1950年第一版：命运。——作者边注

[2]1950年第一版：指示着存在学差异。——作者边注

[3]指上句中的“存在者之存在”（das Sein des Seienden）中的定冠词第二格“之（的）”（des）。——译者

[4]1950年第一版：在在场之闪耀（歇heinen）中显现出来，在场者到来（出现）。这种闪耀从不显现！——作者边注

[5]1950年第一版：区-分完全不同于所有存在，所有保持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因此，用“存在”——无论是带y的还是不带y的（应该指“存在”的古式写法Seyn——译者）——来指称区-分，始终是不合适的。——作者边注

然而，这种区分的被遗忘状态绝非思想之健忘的结果。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属于由这种被遗忘状态本身所掩盖起来的存在之本质。它如此本质性地归属于存在之命运，以至于实际情形是：这种命运的早期就是作为对在场中的在场者的揭示而发端的。这就是说：存在之历史始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因为存在——随其本质一道，随其与存在者的区分一道——抑制着自身。区分脱落了。它始终被遗忘了。惟区分双方，即在场者与在场，才自行解蔽，但并非作为（als）有区分的东西自行解蔽。相反地，就连区分的早期踪迹也被磨灭了，因为在场如同一个在场者那样显现出来，并且在一个至高的在场者那里找到了它的渊源。

存在之命运始于区分之被遗忘状态，并得以在区分中完成自身，但区分之被遗忘状态并非一种缺乏，而是一个最丰富和最广大的本有事件（Ereignis）——在其中，西方的世界历史得到了裁决。它乃是形而上学的’本有事件。现在存在（ist）的事物就处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早已先行在前的命运的阴影之中。

可是，惟当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分已经随着在场者之在场揭示自身，从而已经留下了一条踪迹，而这条踪迹始终被保护在存在所达到的语言中——这时，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分作为一种被遗忘的区分才能进入一种经验之中。这样来思考，我们就可以猜度：与其说在后期的存在之词语中，倒不如说在早期的存在之词语中，区分更多地澄明了自身；但无论何时，区分都没有作为这样一种区分而被命名出来。因此，区分之澄明也并不能意味着区分显现为区分。相反地，在在场本身中倒可能显示出与在场者的关系，而且情形是：在场作为这种关系而达乎词语。

存在的早期词语，命名着这样一种关系。不过，如若我们竟认为，只要我们作足够的词源学分析，来分析一词的含义，我们就能切中区分并且深人到区分之本质背后，这乃是一种自欺。也许，惟当我们把未经思考的东西——存在之被遗忘状奔一历史地经验为有待思的东西，并且从存在之命运而来最持久地思考了久已得到经验的东西，早期的词语才可能在后来的追忆中发声。

人们通常把一词译为“必然性”。人们借此来意指强制性，不可逃避的必然。但当我们完全固执于这种派生的含义时，我们便误入歧途了。其中含有自黔中即手的意思；意即：我处置某物，把手伸向某物，关涉某物并帮助它。所以，也意味着：交到手上，交付以及交给，把某物托付给某人。但这种交给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它把托付保持在手中，并且随此托付保持着被托付之物。

因此，原始地看来，分词根本就没有指说什么强制和必然。但首要地，并且从整体上看，这个词语同样也并不意味着一种认可和命令。

此外，如果我们注意到，我们必须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范围内来思考这个词语，那么，此词语就只能命名在在场者冬在场中的本质因素，因而只能命名那种以第二格十分模糊地暗示出来的关系。于是，伯xP。山v就是在场之交付，这种交付把在场交给在场者，因而恰恰把在场者作为这样一个在场者保持在手中，也即保护在在场之中。

在在场本身之本质中起支配作用的与在场者的关系，乃是一种惟一的关系。它完全不可与其他任何一种关系相提并论。它属于存在本身之惟一性。所以，为了命名存在之本质因素，语言必须寻找一个惟一的词语。由此惟一的词语，我们便能测度，任何一个向着存在道出的词语是如何冒险的。不过，这种冒险并非根本不可能，因为存在以最为不同的方式说话，始终都贯穿于一切语言。困难并不在于，在思想中寻找存在之词语，而倒是在于，把已经寻找到的词语纯粹地保留于本真的思想之中。

阿那克西曼德说：我们且冒险做一种翻译。这种翻译听来是令人诧异的，而且目前还容易引起误解：我们译之为“用”。

以此翻译，我们过高地指望这个希腊词语具有一种含义，这种含义既没有与词语本身相疏离，也没有与这个词语在此箴言中所命名的事情相背悖。但这种翻译仍然是一种苛求。即使我们已经考虑到，一切在思想领域内做的翻译都脱不了是这样一种苛求，我们这种翻译也还没有失去此种特性。

何以是“用”呢？如果我们更清晰地来思考我们语言中的这个词语，那么，这种译法的令人诧异的特性就会得到缓和。习惯上，我们把“brauchen”的意思理解为利用和在利用权限范围内的需要。利用过程中所需要的东西就成了通常的事物。被用的东西在用中（in Brauch）。但在这里，作为对译词的“derBrauch”，并不是在这些惯用的和派生的含义中得到思考的。而毋宁说，我们是要遵循其词根含义：brauchen乃是bruchen，拉丁语叫做加i，我们德语叫做fruchten（结果实、起作用）和Focht（果实、结果）。我们大胆地以（享有）来译之；但意味着：对一件事情感到高兴，从而使用它。只是在派生含义中，“脚i邵en”才单纯地意指吃喝和贪食。奥古斯丁说：Quid enlrn est aliud quod dicimus frui,nisi praesto habere,quod diligis？[要是并非手头拥有某种特别受珍视的东西，那么，当我们说丘ul时又是指什么意思呢？]（《论教会品行》，载《文集》，第1卷，c.3；参看《论基督教学说》，载《文集》，第1卷，c.2-4）。这里，上述作为frui的brauchen的基本含义便被切中了。frui含有Praesto habere之意；Praesto,praesitum，在希腊语中叫。[基体、基底]，即在无蔽领域中已经摆在眼前的东西，也就是。即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据此看来，“brauchen”的意思就是：让某个在场者作为在场者而在场；frui,bruchen,brauchen和Brauch就意味着：把某物孪给其本己的本质，并且把作为这样一个在场者的某物保持在具有保护作用的手中。

在翻译中，“用”（Brauch）被思为存在本身的本质因素。bruchen,frui，现在不再只是说人的享受行为，也不是联系于无论何种存在者——捆肠怕它是至高的存在者，也即作为beatitudo hominis[人之极乐]的[神性享有]——来说的，而毋宁说，“用”现在指的是存在本身的现身方式，即存在本身作为与在场者的关系——关涉和牵连在场者本身——而成其本质的方式。

“用”把在场者交到它的在场中，也即交到它的逗留中去。“用”给予在场者以其逗留的份额。逗留者每每被给予的逗留基于裂隙中，此裂隙把在双重的不在场（到达和离开）之间的在场者在过渡中接合起来。逗留之裂隙限制和界定着在场者本身。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在界线内成其本质。

作为裂隙份额的给予，“用”乃是发送着的接合，即：嵌合的接合作用，以及相随地，还有牵系的嵌合作用。“用”交付嵌合和牵系，其交付方式是：它先行保留着被交付者，把被交付者聚集到自身那里，并且把它作为在场者庇护人在场之中。

但接合着嵌合、限制着在场者的“用”交出界线，所以，“用”同时也是无界限者，[1]因为它是在把逗留之界限赋予给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之际成其本质的。

[l]此处“无界限（者）”译“无定形”、“阿派朗”等。一般的哲学史教本视之为阿那克西曼德的基本“哲学概念”。——译者

根据辛普里丘在他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所做的注释的流传文字记载，阿那克西曼德曾经说过，在场者在无界限者中有其本质来源。无界限者乃是没有通过嵌合和牵系而接合起来的东西，不是在场者，而是[用]。

“用”在接合嵌合和牵系之际纵身于逗留，并赋予每个在场者以其逗留。但这样一来，在场者也就进入了一个持续的危险之中，即，它出于逗留着的固守而僵化于单纯坚持。因此，“用”本身始终同时也是那‘种使在场进入非嵌合（Un-Fug）中的交付过程。“用”嵌合这一“非”（Un-）。

因此之故，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只能就其让嵌合、从而也让牵系归属于“用”而言才能在场。在场者,即根据“用”而在场。“用”乃是使在场者人于其时时逗留的在场之中的接合着、保持着的聚集。

我们以“用”来翻译，这并非基于一种词源学一月司汇学方面的考虑。“用”（Brauch）这个词语的选择起于一种先行的对思想的精渡，这种思想试图进入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命运性开端之中来思在存在之本质中的区分。在对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经验中，“用”一词被强加给思想了。关于在“用”一词中真正还有待思的东西，也许指示出一条踪迹；而此踪迹很快就在存在之命运——它世界历史地展开为西方形而上学——中消匿了。

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在思考在场着的在场者之际解说了[用]所命名的东西。在这个箴言中得到思考的，乃是对希腊人在[命运]的名义下经验为份额之发送的那个东西的首要的和最高的运思解释。[命运]涵盖了诸神和人类。即“用”，乃是使在场者每每进入一种在无蔽领域中的逗留的交付。

[用]于自身中隐含着那种澄明着一庇护着的聚集的尚未突现出来的本质。“用”是聚集，即[逻各斯]。根据这样来思考的[逻各斯]的本质，存在之本质被规定为统一着的一，即尼德思了这同一个[一]。他明确地把这个统一者的统一性思为[命运]（残篇第8，第37行）。从存在之本质经验方面得到思考的应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而在阿那克西曼德的[用]中，[命运]和[逻各斯]的本质先行得到了思考。

追索各个思想家之间的依赖性和相互影响，这乃是思想的一种误解。每个思想家都是依赖的一者卜依赖于存在之劝说（Zuspruch des Sein）。这种依赖性的广度决定着思想免于令人迷惑的影响的自由。这种依赖性愈是广大，思想的自由就愈是富有，从而思想的危险也就愈强大，这个危险即是：思想错失了以往之所思，但依然——甚至也许只有这样——去思同一者。

无疑，我们后人必须已经在追忆中预先对阿那克西曼德之裁言箴言有所思考了，方能去追思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消除一种曲解，按照这种曲解，人们认为巴门尼德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学说，而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是关于生成或变易的学说。

然而，为了思考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我们有必要首先——但也总是一再地——实行一个简单的步骤，经由这一步骤，我们得以转渡到那个往往未被说出的词语[在场]，[在场者]，[存在、是]所道说的东西那里。这个词语说的是：人于无蔽状态而在场。其中还隐含着；在场本身一道带来无蔽状态。无蔽状态本身就是在场。两者是同一者（das Selbe），但不是相同者（das Gleiche）。

在场者是在无蔽状态中当前和非当前地现身在场的东西。与存在之本质所固有的[无蔽]一道，[遮蔽]也还完全未经思考，从而，“当前的”和“非当前的”，也即敞开地带之领域，也还始终未经思考。在这个敞开地带范围内，每个在场者到达，始终逗留者的相互并存的在场展开自身并限制自身。

因为存在者乃是以始终逗留者的方式的在场者，所以，人于无蔽状态而到达了的存在者能够在无蔽状态中逗留着而显现出来。显现乃是在场的本质结果，并且具有在场的特性。始终还就其在场方面来思考，惟有显现者才显示出一种外貌和外观。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先行在人于无蔽状态而在场的意义上思考了存在的思想，才能把在场者之在场思为仍纽[相]。但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同时也作为人于无蔽状态而被带出来的东西而逗留。它之被带来，是因为它从自身而来涌现之际把自身带出来。它之被带来，是因为它被人类制造出来。就这两方面来看，那人于无蔽状态而到达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作品]，希腊人思之为：一个被带出来的东西。着眼于这种根据在场状态来思考的[作品]特性，就可以把在场者之在场经验为在被带出状态中成其本质的东西。被带出状态就是在场者之在场。存在者之存在是[实现]。

亚里士多德思之为在场之基本特征的[实现]，柏拉图思之为在场之基本特征的[相]，赫拉克利特思之为在场之基本特征的[逻各斯]，巴门尼德思之为在场之基本特征的[命运],阿那克西曼德思之为在场之本质因素的[用]，凡此种种，命名的都是同一者。在此同一者蔽而不显的丰富性中，具有统一作用的一的统一性，为每一个思想家以各自的方式思考了。

可是，很快就到了存在的一个时代，在其中，人们用[现实性]来翻译[实现]。希腊思想于是被掩埋起来了，直到我们今天，它只还以罗马的特征显现出来。[现实性]变成事实性。事实性变成客观性。但即使客观性本身也还需要在场之特性，才能保持在其本质之中，也即保持在其对象性之中。这一在场之特性乃是在表象之再现中的“在场”。在作为[实现]的存在之命运中，决定性的转折就在于这种向[现实性]的过渡。

仅仅一种翻译就可以导致这种过渡吗？诚然，也许我们要学会思索在翻译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历史性语言的真正的命运性遭遇乃是一个寂静的本有事件。但在这种本有事件中，存在之命运在说话。西方转渡到何种语言之中？[l]

[l]此句中的“西方”或可译为“傍晚之疆域（土地）”。——译者

我们现在来尝试翻译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

“……据根用，因为它们（在克服）非嵌合中让嵌合从而也让牵系相互归属。”

我们既不能科学地证明这种翻译，我们也不可以凭无论何种权威而一味地相信这种翻译。科学的证明过于局限。相信在思想中是无任何位置的。这种翻译只能在溉言之思中得到思考。而思想乃是在思想者的历史性对话中的存在之真理的作诗。

因此之故，只要我们仅仅以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方式来翻译这个箴言，则这个箴言就决不会有所反响。异乎寻常地，只有当我们通过思考当前世界命运的纷乱状况的原因而抛弃了我们自己对惯常之表象的要求，这时，这个溉言才能有所反响。

人类正在贪婪地征服整个地球及其大气层，以强力方式僭取自然隐蔽的支配作用，并且使历史进程屈服于一种对于地球的统治过程的计划和安排。这样的蠢蠢欲动的人无能于径直去道说：什么是；无能于去道说：这是什么——某物存在。[1]

存在者整体乃是一种惟一的征服意志的单一对象。存在之质朴性被掩埋于一种独一无二的被遗忘状态之中了。

何种终有一死的人能够探测这种纷乱状态的深渊呢？人们满可以对此种深渊视而不见。人们满可以设立一个又一个幻象。而此种深渊并不会消失。

种种自然理论和历史学说都不能解除此种纷乱状态。它们倒是把一切弄得混乱不堪而使之成为不可知的东西了，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乞灵于那种笼罩于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之上的纷乱的。

那么，究竟还有救吗？当而且仅当有危险时，才有救。[2]当存‘在本身人于其终极，并且那种从存在本身而来的被遗忘状态倒转过来时，[3]才有危险。

[l]此处“什么是”（wasist）或可译为“什么存在”；“这是什么——“某物存在”（was dies ist,daB ein Ding ist）或可译为：什么是“某物存在”。——译者

[2] 此为荷尔德林之诗句：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出拯救。——译者

[3]1950年第一版：作为极端的被遗忘状态的集置（Gestell），同时作为对本有的暗示。——作者边注

而如果存在于其本质中需要使用人之本质呢？如果人之本质乃基于存在之真理的思想之中，那又如何呢？

那么，思想就必须在存在之谜上去作诗。思想才把所思之早先带到有待思想的东西的近邻。





说明


1．《艺术作品的本源》

最初的文本系一个演讲稿，该演讲是1935年11月13日在弗莱堡艺术科学协会上做的；应大学学生会之邀，1936年1月在苏黎世重做。眼下这个文本包括三个分别于1936年11月17日、11月24日和12月4日在美茵法兰克福自由德国主教教堂议事会上做的演讲。“后记”的一部分是后来写的。“附录”作于1956年，在1960年收在雷克拉姆万有丛书中的单行本上首次发表。雷克拉姆版在若干处经作者稍事加工，章节安排更丰富了些。这里付印的论文文本即据雷克拉姆版。

2．《世界图像的时代》

系作者在1938年6月9日做的一个演讲。当时讲的标题是《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是弗莱堡艺术科学、自然研究和医学协会举办的一个系列演讲的最后一讲；这个系列演讲的主题为“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附录”当时就已经写好了，但报告时没有讲到。

3．《黑格尔的经验概念》

本文的内容更多地是以讲授的形式，在1942-1943年举办的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4章和第9章）的研究班上详细讨论过，同时在一个小圈子里分两个报告阐述过。眼下的文本引用现在通行的由霍夫迈斯特编辑的《精神现象学》校勘本，即1937年列人哲学丛书（梅纳出版社）中的版本。

4．《尼采的话“上帝死了”》

本文的主要部分于1943年在几个小圈子里重复演讲。其内容依据作者在1936年至1940年间的五个学期中在弗莱堡大学所作的尼采讲座。这些讲座的任务是根据存在之历史把尼采思想理解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文中的尼采著作引文依据大八开本。

5．《诗人何为？》

本文是为纪念R.M．里尔克逝世20周年（里尔克逝世于1926年12月29日）在一个极小圈子里做的演讲。有关本文的问题，可以参考恩斯特·齐恩的研究论文，载于《欧福里昂》（续辑），第37卷（1936年），第125页以下。

6．《阿那克西曼德之哉言》

本文摘自作者1946年所写的一篇论文。在文本批评方面，亦可参看迪尔梅尔：《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之残篇》，载《莱茵语文学博览》（增刊），第87卷（l938年），第376-82页。我赞同该文对阿那克西曼德文本所作的厘定，但不同意其论证。





编者后记


《林中路》单行本第6版（1980年）首次采用了全集版（第5卷）的新版式，不过仍然略去了录入全集版脚注中的采自海德格尔样书的边注。眼下端出的单行本第7版采纳了这些作者边注，因此从现在起，单行本与全集版第5卷在文字和页码上都一致无异了。

自单行本第6版开始，“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是根据海德格尔重新审订的、收人1960年雷克拉姆万有丛书中的单行本印刷的。与此前《林中路》的文本相比较，这个重新审订过的文本作了几处文字修改，段落划分上更显丰富了，还补上了1956年所撰的“附录”。

由于采纳了（（＃中路》全集版的新版式，第6版之启的单行本也包含了海德格尔在自己的样书中所做的几处文体上的或者解说性的校正。它们只是为了修正润色而作的，因此可区别于那些针对具体段落文字的作者边注。海德格尔用校正符号对它们作了标识，这也可使它们与作者边注区别开来。根据海德格尔的指示，此类校正不应在文本中专门标示出来。

为出版《林中路》全集版，编者径自订正了海德格尔在拼写和标点方面的几个明显失误。

单行本第1版至第5版的页码一仍其旧，标于页边上。[l]

二

对于采自海德格尔样书的边注，在此需要作几点说明。在正文中标出的小写字母（a,b,c……）指示着在脚注中给出的边注。[2]这些作者边注或者是在样书页边上发现的，或者是在夹有白纸条的样书的相关纸张上发现的。它们与编者以小写字母标出的文字的对应关系，是依据作者亲自加的指引符号，或者，如果没有这种符号的话，则是编者依据上下文的意思联系来认定的。

[l]中译本未予标识。——译者

[2]中译本中以“作者边注”标示。——译者

就《林中路》来说，有1950年第一版的一本样书。作者在卷首空白页上书有“梅斯基尔希样书”之字样。至于“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除此之外还有1957年的单行本第3版样书，以及1960年收人雷克拉姆万有丛书中的单行本的两本样书，其中经常使用的一本夹有一些白纸条。该文大部分作者边注也正是从后面这本样书中采录的。海德格尔生前曾特地向编者指出过它们的重要意义。

编者是根据作者本人给出的指导方针来处理这些边注的编排工作的。这些指导方针使编者负有责任，要根据作者手写的注解材料作出一种尽可能简洁的、仅仅指向根本要义的筛选。此外，必定也有一些注释，它们虽然简短，但对读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个注释具有对某个文字段落作一种思想提示的特征，而这种提示适合于增进读者的理解，那它就是重要的，因而是对读者有所传达的。这个意义上来讲重要的边注有三个方面：其一，边注可能是作者在相同思索层面上对某处文字的解说；其二，我们会碰到一些自我批判的边注，它们属于一个变化了的思索层面；其三，我们会碰到一些记录，它们显示出某个稍后出现的主导词语与一个较早的思想之间的事实关联。

这些作者边注是不可能确凿而清晰地注明日期的，这缘于它们的特征以及它们的形成情况。除少数几个特例外，它们根本不是作为补充或者作为自成一体的小段文字而拟定出来的，而是在对往往只是个别的段落的反复阅读和查阅过程中形成的。在多数情况下，那是作者匆匆记录’下来的一些突兀偶发的思想碎片。可想而知，此种阅读笔记是不会像作者精心做成的文本那样注明日期的。

为了大致确定日期，在作者边注前面标示的样书版次年份可供定向之助。从梅斯基尔希样书中采纳的边注作于1950年至1976年间。从雷克拉姆版《艺术作品的本源》两本样书中采纳的作者边注，形成期在1960年至1976年间。

但根本上，这个确定边注日期的问题，只有当我们不仅为其自身之故把它提出来，而且由于感兴趣于它们与海德格尔在自己思想道路上所采取的不同居留位置的思想对应关系而把它提出来，这时候，这个问题才具有某种意义。谁专心地而反复地研读了海德格尔的著作，他也就能懂得，根据思想内容和语言用法把不同的边注与某个较早的或者较迟的路段联系起来。

因为这些边注作为阅读笔记跨越了久长的时段，始于样书初版年份并且经常扩大到后来诸版本，所以，我们不能整个地把它们视为作者对自己的著作的总结性说法。尤其是对于那些属于某欠己经穿越了的居留位置的思索层面的边注，我们更不能如是看待了。但这也不能助长下面这样一种意见，即，似乎只有那些从这位哲学家的最后居留位置而来的边注才是重要的，因为他其实已经离开了前面的居留位置。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他的全部居留位置都是一体的，归属于其思想道路的统一体。之所以要寻找一个新的居留位置，并不是因为以往的居留位置已经被证实为错误的了，而是因为其思想的同一事实以变换了的方式向他显示出来了。这些路段上的每一个都证明了自身的真理性，因为它提供了在惟一的存在问题之追问进程中的一个问题步骤。正如我们不想放弃一个较早的居留位置上的任何一部著作，那些来自某个较早的思索层面的边注，同样也是秉有自身的分量的。

F·W·冯·海尔曼

1994年9月1日于弗莱堡





修订译本后记


《林中路》的中译本先在台湾时报出版有限公司出繁体版（1994年），因为排印错误甚多，几不可读。1997年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简体版，印刷品质尚可。但原来的翻译是根据德文单行本进行的。近几年来译者一直在电脑里根据全集版对译文进行修订加工。此次出版修订译本，主要基于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全集版增加了“作者边注”，即海德格尔生前在自己的样书上做的评注，现在由全集版编者冯，海尔曼教授录入全集版中。1994年出的单行本第7版也补充了这些边注。特别是在本书第一篇文章“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读者可以看到数量不小的“作者边注”。译者以为，这些“边注”对于我们深人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进展是很有意义的，理应在中译本中完全呈现。

其二，旧译本中存在不少错讹，旧译本是译者比较早的工作，译文品质和文气均不够理想。此番修订时对译文作了逐字逐句的对照重审，订正明显错误不下几百处，表达及语气不当、不足之处予以重新处理，亦不止千百处。因此，译者自以为，修订译本的品质当有不少提高了。

其三，译者这些年来对一些重要译名有了新的考虑，如Ereignis，原译为“大道”，现改为体有”，少数几处也作“本有事件”强然我在新近重订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译本中仍坚持了“大道”这个译名），再如Ge-stell，原从已故熊伟先生译为“座架”，现统一改定为“集置”；再如第五篇中出现的。韶血，当时因为考虑是诗人里尔克所用，译为“实存”，现统一改译为“此在”；又如Ontologie，原从《存在与时间》中译者陈嘉映、王庆节先生译之为“存在论”，现稍作变化，译为准在学”。如此等等。

其四，旧译本中的一些希腊词语和句子的中译存在不当之处，甚至在打印时也犯了一些可笑的错误，因为当时译者并不懂希腊文，连希腊字母沪与中都分不清楚。现在译者初习了这门语言。趁着此次修订，可以改正其中不应有的错误。

修订过程中还增加了一些译注，但量不太多。此外补译了原版“编者后记”，以为完备。

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邓晓芒教授对本书第一、第五篇译文提出了几十个修改意见，其对学术和学术翻译的严格态度令我感动。中山大学哲学系倪梁康教授指出了旧译文中存在的几处错误。我在修改时充分考虑、采纳了他们的宝贵意见。在此谨表谢意。同时我要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赵月瑟女士和戴虹女士，承她们允诺，使我有机会实施这次修订计划

译无止境。译者在修订时虽然对全部译文作了逐字逐句的重新审查校正，但一是惯性厉害，二是译事艰难，所以仍旧会留下遗憾。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

孙周兴

2002年6月30日记于南都德加

2004年5月18日记于沪上康桥

补记：修订译本出版后，译者仍发现了几处误译和误植，又蒙中山大学的朱刚博士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梁剑博士指出译文中两处明显错误，趁此重版机会一并改正。在此谨向两位博士表示感谢。

2008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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